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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
成就、挑战与未完成的任务

ＪａｎｅＧｏｌｌｅｙ　宋立刚

开始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期的中国经济转型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著名

的社会变革之一。仅仅经过 ３０年的时间，中国已经成功地使自己由一个中

央计划体制、封闭的经济体转变成为融入世界市场的、世界上最具活力的经

济体之一。邓小平推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和制度改革中所释放出的活力，极大

地释放了企业家的创业能量，并推动了持续不断的资本积累、生产力提高以

及贸易和收入的增长，而且这种提高和增长是以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速度

进行的。在此期间，中国的 ＧＤＰ、工业产出、外贸，以及更为重要的平均

资本收益分别相应增长了１６倍、２７倍、１２３倍以及 １２倍①。这种经济的高

速发展使得中国国内的贫困人口的范围和贫困程度大幅度缩减。世界银行

２００９年的一份报告显示，在１９８１～２００４年间，中国以当今的购买力计算的

每日可支配收入低于 １美元的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由 ６５％下降为

１０％，而且有近５亿人口脱离了贫困。中国的成就对削减世界上绝对贫困人

口的数量作出了巨大贡献，实际上，“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使得贫困人口数量

减少如此之多也是史无前例的”（世界银行，２００９）②。

截至目前，大多数研究中国的观察家们对于中国能够取得这样大的成就

的关键原因也是比较熟悉的。以市场为导向、以价格体系改革为核心的变革

３

①

②

根据国家统计局 （２００９）数据计算得出。

“新千年贫困削减计划”（ＴｈｅＭｉｌｌｅｎｎｉｕｍＰｒｏｖｅｒｔｙ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ａｒｇｅｔ）的目标是到２０１５年，将

生活在绝对贫困状态下的人口占世界总人口中的比例削减为１９９０年的比例的一半。



直接提高了资源分配效率，也使得最具有活力的私人部门开始繁荣起来，并

由此提高了整个经济体的总体效率。以中国所具有的比较优势为基础，一系

列自由化进程导致了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的繁荣，为中国带来了巨大的贸易

收益。而中央集权程度的降低以及所有制改革又解决了经济中的激励问题，

提高了企业和政府绩效。进一步的制度变革抛弃了几十年来对于劳动力流动

的各项限制，开启了史无前例的城市化进程，使得中国城镇中的人口在总人

口中的比例由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的低于２０％上升至２００９年的 ４６％。渐进式

的改革开放进程还碰巧遇上了中国的工作适龄人口的爆发式增长，由此产生

了巨大的 “人口红利”。而且 Ｃａｉ和 Ｗａｎｇ２００５年的研究表明，１９８２～２０００

年间的单位资本 ＧＤＰ的增长的约 １／４由 “人口红利”因素贡献。由此带来

的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已经显著地改变了中国经济状况及其在世界上

的地位。

与此同时，在过去的近 ３０年里，一些有利的内、外部条件和因素也使

得中国受益匪浅。从内部来讲，有一些遗传自计划经济体制的因素是有利于

改革和经济增长的，其中包括一个基本的工业基础、合理的基础设施、农业

灌溉系统以及相对来说发展良好的教育体系。而 “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之

一，就是国内有了巨大的要求变革的力量，这有助于克服那些拒绝改变的保

守力量的限制，在改革的初期尤其如此。中国经济发展的低起点又使得中国

经济享有了生产上的低成本优势，这一点极大地促进了产出的增长和经济竞

争力的提升。此外，作为经济发展的后来者，中国还具有后发优势，这种优

势就是指中国相对来讲具有可以更快地采用世界上更为先进的新技术的能

力。

从外部来看，中国的改革刚好遇上了新一轮的全球化进程。这一轮全球

化的第一个特征是一个更为开放的全球贸易环境，当然这都得益于 “二战”

后多轮的多边贸易谈判，以及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以来西太平洋地区的单边

经济自由化带来的关税和其他形式的贸易保护措施的大幅度削减。本轮全球

化的第二项特征是快速的全球经济结构调整，这种结构调整主要是为了应对

迅猛发展的资本、劳动力和技术的跨国流动。此次全球化的第三个特征则是

交通运输、通信以及信息管理技术的显著进步所带来的交易成本的大幅降

低。“由此，国际市场为中国提供了机遇 （当然还有风险），而这种机遇远

远超过了日本和韩国在其经济爆发式增长时所面对的机遇” （Ｂｒａｎｄｔ和

Ｒａｗｓｋｉ，２００８：１３）。

在未来的 ２０年里，上面提到的这些有利条件有一些将会继续存在并继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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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有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但同时也有一些因素不会再像以往一样为中国经

济的发展作出显著贡献。如果中国想要沿着这条引人瞩目的经济改革与发展

之路继续走下去的话，就需要各方面作出调整以适应这些内部和外部条件的

变化，同时还要有技巧地应对一系列挑战。本书强调中国应深化诸如国内要

素市场、汇率机制和医疗卫生体系等关键领域改革，这些改革与有效的政策

实施通道的强化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调整相结合将会有助于中国应对面临的挑

战。这些挑战包括：如何应对即将到来的无限劳动力供应时代的终结；如何

在减少全球贸易不平衡的努力中担任一个具有建设性的角色；如何促进企业

提高创新能力以帮助它们在全球经济中进行竞争；如何更好地应对史无前例

的人口迁移、城市化和不平等问题；以及在低碳增长已经成为唯一选择的时

代背景下如何处理日益增长的能源和钢铁需求。

来自本书和其他地方的许多证据都显示出，中国已经到进入经济增长的

转折点，或者更准确地来讲是一个 “转折期”。这种转折是以过剩劳动力供

给时代的结束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中的某些部门的工资快速增长为标志的。

劳动力市场的紧张其实是计划生育政策实施 ３０年和较快的收入增长综合影

响中国的人口出生率的结果，目前中国的人口出生率已经预示着老龄人口数

量的快速增长，同时预计劳动力供应增长率将会在 ２０２０年转为负数 （Ｔｙｅｒｓ

等，２００９）。这种状况也预示着，当中国失去作为其以往经济增长的引擎的

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这一比较优势以后，中国必须调整行业结构和贸易构

成。为了顺利推进这种调整，通过教育来构建人力资本优势，利用创新来加

速技术变革，以及通过进一步推动劳动力市场变革来提高劳动生产率，都逐

渐成为整个国家工作的重中之重。

以往的经济增长是以一系列结构失衡所带来的粗放型增长为特征的，这

种结构失衡包含大量的高资源和能源密集型产品的生产。现在中国的经济增

长的钢铁和能源强度 （即每单位 ＧＤＰ的钢铁与能源消耗量）已经异常的高。

全球在资源和能源产品的供给和需求间取得平衡的压力急剧加大，此类产品

在世界市场上的影响力也会更大 （Ｇａｒｎａｕｔ和 Ｓｏｎｇ，２００６）。面对这种挑战，

中国需要加快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更快向高附加值的工业产品领域和服务

业转移，同时在所有的生产领域采用更为节能和节省资源的新技术。在这方

面，改革能源和自然资源的价格机制，使得价格可以真正反映供给和需求间

的平衡状态将是极为关键的一步。这样的价格改革将有助于扩大供给能力，

同时激励节能和节省自然资源的技术的发展，促进自然资源替代品的使用以

保护自然资源。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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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同时也是最大的碳排放国，中国需要更

快地向低碳增长型经济转变以应对环境恶化和气候变化问题。这不仅仅是为

了中国人的健康和福祉，同时也是为了在毁灭性的灾难发生之前大幅度削减

全球碳排放这一目标顺利实现 （Ｓｔｅｒｎ，２００７；Ｇａｒｎａｕｔ，２００８）。考虑到中国

目前的人均收入水平较低，工业化进程也尚未完成，巨大的地域差别又导致

各地区间收入和工业发展水平的不同，中国需要克服许多困难。向一个低碳

经济体发展转变并不必然意味着要损失经济的发展速度，因为发展环境友好

型的工业也可以为经济带来新的增长源。主要的挑战在于如何设定一个适当

的体制，使得相关方，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和股东们，都有足够

的激励来作出必要的调整 （Ｃａｉ和 Ｄｕ，２００８）。目前的经济发展模式和自然

界之间的矛盾有力地说明，中国现在已经到了作出一些调整来巩固经济长期

增长的基础的时候了 （ＭｃＫａｙ和 Ｓｏｎｇ，２０１０）。

中国向低碳型经济发展模式转变过程中关键性的一环在于提高生产

力。而提高生产力的关键又在于技术进步和创新。通过大量吸收、运用和

提高来自于发达国家的绿色技术，中国具有很大的潜力来改变经济产出和

碳排放之间的关系。而为了确保发挥出这种潜力，政府应该扮演一个至关

重要的角色，这个角色最重要的作用在于为具有活力的私人部门积极参与

这项事业提供便利。通过各界的共同努力来研发环境友好型的技术并使之

商业化同样可以使中国加快工业结构调整的步伐，改变目前的工业化进程

的轨道。

中国经济增长策略的另一个特征是增长严重依赖于出口和投资。而这进

一步导致了最近几十年全球经济不均衡程度的上升，也引发了中国国内大量

结构性问题的出现。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中国可以选择的方法并不多，目前

一个广泛的共识是，中国需要更多地依靠国内消费和生产力的提升来实现经

济的均衡增长。虽然拉动国内消费需要一定的时间，但是我们同样有一些可

供选择的改革措施可以从中起到积极的作用。例如，Ｓｏｎｇ等人 （即将发表）

就提出，通过给予农民工城市居留权来加快这些移民工人城市化的步伐就是

一项拉动内需的有效方式，因为据估计中国这类工人目前约有１６亿，而给

予他们城市居留权可以改变他们的消费习惯。而这项特殊任务只能通过进一

步深化与劳动力流动性和社会保障体系有关的制度改革来实现。当然，持续

不断的经济发展也会起到积极的作用。因为随着中国进入经济发展的转折

期，人们工资收入的增长很自然地会导致国内消费的提高，而且很可能其对

消费的拉动作用要大于任何其他的制度变革的作用。高消费还会拉动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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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需求，从而使中国为全球经济的更均衡增长作出贡献，并成为拉动全球

经济增长的一个可持续的引擎。此外，中国的汇率体制和土地管理制度的变

革在解决一系列不均衡问题的过程中也会起到重要的作用。中国的经济增长

策略存在问题，这导致了许多社会问题，低消费只是其中之一，这些问题都

表明中国的经济增长策略需要调整。例如，世界银行 （２００９）发现，过去

一些年，经济增长在削减贫困中所起的作用有所下降。日益严重的收入不

均、不断扩大的地区间的发展不均衡、医疗卫生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获取中

的不公平都是过去一些年快速的经济增长所引发的副作用。这些问题如果不

能得到妥善解决，将会严重威胁社会稳定，继而成为接下来几十年经济增长

和发展的重大障碍。虽然中国经济发展进入转折期会使收入不均的状况有所

减缓，但是需要我们做的事还有很多。除了强化政府的再分配功能和创建一

个更为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之外，为了在保持生产力和人民收入继续增长的

同时缩小不同社会群体的收入差距，实行进一步的改革以促进城乡间的融合

将成为至关重要的一步。而如果政府追求的目标是更为合理的经济发展的

话，那么通过对现行的地方政府间的转移支付体系进行改革，并发展公共卫

生体系来强化地方政府的财政也就非常有必要了。

最后，如果不考虑计算方式差异的话，到 ２０３０年，中国很有可能会成

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Ｍａｄｄｉｓｏｎ，２００１）。中国成长为全球经济中的一个强

大的力量将会使自身在一系列全球事务中承担更多的责任———无论中国本身

是否想要这些责任。因此人们会期望中国通过与全球体系中的其他各方相互

合作来为世界的稳定、进步和繁荣作出积极的贡献。在战略上与中国密切相

关并需要中国参与的事项主要有：降低全球经济失衡、改革国际金融体系、

在 ＷＴＯ框架内推进多边贸易谈判、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以及削减全球贫困

等。在所有这些领域之中，涉及的绝不仅仅是中国如何管理自己的对外经济

关系的问题，还涉及中国如何在政治上进行改革。

在以往３０年的改革和转型过程中，中国在改革自己的制度方面取得了

巨大的进步。而中国已经取得的成就又为中国在下一个阶段的发展过程中

继续深化制度变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只要未来制度变革和经济增长之间

的关系继续存在，我们就有理由保持乐观，因为 “一旦经济开始增长，制

度就会越来越多地向着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方向改变，并因此强化推动经济

增长的各项力量”（Ｌｅｗｉｓ，１９５５）。过去 ３０年中国的经验已经印证了这一

点。

随着中国开始奉行一种新的、不仅追求效率同时也强调可持续性和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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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经济增长模式，接下来 ２０年，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很可能将会面对比以

往更多的挑战。实际上，中国在未来几十年要面对的第一项挑战就是如何成

功地向这一新的增长模式转变。而为了成功实现这个转变，中国必须要解决

一系列尚未完成的任务，包括深化要素市场的改革从而完成向一个真正的市

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在经济、政府管理、法律法规体系和政治领域实施更为

全面的制度改革。如果这些任务都取得成功的话，接下来的 ２０年我们将会

见证中国上升成为全球的领导者，或者至少也是与美国一起成为全球的领导

者。但是成功想起来容易，真正实现却很难。中国平稳地上升到全球第一的

位置需要改变许多现状，而本书接下来的每一章都会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这

些问题。

本书的第一部分着重研究中国的长期发展趋势和问题，这部分始于第二

章 ＲｏｓｓＧａｒｎａｕｔ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转折期的分析。Ｇａｒｎａｕｔ在 ＡｒｔｈｕｒＬｅｗｉｓ的

劳动力过剩的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模型的基础上发展出了一个新的概念框架，

为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在劳动力过剩时代结束的时期及以后的转变打下了基

础。他仔细思考了２００６年的 “中国经济前沿”报告——— 《中国经济发展中

的转折点》（ＴｈｅＴｕｒｎ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ｉｎＣｈｉｎａ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一书中的有

关章节，该书提供了早期的、部分的证据证明中国已经开始进入经济发展的

转折期。而此处又总结了近期的一些证据说明中国正在更果断、更深入地进

入这个转折时期，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从 ２００４年以来实际工资的快速

上涨。Ｇａｒｎａｕｔ认为中国经济未来的成功与否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经济的

灵活性、对外贸易、投资和思想的开放性、人力资源的质量，以及与将要出

现的更复杂的经济体相适应的监管体系。Ｇａｒｎａｕｔ认为，通过经济的灵活性

和结构调整，中国经济的发展在通过 “刘易斯转折期”（Ｌｅｗｉｓｔｕｒｎｉｎｇ

ｐｅｒｉｏｄ）的时候并不必然会减速。

很多人认为中国渐进式的、逐步的经济改革是一种更为可取的促进经

济发展的方式，这一点在许多关于 “北京共识”与 “华盛顿共识”对比的

著作中也有所反映。“北京共识”通常被认为是一个专制的政府严重干涉

大部分经济活动的发展模式，而 “华盛顿共识”则是指需要相对较快地转

变为新古典经济学所描述的那种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体适用的发展模式。

姚洋 （第三章）分析了中国的发展模式，并对这些看法进行了对比，他认

为中国的改革和发展非常符合 “华盛顿共识”，而且 “中国模式”是一种

向新古典主义观点靠近的进程。姚洋将中国政府描述为在中国国内的各种

社会团体之中仍然能够保持公正无私的政府，没有被排他的利益集团所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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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相对于专制主义来说，这种公正无私使得那些促进发展的政策成为可

能，虽然这些政策在制造出受益者的同时也制造出了输家，但是却在过去

３０年里提高了全体国民的生活标准。尽管中国模式到今天为止取得了很大

的成功，但姚洋认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模式将不可避免地需要更清晰的政治

改革和深入的民主化，以此来抵消一些怀有不同目标的强力的利益集团的

形成。

姚洋认为民主化在未来是平衡政府行为和公众利益的一种方式，而张永

生 （第四章）则认为民主化是建立有效的中央 －地方政府间关系的一种方

式，而这种关系的演化发展将对未来中国的发展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张永生

提出了一种新的分析框架来分析政府间的关系，这种框架基于两个截然不同

的尺度———人员与财政，这两个尺度每一个都可以是 “自上而下”的或者

“自下而上”的。这样就可以将世界上大部分政府间关系归为四种可能的结

构。张永生认为，大部分的西方工业化国家都符合第一种结构，这种结构是

自下而上的人员关系和自上而下的财政关系的结合。改革时期中国的中央政

府和地方政府间的关系则被描述为由第三种结构 （自上而下的人际关系和

自上而下的财政关系）向第四种结构 （自上而下的人员关系和自下而上的

财政关系）转变，这种转变主要是由１９７８～１９９４年间的财政分权政策导致，

而在１９９４年税收改革之后，中国又开始回归到第三种结构。张永生认为，

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中央 －地方间的关系最可能的一种结果依然是自上

而下的人际关系和自上而下的财政关系 （第三种结构），而地方 －中央间的关

系则是自下而上的人员关系和自上而下的财政关系 （第一种结构）。为了成

功地在所有级别的政府间关系上进化为第一种结构，张永生认为有两个因素

不可或缺：加强法律的作用、深化草根阶级的民主化。但是，正像中国许多

其他方面的改革一样，张永生清楚地指出，这种进程将会是渐进的，而且肯

定会有一些中国特色。

ＨｕｗＭｃＫａｙ、盛誉和宋立刚 （第五章）则将经济发展和钢铁消耗联系

在一起进行研究，并通过考察整个工业化进程历史上有关国家的经验来研究

中国未来对钢铁需求的状况。这一章明确证实了钢铁业的库兹涅茨倒 Ｕ形

曲线 （ＫＣＳ）的存在，并确认了关于钢铁单位消耗量的综合观点———技术的

跃进和不断进化的消费者偏好都对钢铁单位消耗量的高低有决定性的作用。

他们采用的计量经济学方法分析显示，当中国的人均 ＧＤＰ超过 １５０００美元

的时候，中国将会达到自己的 ＫＣＳ曲线的转折点，目前普遍预测这一水平

大约会在２０２４年达到。他们得出结论认为，随着中国向高收入水平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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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不太可能沿着以极高的钢铁单位消耗量为特点的韩国模式前进。因为中

国将不得不改变目前过于依赖重工业、投资和出口的发展模式。因此，他们

预计，在钢铁单位消耗量的路径上，中国的发展模式最终将会融合北美、独

联体、西欧、日本和亚洲新兴化国家各自经验中的某些方面。

过去３０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工业化对于全球和本国的环境影响是

巨大的。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上，中国的领导人都受到越来越大的压

力，要求他们在发展计划中更多地体现出与气候变化作斗争的决心，而根

据张中祥 （第六章）的说法，中国的领导人们已经开始行动了，这一点最

先也最好地体现在中国提出了到 ２０２０年将减少 ４０％ ～４５％的碳排放量，

这个目标远远高于惯例。张中祥指出，提出一个伟大的目标是一回事，而

达到这个目标则是另一回事。在这个前提下，他也承认中国的能源和 ＧＤＰ

数据匮乏并缺少可靠性会使人们很难评定所取得的进步，当然也会引发可

信性问题。此外，基层政府与中央政府在目标上的冲突也会抵消而非支持

中央层面的环境目标的实现。尽管存在这些问题，张中祥也提供了许多详

尽的证据表明迄今为止中国在能源保护和碳减排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最

后，他得出结论认为，中国达成自己的环境目标的可能性有赖于加强目前

的政策，摆脱高能耗、高污染、以资源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工业结构，而且

需要地方政府的合作。

ＪａｎｅＧｏｌｌｅｙ（第七章）则研究了一个令中国领导者头痛了几千年的问

题———各地区发展不均衡。现在这届政府设立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目标———

到２０５０年 “大幅度缩小”西部与其他地区的差距，这个其他地区主要是指

东部，因为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大部分发生于东部地区，在改革开放时期更是

如此。Ｇｏｌｌｅｙ分析了各省 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间的工业增长率，结果显示，东部

地区的好日子就要结束了，尽管东部在中国的工业产出中仍然占据明显的主

导地位。虽然 Ｇｏｌｌｅｙ提出了一些乐观的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原因说明一些产业

可能在接下来的２０年扩展到西部地区去，但是有关平衡发展的各项证据还

是表明这仅能在很小程度上降低地区间的发展不均衡。对于中国来说，在将

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降低地区之间的不平衡仍将是一项有待完成的任

务。

本书的第二部分转向中国在融入全球化过程中可能遇到的挑战和机遇。

肖耿 （第八章）、ＲｏｄＴｙｅｒｓ和张莹 （第九章）对争论持续不断的人民币汇

率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这两章都是以关注人民币升值压力为开端，这种

关注主要依据巴拉萨 －萨缪尔森假说 （ＢＳＨ）。该假说认为，在一个正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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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贸易品部门生产力迅速提升的发展中国家，由于与此同时工资和非贸易品

价格也在提高，该国很可能会出现实际汇率升值的情况。聚焦于全球的不平

衡问题，肖耿认为，中国仍然不愿意让人民币升值，中国可能会考虑其他诸

如私有化和减少管制等替代政策来降低私人部门的过度储蓄，并采取措施增

加国内消费。接下来，肖耿的研究转向其认为导致全球经济不平衡的关键因

素———低成本的资金。他认为成本很低的资金导致了全球的房地产市场和股

票市场的泡沫，这其中也包括中国，而且低息资本对于拉低中国的产品价格

作用显著 （因此也就使得实际汇率保持在较低的水平）。肖耿认为，为了解

决这个问题，中国需要提高利率并改进资本管理机制，以确保资本流入国内

或者国际更有效率的投资之中，而非流向投机或无效投资中。肖耿最后指

出，未来中国国内物价的提高会促进实际汇率升值，当然前提是中国可以容

忍升值。这一过程越快发生，来自外部的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也就会越快

得到缓解。

Ｔｙｅｒｓ和张莹进一步研究了中国一段时间以来的实际汇率变动过程。他

们注意到，尽管很早就存在巴拉萨 －萨缪尔森效应的期待，但中国的实际汇

率一直到２００４年才出现升值的趋势。从那时开始，实际汇率开始大幅度升

值，而这又促使农业部门的价格和工资开始上升，并延缓了贸易改革的步

伐。接下来他们又仔细解释了为什么中国政府制定的人民币汇率机制不能像

评论家们所建议的那样实行完全自由波动。他们还认为，无论来自国际上要

求人民币名义汇率升值的压力是通过紧缩的货币政策还是通过限制出口使人

民币升值，其对中国和世界的整体利益都是有害的。这一章和肖耿的研究都

揭示了理解中国过渡期经济的特殊性是很重要的，这一话题也是当今最热的

一个话题。

陈春来 （第十章）阐述的是另一个问题：中国最近几十年在吸引外国

直接投资 （ＦＤＩ）方面取得的巨大的成功是否以其他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亚

洲国家的损失为前提。他利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分析了 １９９２～２００８年间中国

吸引 ＦＤＩ的 “中国效应”对其他１２个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影响，结果

显示，通常所说的对于中国在吸引 ＦＤＩ方面的主导地位的恐惧是没有事实根

据的。特别是，陈春来发现进入中国的 ＦＤＩ增加与进入其他亚洲经济体的

ＦＤＩ增加是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的。他将所分析的时间段中存在的这种投资

创造效应归因于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所带来的对自然资源需求的增长和亚洲

地区内的产业网络活动。考虑到亚洲地区的进一步融合以及对中国经济继续

快速增长的预期，陈春来预测这种正向的联系很可能会在未来的 ２０年里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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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加强。而且，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和财富的增长，其他的亚洲经济体不

仅会成为吸引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的新目的地，而且也会成为中国不断增长

的对外投资可以选择的目的地。对于发展中的亚洲来说，至少平均来讲，中

国在吸引 ＦＤＩ方面的成功会是一个双赢或多赢的结果。

ＰｒｅｍａｃｈａｎｄｒａＡｔｈｕｋｏｒａｌａ和 ＡｒｃｈａｎｕｎＫｏｈｐａｉｂｏｏｎ（第十一章）检验了全

球金融危机后，中国和东亚其他国家在危机前的贸易模式背景下是如何应对

出口方面的压力的。这种分析主要源自于 “脱钩”理论，这种理论假设东

亚地区已经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体，而且有能力独立于工业化世界的情

况而保持活力。通过检验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东亚内部相互之间和对外的贸

易份额的变化，Ａｔｈｕｋｏｒａｌａ和 Ｋｏｈｐａｉｂｏｏｎ否定了这一假设。通过强调将要素

和最终产品包含在贸易流分析中的重要性，他们指出，全球生产分工的不断

增长实际上强化而非弱化了东亚与世界经济的联系。他们指出，即便乐观地

来看，全球经济在中期也将只是部分复苏，所以我们需要一种一体化的东亚

政策回应，从单纯注重出口回到均衡增长，强调国内市场。对于中国更是如

此。他们的发现提醒我们要防止以反对对外贸易开放来实现均衡增长的政策

出现，同时他们的研究也提出了要承诺在长期内实现非歧视性的多边和单边

贸易自由化。

在全球金融危机对于城乡融合的影响方面，孔涛、孟欣和张丹丹 （第

十二章）有了一些出人意料的发现。全球金融危机导致中国在 ２００８年下半

年的出口订单急剧减少，人们一般认为受到影响最大的应该是城市中的农民

工———无论是雇用量还是工资都会减少，确实有几百万被解雇的农民工丢掉

了工作并对关闭的工厂提出了抗议。但是通过 “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城乡融

合项目”对城市里的农村移民和农村家庭的样本调查，她们发现，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年间雇佣人数方面只发生了很小的变化，而且城市中的农民工的工资

几乎没有下降。相反，她们发现实际的影响主要发生在农村地区，因为

２００９年几乎有１５００万农民工由城市回到了农村，其中８０％回到农村的农业

产业中。因此，是农业部门为回归的农村人提供了有效的缓冲，也为原本脱

离了农业生产的农民工提供了缓冲，因为这部分人也受到了经济下行的影

响。尽管这些证据表明全球金融危机期间，这些城市中的农民工的收入相对

来说令人惊奇地有正向变化，她们还是指出，农业部门未来不可能继续提供

这样的缓冲作用，因此移民工作方面的冲击在未来必须通过其他方式来解

决。建立一个广泛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和保障农村土地的财产权被看做是关

键的解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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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第三部分着重于 “政策和改革：未完成的任务”。该部分以胡永

泰 （第十三章）的文章开始，他将中国经济描述为一辆正在加速的汽车，

其面临着三种潜在的失败风险。财政弱化和生产力增长速度减缓被认为是两

个潜在的 “硬件故障”，是主要的经济机制的故障；管理方式上的瑕疵则关

系到乘车人之间的冲突所引起的问题，这是潜在的 “软件故障”；而严重的

环境恶化被看做自然的或外在施加的限制，而 “能源供给故障”则会使车

撞到墙上。在揭示了为什么这些特定的风险或失败都可能在可预见的未来发

生之后，胡永泰提出了一个避免遭遇这些问题或中国在走向繁荣之路的过程

中可能出现的其他障碍的改革议程表。他提出的避免遭遇 “硬件问题”的

方法包括培养更多新的企业家、根据未来的住房拥有情况推进城市化，以及

发展一个现代化的金融体系以使私人部门起到更大的作用。“软件改革”则

是以政治改革为核心———采取自由选举机制、新闻出版自由以及独立的司法

权。至于中国这辆车在 “能源供应”方面的问题，其解决则有赖于中国有

没有能力动员世界各国在全球主要问题上达成一致与合作。如果能够坚持这

些措施，那么胡永泰的计划表将有望使中国在通往繁荣的崎岖之路上走得更

加顺畅。

黄益平和王碧臖 （第十四章）阐述了中国的结构不平衡问题的演化过

程，并提出了一个总体的解决方式———要素市场改革。具体来说，他们认

为中国的结构不平衡主要反映在 ＧＤＰ中的投资占比过高、经常项目盈余畸

高、自然资源使用的低效率、收入差距较大以及环境恶化等方面，而结构

不平衡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渐进式的、逐步的经济改革使得产品市场已经

完全自由化，而要素市场仍然是扭曲的。这导致劳动力、土地、资本、自

然资源和环境的真实价格受到压制，作者认为这相当于向生产商、出口商

和投资者提供了相当的补贴。虽然这在过去很明显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增

长，但是同样也增加了与不完整的改革相伴的结构风险，如果不认真对待

这些风险，将进一步威胁到中国未来的发展模式的稳定性、平衡性和可持

续性。黄益平和王碧臖认为中国的领导人致力于解决这些问题的努力是很

有限的，他们需要在政策上实现大的转变，并对要素市场进行一揽子的综

合性改革。或许这些改革的某些部分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来完成，但是只有

在成功实施这些改革之后，中国才能真正完完全全地转变成为一个市场化

经济体。

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进程的所有方面几乎都显示出了 “中国特色”，蔡

窻和王美艳 （第十五章）的研究指出中国的城市化也不例外。这一章从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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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证明中国已经到达 “刘易斯转折点”的证据开始，当然他们认为更确切

地说是一个 “转折期”，而非一个时点，同时他们认为这个转折期开始于

２００４年。他们对于近期人口由农村向城市迁移的趋势和劳动力市场上普遍

出现的变化的调查显示出，农业已经不再是剩余劳动力的储蓄池，而且农村

工人向城市转移并定居于城市地区已经成为不可逆转和不可避免的趋势。结

果，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个主要争论在于，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们需要抛弃

“托达罗教条”（Ｔｏｄａｒｏｄｏｇｍａ）（该理论将二元经济体中的劳动力迁移描述

为一种 “有来有去”的模式，而非永久定居的模式）。这导致中国实施了一

系列控制甚至限制人口由农村向城市迁移的政策，中国的户口体制就是一个

实例。蔡窻和王美艳肯定了中国迄今为止所进行的户口制度改革，但是他们

也指出，户口制度的缺陷导致农民转变成为农民工但却难以享受所在城市的

公共卫生服务和社会保障，因此使得这一城市化进程带有了中国特色。进一

步的户口制度改革将是至关重要的，这将有助于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将 “农

民变农民工”转变为 “移民变城市居民”。

吴延瑞 （第十六章）认为，内生性的创新对于中国未来几十年的可

持续增长和发展是非常重要的。通过研究过去 ３０年中国在创新、技术等

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吴延瑞在企业层面上对中国的创新进行了计量经济

学方法的分析，然后考虑了中国在国际化背景下的表现。在展示了快速

增加的促进创新方面的投资如何使创新性产出快速提高之后，吴延瑞接

着指出，中国与世界上领先的创新国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距，并质疑中

国在创新数量上的增长是否以创新质量的丧失为代价。根据上述分析，

吴延瑞接下来给出了政策建议，其中两个最重要的政策建议就是缩小中

国与主要国家在创新方面的差距并提高创新质量，他在企业层面所做的

分析显示出多种政策困境。具体来说，他的分析显示，相对于外商投资

企业和私企来说，国有企业 （ＳＯＥｓ）在研发的意愿和努力方面的表现要

更好。吴延瑞指出，我们需要具体的政策措施来鼓励非国有企业参与创

新，还应该改进法律体系并保护知识产权，从而确保未来私有化的进行

不是以损失创新为代价。

最后，ＲｙａｎＭａｎｕｅｌ（第十七章）的研究着重于中国改革中引起许多不

满的一个领域———医疗卫生体系。Ｍａｎｕｅｌ回顾了中国的医疗卫生体系发展

的历史背景。中国在集体医疗时期 （１９５０～１９７９）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就

“花小钱办大事”的水平来说，当时中国的公共医疗体系是世界领先的。而

在后集体化时期 （１９８０～２００３），Ｍａｎｕｅｌ认为中国的医疗卫生体系变得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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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花费巨大并且低效率。从那时候开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ＮＣＭＳ）的引进以及公共财政 “覆盖农村”运动的实施都使得更大规模的

公共财政资金被注入卫生医疗体系之中。尽管投入大幅增加，Ｍａｎｕｅｌ认为，

除非中国政府可以有效地解决个人医疗服务提供者所面临的激励问题，同时

解决政府在监督、合作、管理方面的缺失的问题，否则，未来 ２０年中国的

医疗改革中将继续出现更多问题。

（王之堂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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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国经济发展的转折期：
一个概念性框架和新的实证证据

ＲｏｓｓＧａｒｎａｕｔ

１９７８年，中国作为一个劳动力富余的经济体开始了市场改革和持续强

劲增长的时代。在一个相对稳定不变的实际工资水平上，这个现代的工业经

济体的快速经济增长获得了它所需要的充足的非熟练劳动力。这个特点也造

就了中国在改革后期的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现象：相对的劳动密集型产

品出口的快速增长、储蓄和投资在 ＧＤＰ中的比重不断提高、贸易与经常账

户盈余出现增长的趋势，以及收入分配方面日益严重的不公平。

现在，极有说服力的证据可以证明，劳动力过剩和合理的、稳定不变的

非熟练工人的实际工资水平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以往的实际工资较少变化

是以人口不断大规模地由农业转移到工业、从农村转移到城市来支撑的。这

种改变对于中国发展的各个方面来说都影响深远。本章将探索这些实际影

响，并重新考虑这种结构性转变的急迫性。

四年前，本系列丛书是以 《中国经济发展的转折点》（ＴｈｅＴｕｒｎｉｎｇＰｏｉｎｔ

ｉｎＣｈｉｎａ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Ｇａｒｎａｕｔ和 Ｓｏｎｇ，２００６）为题目。那本书开

启了一个热烈的讨论，即中国正处于或接近一个由劳动力过剩经济体向劳动

力短缺经济体转变的过渡点 （Ｇａｒｎａｕｔ，２００６；Ｇａｒｎａｕｔ和 Ｈｕａｎｇ，２００６；Ｃａｉ

和 Ｗａｎｇ，２００６；Ｇａｒｎａｕｔ和 Ｓｏｎｇ，２００６：第 １，２，９章）。对于这个讨论有

重要贡献的学者们于２０１０年４月参加了由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中

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在北京举办的一个研讨会。这次研讨会

上的一些论文经过遴选和编辑之后作为一个专题发表在了 ２０１０年的 《经济

学季刊》（Ｃｈｉｎａ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Ｊｏｕｒｎａｌ）上。蔡窻等人在那次研讨会上建议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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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精确的时间点———２００４年———作为这个转折点。

２００６年的那本书的第二章是 Ｇａｒｎａｕｔ和黄益平的研究成果，他们对中国

经济进行了宏观分析，总结了不断出现的证明在中国部分地区出现劳动力短

缺的证据，同时证明中国的工资增长率存在加速的趋势。这都符合阿瑟·刘

易斯的有关劳动力过剩的理论，正是他的理论首先提出了与劳动力有关的经

济发展中的转折点理论。Ｇａｒｎａｕｔ的那篇文章通过展示一些人口统计学和劳

动力市场方面的图表，证明中国经济到 ２０２０年将会产生结构转变，而原因

就是快速增长的对于非熟练劳动力的需求和不断减少的劳动力供应的矛盾。

蔡窻和王德文在２００６年那本书的第九章指出，中国在２００１年加入了世

贸组织 （ＷＴＯ），那时候还远没有像一些人害怕的那样出现失业问题，相

反，入世使得中国以国际为导向的经济增长加速。不断增加的对于城市劳动

力的需求以及中国新兴的人口转变都导致了农民工短缺，这在某种程度上表

明农村劳动力供给正在从无限过剩向有限过剩转变 （Ｃａｉ和 Ｗａｎｇ，２００６：

１４３）。

而当２００８年的金融危机所带来的经济萧条影响到中国的时候，早先认

为劳动力短缺和实际工资上升会很快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的观

点被淹没在相反的现实大背景中。在２００８年末和２００９年初，对中国出口品

的需求出现了大幅度、急剧的下滑，相伴出现的还有中国沿海城市对劳动力

需求的减少 （Ｇａｒｎａｕｔ和 ＬｌｅｗｅｌｌｙｎＳｍｉｔｈ，２００９，尤其是第九章）。

尽管劳动力市场的衰退非常严重，但这种衰退也是很短暂的。非熟练工

人的短缺和实际工资的增长很快又成为现实，这部分是由于 ２００８年末中国

开始实施的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刺激了中国经济的复苏。

所以，现在是时间来再次关注中国经济发展的转折点问题了。

本章将会提供一个概念性的框架来研究中国的转折点的影响，并检验目

前的实证证据和未来可能的趋势。这方面的一些概念性的材料将另外构成一

篇文章的主要内容，并即将发表于 《经济学季刊》上。本章的实证方面的

内容则是通过吸收和列举 《经济学季刊》上相关专题中的其他文章的观点

来对 Ｇａｒｎａｕｔ和黄益平 （２００６）以及蔡窻和王德文 （２００６）的观点进行更

新、升级。

劳动力过剩的经济

“转折点”这一概念来自于一个很流行的关于某个劳动力过剩的经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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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济发展的模型，该模型首先由威廉·阿瑟·刘易斯 （ＡｒｔｈｕｒＬｅｗｉｓ，

１９５４）提出。这个模型后来被不断完善，并被 Ｆｅｉ和 Ｒａｎｉｓ（１９６４ａ，１９６４ｂ，

１９６６；Ｒａｎｉｓ和 Ｆｅｉ，１９６１，１９６３）用来研究东亚的情况。同时该模型还被

Ｍｉｎａｍｉ（１９７３，１９８６）使用在他关于日本经济发展的著名著作中。

这个模型中的劳动力过剩的经济体是二元的，包含一个具有高度生产力

和活力的 “现代的”、“城市的”、“工业化的”、“资本化的”部分和一个相

对来说非生产性和停滞未发展的 “传统的”、“乡村的”部分。在典型的劳

动力过剩经济模型中，农村地区的劳动力的边际产出远远低于农村地区的贫

穷居民所享受的生活标准 （在这个模型的某些版本中，在经济发展的早期，

农村地区劳动力的边际产出为零甚至是负数。）

农村人口的生活水平仍然在这些劳动力的边际产出之上，这是因为他们

得到了制度的扶助，这类制度包含一些收入和劳动雇佣的共享因素。对于这

些人来说，从农村移居去城市是存在风险和成本的。除了农村典型的生活标

准之外，通过评估这些风险和成本，就可以确定劳动力的 “保留价格”，或

者我们可以称之为农民决定向城市迁移的城市工资水平。而城市中的劳动力

的边际产出是绝对的正数。

当一个工人由农村转移到城市，整个经济的产出就提高了：城市的产出

提高较多，而农村产出几乎没有减少或减少得较少。人口由农村向城市迁移

是平均生产力和总产出增长的主要来源。从数学方面来看，农村地区的平均

产出增长也是由人口迁移造成的 （因为产出不变而人口减少）。但是在现代

经济扩张的早期阶段，农村地区仍然存在过剩的劳动力，劳动力的边际产出

仍会很低甚至为零，而且这个阶段可能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农村劳动力的

保留价格也会依然很低，而且在一定时期内不会因为城市对于劳动力的需求

增加而有所提高。

来自农村的具有 “无限弹性”的劳动力的供给的存在对于城市经济和

农村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意义。

城市经济的快速扩张和增长可以不引起实际工资的增长。随着时间推

移，基础设施的完善、劳动力素质和管理水平的提高都促进了生产力的发

展，而生产力的发展从投资回报率提高、现代产业收入利润率增长中就可以

反映出来。经济中现代产业份额的增长也促进了整个经济的利润率的提高。

相比于工资来说，储蓄是利润中占比例更大的一个部分，因此收入利润

率的提高常常伴随着整个经济中储蓄率的提高。而更多的储蓄反过来又会支

撑更多的投资，因为一般情况下各国都偏爱投资。接下来，高投资回报率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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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进一步促进和鼓舞本国投资的发展。

消费占比的下降则是储蓄占比增加的另一个后果。同样从数学角度来

看，如果储蓄的增长远远超出了投资方面的需要，那么产出的增长率就会降

到较低的水平，而这也与近些年中国的现实情况高度相关。在一个劳动力过

剩的经济中，这并不会导致国内资源日益利用不足，但是它会导致经济增长

率的无谓降低，而这又会进一步导致农村经济中未充分就业的劳动力转移到

城市现代部门的进程有所延缓。

另外，如果现代部门的投资回报率较高而且不断增长的话，投资在经济

中的比例将会比储蓄所占的比例增长得更快，这就会使对外贸易和经常账户

有出现赤字的趋势。而如果公共部门所占用的资源增加得很快，甚至比吸收

多余的私人部门储蓄所必需的资源增长速度还要快的话，那么同样的结果也

会出现。只有在该国允许资本自由进入国际市场的前提下，这样的对外经常

账户赤字才是可持续的。如果赤字是可持续的，那么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率也

会提高，而这一增长率正是农村的剩余非充分就业劳动力被现代的、更具效

率的产业吸收的增长率。

随着投资回报和利润的增加以及随之而来的储蓄在收入中占比的增长，

我们可以预计，随着时间的推移，投资在经济中的比率也会增长。而投资的

增长和不断扩张的现代部门在总体经济中的比例很可能会导致产出增长率随

着时间不断加速上升。

在农村地区，劳动的边际产出仍然远远低于通常的最低收入水平。现代

行业的扩张和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使得人们没有压力去提高劳动生产率。农

村地区的平均生活标准提高了，却没有对转移到城市现代部门中的低收入工

人的典型的收入水平产生显著影响。

在劳动力过剩的经济中，当一个充满活力的现代化产业出现之前，比较

优势起初在商品出口中并不重要。而现代化的经济增长和城市经济的发展使

得国际贸易在比较优势的指导下转向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产品为主，随着现

代部门的扩张和这些现代化产业所占据的出口份额的增长，出口的增长越来

越有赖于比较优势了。随着资本在现代部门中快速积聚，以及劳动力快速学

习行业纪律和技术，在现代产业中生产多种可贸易品和服务就变得利润丰厚

了。一些更为复杂的产品的生产中出现了新的比较优势，同时却没有减弱劳

动密集型可贸易产品生产方面所具有的竞争力。在这个阶段，在可贸易品部

门中也没有要求缩减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压力。

在劳动力过剩的经济中，随着工资在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不断下降，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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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伴随的是收入分配方面的不公平日益严重。投资和产出增长得越快，收入

分配不公恶化的速度也就越快。但是经济增长得越快，人口由农村向城市迁

移的速度也就越快，农村中的剩余劳动力被更具有生产力的现代化部门吸收

的速度也越快，这个经济也就能越早达到由劳动力过剩向劳动力稀缺转变的

那个转折点。

转　折　点

如果现代化部门经济增长的速度比人口由农村向城市迁移的速度快得

多，甚至快于农村中就业年龄人口自然增长速度的话，那么农村地区迟早将

不再会有剩余劳动力。当达到这一点的时候，人口由农村向城市的任何迁移

都会使得农村地区的劳动边际生产力高于该地区的工资，从而使得农村和城

市地区的实际工资增长。这一点就是 “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转折点”。

从这个转折点开始，工资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开始上升，而利润的比例

开始下降。而消费所占的比例应该会随着工资的增长而上升。消费在整个经

济中的比例上升，而储蓄所占的比例则会下降。

城市中工资水平的上涨很可能会导致现代化部门中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

投资的回报率下降。投资利润率下降，而一般家庭开始偏向于投资使得储蓄

减少，都可能使总投资减少。

如果所有条件保持不变，一般认为随着投资的减少，经济增长率也会下

降。但是，这并不是经济发展到达转折点时所必然发生的现象。在两种情形

下，经济增长率不会出现下滑。第一种情况是，在转折点之前，储蓄就达不

到投资的需要，致使对外贸易和经常账户出现盈余。这样，转折点之前的经

济增长率是比较低的，因此经济发展的转折点就会不必要地被延后。在这种

情况下，经济消耗的再平衡由投资需求向消费转变，收入中工资所占的份额

也上升，但不会引起资本存量增长率的降低。

第二种在经济发展到转折点之后可以不引起经济增长率降低的情况，则

是全要素生产力增长率的增加可以平衡降低的投资率和资本存量增长率。我

们有理由相信在转折点之后生产力增长率会有所增加。工资的增长会促使人

们节约劳动力使用量，并且会提高农村地区和城市地区的生产力增长率。

结果就是，经济增长率会更高，在转折点之后的增长率则会与劳动力过

剩时期的增长率相似或稍低。

无论转折点对于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如何，储蓄率下降的趋势都可能远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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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于投资率下降的趋势，导致对外贸易盈余减少或赤字增加。

转折点之后，经济增长会有逆转的趋势，收入分配不公的情况会恶化。

但最终，农村地区和城市中的低技能工人也可以分享现代经济增长的果实。

转折点之后，投资、生产力和产出的增长率越高，农村地区的生活水平提高

得就越快，农村和城市中的工人的收入水平增长得也就越快。转折点之后的

增长率越高，收入差距过大也就能越快得到遏制。

转折点之前的经济快速发展对于缓解收入分配不公所起的最主要的作

用，在于它可以及时显示出劳动力何时变得稀缺以及劳动收入从何时开始增

长。而在转折点之后，经济快速增长在缓解收入分配不公方面所起的最主要

的作用，则在于它加速了实际工资的增长，也加速了农村地区生活水平改善

的速度。

在转折点前后，劳动收入在收入比例中的份额变化是解释 “库兹涅茨

曲线”的一种方式。“库兹涅茨曲线”是描述这样一种趋势的曲线：现代的

经济增长一开始总是会加剧收入差距和分配不公，而后来又可以减轻收入分

配不公的现象，至少在经济发展的转折点之后的一段时间可以缓解这种现

象。

劳动力过剩的经济体并不必然会达到转折点。只有当现代部门的增长率

足够快，而且劳动密集型产业吸收农村劳动力的速度远远快于农村地区人口

的自然增长的时候，转折点才会出现。如果劳动力过剩经济中的现代化部门

相对于人口增长率来说增长得太慢，或者政策的扭曲导致增长与对劳动力的

低需求相伴的话，那么现代经济增长就可能伴随着实际工资的持续稳定和收

入分配不公的持续恶化。

实际工资在经济发展的转折点之后随着持续的经济增长而快速增长。而

这是不是通货膨胀则主要取决于货币政策。只要经济增长适度地、强劲地持

续下去，那么相对于国际可贸易产品的价格来说，实际工资的增长会提高国

内成本。也就是说，实际汇率会上升。而且无论名义汇率管理机制是怎样

的，实际汇率都会上升。实施使国内货币的国际交换价格上升———也就是名

义汇率升值———的货币政策可以在实际汇率上升的同时更有效地将通货膨胀

率维持在较低的水平。转折点之后的经济增长的过程中避免通货膨胀的出

现，需要在名义汇率升值的时候执行坚挺的货币政策。

当然也会有经济政策错误的风险，如果这种风险成为现实，那就会不必

要地降低经济增长率，并降低城市与农村地区的实际工资增长和生活水平提

高的速度。如果政府在试图避免名义汇率升值 （或许是出于保护竞争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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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考虑）的同时担心出现通货膨胀，就可能寻求紧缩

政府购买来力图使通胀率维持在较低的水平上。这又会使得对外贸易和国际

账户出现盈余。短期内，经济增长率会被拉低到可持续增长的水平之下。贸

易账户的盈余也会产生货币政策扩张的趋势，同时也会使通胀压力再次出

现。最后，经济增长率很可能会向着可持续的水平发展，实际汇率也会在通

货膨胀之后升值。

任何试图保护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并最终希望阻止本国货币升值的行

动，最终都被证明只会有暂时的作用。而这种暂时的行为可能会潜在地产生

更大的成本：整个经济会经历不必要的通货膨胀，而且会无谓地损失一部分

经济产出、实际工资和生活水平的增长机会。在比较糟糕的情况下，通货膨

胀会破坏政治和经济生活的稳定，并对经济增长和潜在的生活水平改善方面

造成更大的损失。

转折点之后，国际贸易方面的比较优势会由劳动密集型产品转向更为资

本密集型或更具有技术含量的产品和服务上去。这些技术上更为复杂的产品

需要高质量的人力资源 （教育和培训）投入，还需要通信设施以及金融和

管理上的安排。这些需求都对政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与经济发展的转折点

之前相比，这些领域更可能在转折点之后成为阻碍经济快速持续增长的瓶

颈。

典型的劳动力过剩模型在现实世界中的变动

像其他任何模型一样，刘易斯 （Ｌｅｗｉｓ）的劳动力过剩经济体模型也具

有现实意义。这其中有一些对于分析当今中国经济的发展有很大意义。本部

分将揭示当把这个模型应用到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时候，中国的现实与模型中

的典型经济可能存在差异的几个地方。

中国的现实与该模型存在的最重要的一个不同就在于，在广阔的中国经

济背景下，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的地理上的自然分化。在中国，劳动力在各省

和各地区之间的流动是不完全的，因为在各个农村地区和城市间存在着不同

的壁垒。劳动力的不完全流动性和各种各样的壁垒可以由中国不同地区存在

着不同的工资水平和不同的物质生活标准体现出来。这一特点的结果就是，

当城市对于劳动力的需求增加的时候，某个地区提供的劳动力数量与其他地

区所提供的劳动力数量相比可能会不成比例地多或少。农村的某个地区可能

会发现当地的富余劳动力已经完全被现代经济部门所吸收，由该地区迁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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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所要求的实际工资开始大幅增长，但是在其他地区却又可能还存在着过

剩的劳动力和 “传统”的低工资现象。在某些城市，相对低技能的劳动力

可能会变得相对稀缺，而且实际工资会增长，但是在其他一些城市又可能以

低成本找到足够的劳动力。

中国广阔的地域和各地区间差异巨大的劳动力市场所带来的一个最主要

的结果就是随着实际工资大幅增长，中国经济会出现一个 “转折期”而非

“转折点”。某些城市的实际工资大幅上涨，迫使收入利润率开始下降，消

费开始增加，简单的、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和技术开始出现结构性变革，但同

时，在某些其他地区的城市中低工资依然存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也可以继续

繁荣和扩张。农村地区也与此类似，某些农村地区的劳动力开始变得相对稀

缺，生活水平也大幅度提高，生产逐步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但与此同

时，某些地区的农村仍然存在富余劳动力。

劳动力过剩模型与中国现实的第二个差异在于，对于那些潜在的农村移

民来说，模型假定生活标准是稳定不变的，一直到有足够的移民可以将农村

劳动力的边际产品提高到这个标准之上为止。而事实上，在农村居民向城市

转移的早期，更高的平均的物质生活标准和消费水平都可能通过农村这些潜

在移民的生活状况的改善反映出来。结果，在现代经济发展的早期，农村劳

动力的保留成本在某种程度上就会上升，也就是说城市工人的工资水平会上

升。经济进入转折期的标志是工资增长加速，而非实际工资从基本稳定变为

大幅增长。

劳动力过剩模型与现实的第三个背离在于，在现实中，由于教育、培

训和在现代经济中经历的不同，劳动力在技能方面会存在着高度的差异。

模型强调的是相对低技能的劳动力，但是这类劳动力随着教育、培训和各

种经历的增加会不断减少。这个因素的变化会影响转折期的到达时间和持

续时间，因为正是在转折期内，这类非熟练劳动力变得稀缺而他们的工资

也开始上升。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人均教育水平上的投资不断增加，现

代经济中的人们在实际中的技能累积也在增长，这些都在减少低技能劳动

力的储备。这也使得中国经济发展的转折期提前到来。再加上 ２０世纪 ７０

年代和 ８０年代以来的人口出生率大幅下降所带来的人口逐步减少，所有

这些因素都会导致中国与其他正走向和已经走出转折点的劳动力过剩经济

体相比，会在转折期内和转折期后经历一个更为急剧的实际工资增长的过

程。

劳动力过剩模型与现实的第四个背离在于实际经济中不仅仅只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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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和 “现代的”两个部门。因为还存在政府部门，政府部门为经济

提供服务并修正各类劳动力的需求和供给，同时也会影响农村和城市地区的

生活标准和水平。政府部门提供了经济增长所需的关键要素。在一个劳动力

过剩的经济发展的早期，政府部门对于资源的掌控管理和其提供经济增长的

关键要素的作用相对来说可能较小。随着现代部门的发展，政府对于资源的

潜在掌控不断扩大，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政府的作用也会在持续的经济增长

中变得更为重要。

模型与现实的前两个差异所产生的最主要的影响在于，其会把转折点变

为转折期。

而模型和现实的第三个差异的主要影响在于，它可能使经济及时到达这

个转折期并缩短转折期的长度。

至于第四个差异，它的影响则是多方面的。农村地区政府的改进可以提

高农村劳动力的保留价格，因此也就提高了城市中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水

平。而政府提供教育服务可以缩小过剩劳动力的来源池，从而使经济加速到

达转折点。公共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也会扩大经济对现代工业部门的各项需

求，同样可以使经济加速到达转折点。

政府的政策可能影响人口增长率，随着时间流逝，也会影响农村地区的

非熟练劳动力的数量，从而也可能影响现代部门经济增长的劳动密集度。在

转折点之前，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能否有效地提供各种要素也会影响经济

增长率。但是，在转折期和转折期之后，这种影响会变得更大，因为这时候

的经济增长会对基础设施、教育、技能、财政服务以及政府对私人经济活动

的合理监管提出更高的要求。

２００６年中国进入转折期的证据

Ｇａｒｎａｕｔ和黄益平 （２００６）分析了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转折点的一系列

因素，最终得出结论认为：中国将在不久之后达到这个转折期。最近各个地

区关于劳动力短缺的证据和实际工资的大幅增长已经开始证明这一点。大约

一代人之前的出生率开始突然大幅下降导致的人口结构转变、现代部门经济

强劲增长、农村教育特别是女童教育状况改善，再加上一些农村和城市地区

出现的劳动力短缺现象，这些都无一例外地说明转折点即将到来。

我们观察到，在 １９７８年中国开始经济改革之后的最初几年，农村地

区存在的严重的非充分就业和由农村进入城市的工人所释放出的潜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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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都为这个劳动力过剩的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提供了条件。在经济改革开始

后的 ２０年里，大量的农村居民进入工业部门，而这些农民工的实际工资

基本上一直保持稳定。我们也注意到，那些说农民工短缺的报道是存在问

题的，因为权威数据显示中国还有 ３亿农业工人，这个数字大大高于目前

的农业技术水平下的农业生产所需要的人数。当然还有其他原因可以说明

为什么当前的短缺只是反映了暂时性的影响，而不是中国已经渡过了经

济发展的转折点的结构性因素。不断增长的食物价格和政府各项改善农

村人口生活状况的措施都提高了农村工人的供给价格。而缺乏一个高效

的、可以反映真实情况的劳动力市场也使得中国出现了地区性的劳动力

短缺现象———即便中国并没有出现全国性的劳动力短缺。城市中的雇主

们需要提高生产效率并渴望找到具有两三年工作经验的工人，因此某些

关于劳动力出现短缺的报告可能与直接来自于农村的非熟练劳动力无关。

实际上，并不是所有来自于农村的工人都是城市所迫切需要的，１８～２５

岁的女性是最抢手的，但在总共 ７０００万工人中，这类人已经基本被发掘

殆尽了。

尽管如此，有许多人都声称劳动力已经短缺而且还有一些统计数据支

撑。农民工的货币工资在２００４年上涨了 ２０％ ～４０％。劳动者的附加福利在

范围上和数额上也都经历了快速的扩大和增长，因为雇主们都试图使自己提

供的合同更具有吸引力。

然而我们应该注意到，劳动力成本上涨是一个劳动力过剩经济体在成功

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正常现象。以美元价格计算，中国 ２００６年的

实际制造业工资是当年美国水平的 ５６％。韩国的这项数据在 １９７５年时是

当年美国数据的５２％，直到 ２９年之后达到了美国工资水平的 ４９７％。我

们不禁要问：要使中国的制造业工资水平超过美国水平的一半，我们需要的

时间将长于还是短于韩国所耗费的时间？

在过去 ２０多年的改革时期内，中国的名义工资随着通货膨胀而不断起

伏波动，但是实际工资只有很小幅度的上涨。大约从世纪之交开始，实际工

资的增长开始大幅度加速，而且从那时开始一直保持两位数的增幅。在那些

次发达地区，实际工资的增长比广东和上海这种工业化城市的实际工资增

长得更快。直到 ２００３年，实际工资的增长一直慢于平均生产力的增幅，但

是从２００４年和２００５年开始便领先于生产力的增速了。这一点可以从 ２００４

年第四季度和２００５年从业人员收入在工业生产附加值中所占的比例中看

出，在这一时间段，这一比例有了大幅增长，彻底扭转了多年以来不断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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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的趋势。

这些归纳概括都是基于一般性的工资数据，而且是混合了熟练工人和非

熟练工人的因素。一项关于非熟练劳动力的历史数据的研究也指出，非熟练

的农民工劳动力市场可能会紧缩。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和 ８０年代出生率的快速

下降所带来的人口结构转变意味着现在总的劳动力数量将基本不会增加，因

此任何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出农村都意味着农村劳动力的减少。这一趋势将随

着时间而不断强化。非熟练劳动力群体的减少可能会尤其严重，因为不断增

长的教育方面的公共投资是投资于数量不断减少的儿童身上，这会增加具有

较高技术知识人口的数量，也就意味着劳动力大军中更多的新成员被排除在

“低技能非熟练”劳动力的范围之外。我们应该注意到，所有成功的劳动力

过剩的经济体都曾经过一个劳动力市场的转折点，而这对于该经济体的结构

和其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来说都具有重大的意义。我们认为在这方面中国

也不会例外，而且中国的这个时刻将很快到来。

蔡窻和王德文 （２００６）分析了农村迁移而来的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的

发展状况，认为这两者在世纪之交以来中国农村地区的过剩劳动力的消耗方

面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需求层面上，中国在２００１年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并加速了国内的贸

易自由化，这些都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率的提高，同时也使得中国的经济

增长模式更加偏向劳动密集型，当然这也是与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

相一致的。因此，在２１世纪的第一个２０年里，尽管国有企业改革释放出了

大量的劳动力，但是对于非熟练工人的需求还是经历了快速大幅的增长。

在供给层面上，中国已经进入了非熟练劳动力急剧减少的时代。适龄工

作人口的数量将在２０１６年达到顶峰，然后会稳定地减少。劳动力中的那些

比较年轻的人员，也就是由农村转移到城市中来的这些人，将会在这一时间

之前就开始减少，因为可以从事低技能工作的这个群体的人口数量将会随着

教育扩张和教育质量的提高而快速减少。

蔡窻和王德文因此认为中国已经到达了这个转折点。

２０１０年的证据

２００６年该丛书的 《中国经济发展的转折点》已在前文中进行了介绍，

它也是说明中国进入转折期的部分证据。而 《经济学季刊》上的那篇专题

所提供的数据和分析则显示出中国正在更加果断、深入地进入转折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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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金融危机对于中国的影响使我们难以理解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的新证据

了，但是这种影响是比较小的。危机的影响很快就被长期的劳动力市场的紧

缩趋势所掩盖。全球金融危机在２００８年末和２００９年初导致了以出口为导向

的沿海城市对劳动力的需求大幅下降。一时之间，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迁

移出现了逆转，过剩的劳动力开始回到农村。而当 ２００９年被裁减的农民工

重新回到城市工作的时候，有报告称就业出现了下滑。

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所带来的萧条，中国政府实施了世界上最大规

模的凯恩斯主义扩张政策，来消除全球经济衰退对中国的影响 （Ｇａｒｎａｕｔ

与 ＬｌｅｗｅｌｌｙｎＳｍｉｔｈ，２００９）。到 ２００９年中期，这一系列扩张性政策的成功

表现在从农村向城市的人口迁移开始重新出现，之后这一迁移的趋势甚至

超过了危机之前的水平，从而也加快了中国经济发展进入和通过转折期的

进程。

而我们在中国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的劳动力市场上看到的现象也正是这两个

事件所引起的综合效果。

Ｄｕ和 Ｗａｎｇ采用复杂的分析方法研究了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数据。最

终得出坚定的结论：在经过 ２０多年的停滞之后，非熟练工人的实际工资

在 ２１世纪初期开始大幅度增长，而且实际工资的增长态势在金融危机冲

击之后很快恢复过来。非熟练农民工的实际工资的增长势头在危机之前

是非常强的，仅 ２００８年一年就增长了 ２０％，这一势头在后来劳动力市场

紧缩时期一度短暂中断，但在 ２００９年又迅速恢复，当年的实际工资增长

率又恢复为正数。２００１～２００９年间，农民工的实际小时工资增长了

９０％，２００３～２００８年间就增长了 ８０％。非工资福利收入比工资收入增长

得更快。

通过进一步的研究，他们发现将评估基于目前还有的３亿农村工人之上

是极具误导性的。这些农村工人中很大一部分人已经有大笔的非农业收入。

对于许多人来说，非农业收入甚至是他们的主要收入。根据 ２００４年和 ２００８

年的经济统计，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分别增长了 ３０００万和 ５０００

万。经济增长中就业的弹性和第二产业及第三产业的扩张都预示着，在接下

来的几年中就业量将每年增加约 ２４００万 （如果这种弹性或者经济增长不被

劳动力短缺或上涨的实际工资所制约的话）。

那么劳动力市场的现实会支撑就业以这样强劲的速度增长吗？人们普遍

预计，适龄工作人口数量会从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的年均增长 ７００万人下降到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的年均增长 ３１０万人，然后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则会年均减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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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万人，２０２１～２０２５年更是会年均减少５００万人。教育方面的人均投资的

快速增长意味着未来低技能非熟练劳动力市场缩减巨大。政府近些年来着重

于提高农村地区的人均收入和服务的政策，再加上农村人口非农业收入的增

长，城市在过去一些年又吸收了大量的年轻的农村工人，这些都进一步限制

了农民工劳动力供给的增长。

Ｄｕ和 Ｗａｎｇ的分析使人们注意到了劳动者总体的实际工资增长有加速

的强劲趋势，而非熟练工人更是如此。

蔡窻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即人口数据显示出在接下来的一个阶段可能

会出现更为严重的劳动力市场的紧缩。定期的农业成本调研显示，农村剩

余的劳动力中潜在的可能会转移到城市就业的人数要远低于其他被广泛引

用的研究中所提出的人数。结果就是，农村劳动力的边际产出，也就是劳

动力的供给价格，要远远高于此前我们普遍预计的水平，而且还在不断上

涨。

居民调查数据和城市住户报告体系之间的差距也说明在城市地区有超过

９５００万农民工，这一数量也大于此前普遍推测的数量。

进一步的，２０００年的人口普查和２００５年的样本统计数据显示，国民的

出生率低于我们平时进行测试所采用的出生率水平。

所有这些证据都给我们指出了这样一个合理的预期，即保持实际工资快

速增长，其中低技能工人的实际工资增长更快，是使失去控制的劳动力需求

重新与劳动力的可得性保持一致的唯一方法。

转折点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那么转折点对于中国经济的继续发展、对于中国与全球经济的互动以及

中国的经济政策有什么影响和启示呢？作者在此会聚焦于四个最重要的结

果，提及一个大家广泛预期和担心的结果，同时还会简要探讨一个在进入转

折期后中国的经济增长理念受到影响的方式。

随着中国更深入地进入转折期，实际工资水平以及工资在收入中的比例

都将会继续大幅增长。而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收入分配方面出现的日益严

重的不公平的趋势将得到逆转。这是一个重要的结果。而收入中工资所占的

比例提高可能会反映在经济中消费所占比例的提高。国民的储蓄率则会出现

下降。

投资率可能会上升，至少在一定时期内是这样。而无论是否出现这种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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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中国的储蓄率将会比投资率降低得多。这将会使贸易和经常账户的盈余

降低，因此也就有助于缓解经常账户不均衡和汇率方面的压力。对于中国来

说，确保私人和公共部门的投资和消费组成的国内总需求有足够的扩张，从

而确保上述情形出现将是很明智的行为。

因此，中国经常账户的盈余下降是经济走向转折期的第二个后果。

这有助于缓解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紧张感，因为这些国家已经将中国

的经常账户盈余当做导致它们自己经济问题的首要原因。令人遗憾的是，

中国的盈余的缩减将不会像这些国家想象的那样有助于解决其自身的经

济问题。实际上，中国的储蓄相对于投资来说大幅度减少将会使全球长

期内的利率面临上涨压力，同时也会迫使那些在管理对外债务和公共债

务方面存在问题的国家减少在商品和服务方面的国内花费，这其中就包

括美国。这种情况下，这些国家的经济管理问题会变得更加困难，而非

更加简单。

中国走向转折期所带来的第三个重要的后果是，中国在国际贸易方面

所具有的比较优势的核心将会迅速由相对较少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转移到更

大范围、更具资本密集性和技术复杂度的产品上去。这一点有助于缓解中

国在面对世界其他国家时所存在的某些贸易问题 （其他发展中国家就竞争

问题所施加的压力和工业化国家就某些行业的调整所施加的巨大压力），

当然也会使得某些问题变得复杂 （工业化国家将会有更多的产业感觉到竞

争的压力）。中国的比较优势的多样化可能会使中国出口产品的价格停止

下滑，因为此前中国出口产品的增长大部分集中于较少种类产品出口的扩

张。

中国进入转折期所带来的第四个后果涉及接下来的一段时期内关系到经

济稳定性和经济增长的一系列政策风险。不断增长的实际工资、不断增长的

对非贸易品和服务的需求所带来的巨大压力可能会造成通货膨胀，除非与此

同时中国实施坚实的货币政策并使人民币升值。尽管如此，中国当局可能会

试图维持人民币兑美元的固定汇率以避免出口导向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调

整压力，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以来，这类产业在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起到

了巨大的作用。

在转折期和转折期之后保持人民币对美元的固定汇率只能推迟而不能避

免结构调整，因为这种调整是中国经济增长到目前阶段的一种必然产物。经

常账户盈余最终会压倒政府的努力，从而使货币政策无效。最终调整还是会

发生，而且是通过通货膨胀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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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很可能通过紧缩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应对高通胀。这将会

不必要地降低经济增长率 （指降低到可持续增长率之下），从而使应该在转

折期前后发生的生活水平的提高推迟。通货膨胀和推迟调整收入分配不公可

能会破坏国内政治的稳定性。而推迟削减对外账户盈余则必然会破坏中国与

国际经济和社会的有效互动合作。

我想通过指出一个经济体进入转折期和在此之后可能出现的一个结果来

结束本文，很多人担心这个结果，但是这个结果只有在出现了错误的经济政

策的时候才可能变得重要。同时我还要指出一个中国经济增长理念方面的重

要启示。

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中国在进入转折期和转折期之后其单位工人产出的增

长率会下降。当中国走向转折期，实际工资的增长很可能会导致全要素生产

率也上升。在本质上，这都会集中于那些生产相对来说更为复杂和资本更

密集的产品的产业中，因为这些产业对实际工资的增长不太敏感。而为了

减少对外经常账户盈余，中国需要增加国内需求，这又需要投资率在一定

时期内增加。再加上劳动力增长的加速，这些因素都会促进单位工人的产

出增长率有所提高，比 ２１世纪早期的水平更高。这一点将会给世界一个

惊喜，同样也会使中国感到惊喜，但是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则需要维持内外

的平衡。

在实际工资增长的时期内，中国在经济上能够取得多大的成功将取决于

经济的灵活性，也取决于在对外贸易、投资方面的开放性，以及吸收世界上

先进企业管理经验的有效性，还取决于过去的 ２０多年里快速扩张的教育体

系所培养的人力资源的质量，以及将在更复杂的经济环境中采用的管理体系

的质量。很可能的一种情况是，中国总产出的增长率将会维持在改革开放以

来的几十年的平均水平上下，直到中国 “追上”工业化国家并接近工业化

国家的生产力和生活水平。

无论中国能否在达到世界经济水平之前保持如此高的总体经济增长速

度，既然现在中国进入到了转折期，大多数观察家们将会被中国如此迅速追

上世界经济所震惊。中国的实际汇率会快速上升，无论是通过通货膨胀的方

式、名义汇率升值的方式还是二者结合的方式。而中国的产出的价值，无论

是以本国货币衡量还是根据当今的汇率转换成为国际货币衡量，都将会代表

更高的 “购买力”。通过研究增长率这样的传统方式衡量国民产出的中外人

士会发现，中国追赶世界上最具生产力的经济体的人均产出并赶上美国的总

产出的速度将会远远高于他们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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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国模式及其前景

姚　洋

过去３０年 （１９７８～２００８），中国经济平均每年增长 ９７％①，是第二次

世界大战以来、曾以７％以上的年增长率持续增长超过 ２５年的 １３个经济体

之一 （ＴｈｅＧｒｏｗｔｈ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２００８）。２００８年，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

到３４００美元，是３０年前的 １２倍②。３０年间，中国从计划经济过渡到 “混

合型”的经济体系，私营部门占全国 ＧＤＰ的 ２／３。中国为什么能获得如此

令人惊叹的成功？

对此，有种解释认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得益于威权政府———这种看法

在金融危机后尤为盛行。相较于民主政府，威权政府更有能力大规模地调动

资源，突破阻碍增长和制度变迁的瓶颈。的确，这一问题在对比 “北京共

识”（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和 “华盛顿共识”（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的框架

下多有讨论———前者指威权主义模式和政府大力干预的综合，而后者强调新

自由主义及市场信条。譬如，布鲁斯·迪克森 （ＢｒｕｃｅＤｉｃｋｓｏｎ）对两个模式

之间的差异曾有清晰评述。他著有 《财富化为权力：中国共产党拥抱中国

的私营部门》（ＷｅａｌｔｈｉｎｔｏＰｏｗｅｒ：Ｔｈ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ＰａｒｔｙｓｅｍｂｒａｃｅｏｆＣｈｉｎａｓ

ｐｒｉｖａｔｅｓｅｃｔｏｒ）和 《中国的红色资本家：共产党、私营企业家及政治变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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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本章的删节版本曾发表于 《外交杂志》网站，题目为 “北京共识的终结” （２０１０年 ２月 ２

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ｏｒｅｉｇｎａｆｆａｉｒｓｃｏｍ／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６５９４７／ｔｈｅｅｎｄｏｆｔｈｅ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

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





景》（“Ｒｅｄ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ｔｈｅｐａｒｔｙ，ｐｒｉｖａｔｅ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ａｎｄ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ｆｏｒ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Ｄｉｃｋｓｏｎ，２０００）等颇具影响力的著作。迪克森认为，

华盛顿共识 “坚持政府干预无益于经济增长，而经济自由的蓬勃发展，则

需政治自由及相关的民主滋养。这一新自由主义模型在过去 ２０年为国际援

助和贷款项目提供了理论基础。”与之相反，

“北京共识”认为，经济飞速发展离不开致力于增长的政治精英的

积极领导，而威权统治对于维持推进增长的政策、限制提升公平和社会

福利的要求而言至关重要。因此，北京共识好比华盛顿共识的镜面，迄

今为止亦有违经济发展必然导向政治变革的逻辑。（Ｄｉｃｋｓｏｎ，２０１０：１）

然而，这一刻画并未捕捉到北京共识和华盛顿共识的原意，也未通过事

实的检验。

在约拿·拉莫 （ＪｏｓｈｕａＲａｍｏ）最初的表述 （２００４）中，北京共识由三

部分组成———任一部分都与威权主义无关：（１）技术进步；（２）平等、可

持续的发展；以及 （３）独立自主。① 中国自身的历史也与纯粹的威权主义

和政府对于日常经济的大力干预等命题相去甚远。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政府

比现在更专制，干预经济的力度也更大，但纵观整个时期，人们看到的更多

是失败乃至灾难，而并非成功。威权政府或许比民主政府反应更快，而倘若

政策失误，这一优势亦可酿成大祸。

自打约翰·威廉姆森 （Ｊｏｈｎ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于 １９８９年提出华盛顿共识，

其含义便时常被曲解。在经济转型方面，一个误解便是认为华盛顿共识鼓吹

快速转型，因此与提倡渐进式改革的北京共识大相径庭。首先，威廉姆森

（１９９０）并未提到转型速度，尽管他确有强调改革的最终目标乃市场机制。

其次，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其实扎根于其近代历史。

诚然，中国在很多方面具有独特性。领导集团尤为务实，因而能在不断

变化的复杂环境中取得成功。渐进式的改革道路避免了制度和结构混乱，而

这些在其他转型经济中时有发生。同样，尽管经济结构缺乏标准市场经济的

主要特征，但从进化的角度来看，过去几十年间其适应能力颇高。类似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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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拉莫对于 “北京共识”的定义本身值得讨论。尽管我们可用独立自主来形容中国的外交，

但其经济增长并不能称得上是 “平等”或 “可持续的”———技术进步也并非增长的原动

力。



子数不胜数。然而，仔细审视中国的改革进程，人们不禁要问：这些特点究

竟构成了一个新的经济增长模型，还是只是向传统市场经济转型的必要过

渡？中国的领导集团采取了渐进式改革，正因它力图避免快速转型可能带来

的重大风险。中国共产党在执政的头 ３０年间犯下了许多严重的错误：譬如

各种社会运作的大型实验 （包括农业的快速集体化），“大跃进”，以及灾难

性的 “文化大革命”。这些前车之鉴，让中共认识到快速转型到成熟的市场

经济风险巨大，不宜鲁莽。与此同时，诸多不寻常的结构形态，也可视作在

转型过程中，对于不寻常的政治经济环境的回应。例如，有人称赞乡镇企业

（ＴＶＥｓ）的政府所有制是对传统私有制的挑战，但其背后的真正原因缘自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政府对于私营企业暧昧甚至矛盾的态度。当 １０年后私营企

业合法化之后，乡镇企业迅速销声匿迹 （参见 Ｇａｒｎａｕｔ等，２００５）。

华盛顿共识的例证

在经济政策方面，中国并没有建立一个新的模式。相反，它紧随新古典

经济学的指导。实际上，倘若我们列一张中国进行过的改革清单，再与华盛

顿共识的建议———本质上概括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政策建议———进行对比，我

们会发现两者惊人地相似。在威廉姆森 （１９９０）最初的表述中，华盛顿共

识提出了以下１０点政策建议：

１加强财政纪律，避免通货膨胀税

２把政府支出的重点从改善收入分配转向经济回报高的领域，如基础

教育、医疗保健和基础设施

３改革税收，扩大税基和降低边际税率

４金融自由化，包括利率市场化的最终目标

５采用具有竞争性的统一汇率制度，促进非传统出口的快速增长

６尽快以关税取代定额贸易壁垒

７外国直接投资 （ＦＤＩ）进入自由化

８国有企业私有化

９放松政府管制，消除市场准入和自由竞争的障碍

１０保护产权

过去３０年间，中国准确无误地做到了大部分上述建议。

财政纪律方面，中国政府一直小心谨慎，维持收支大致平衡。通胀速率

大部分时间内都保持在个位数。支出方面，纯粹再分配的计划被限制到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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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的经济调配主要限于基础建设支出。２００３年以前，政府预算内的

“社会支出”一直呈下降趋势。近年来该比例有所上升，但其水平仍较低。

税收方面，总体税收负担 （税收收入与 ＧＤＰ相除之比）从 １９７８年的

３１％直落至１９９３年的 １２％，其主要原因在于 ８０年代的财政分权 （Ｒａｍｏ，

２００４）。１９９４年的财政改革大大增强了中央政府的税收能力，政府税收增加

到 ＧＤＰ的约２４％。不过，税收的快速增长令政府和百姓开始担忧。公司所

得税率从３３％降到２５％，而个人所得税的准予扣减数上升过好几次。就连

增值税也开始降低，以鼓励投资。

国际层面，中国坚定不移地朝着贸易自由化和 ＦＤＩ准入的目标迈进，尽

管开放的步伐有所控制。经济特区打开了面向外界的一扇窗。８０年代中期，

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模式成为国家发展战略。２００１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ＷＴＯ）标志着中国与世界经济完全接轨。从那以后，贸易依存度———进出

口与 ＧＤＰ之比———维持在６０％左右，在大型经济体中处于较高水平。

国内方面，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私有化和放松管制奏响了改革的两道

主旋律。９０年代中期开始的私有化进程已走过 １５年，国有企业大部分已转

为私营或成为上市公司。只有少数仍为政府所有，尽管它们大多颇具实力。

价格管制的松动甚至先于私有化。９０年代末，政府的改革已允许个体企业

自由进入和退出某些特定市场。

尽管诸多领域的产权保护仍很薄弱 （尤其知识产权），但过去 ３０年亦

有长足进步。通过几次宪法修正，以及制定 《物权法》，对于财产权的保护

已建立起一定的法律框架———虽然该框架有待进一步完善。整体情况不见完

善，但改革方向十分明确，在朝着更好、更强的保护进步。

值得注意的是，正如威廉姆森所强调的，华盛顿共识和所谓的 “新自

由主义信条”有所不同，后者仍需补充资本账户自由化、浮动汇率制度以

及任由市场运作无情地发挥威力———中国对于关键的最后这点明确抵制。另

一方面，中国也采纳了新古典经济学理论频频推荐的其他政策———其中最显

著的便是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以及强调基础教育。

在金融自由化上，中国没有遵从华盛顿共识的建议。利率仍受政府管

制。产业方面的管制虽有大规模放松，但国家仍掌控着所谓 “战略产业”，

譬如石油、电信及银行。政府认为控制利率对于掌控金融部门而言至关重

要。这种控制的做法现在看来是有问题的，即使过去人们觉得它是正当的。

之后我们会再讨论这一点。

中国长达３０年的经济改革目标明确———建立一个健康运作的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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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没有引入市场，很难想象中国经济能够达到每年增长 １０％。有些人或

许认同市场的重要性，但同时坚持威权政府是使市场正常运作的必要条件。

拉丁美洲独裁政权的失败便否定了这一命题，尤其奥古斯托·皮诺切特统治

下的智利，便是军政府和自由市场的结合。至少，该命题混淆了威权政府和

监管型政府。许多工业化国家的政府算得上是监管型政府，但它们并非威权

政府，亦不直接干预经济。下述分析旨在说明，威权政府并非市场经济能在

中国正常运作的必要条件。

中 性 政 府

当我们仔细考虑中国经济的成功时，我们仍需进一步提出以下的问题：

中国政府为什么采取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原理？

我认为答案是：中国政府一直是一个 “中性”政府。此处 “中性”一

词取审美学中的三层含义之一①：即人们以 “抽离的”或 “没有偏见的”

态度评判客观事物。因此，中性政府意指当不同的社会、政治团体之间出现

利益冲突时，这个政府保持中立的姿态。也就是说，该政府不长期代表社会

中的任一社会或政治团体，亦不受其控制。这并非意味着中性政府一心为

公；恰恰相反，它不但可以心存私利，并且经常掠夺公民。关键在于这种掠

夺是 “不问身份的”，即总体上不在乎选择哪些社会、政治团体作为它的猎

物。结果便是，相较于其他代表某些社会或政治团体利益的政府，中性政府

更有可能推行发展经济的政策。

要想理解这一看法，我们不妨考虑有偏好的政府，它们采取明显有利于

某些特定团体的政策，遂造成生产力和政府资源分配之间的错配，这是因为

其他未受到同样优待的团体也许生产力更高。相反，中性政府可以做到独立

自主，它不受社会或政治约束，因此更有可能按部门或团体的生产力高低来

配置公共资源。从这点来看，中性政府更精于促进经济发展。它之所以这么做，

具体有两个原因。首先，更快的经济发展给政府成员带来切实好处 （如奖赏）；

其次，更快的经济发展使百姓满意，便也更愿意承认政府的合法性。

上述逻辑的一个推论便是，中性政府采取的政策往往是选择性的，有可

能扩大社会中的收入差距。不过，除非不平等的程度严重威胁到其统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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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政府并没有激励去主动修正。

过去３０年来，中国政府的行为表示它一直保持中性。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

末建立的 “增长共识”便是最早的例子。这一共识源自中国共产党对于斯

大林式社会主义的重新认识，继续这一道路不但会阻碍中国的崛起，更会危

及党的合法性。共产党所要做的是，将经济发展摆到一切政府和社会努力的

中心。

回顾历史，便可发现中国政府有意采取了有选择性的政策，来促进改革

和经济发展———也就是说，这些政策不但造就了赢家，亦留下了输家。中国

如何融入世界就是一个好例子。７０年代末，美国为了对抗苏联霸权，试图

把中国拉入其阵营。中国很快抓住了这个机会。但是早期的 “对外开放”

政策在国内引起不满。一些经济特区享有充裕的特惠待遇，引起其他地区的

嫉妒。此外，中国的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要求北京采取非平衡的发展策略，

鼓励东部沿海地区快速发展，却忽视了内地。如今，中国几乎 ９０％的出口

依旧来自沿海九省。中国２００１年加入 ＷＴＯ更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一步棋。在

入世之前，人们普遍认为中国在农业、汽车制造业、银行业、电信业及零售

业等诸多领域将经历痛苦的结构调整。虽然如此，中央政府实际上还是加快

了和 ＷＴＯ成员 （尤其是美国）的谈判。尽管加入 ＷＴＯ带来了一定的沉重

负担，但 “入世”仍旧推动了中国出口。２００２～２００７年，中国出口每年增

长２８９％，而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平均增长仅为１４５％①。

国有企业私有化亦是一个好例子，说明改革措施不一定给社会中的所有

群体带来好处。９０年代中国经历了转型巨变，政府不得不面对一个日益多

样化的社会结构以及随之而来的全新挑战。１９９５～２００４年，私有化进程达

到了顶峰，大约５０００万国有企业职工失业。这一局面使政府进退两难：倘

若继续私有化，有可能失去它的主要权力基础———工人阶层的支持；另一方

面，中止私有化则意味着放弃市场经济转型这一更长远的目标。竭尽全力，

一边悄悄地推进私有化，一边尽其所能为下岗职工提供再就业，小心谨慎地

完成了这一艰难的过渡。

对于政府政策的选择性，或许争议最大的例子便是城乡差距。中国的城

乡人均收入之比是３５∶１，其差距之大为世界之首。众多解释之中，有些与

计划经济时期遗留的制度障碍有关。但从效率的角度来看，这一巨大差距并

不会令政府感到烦恼，因为城市的生产力与工资确实比农村高出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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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资源配置和不同社会群体的生产力之间出现错配，中国政府亦愿意

主动修正。１９８５～１９９４年间的价格双轨制便为例证。在此体系下，国有企

业能够在完成计划配额后，利用新兴市场销售产品、购买原料。虽然双轨制

为国有企业的决策注入了经济激励，市场价格和计划价格日渐悬殊，亦为寻

租提供了广阔空间。国有企业管理者和控制重要原料价格的政府官员携手将

配额出售给其他企业和个人，便可轻易致富。然而，双轨制亦有好的一

面———它无意之中造就了一些仅能获益于市场的新元素。在这点上，乡镇企

业和私营企业获益尤多。它们无权使用银行信贷、重要原料等计划资源，因

而必须依靠市场来存活。尽管环境恶劣，９０年代初，它们依然成为中国经

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例如，９０年代初期，乡镇企业为工业增长贡献了

４０％，亦占出口的 ４０％ （Ｌｉｎ和 Ｙａｏ，２００１）。这些新情况迫使政府中止价

格双轨制，于是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可与国有企业平起平坐。

有关移民打工者的政策也说明了政府修正错配的意愿。直到最近，劳动

力的自由流动一直因户籍制度带来的重重障碍所限制，这种制度现今仍存

在。９０年代，打工者往往受到二等公民的待遇，被剥夺自由流动、安全的

工作条件、医疗保健，甚至公平的工资等基本权利。到了 ９０年代末，中国

成了 “世界工厂”，打工者对于国民经济的重要性愈发清晰起来。由于打工

者的权利受到压制，他们的所得占国民收入的比例远小于他们对经济的贡

献，而城市居民似乎因此享受到更多本不应得的利益。这种不平等的待遇在

基层激起了广泛的权利运动，以及知识分子的请愿。政府对于潜在的社会不

安非常关注。随着时间推移，对于打工者的歧视性政策逐渐取消。

问题是，中国政府为什么在改革时期保持 “中性”？中国共产党对于合

法性的追求乃一大原因。尽管手握绝对权力，共产党一直无法忽视广大人民

的愿望。此外，９０年代的财政分权大大削弱了中央对地方政府的威慑，使

得政府在制定地区政策时更为谨慎。国际社会对中国国内事件的关注也非常

重要。现在中国已经变成了一个主要的全球性强权，却必须开始担心自己在

国际舞台上的合法性。

在充斥着极端不平等的社会里———譬如许多被威权政府统治的社会———

与其中最强的团体结成联盟，是政府生存下去的最大机会，因为这些团体能

够为其提供充足的资源，来镇压其他不受优待的团体的反抗。然而，这种偏

倚的政策最终会引起经济发展的停滞，并削弱政权合法性。相反，在一个较

为平等的社会里，政府与任一特定团体结盟都是危险的，因为其他团体可以

联合起来反抗政府———有时甚至取而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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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２０世纪的一系列革命，中国在社会层面较为平等。１９１１年，辛亥

革命推翻了封建中国的满族统治，建立了共和国。１９４９年的共产主义革命

进一步拉平了中国社会。土地改革有效地消除了地主阶级，均等分配土地。

原本依赖国民党政府的大型商业也被收为国有。５０年代初，大陆和台湾在

社会结构和治理政策方面惊人地相似，尽管两者在意识形态层面截然相反。

两者都建立了国有企业，获取农业剩余，希望能够加快工业化进程。实际上

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相较于大陆，台湾工业部门通过价格剪刀差从农业得到

的剩余要更多。１９５１～１９６０年间，台湾资本形成的 ２７％均来自以价格剪刀

差为载体的农业资本净流出①。同一时期，大陆用比市场更高的价格购买农

产品 （武力，２００１）。直到 １９５６年，大陆开始消除农村的小农经济和城市

的私营交易，两岸才逐渐拉开了距离。从 １９５６～１９７８年，大陆绕了一个大

弯，其间的改革相当于将国家拉回到５０年代初便已制定的道路上。

政治学家郑又平 （１９９７）发现，在东亚，平等的社会与中立于社会的

政府之间存在联系。一方面，在日本帝国 “大东亚共荣圈”的设计里，中

国台湾与韩国被划定为农产品的供应地，城市实业家被压制。另一方面，地

主阶级也被有意地压制，因为日本人害怕这一阶级强大起来后会引发民族主

义情绪，不利其殖民统治。郑又平 （１９９７：３３１）写道： “这种断裂产生了

很强的拉平效应，使两地的收入水平比其他发展中国家更平均。这种效应为

出现一个有效的干预型政府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这样的政府能够比较自由地

促成一个它认为合适的发展型社会联盟。”

展 望 未 来

不出意料，以效率为先的选择性政策已经在中国导致了巨大的收入不平

衡。总体基尼系数达到０４７（程永宏，２００７），贫富差距愈来愈大。更糟的

是，各级政府为了追求短期增长，不断侵犯民众的权利。蛮横的土地征收只

不过冰山一角。政治和经济不平等引起了全国上下的广泛抗议。那么，政府

是如何将选择性政策的弊端降到最低的？

首先，政府努力做到保持经济持续增长，不断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有

意思的是，无论谁来调查民意，中国政府的支持率一直高于 ７０％②。这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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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大部分中国人民快速步入中产阶级，当前体制对他们有利。在中国，中产

阶级追求的并非变革，而是稳定———至少目前如此。

其次，政府通过一些特定项目，快速、有效地解决群众不满的早期预

兆。这其中包括为２０００万低收入城市居民提供最低生活保障，为下岗职工

提供再就业中心，缩小区域不平等的若干项目 （譬如西部大开发计划），以

及旨在改善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医疗保障和教育的 “新农村运动”。

再次，政府逐渐重视人民提出的要求。针对打工者的政策变迁便是例证

之一。其他例子还有颁布 《物权法》，提高因城市和工业扩张征地的补偿标

准，以及有限公开政府的财政预算。

最后，选择性的政策本身也具有一定自我修正的效应。中性政府无法一

直偏袒某些特定团体，因此长期来看，政策的优待基本平均分布———至少在

制度障碍较弱的领域。举例来说，城市和农村内部的基尼系数其实并不太

高———均在０３５～０３７———与韩国和日本的水平相当 （程永宏，２００７）。

然而，这些措施充其量只是 “镇痛药”———想要用它们来打破制度障

碍，修正市场缺陷，避免激发新的威胁，怕是勉为其难了。虽然私营企业一

直都承认，和官府合作才能赚大钱，但并不是只有他们才做此想。政府本身

及其裙带网络和国有企业快速形成了强大的排他性利益集团。

这一局面近期甚至有所恶化。最近的几年，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加强。

最显著的是目前的 ４万亿人民币 （合５８６０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在政府

投资的帮助下，２００９年中国的 ＧＤＰ增长率达到将近 ９％，赢得掌声一片。

但是长期来看，这可能导致中国经济效率降低，国进民退，使中国经济窒

息。

目前的经济高度依赖外需，使得中国和主要贸易伙伴摩擦不断。ＧＤＰ

的５２％由储蓄构成，消费降到历史新低。大多数先进民主国家政府在资本

性投资上的支出不超过政府收入的８％，在中国此数字却高达近５０％。作为

国民收入之一的居民收入正在下降，使得经济扩张的同时，百姓却感到变穷

了。中国人开始希望从经济发展中得到更多好处，政府单独使用经济发展来

遏制、安抚社会不满的老药方开始失灵①。

这一切都说明为了制衡强大的、享有特权的利益集团，某种形式的明确

政治转型是必要的，这样政府才有可能应对各方面的目标，甚至巩固共产党

的统治地位。有一种公民社会运动正悄无声息地稳定发展，敦促政府更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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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权利，那便是互联网。网络不但充当关切人士分享信息的平台，而且

能够帮助他们协调公开抗议，纠正政府犯下的过失。

尽管在民主国家里，利益集团之间的政治斗争十分普遍，时常造成损

害，但是一个开放的、具有包容性的政治过程是制衡各个利益集团权力最有

效的方法。事实上，中性政府所要做的，正是平衡不同社会群体的需求。如

果适当的民主制度就位，牵制大多数的强势集团，一个民主的政府依然可以

保持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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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 谢 ＤａｎｉｅｌＢｒｏｍｌｅｙ，ＥｄｗａｒｄＦｒｉｅｄｍａｎ，ＡｓｈｏｋＧｕｒｕｎｇ，黄 育 川，

ＳａｎｊａｙＲｕｐａｒｅｌｉａ和查建英的有益意见与建议。

（罗弥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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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中央与地方关系如何演进：
一个分析框架及其含义

张永生

引　　言

作为一个快速发展的国家，中国的政府间关系也处于动态的变化过程

中。这种关系如何演进，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以

来，分权成为一个世界性趋势。但是，分权并不一定意味着中央政府对地方

政府控制能力的削弱。从财政的角度而言，分权涉及三个概念：一是支出责

任 （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二是自有收入 （ｏｗｎｓｏｕｒｃｅｒｅｖｅｎｕｅ），三是

政府间转移支付 （ｉｎｔｅｒ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ｆｉｓｃａｌ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ｐａｙｍｅｎｔｓ）。对每一级政府

而言，三者间的关系可用下图表示。

图 ４－１　事权与财权之间的关系

如果分权意味着下级政府自有收入提高 （或税收自主权提高）的话，

则它会带来转移支付的减少。在这种情况下，上级政府的控制力会随着下级

政府财政能力的提高而弱化。如果分权是指支出责任的下放，则它既可以通

过提高转移支付来实现，也可以通过提高下级政府的自有收入或税收自主权

来实现。在前一种情况下，上级政府的控制能力随着分权而提高，而在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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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情况下，下级政府的控制能力随着分权而得到提高。可见，不同的分权形

式对不同层级的政府的控制能力有着不同的影响。

在分权过程中，属地原则是一个被广泛接受的原则，即公共服务应

由距离居民最近的地方政府来提供，除非该服务由更高层级的政府来提

供更有效率。这意味着，地方政府应有更多的财政自主权。但是，事实

上，在大多数国家，上级政府往往控制着辖区内的大部分财政资源。世

界范围内的分权运动更多地表现在支出方面，而在收入方面，则呈现相

反的变化趋势，即支出的分权化和收入的集权化。下级政府自有收入和

支出责任之间的差额，则由转移支付来填补。这就导致了所谓的 “纵向

财政不平衡”，即下级政府在财政上很大程度地依赖上级政府。这样，通

过转移支付的扩大，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控制能力反而进一步提高，

而不是削弱。

为什么绝大多数的国家，包括那些推崇民主和地方自治的西方国家，

在财政制度的设计上会出现这样一种集权的安排？传统的解释是，由于跨

区域公共设施产生的外部性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ｉｔｉｅｓ）、溢出效应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ｓ）以及地

区财政均等化 （ｆｉｓｃａｌｅｑ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等的需要，上级政府必须掌握大部分财

政资源 （比如，Ｏａｔｅｓ，１９７２；Ｓｅａｂｒｉｇｈｔ，１９９６）。但是，这些理论不能完

全解释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中央 （联邦）政府需要控制全国主要财政

收入的原因。首先，如果是出于跨地区公共工程产生的外部性的考虑的

话，那么很多问题通过地区间的协商机制就可以解决，不一定都非要通过

中央 （联邦）政府的转移支付和直接投资来解决。实际上，中央政府用

国家财政来投资兴建某些跨地区的公共工程同样会产生新的外部性，因为

即使不从该工程中受益的地区实际上也要为其支付税收。其次，在一些地

区发展十分均衡的发达国家，中央政府照样控制着大部分财力。如果仅仅

是出于地区财政均等化的需要，则中央政府似乎没有必要集中如此大的财

力。

因此，西方国家财政制度设计背后一定还有更深层的原因。财政关系只

是政府间关系的维度之一。目前很多讨论财政关系的文献，更多的都是就财

政论财政，而忽略其他维度，比如人事的维度。本章旨在提供一个新的政府

间关系分析框架，并揭示其对中国的中央和地方政府间关系演进的含义。在

接下来的第二节里，我们对政府间关系的文献进行简要回顾，并提供一个新

的政府间关系分析框架。随后的第三节则讨论中国当前的政府间关系及其如

何演进。最后一部分是简短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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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间关系：简要的文献回顾

从纵向财政不平衡的角度看，政府间关系有三条大的研究线索。第一种

是经典的财政理论 （比如，Ｔｉｅｂｏｕｔ，１９５６；Ｍａｓｇｒａｖｅ，１９５９；Ｏａｔｅｓ，１９７２）。

它们用政府的三大职能，即资源配置效率、社会公平和经济稳定来解释中央

财政占主导的现象。这种理论更多的只是提供了一个概念性的框架，不能回

答为什么一定会出现纵向财政不平衡。看起来，似乎中央无论是控制全国主

要财政资源还是少数财政资源的情形都是可能的。这影响了其解释力。

第二种理论思路同税收的可持续性和税收最大化相关，它将政府间纵向

财政不平衡看做是现有经济结构和税收结构下实现税收最大化的结果。一些

强调激励机制、受益人原则、财政自主权、问责制、信息问题、税收流动

性、税收竞争、税收成本、溢出效应等的理论，都可以归于这一理论框架下

（比如，Ｂｒｅｔｏｎ，１９９６；Ｋｉｎｇ，１９８４；Ｓｃｏｔｔ，１９５２；Ｈｉｃｋｓ，１９７８；Ｃｏｕｒａｎｔ，

Ｇｒａｍｌｉｃｈ和 Ｒｕｂｉｎｆｅｌｄ，１９７９；Ｂｏａｄｗａｙ和 Ｔｒｅｍｂｌａｙ，２００５）。这就是说，政

府间纵向财政不平衡是为了最大化国家的总税收。如果改变这种状况的话，

则不仅一个国家总的税收会下降，而且会出现税源在不同地区的转移，或者

增加税收成本等问题。这里隐含的前提是，这种纵向财政不平衡是由一个全

能的计划者为了保证税收最大化和可持续而设计的。并且，在纵向财政不平

衡格局的形成上，这些理论往往相互冲突，即有些理论强调分权的好处，而

有些则强调集权的好处。

第三种理论是宪政经济学的思路。从宪政经济学的角度来探讨财政问题

实际上又有三种不同的分支。其一是强调分权。以布坎南为代表的经济学

家，从内生公共产品的思路来内生政府职能，并对政府持强烈的不信任态

度，认为只要是市场能够提供的公共产品，政府就不必干预 （Ｂｕｃｈａｎａｎ，

１９６５；Ｂｒｅｎｎａｎ和 Ｂｕｃｈａｎａｎ，１９８０）。根据这种思路，他们自然对中央政府

控制大部分财政收入并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手段来解决地方政府财政不平衡的

做法持强烈的反对态度，因而主张地方财政分权。其二是以汉密尔顿为代表

的联邦主义者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Ｍａｄｉｓｏｎ和 Ｊａｙ，１７８７）。他们更多地强调中央政

府集权的好处。在汉密尔顿时代，美国联邦主义者的主要目标是在邦联的基

础上成立全国性的联邦政府。尽管他们当时不仅没有明确要求中央财政占全

国财政收入的主体，反而还信誓旦旦地声称要限制中央政府的权力，但他们

的基本思想却是强调建立一个全国性的联邦政府的好处。我们可以将其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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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纳为强调中央集权的财政思路。其三是以温格斯特为代表的经济学家

（Ｄｅｆｉｇｕｒｅｉｒｅｄｏ和 Ｗｅｉｎｇａｓｔ，１９９７；Ｗｅｉｎｇａｓｔ，２００５），他们提出了所谓联邦

悖论，强调中央与地方相互制衡对于一个联邦 （或国家）自我执行的重要

性。他们强调，一个联邦 （或国家）如果要自我执行，就要解决所谓的联

邦悖论问题，即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必须形成有效的制衡关系。如果中

央政府过于强大，则地方政府的利益就会受到侵犯；如果地方政府过于强

大，则中央政府的利益就会受到侵犯。这两种情况都有可能带来危机，从而

导致联邦的解体。一个具有自我执行功能的联邦，正是在一次次的危机冲击

（ｃｒｉｓｉｓｓｈｏｃｋ）下最终形成的。这种强调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相互制衡的观

点，同经济学强调一般均衡的概念相吻合。

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张永生 （２００５，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在温格斯特等人联邦悖论的基础上，用

一种新的分析框架对上述三种宪政经济学的思路进行了调和。他进一步将政

府控制权分解为两个维度或变量，即人事控制权和财政控制权。一个国家或

联邦能否持续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或自我执行 （ｓｅｌｆｅｎｆｏｒｃｉｎｇ），取决于中央和地

方政府在控制力上的博弈能否取得平衡。比如，在一个有选举的民主国家，

联邦或中央政府无法任命州的官员。此时，一种旨在提高联邦政府或中央政

府对地方政府控制力的制度安排就成为必需。财政转移支付就成为联邦或中

央政府影响地方政府的一种手段。纵向财政不平衡和转移支付可以视为一种

人质机制 （ｈｏｓｔａｇ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由于下级政府在财政上不得不依赖于上级

政府，上级政府因而就能通过转移支付对下级政府施加影响。这就可以解释

为什么在大多数国家，中央政府控制着全国大部分的财政资源，以及为什么

上级政府控制着其辖区内的大部分财政资源。

由于人事和财政维度均可以是自下而上或自上而下，这两个变量在上

下级政府之间就可以组合成四种最基本的结构。他们可以涵盖世界上所有

类型的政府间关系 （见表 ４－１）。如果一种结构是不平衡的结构，则这种

纵向政府间关系就不可能持久。此时，危机冲击就成为关键，它会促使不

稳定的结构走向稳定 （Ｗｅｉｎｇａｓｔ，２００５）。纵向平衡可以经由人事和财政的

双向安排来实现。但是，对于一个国家而言，仅有纵向平衡仍然不足以取

得好的经济绩效。政府和市场间的横向平衡也必须同时建立起来。正如

Ｂｕｃｈａｎａｎ（１９６５），Ｂｒｅｎｎａｎ和 Ｂｕｃｈａｎａｎ（１９８０），Ｎｏｒｔｈ（１９８７），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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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ｒｔｈ和 Ｗｅｉｎｇａｓｔ（１９８９）指出的，这需要通过宪政制度来实现对政府权力
的制衡。

表 ４－１　不同类型的政府间关系

人事的配置 财政资源配置 例子 结果

结
构
一

Ⅰ法治完善 ↑ ↓
欧美日等西方好的发达

市场经济
自我执行高效

Ⅱ法治不完善 ↑ ↓ 拉美等坏的市场经济 自我执行低效腐败

结构二 ↑ ↑ 欧盟、邦联、联合国 不稳定，整体效率不高

结构三 ↓ ↓ 苏联式体制 中央计划体制弊端

结构四 ↓ ↑
分税制前的中国、１９９７
年前的香港

效率较结构三有所提

高

　　注：“”表示 “由下至上”，“”表示 “由上至下”。比如，人事权 “”表示权力是由下
至上，即各地方政府官员由选举产生，不受上级控制； “”则表示各地方政府官员由上级控制。
财政权 “”表示上级控制主要财源；“”则表示下级控制主要财源。

在表４－１中，结构一表示自下而上的人事安排与自上而下的财政关系
的组合。在人事维度，地方政府有自主权 （虽然这并不必然意味着 “选

举”。自治也可以发生在封建或专制体制下），而上级政府控制着大部分的

财政资源，下级政府则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上级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绝大多

数的工业化国家可以归为结构一。这是一种可以自我执行 （ｓｅｌｆｅｎｆｏｒｃｉｎｇ）
的结构。该结构可以进一步划分为两种子结构，即有好的法治的结构一 （Ⅰ）
和无好的法治的结构一 （Ⅱ）。

结构二是一种弱中央且既不稳定也无效率的结构，正如美国的邦联，或

者早期的美国及澳大利亚联邦。

结构三是一种强中央的结构，正如苏联式国家。在这种结构下，中央政

府非常强大，不仅控制着全国的财政收入，而且控制官员的任免。正如

Ｄｅｆｉｇｕｒｅｉｒｅｄｏ和 Ｗｅｉｎｇａｓｔ（２００５）指出的， “中央政府过于强大会对地方政
府产生机会主义行为”。长期而言，这种结构既不稳定也不可持续。

结构四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结构，正如 １９９４年前执行财政联邦制度的中
国或１９９７年前的香港一样。某种程度上，这种结构建立起了一种纵向平衡
的政府间关系。但是，由于中央政府可以任免地方官员，地方政府并没有真

正的讨价还价的能力，中央政府可以轻易地改变中央和地方政府间的财政安

排。

不同的结构对于防止政府机会主义行为有不同的效果。政府机会主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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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有两种：纵向和横向。纵向政府机会主义行为指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机会

主义行为。政府间关系的制衡可以用来防止此类机会主义行为。横向的政府

机会主义行为是指市场上的政府机会主义行为，需要通过对政府权力的横向

制衡来防止。

斯密 （Ｓｍｉｔｈ，１７７６）指出，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杨小凯 （Ｙａｎｇ，

２００１）则发展了一个超边际分析框架来进一步发展斯密的思想。在其中，

分工的演进取决于交易效率的提高，特别是制度的改进会导致内生交易效率

的提高。根据诺斯 （Ｎｏｒｔｈ，１９８７），经济绩效取决于政府机会主义行为导致

的内生交易费用的高低。他的这一思想可以进一步分为纵向和横向政府机会

主义行为。因此，一个持续和稳定且有经济发展的政府间关系结构一定是可

以将两类政府机会主义行为最小化的结构。在上面的四种结构中，结构一是

迄今为止可以看到的最具有自我执行功能且内生交易费用最小的结构。结构

二和三从长期来看则不具有自我执行功能。结构四则不如结构一稳定。

此章的政府间关系分析框架，可以用来分析近 ２０年来世界范围的分权

运动。的确，很多国家的分权带来了效率的提高。但是，并不是所有国家的

分权都取得了积极的成效。根据现有的经验证据，既有好的分权例子，也有

不好 的 分 权 例 子 （ＭａｒｔｉｎｅｚＶａｚｑｕｅｚ和 ＭｃＮａｂ，２００３；Ｆｉｓｍａｎ和 Ｇａｔｔｉ，

２００２）。研究表明，一些国家的分权改革导致宏观经济的不稳定，而另一些

国家则没有出现这种情况。根据 Ｓｔｅｉｎ（１９９９），在拉美国家，按地方政府在

总公共开支中的份额来测度的所谓分权改革并没有带来高的地方政府财政赤

字；而根据 Ｆｏｒｎａｓａｒｉ，Ｗｅｂｂ和 Ｚｏｕ（２０００）以及 ＤｅＭｅｌｏ（２０００）的研究，

分权后地方政府开支和赤字的扩大往往导致中央政府开支和赤字的扩大，

从而带来宏观经济的不稳定。至于分权是否加剧腐败，也有各种不同的结

论。根据 Ｆｉｓｍａｎ和 Ｇａｔｔｉ（２０００）的研究，财政支出的分权化和腐败之间

存在着高度相关关系。如果只是简单地将权力从中央下放到地方的精英阶

层而没有相应的制度性改革，则腐败的机会可能会大大增加。但是，

Ｔｒｅｉｓｍａｎ（２０００）的研究却显示，财政分权和腐败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Ｆａｇｕｅｔ和 Ｊｅａｎ（２００４）的研究显示，分权并没有加重腐败，反而使地方政

府更有责任。

那么，分权为什么在一些地方有效，而在一些地方却无效呢？我们的分

析框架可以对此进行解释。分权的有效性取决于政府权力是否在法治的框架

内得到有效的横向制衡，以及分权能否改进上下级政府间的纵向制衡。具体

而言，分权在下列条件下有效。第一，政府必须是对辖区选民负责任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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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且其权力在法治 （ｒｕｌｅｏｆｌａｗ）的框架内受到有效制衡。这

样，当分权带来政府权力的纵向转移时，政府权力就不致被用来向市场寻

租。第二，如果是一个民主的政体，则分权不能改变中央 （或上级）控制

主要财政资源的格局，或者说不能改变上、下级政府在财政资源和人事上相

互制衡的格局。否则，上、下级政府间的纵向制衡关系就会被打破，地方政

府分权后就会出现对上级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从而影响宏观经济稳定乃至

政权的有效运转。显然，表４－１中的结构一 （Ⅰ）就满足上述分权有效性

的充分条件。也就是说，在结构一 （Ⅰ）的框架内，分权程度越高，则效

率就越高；而在结构一 （Ⅱ）下就不一定。但是，如果结构一的框架内财

政过于分权，则会由结构一变成结构二，分权就会更多地带来下级政府的机

会主义行为。国家政权和宏观经济就难以自我稳定，国家甚至会成为一个松

散的自治体的联合。

Ｔｈｉｅｓｓｅｎ（２００３）的研究支持我们的结论。他对发达的 ＯＥＣＤ国家的

研究显示，当财政分权程度从一个低水平开始提高时，经济绩效会提高，

但在分权达到一定程度后如果继续分权，则会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用我

们的分析框架来解释，就是分权如果导致结构一变成结构二则效果就会适

得其反。因此，在政治民主的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无论财政如何分

权，都不会改变中央财政在国家财政中占主体的格局，下级政府必须依赖

于上级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一般来说，分权程度越高，财政转移支付的

规模也就越小。

该分析框架可以分析很多分权现象。这里举美国和澳大利亚的例子。

美国自１７７６年独立以及１７８７年联邦政府成立以来，联邦政府与州政府

之间的关系经历了三个阶段，即 “分权→集权→分权”。１７７６年美国独立

后，美国只是一个邦联国家，各州之上没有一个全国性的政府。由于缺乏一

个全国性的政府，各州在关税、贸易、军事等方面的矛盾难以协调，美国面

临着战乱的危险。这就像表４－１中的结构二，不是一种均衡的结构，国家

难以自我稳定。因此，以汉密尔顿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为主的联邦党人极力主张建

立统一的联邦政府。在１７８７年的费城制宪大会后，联邦党人说服各州成立了

联邦政府，但此时各州和地方政府的力量要远远大于联邦政府。也就是说，

尽管成立了联邦政府，但这个全国性的政府权力非常有限。具体表现为，联

邦政府除了不能控制各州和地方的人事外，财政力量也非常弱小。根据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１，Ｓｅｃｔｉｏｎ８的列举权力条款 （ｅｎｕｍｅｒａｔｅｄｐｏｗｅｒｓｃｌａｕｓｅ），对联邦政府的权

力进行列举。而且，由于担心联邦政府日后权力扩张，又通过了宪法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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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即权利法案 （ＢｉｌｌｏｆＲｉｇｈｔｓ），规定那些宪法未授予联邦政府也未禁止给

予州的权力归各州，即 “剩余权归各州”。大多数人当时都以为，这些宪法

条款足以保证对联邦政府权力的限制，从而保证联邦政府维持一个小政府。

但是，由于联邦政府太弱小而各州力量太强大，这种政府结构不会是一个稳

定和有效的结构。这种结构面临着 “要不解体，要不向稳定的结构一演变”

的问题。在２０世纪，美国全国性联邦政府的权力得到了显著增长，这种增

长并不是人为设计的结果，而是美国国家稳定的内在要求。在过去的２０年，

美国也出现了所谓的分权化趋势。但实际上，美国的分权化并不像看起来那

样明显，而联邦对州的财政控制力则反而在增强。

因此，美国最初关于联邦与州之间关系的制度设计并不能形成均衡，而

历史上的一系列危机则为联邦提供了一个走向稳定均衡的契机。如果说美国

立国之初的宪政很大程度是人为设计的，那么现在联邦和州的关系则是一个

从结构二向结构一自发演进的结果，与当初的设计已经大为不同。目前所谓

的分权化，也只是在结构一的框架下进行，不可能再回到过去结构二的框

架。

澳大利亚的情况与美国十分相似，联邦政府的权力也是一步步由弱到强

的 （Ｄｏｌｌｅｒｙ，２００２）。１９０１年１月１日，当６个自治的英国殖民地组成联邦

时，联邦政府只在一些国际事务，如国防、外贸和移民等方面有几项列举的

权力，其财政能力也非常弱小，而州政府则控制重要的公共服务，如教育、

健康、法律和秩序，而且拥有剩余权力 （Ｗａｔｔｓ，１９９９）。在这种情况下，人

们普遍认为，澳大利亚的宪法将保证各州的财政独立于联邦政府。但是，事

实并不是这样。

澳大利亚联邦成立之初的状况就是表 ４－１中的结构二。这种结构是一

种不稳定的政府间结构，不具有自我执行的功能。它同样面临着 “要不就

解体，要不就演进到稳定的结构一”的问题。这种演变的动力，正是温格

斯特所说的 “危机冲击”。根据最初的宪法，联邦权力列举，剩余权归各

州。这属于弱中央强地方的结构二。此后，联邦政府权力一直不断提高，联

邦财力不断增强，而各州权力不断削弱。１９１５年，为了满足 “一战”的需

要，联邦政府开始征收个人收入税。１９４２年，为了筹措战争经费，联邦政

府对征收个人收入税有垄断权，其结果导致各州不得不依靠联邦政府的转移

支付，而联邦拨款的条件则取决于联邦政府认为是否妥当。通过转移支付，

联邦政府对州的控制权大大增加。在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的转移支付有

４５％为一般性拨款，但在过去的 ２０年，具体项目拨款的比重则持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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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澳大利亚各州和很多经济学家一致努力扩大各州的财政自主权，但这种

努力始终收效甚微。

因此，澳大利亚联邦政府与州政府间的关系也是从不稳定的结构二向结

构一演变的过程。而演变的动力，则是历史上发生的一系列危机，包括两次

世界大战以及大危机等。在结构一的条件下，联邦政府和州政府间的关系成

为一种具有自我执行功能的稳定关系。

中国政府间关系：过去与现状

中央和省级政府间关系

中国中央和省级政府之间的关系可以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在改革开放

前，中国的政府间关系类似结构三，即上级政府不仅控制下级政府的人事任

免，而且控制地方的财政。这种财政体制被称为 “统收统支”。改革开放

后，中国实现了 “分灶吃饭”的财政包干制，被国际学术界称为财政联邦

制 （ｆｉｓｃａｌｆｅｄｅｒａｌｉｓｍ）。这种结构就是结构四，即中央政府控制下级政府官

员的任免，但不控制地方的财政，地方财政收入在全国财政收入中占多数。

这种结构是一种相对有效的结构，它能够较为有效地限制上级政府的机会主

义行为，从而激发下级政府的积极性 （Ｑｉａｎ和 Ｗｅｉｎｇａｓｔ，１９９７；Ｑｉａｎ和

Ｒｏｌａｎｄ，１９９８；Ｓｈｉｒｋ，１９９３）。但是，在此结构下，中央政府的财政能力明

显不足。比如，１９９３年，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占全国总税收的比重仅为 ２２％

（见表４－２）。

由于中央政府缺少财政能力，在１９８０年代和１９９０年代早期，中央政府

曾两次向省里 “借钱”，且借而不还 （孙雷，２００４）。在 １９９４年实行分税制

前，中国既有中央向地方的专项财政补助，又有地方财政向中央财政的

“反向转移支付”。在财政方面，中国经常是 “中央依赖地方”，而不是像其

他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一样 “地方依赖中央”。这种情况就是表 ４－１中的结

构四。由于中央和地方分别掌握着地方的人事任免权和主要财政资源，这种

结构实际上形成了中央与地方之间某种程度上的相互制衡，从而比缺乏上下

级相互制衡的结构三的集权制度更有效率。但是，由于中央政府可以随时改

变这种现状，这种制衡并不真正具有持久稳定的功能。因此，在经历了十余

年的财政联邦制度带来的中央财政窘境后，中央终于决定要摆脱这种财政上

的被动局面。１９９４年实行的分税制改革，尽管用税种的形式规范中央和地

方的财政关系以及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是改革的一个根本出发点，但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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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２　中央和地方政府收入和支出比例

单位：％

年　份
收　　入 支　　出

中央 地方 中央 地方

１９７８ １５５ ８４５ ４７４ ５２６

１９８０ ２４５ ７５５ ５４３ ４５７

１９８５ ３８４ ６１６ ３９７ ６０３

１９９０ ３３８ ６６２ ３２６ ６７４

１９９１ ２９８ ７０２ ３２２ ６７８

１９９２ ２８１ ７１９ ３１３ ６８７

１９９３ ２２０ ７８０ ２８３ ７１７

１９９４ ５５７ ４４３ ３０３ ６９７

１９９５ ５２２ ４７８ ２９２ ７０８

１９９６ ４９４ ５０６ ２７１ ７２９

１９９７ ４８９ ５１１ ２７４ ７２６

１９９８ ４９５ ５０５ ２８９ ７１１

１９９９ ５１１ ４８９ ３１５ ６８５

２０００ ５２２ ４７８ ３４７ ６５３

２００１ ５２４ ４７６ ３０５ ６９５

２００２ ５５０ ４５０ ３０７ ６９３

２００３ ５４６ ４５４ ３０１ ６９９

２００４ ５４９ ４５１ ２７７ ７２３

２００５ ５２３ ４７７ ２５９ ７４１

２００６ ５２８ ４７２ ２４７ ７５３

２００７ ５４１ ４５９ ２３０ ７７０

２００８ ５３３ ４６７ ２１３ ７８７

　　资源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０９》，中国统计出版社，第２６３页。

的动因却是中央财政自身难以为继。①

在分税制下，中央和地方按７５∶２５的比例分享作为主要税源的增值税。

这导致了中央税收的大幅增长。中央政府和省的关系从结构四跳到结构三。

在结构三，中央政府不仅控制主要省级官员的任免，而且通过转移支付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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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孙雷 （２００４）的记载，１９９３年 ７月 ２３日，当时正值全国财政、税务工作会议召开，

时任副总理的朱基来到会场，对所有参加会议的人员抛出警语：“在现行体制下，中央财

政十分困难。现在不改革，中央财政的日子过不下去了， （如果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到不

了２０００年 （中央财政）就会垮台！”



着省里的大量财政收入，使得各省不得不在财政上严重依赖于中央的转移支

付。中央政府控制的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主要来自于税收的增量部分，而不

是对当时财政收入分配格局的重新分配。在分税制实行之际，中央和各省达

成一致，即分税制不改变各省当时的财政收入现状。但是，由于中国经济的

快速增长且７５％的增值税归中央，中央财政收入的增长远超过各省。这样，

大量的转移支付就成为中央政府影响各省的一个新的有力工具。

除了税收以外，中央政府对经济的控制还来自于对央企的控制。根据国

资委的数据 （２００９），中央企业２００９年控制的资产总值达 １４６万亿元，相

当于中国 ＧＤＰ的４０％左右。这进一步地强化了中央政府的控制能力。

自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国的中央—省级政府间财政关系已与西方发达市

场经济国家趋同。中央政府控制着全国的大部分财政资源，而各省则很大程

度上依赖中央的转移支付。中国的结构三和西方国家的结构一的不同之处表

现在人事维度上。财政和人事维度上的双重 “自上而下”安排，大大强化

了中央政府的权力。因此，简单地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财政制度安排而忽略

其背后的人事维度的区别，则可能会诱发纵向的政府机会主义行为。

省—地方政府间关系

１９９４年的分税制改革主要是在中央与各省之间进行，而没有在省内进

行。在各省之内，所有地方政府的收入均严重依赖于省级政府的转移支付。

根据我们２００４年的调查，在四川的一个县，来自省里的转移支付占其当年

财政支出的７１１％。在人事维度，上级政府提名县级主要官员。这种结构

是一种典型的结构三，即强的上级政府和弱地方政府。这种结构诱发两类政

府机会主义行为，且这两种机会主义行为会相互强化。

第一种是上级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纵向政府机会主义行为。在结构三的情

况下，由于上级政府既控制下级政府的人事任免，也控制地方的财政收入，

就会出现温格斯特所说的上级政府侵犯地方政府利益的情况，即将支出责任

尽量推给下级政府，而尽量保留财权，从而导致基层政府出现事权过大，财

权不足的情况。第二种是政府对市场的横向机会主义行为。在结构三的情况

下，由于上、下级政府间缺乏有效的制衡，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机会主义

行为就会导致下级政府财政困难，而在缺乏有效的横向权力制衡的情况下，

下级政府就会有动力和压力去向市场寻租，不得不通过各种形式来增加收

入，以缓解经费紧张的压力。比如乱收费、摊派，等等。

为了解决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不足的问题，一些人主张应提高地方政府

的税收自主权，以同其支出责任相匹配。但是，我们的分析框架表明，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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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上下级政府间的财政安排均是下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上级政府的财政转

移支付。因此，解决的方向不应是大幅提高地方政府的税收自主权，而是要

改革目前省内在人事和财政维度上的双重 “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以增

强下级政府讨价还价能力，并将转移支付制度公式化，以减少上级政府的机

会主义行为。这种变化可以通过发展基层民主来完成。如果地方官员可以直

接选举而非完全由上级任命，且转移支付能够被制度化，则省内就可以建立

起有效的纵向平衡的政府间关系。

中国政府间关系的未来的几种演进路径

中国的政府间关系正处于快速变革之中。有很多积极的变化正在影响着

这种关系的演进。比如，中国政府强调建设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基层民

主和党内民主的广泛实践与发展，以及法治与公民社会的快速成长，等等。

中国政府间关系的演进对于中国的长期发展将产生深远的影响。未来中国的

政府间关系将如何演进？以下四种情景均有可能。

第一种演进结果：结构三

这种情形是目前政府间关系的一种延续。在此结构下，中央不仅控制全

国主要财政收入，而且直接控制央企从而控制整个国家经济命脉，以及控制

税种和税率的决定权。在人事方面，中央控制主要地方领导人的任免。在一

省之内，省级政府同样控制下级政府主要官员的任免及大部分财政资源。

这种结构看起来与计划经济时期有点类似，但本质的区别是引入了法制

（比如分税制）及市场经济。在结构三，中央政府有很强的财政能力和权威

来有效地实现所谓 “国家意志”，并推动全国性的改革和发展，比如社会保

险、教育和跨区域基础设施建设。

但是，正如前面讨论的，长期而言，结构三不是一个可持续的结构。它

会诱发两类政府机会主义行为。要维持这种结构的社会成本和压力均非常之

大。目前的很多社会经济问题，比如群体性冲突、上访、农民问题、巨额地

方债、市场扭曲及腐败等，均是两类政府机会主义行为的结果。没有基层民

主的发展及通过宪政制度对政府权力进行有效制衡，这些问题都有可能酿成

社会危机。为避免可能的社会经济危机并建立和谐社会，一种有效的可持续

的政府间关系必须要建立起来。

第二种演进结果：结构一 （Ⅰ），即好的市场经济

从已有的国际经验看，这种结构可能是最稳定和可持续的一种结构。它

６５

中国：未来二十年的改革与发展



不仅有一个稳定的纵向结构，也具备有效的对政府制衡的机制。中国具备了

向这种结构演进的一些有利条件。

在两个纵向的维度上，中国中央和省级层面的财政关系已同结构一 （Ⅰ）

相同。不同的是，在人事维度上，中国目前的结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结构。

虽然基层民主在中国得到快速发展，但它们还处于相当早期阶段。基层直

选会发展到哪一层级，以及何时才能发展到该层级，现在都没有明晰的答

案。

在横向关系上，中国需要通过完善法治，在各级政府层面建立起有效的

权力制衡机制，以保障市场能够有效地运转。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随

着公民社会和自由程度的不断提高，完善的法治和民主最终会在中国建立起

来。

第三种演进结果：结构一 （Ⅱ），即坏的市场经济

这种结构就是通常说的拉美式的市场经济。这种市场经济最大的特点就

是对政府权力缺乏有效的横向制衡。政府将经济发展作为向市场寻租的人

质。中国目前正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在这个转轨过程中，由于法治

未能充分建立，权力同市场结合产生的腐败现象普遍存在。因此，如果缺少

法治的条件，则民主并不能有效地解决中国的腐败问题。在这种结构下，分

权在带来经济效率提高的同时，还会带来腐败、宏观经济的不稳定、中央政

令不通等消极后果。而且，这种条件下建立的所谓财政转移支付公式，很有

可能会异化为上级政府机会主义行为的制度保障。转移支付公式的调整也不

会是一个帕累托效率改进的过程。因此，结构一 （Ⅱ）不是一个好的结果，

中国应该尽量避免。

从政府间纵向关系来看，这种结构看起来可持续，但不是一种有利于经

济发展的结构。这种结构就是所谓坏市场经济的例子。这种结构虽然有民

主，但良好的法治未能建立，法律将利益集团的利益制度化。这会导致横向

的政府机会主义行为盛行 （Ｌｉｕ和 Ｙａｎｇ，２００１）。

现在，利益集团 （而不是意识形态）已经成为中国深化经济和政治改

革的主要障碍。腐败和社会不公现象严重。法律将利益集团的特权固化，

市场则很大程度上被扭曲。如果这种情形不加以改变，则中国有可能会演

进到这种结构。如果宪政制度不能充分建立和完善，自由不能被保障，则

民主并不足以消除腐败和利益集团的特权，因为横向的政府机会主义行为

会盛行。这会导致经济停滞和社会不公。因此，这种结构是中国应该极力

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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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种演进结果：结构三 （中央—省） ＋结构一 （省—县—乡）

这是一种混合的结构。不同层级的政府有着不同的关系。在中央和省级

层面，其关系类似结构三，而省级和地方关系则类似结构一。这种结构看起

来最有可能在中国发生。

由于中央和省级关系已经是结构三，中国要演进到这种混合的结构只需

要两步：一是基层民主从乡镇发展到县级。二是省内财政关系也通过分税制

来制度化。如果这些能够实现，则在每个省之内，纵向的政府间关系就成为

结构一。中央和省级层面的纵向的关系，则不会有实质性的改变。但是，通

过完善法治，对政府横向的制衡机制却可以有效地建立起来。这会大大减少

两类政府机会主义行为。

这种混合结构意味着，中国有可能基于其 ５０００年历史、传统、文化和

庞大人口的国情，发展出一种独特的政府间关系。这种混合结构还为中央与

省级关系进一步调整留下了余地。一旦条件成熟且确有必要，这种关系可以

从结构三向结构一转变。这种混合结构同中国过去 ３０年渐进式的改革道路

相一致。在这种混合结构中，如何避免纵向政府机会主义行为是一个大的挑

战。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治和最高领导人的能力和操守。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章讨论了一个新的分析政府间关系的分析框架。一个国家要实现可持

续发展，取决于不同层级政府间的控制力能否得到平衡，以防止政府间的机

会主义行为的发生。在财政和人事维度上的不同安排，对于扼制政府机会主

义有不同的效果，从而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稳定和可持续。在民主国家，

财政转移支付可以视为联邦或中央政府影响地方政府的一种人质。同样重要

的是，要通过法治和民主来建立起对政府权力的有效制衡从而防止横向政府

机会主义行为。经济绩效则取决于两类政府机会主义行为导致的内生交易费

用的高低。

就财政关系而言，中国的中央—省级层面已经非常接近于西方发达市场

经济国家。中央政府控制着全国主要的财政资源，而各省则在财政上较大程

度地依赖于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个关键不同在于

人事的维度。在中国，人事和财政的双重 “自上而下”的安排导致了一个

非常强的中央政府。如何既发挥这种制度安排的优势又避免这种结构下可能

的政府机会主义行为就成为一个主要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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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中国未来政府间关系的演进的四种可能的情景作了分析。这四种

情景分别是：第一种是结构三，即现有政府间关系的延续。第二种是有良好

的法治的结构一，类似于西方发达国家。这种结构可能是迄今为止最为稳定

的结构。第三种是没有良好法治的结构一，类似于拉丁美洲一些国家。这是

一种中国应尽量避免的情景。第四种是一种结构一和结构三的混合结构。中

央和省级关系为结构一，而省内则为结构三。随着中国基层民主的快速发

展，这种混合结构看起来最有可能在中国出现。该结构还为中国今后的进一

步演进提供了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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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从国际比较的视角看中国的
人均钢铁消费及其预测
ＨｕｗＭｃＫａｙ　盛　誉　宋立刚

引　　言

本章有两个目的。一是从理论角度重新讨论经济发展与钢铁消费的关

系，二是通过研究其他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的经历来阐明中国未来的钢铁需

求。

在过去 １０年中，有关大宗商品需求的预测一直是国际社会所关心的一

个重要的问题：如粮农组织 （ＦＡＯ，２００２，２００６）针对食品需求的预测，

ＭｃＫｉｂｂｉｎ（２００６）对能源需求的讨论，Ｇａｒｎａｕｔ等 （２００８）及联合国开发计

划署 （ＵＮＤＰ，２０１０）在碳排放领域的研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ＩＭＦ，

２００５）对汽车的分析等。但长期以来，对钢铁需求预测却经常被忽视。这

种忽略令人感到惊讶，因为自 ２００３年以来，钢铁的价格无论是名义上还是

实际上都出现了急剧的上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的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使得资源

安全问题变得愈发突出，从而也催生了对钢铁需求的长期预测。作出开拓性

工作的是国际钢铁协会 （１９７２）和 Ｍａｌｅｎｂａｕｍ （１９７３，１９７５），他们引入并

推广使用了包括强度曲线在内的一系列方法。此后，大量的研究开始探索对

长期的钢铁需求预测。其中最著名的两项研究分别由 Ｌｅｏｎｔｉｅｆ等 （１９８３）①

及 Ｍａｌｅｎｂａｕｍ （１９７８）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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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Ｌｅｏｎｔｉｅｆ的其中一个合著者 ＩｒａＳｏｈｎ后来又写了一篇论文 （Ｓｏｈｎ，２００６：表９），仔细审查了

前文已公布的对２０００年的预测，发现所有的预测都存在显著的高估。



在本研究中，我们首次使用了跨国比较的宏观经济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并

借此给出了一个针对２０３０年中国的钢铁需求的预测。

作为我们讨论的起点，发展模式与钢铁需求关系很大。这里的发展模式

指的是不同的工业结构、家庭消费模式、城市化、对外贸易和投资的开放程

度等。在或长或短的时间内 （这反映比较优势或政治战略差异），各国通过

以上这些因素的不同组合实现了经济的发展，因此实证研究所发现的人均国

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与钢铁消费量之间的关系的跨国差异恰恰反映了这些

不同。我们认为，钢铁使用与标准的宏观经济指标之间的关系是复杂而特殊

的。有鉴于此，本研究通过考虑不同国家间的差异来分析这一关系，并以此

作为我们对这方面研究的一个贡献。此外，如果我们想通过此研究的发现而

得到一些普遍性的结论的话，我们将面临如何运用这一分析方法来解释中国

的情况的检验。毕竟过去的相关研究都与发生在中国的现实情况不符 （例

如 ＩＭＦ，２００５ｂ）。

我们首先总结了有关经济发展水平与钢铁人均消耗量之间联系的现有

文献，并解释了我们的方法与这些文献所采用的方法的不同之处。运用钢

铁使用强度的分析框架，采用投入产出表的自下而上的方法，以及使用我

们引入的 “钢铁库兹涅茨曲线” （即 ＫＣＳ曲线，一种倒 “Ｕ”形的反映人

均钢铁使用和人均收入之间关系的曲线），都不会自动转化成一个整齐的

预测框架。一个良好的钢铁需求模型，无论其关注的是人均钢铁需求量还

是人均经济产出的钢铁需求量，都必须同时兼顾其流量、存量、周期性以

及发展与结构变化的影响。将这些变量都纳入同一个模型是一项艰巨的工

作，但通过这样的尝试会增加我们对于钢铁需求和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理

解。

接着本章专门讨论中国对钢铁的需求。人们以前已经注意到，１９７８年

之后中国钢铁使用的历史与韩国的经历有许多相似之处 （Ｇａｒｎａｕｔ和 Ｓｏｎｇ，

２００６；ＭｃＫａｙ，２００８；ＭｃＫａｙ和 Ｓｏｎｇ，２００９）。中国是否将继续循着与韩国

相同的道路走下去，即国家经济活动的人均钢铁消耗量在一段时期内持续地

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还是会像目前的欧洲各国一样，仅仅当中国成为一

个中等收入国家时钢铁强度的增长才会保持在高位？中国最终会否和日本类

似，成为人均钢铁消耗量较高的高收入国家？这些问题的答案对于中国的长

期经济战略和业绩是至关重要的。

本章的基本结论是，一旦中国成为中等收入国家，接下来它是不会走一

条与韩国相类似的路径的。因为我们认为中国将改变其经济增长的方式。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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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中国打算成功地驾驭其下一阶段的发展，那它必须改变目前对于重工业、

投资 （相比于消费）以及高度的出口导向的依赖 （ＭｃＫａｙ和 Ｓｏｎｇ，２００９）。

因此，中国的最终钢铁消费路径可能会仿效北美、独立国家联合体 （ＣＩＳ）、

西欧、日本和亚洲新兴国家的某些方面的经验，而不仅仅是沿着某一个特定

国家或地区的历程而发展。

ＫＣＳ曲线和相关理论

现存的理论及我们对它的扩展

　　在 １９９３年以前，关于钢铁使用的文献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派别：开

创钢铁使用强度 （ＩＵ）分析的消费者偏好派和技术升级派。消费者偏好

派认为，在低收入经济体中，随着对耐用商品需求的增加，衍生出对钢

铁需求的增加，从而使钢的使用强度 （定义为单位产出的钢铁消费量）

随之增加 （国际钢铁协会，１９７２；Ｍａｌｅｎｂａｕｍ，１９７３）。从这个角度来看，

由于经济推动向工业化过渡，因此消费也逐步从消耗钢铁的耐用品市场

向诸如保健、教育和娱乐等服务转变。因此，消费者的喜好随着收入增

长的变化便创造出了一个对钢铁需求的，有着确定转折点的倒 “Ｕ”形的

曲线。

技术升级派则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低收入经济体可以具备跨代发展

技术的能力，会给钢铁使用强度 （ＩＵ）带来向下的偏差 （Ｈｗａｎｇ和 Ｔｉｌｔｏｎ，

１９９０）。实际上，技术升级派指出，在一个假想的ＩＵ曲线上，低收入经济体

利用可以引进技术的能力将自己移植到一个与发达经济体相同点上，或者，

它们可以达到一个比前几代工业国家在同等收入水平时所处 ＩＵ曲线更低的

ＩＵ曲线上。这意味着一个低收入经济体在其向中等收入状态移动时有可能

看到其 ＩＵ的下降，而不是看到消费者偏好派所认为的上升。

通过图５－１可以清楚地看到两派之间的差别。技术升级派认为由于引

进了更多的先进技术，低收入经济体的基本趋势是向更低的 ＩＵ移动 （从

ＩＵ２的 Ａ点向 ＩＵ３上的 Ｂ点移动）或超出 ＩＵ曲线上的转折点，而在这个转

折点之后这一抛物线是向下倾斜的。而该理论的反对者则认为，由于人们不

断地消费更先进的商品和服务，因此低收入国家的基本趋势是沿着单一抛物

线的上行部分移动，或在极端情况下移动到更高的 ＩＵ曲线上 （从 ＩＵ２的 Ａ

点向 ＩＵ１上的 Ｃ点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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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１　关于钢铁消费强度的理论比较

资料来源：作者更改自Ｈｗａｎｇ，ＫＨ和Ｔｉｌｔｏｎ，ＪＥ（１９９０），‘Ｌｅａｐｆｒｏｇｇｉｎｇ，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ｄｅ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ｏｆｍｅｔａｌｕｓｅｉｎｌｅｓ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Ｐｏｌｉｃｙ，１９９０年９月，ｐ２１１图１。

Ｌｏｈａｎｉ和 Ｔｉｌｔｏｎ（１９９３）对此进行了整合。他们认为，双方的学说中各

有正确的部分，可以通过一个相对简单的实证将二者综合成统一的理论。在

Ｈｗａｎｇ和 Ｔｉｌｔｏｎ（１９９０）的基础之上，Ｌｏｈａｎｉ和 Ｔｉｌｔｏｎ研究了 １９７７～１９８８年

间低收入经济体的钢铁使用强度 （ＩＵ）的变化，以检验已知理论并探讨综

合理论的可行性。①

他们的假设是，在低收入经济体的钢铁使用强度 （ＩＵ）与人均收入

（因购买力和消费模式而改变）以及时间 （反映技术前沿变化）线性相关。

如果技术升级派的极端版本是正确的，他们从横截面回归得到的针对人均收

入的系数应该为零，并与其在时间趋势上的位置呈现负相关。如果消费者偏

好派的极端版本是正确的，时间趋势的系数应该是零，并与人均收入正相

关。因此，按照综合的统一的理论，估算的人均收入的系数应为正数，关于

时间趋势的系数为负数。

检验结果证明，综合的统一的理论是成立的，具体地说，要想保持 ＩＵ

稳定，从而抵消技术升级所产生的使 ＩＵ向下的作用力，这就需要达到大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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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Ｌｏｈａｎｉ和 Ｔｉｌｔｏｎ为他们的测试假设了一个线性关系，因为他们的样本仅包括那些校准后落

在 ＩＵ曲线的向上倾斜部分的国家。请注意，他们不是测试 ＩＵ曲线本身的鲁棒性，因为它

肯定是非线性的。因此，他们没有给出 ＩＵ曲线转折点的任何信息，而这正是本章要考虑的

一个重要内容。



每年１％的真实收入增长率。因此，经济增长强劲的低收入国家的 ＩＵ会上

升，但那些经济停滞不前的低收入国家会因为技术变化或其他随时间趋势变

化的因素，而看到其 ＩＵ值的下降。①

以上这些研究结果调和了两个对立观点之间的争论。但是作者指出，在

他们的检验中所使用的样本中的 ＩＵ变化情况尚有一半无法从该检验中得到

解释。本文将从多方面扩展上面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为对中国的钢铁需求

长期预测提供参考。

首先，我们实证检验的不是 ＩＵ本身，而是用人口调整后的库兹涅茨钢

铁曲线 （ＫＣＳ）。ＩＵ是在不同人均收入水平下衡量单位产出的钢铁消费量；

而库兹涅茨钢铁曲线是由人口规模调整后的人均钢铁消费量来衡量的。我们

决定放弃 ＩＵ框架的原因是，我们发现与 ＫＣＳ并列的其他现存的绝对和相对

指标无一例外地都按人均来表达，而 ＫＣＳ是一个概括性的指标。以人口作

为分母，以钢材消费作为分子还有一个好处，即使 ＫＣＳ成为了一个需求方

的概念，而 ＩＵ框架是供应方的产物。

除了证实 ＫＣＳ的存在，我们还用人均收入的形式估计其转折点。其

次，我们不仅分析当前的低收入经济体的情况，还对目前中等收入和高收

入经济体的早期和中期工业化阶段也做了分析。我们使用的数据是时间间

隔为 ５年的较长时间序列的数据，而不是同一时代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多

个经济体的数据。因此我们避免了横断面分析所固有的问题，特别是有数

据限制的情形 （ＭｃＫａｙ，２００８）②。最后，我们扩大了的实证分析，加入了

宏观经济变量，如投资倾向、城市化率、贸易开放度和汽车普及率。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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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考虑到技术升级现象严重依赖外国资本流动，而且无法吸引外国投资者注意的经济往往增

长缓慢，因此在经济表现欠佳地区，技术升级是否会对 ＩＵ值产生一个极其强大的下拉之力

尚不确定。事实上，资金短缺将限制投资在这些经济体的 ＧＤＰ中的份额，如果投资效率低

（没有外国投资者将证明事前和事后），那么人均收入的增加会很缓慢。相反，一个能够吸

引大量外国投资的经济体所受到的来自越级现象的拉动力会大大高于平均拉动力。随着技

术的进步，在投资基金，随之上升的投资比例以及增高的投资效率之间的良性关系会取代

旧的预测，但是，人均收入迅速上升并抵消了技术升级之后，仍会对 ＩＵ产生拉力。韩国就

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Ｈｗａｎｇ和 Ｔｉｌｔｏｎ，１９９３）。

虽然有许多国家近年来各种各样工业战略相应的横断面钢铁消耗强度数据，但仅利用这些

数据却有可能被误导。对于可比较的时间序列数据的重视对于定义 Ａ点 （入口）到 Ｂ点

（峰值）至 Ｃ点 （完成）这样的路径十分重要。横断面分析虽然对此有所帮助，但它更可

能带来误导。困难在于，横断面可以确定 Ａ和 Ｃ点的性质状态，但这两个状态间的路径则

可能被掩盖了，而如果样本不完善的话，Ｂ的确定也会出错。不要将本说明与图 ５－１中的

文字相混淆。



在一个联立方程系统中使用了这个增强的数据集，目的是为了找到这些关

键变量对总需求的影响。这让我们能够明确检验经济发展和 ＩＵ之间关系

变化的综合的理论能否经受时间的考验，并且能否适用于不同国家和地

区。

在对该实证方法和数据进行讨论之前，将 ＩＵ框架看成是一组方程和恒

等式是非常有用的。根据 Ｅｔｈｅｒｉｄｇｅ（１９８１）、Ｈｗａｎｇ和 Ｔｉｌｔｏｎ（１９９０），我们

得到方程５１，其中 ｍ＝钢铁消费水平，ＩＵ＝单位产出的钢铁消费，Ｙ＝国

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Ｎ＝人口，Ｓｉ＝部门 ｉ在 Ｙ中的份额，ｉｉ＝在部门 ｉ的

产出中使用的钢铁量。

ｍ≡ ＩＵ×ＹＮ
×Ｎ 方程 ５１

上式两边同时除以 Ｎ得到人均表达式见方程５２。

ｍ
ｎ≡

ＩＵ×Ｙ
Ｎ

方程 ５２

继续变换，我们可以得到方程５３和５４。

ＩＵ＝ ｍ
Ｙ

方程 ５３

ｍ
Ｙ
＝∑ Ｓｉ

Ｙ
×
ｉｉ
Ｓ( )
ｉ

方程 ５４

可见，我们关注的
ｍ
Ｎ
的大小取决于人均收入和 ＩＵ，而 ＩＵ值又是与钢铁

相关的经济活动部门构成的函数。

扩展到一个开放经济，考虑到技术的变革，将 Ｙ分解为其组成部分，

得到方程５５。

ＩＵ＝（ＤＤＩＵ，ＥＸＰＩＵ，ＩＭＰＩＵ，ｔ） 方程 ５５

在方程５５中，ＤＤ是国内需求，ＥＸＰ和 ＩＭＰ分别是出口和进口，ｔ是

目前的技术状态①。

因此，人均收入的变化，由产业结构调整 （跨部门和／或部门内部）引

发的国内需求的变化，一个国家的国际贸易性质的变化都可以导致钢铁需求

的改变。在不经历经济结构的改变或没有因技术变革的机制而使人均收入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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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这里忽略了存货，因为在这里假定存货对经济结构是中性的。



长的情况下，ＩＵ仍然有可能变化。① 根据技术升级派的理论，我们假设 ｔ与

ＩＵ是负相关。②

“库兹涅茨曲线”指标和一些方法上的考虑

“库兹涅茨曲线”是一条倒 Ｕ形的曲线，它将收入分配和人均收入联系

起来，该曲线最早由库兹涅茨 （１９５５）提出。这个原始库兹涅茨曲线的实

证证据最早是来自于一些工业化国家 （美国、英国和德国普鲁士／萨克森

州）的时间序列和对拉丁美洲和南亚地区一些低收入水平国家的观察。③ 时

间序列数据和横截面数据的混合形成了这一倒 Ｕ形状。在假设的曲线上，

低收入经济体是曲线的隆起，“证实”了零碎的时间序列证据。

后来东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１／４个世纪内减少了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发

展阶段的不平等的发展轨迹经验表明，由库兹涅茨观察到的拉美和南亚的发

展路径具有独特性，并不是普遍的情况。遵循发展模式的两个地区鼓励寻租

精英的超常规发展，和可预见的收入分配方面的结果。因此，原来意义上的

库兹涅茨曲线对于在横截面数据中寻找可预测关系的发展学者而言仅是一个

具有告诫意义的故事。

在钢铁领域，可以很容易地收集到处于同一时代但收入水平不同的多个

国家的横截面数据，来反映出一个明显的库兹涅茨型关系。在反映人均钢材

需求与人均收入关系的曲线隆起部分，由两个中等大小的中上收入水平的北

亚经济体 （韩国和中国台湾）提供顶点。他们都是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才

进入工业化的国家和经济体。这些经济体在钢铁需求上所呈现出的路径是典

型的还是非典型的？这一判断可能会决定以横截面数据作为代表数据是否有

效，因为我们没有其他现成的中等收入经济体来替代它们。

由 ＭｃＫａｙ（２００８）做的初步调查中记载了一个较长时间序列中美国人

均钢铁使用量中存在一个 ＫＣＳ关系。美国长期人均钢铁需求是对库兹涅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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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相对价格的变化也可以导致 ＩＵ的变化。在一个发展型国家如果重工业是一个战略部门，那

么很可能国家为了支持该部门而打压生产要素的价格 （如土地、劳动力、能源、资本）。

移除这种打压将明显影响到 ＩＵ。这对于中国的情况尤为重要 （Ｈｕａｎｇ和 Ｔａｏ，２０１０）。

此框架明显适合于输入—输出 （ＩＯ）分析，其中钢铁使用系数可以估算和应用。这项技巧

非常适用于有着相对稳定的经济结构的工业化经济体。由于公布详细的投入产出表的固有

延迟，再加上５年的间隔周期，因此要想找到一个精确的 “起跳点”来评估像中国这样快

速发展的国家的 ＩＵ状况不大可能。

库兹涅茨用的数据来自印度 （１９４９～１９５０），锡兰 （今斯里兰卡，１９５０）和波多黎各

（１９４８）。



关系的强有力的实证证据支持。我们发现，美国在 ２０世纪的人均钢铁用量

在一个散点图中呈现出一个倒 Ｕ形曲线，这一发现，“证实”了横截面 “证

据”，表明库兹涅茨框架可以应用于整个钢铁需求领域。然而，经济发展是

一个复杂的过程，其中涉及城市化进程、投资方式和部门转变 ［在中国是

指所有制变革 （Ｇａｒｎａｕｔ等，２００６）和资源市场不完善］、不同的国际贸易

方式、外国投资、金融体制、机构改革，等等。因此，将一个经济体的发展

过程简化为一个工业化初始阶段所带来的高增长阶段，接下来，当从生产力

水平趋同过程中受益的能力由于靠近生产力边界而降低时，就进入了一个减

速阶段。这样的简化可能会产生误导。相反，由于对外围国家在其增长路径

上所观察到的不均一性 （Ｈａｇｇａｒｄ，１９９０），有必要建立一个可以综合考虑这

些差异的分析系统。

总之，对一个狭窄的可能没有代表性的样本进行概括虽然有着诱惑力，

但并不恰当。我们所需要的方法应该允许在一个一致的总框架内存在相对于

平均路径的偏差。因此我们的方法要估计总的 ＫＣＳ关系，以及在同步进程

中掌握它的基本决定因素。

模型说明及估计策略

模型说明

　　为了考察长期人均钢铁需求和经济发展之间可能存在的 “库兹涅茨”

关系，我们依照 ＭｃＫａｙ（２００８）的做法，假设人均钢铁需求是人均收入，

人均收入的平方项和其他影响因素的函数 （如方程５６所示）。

ｌｎｃｓｔｅｅｌｉｔ ＝β０＋β１ｌｎｃｇｄｐｉｔ＋β２ｌｎｃｇｄｐ＿ｓｑｉｔ＋γｚｉｔ＋εｉｔ 方程 ５６

方程５６中，ｌｎｃｓｔｅｅｌｉｔ表示人均钢铁消费量的对数，ｌｎｃｇｄｐｉｔ和 ｌｎｃｇｄｐ＿

ｓｑｉｔ分别是国家 ｉ在时间 ｔ的人均 ＧＤＰ及其平方项的对数。Ｚｉｔ＝ （ｌｎｃｃａｒ
１
ｉｔ，ｔ）

是其他可控因素，代表汽车普及度 （定义为每 １０００人中乘用车数目的对

数）及其对技术进步 （定义为时间趋势）的影响。因此，如果库兹涅茨关

系成立将意味着，在人均 ＧＤＰ的对数前的估计系数应该是正数，而人均

ＧＤＰ的平方项的对数前的估计系数应该是负数。此外，时间趋势的系数显

著为负是对技术升级理论的支持。汽车普及度是消费者偏好理论的代理变

量，因此其系数预期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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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实证形式是对 Ｌｏｈａｎｉ和 Ｔｉｌｔｏｎ（１９９３）的工作的发展。按照这种

方式来分析，我们的检验可以全面地更新和延伸关于经济发展和 ＩＵ之间关

系的整合理论的观点。此外，这种方法可以推断出 ＫＣＳ的转折点，而这是

单一的线性方程系统无法做到的。另外它还可以作为一个预测模型，用于预

测中国未来钢铁需求。

方程５６可以运用各种方法直接进行估计，但得到的结果孤立起来看可

能不具有经济学上的意义。这是因为一个单独的方程式可能会违反如下一个

经验现实：在确定长期人均钢材需求所遵循的路径时，工业化进程的性质和

发展水平一样重要。为了控制这个因素，我们选择对三个方程 （方程 ５６，

５７和５８）联立后估算，三个方程分别含人均钢铁用量、人均 ＧＤＰ及其平

方项作为因变量。估计采用５年的平均数据 （基本上平滑的长期时间序列）

作为全球经济的一个代表性的样本。这些数据来自 １４个国家和地区，时间

范围从１８９０年至２００８年。

由于进入工业化发展各阶段的条件不同 （包括不同国家的不同技术起

点，比较优势的不同，以及实现经济发展目标的机构性手段的多样性等），

具有相似的人均收入水平的国家可能产生不同的人均钢铁需求。因此，在

ＫＣＳ分析中，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似乎可以视为一个中间变量，它由代表一个

国家发展模式的一些因素所确定。这些因素包括城市化进程、投资倾向、工

业化和贸易的开放程度。虽然这些因素是所选择的经济发展模式所内生的因

素，但从计量经济学上来看，在我们的模型中它们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外

生决定因素。

方程５７和５８完成了检验所需要的联立模型系统。

ｌｎｃｇｄｐｉｔ ＝δ０＋δ１ｌｎｃｉｎｖｉｔ＋δ２ｕｒ＿ｒａｔｉｏｉｔ＋δ３ｏｐ＿ｒａｔｉｏｉｔ＋δ４ｔ＋ｕｉｔ　　 方程 ５７

ｌｎｃｇｄｐ＿ｓｑｉｔ ＝φ０＋φ１ｌｎｃｉｎｖｉｔ＋φ２ｕｒ＿ｒａｔｉｏｉｔ＋φ３ｏｐ＿ｒａｔｉｏｉｔ＋φ４ｔ＋ｖｉｔ 方程 ５８

两个方程中，ｌｎｃｉｎｖｉｔ是人均总投资额①的对数，ｕｒ＿ｒａｔｉｏｉｔ是城市化率

（定义为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ｏｐ＿ｒａｔｉｏｉｔ是贸易开放指数 （定义为出

口加进口总额在 ＧＤＰ中的比重）。方程 ５．６～５．８使用联立方程法进行估

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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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我们使用人均投资额而不是更常见的投资占 ＧＤＰ份额。这样做是因为，一个发展中的经济

体其投资所占份额可能比较高，相比起它的劳动力而言，它不大可能有较大的资本存量。

这使我们能够看到一个持续时间较长的资本深化过程，这个过程在采用投资份额 （尤其是

在投资效率随着时间推移而提高的情况中）的案例中不一定会看到。另外我们也能看到折

旧支出在更高水平的发展中的重要性。



计。在得到一个正确的估算值之前有两个经济计量问题需要解决。

首先，由于我们在估计中使用的是面板数据，因此各个国家的特定因素

的影响需要加以排除。如果有不随时间改变的国家的特定不可观测的因素影

响了因变量 （即人均钢材需求），而且还与独立变量有关 （即人均国内生产

总值）的话，那么估算系数可能会被高估或低估。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

们对所有变量取一阶差分，从而得到方程５６′，５７′，５８′。

ｄｌｎｃｓｔｅｅｌｉｔ ＝γ０＋β１ｄｌｎｃｇｄｐｉｔ＋β２ｄｌｎｃｇｄｐ＿ｓｑｉｔ＋γ１ｄｌｎｃｃａｒｉｔ＋ｄεｉｔ　 方程 ５６′

ｄｌｎｃｇｄｐｉｔ ＝δ４＋δ１ｄｌｎｃｉｎｖｉｔ＋δ２ｄｕｒ＿ｒａｔｉｏｉｔ＋δ３ｄｏｐ＿ｒａｔｉｏｉｔ＋ｄｕｉｔ 　 方程 ５７′

ｄｌｎｃｇｄｐ＿ｓｑｉｔ ＝φ４＋φ１ｄｌｎｃｉｎｖｉｔ＋φ２ｄｕｒ＿ｒａｔｉｏｉｔ＋φ３ｄｏｐ＿ｒａｔｉｏｉｔ＋ｄｖｉｔ 方程 ５８′

三个方程中，ｄ（·）代表一阶微分。

其次，当选用联立方程回归技术时，方程间剩余误差的可能关联并导致

估算系数的有效性出现问题 （Ｚｅｌｌｎｅｒ，１９６２）。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假定

ｄεｉｔ，ｄｕｉｔ和 ｄｖｉｔ是各自独立且相同分布的 （就如统计学中通常假设的一样），

则所有系数估算的标准误差会有系统性误差，因为ｄεｉｔ，ｄｕｉｔ和 ｄｖｉｔ会通过不

同方程的那些非独立变量联系起来。于是，回归技巧的统计学意义被贴上了

问号。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使用似乎非相关回归技术 （ＳＵＲ）来调整我

们的估算。

为了测试我们检验结果的稳定性，我们进行了两个显著性检查。一方

面，我们用其他发展指标代替原来的因变量 （如耗电量、铁路货运、航运

船只，所有项都取人均值和对数值），发现结果并没有很大的差别。我们还

采用了多种经济计量方法。① 我们再次发现，估算系数的预期符号和统计学

意义仍然没有改变。

数据描述

该研究中使用的样本涉及 １４个国家和地区从 １８９０年至 ２００８年的数

据。样本包括加拿大、美国、拉丁美洲、非洲、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ＯＥＣＤ）的欧洲成员，独联体国家 （１９９０年后为俄罗斯联邦）、中东、印

度、中国、东南亚、大洋洲、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为了减少年与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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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替代变量为用电量，铁路货运和航运船只 （所有项都采用人均值和对数值）。可选择方法

一个是动态固定样本回归 （指定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内生变量），另一个是四回归法 （模

型说明不同）。



间的波动，我们使用 ５年平均数据。研究采用与国际钢铁协会一致的对区

域的定义。

我们使用的宏观经济变量为钢材用量、国内生产总值、投资额、用

电量、私人汽车拥有量 （全部按人口调整）、贸易开放度 （按国内生产总

值的比例）和城市化率。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间段对各变量都采用同样

的度量。钢材用量定义为总的粗钢消费量。国内生产总值按 １９９０年不变

价国际美元计算。投资额是指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城市化率是指城镇居

民占总人口的百分比。贸易开放度是指出口加进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

重。

这些数据主要有三个来源。粗钢产量和消费量来自国际钢铁统计数据；

人口数据来自麦迪森 （２００３，２０１０）；从宾夕法尼亚世界表 （国际比较中

心）获得了国民经济核算变量和城市化率；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 （ＮＢＥＲ）

的 ＣＨＩＰｓ数据库提供了每１０００人中的私家车拥有量，人均电力消费量和其

他一些国家特定变量。美国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中期到朝鲜战争结束期间人均

钢铁产量增长模式与加拿大、欧洲和独联体从 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到 ７０年代的

情形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日本从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初到 ７０年代和韩国从 ２０

世纪７０年代初期到今天，以及中国自２０００年以来的情形也非常类似 （图５－

２）。但是美国和加拿大的人均钢产量水平在到达顶峰之后就开始稳步下降

（形成一个倒 Ｕ形曲线），而欧洲和独联体国家却在较低的峰值水平上维持

了更长的时间。

图 ５－２　各经济体人均粗钢产量

资料来源：数据来自世界钢铁统计年鉴，国际钢铁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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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均钢铁用量在到达峰值后的几十年内保持稳定，而韩国的人均钢

铁用量还没有达到峰值，但进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后增幅开始减缓。日本和

韩国的人均钢铁产量水平远远高于其他工业化国家。这么高的水平在西方工

业化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图 ５－２也显示，在日本的案例中，加速期持续

了约２０年 （１９５０～１９７０），而韩国更甚，其加速期持续了近 ４０年而且还在继

续。这说明先前提到的韩国独特的钢铁消费之路。中国的人均钢产量还将增

长多大幅度，这个加速过程还将持续多久，都将是重大的、有待解决的问题。

图５－３说明了从１８９０年至 ２００８年较长时间内主要国家和地区的人均

钢铁产量和人均收入的关系。这个图有三个特点：首先，某些国家 （特别

是东亚国家）的轨迹似乎符合消费者偏好理论的观点，即钢铁需求随着人

均收入的增加而持续上升。这个过程甚至延伸超过了其他工业化国家达到的

钢铁使用强度的峰值点。其次，西方经济体已经证明其钢铁使用强度的改变

模式更符合技术升级理论的观点，即当人均收入达到１００００至 １５０００美元后

钢铁使用强度达到峰值并开始下降。钢铁用量于是稳定在约人均 ２００００美元

的水平上，约为峰值的０５～０７５，此后遵循周期性变化规律。

图 ５－３　粗钢产量与国内生产总值 （按人口规模）（１８９０～２００８年）

资料来源：数据来自世界钢铁统计年鉴，各种发行刊物，国际钢铁协会。

这些基础数据为正式的计量经济模型提供因变量。在第３节和第４节我

们将详细介绍计量模型，并用其检验不同的理论及其综合的理论是否有效。

这也是预测中国未来人均钢铁需求轨迹的背景。

建模任务的艰巨性可以通过一个解释性变量展现出来：城市化率 （图

５－４）。根据著名的刘易斯部门转移说，城市化进程往往伴随着人均钢材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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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的上升，因为它将直接促进 ＧＤＰ的增长。城市化进程还通常伴随着住宅

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扩大，以适应人口的迁移。人口聚集带动了服务行业的发

展，促进了专业化，由此也提高了生产效率。这些因素都会带来收入的增

长，从而推动了有效需求的增加，等等。正如这个简短描述所指出的，城市

化进程对于消费者偏好论的支持者而言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变量。但是，城

市化和钢铁用量之间并没有固定的关系。例如，巴西的城市化比率接近

８０％，但巴西的钢铁使用强度 （以及人均收入水平）仍较低。巴西还拥有

储量丰富的黑色金属资源。韩国与美国城市化水平相近，但韩国的钢铁使用

强度比后者高。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要远低于美国和巴西，但中国的钢铁使用

强度已经超过了这两个国家。中国的钢铁用量正在向独联体靠拢，而后者明

显有着更高的城市化水平。就日本而言，它的城市化水平比美国低，钢铁使

用强度远高于美国，尽管其人口密度较大且资源匮乏 （ＭｃＫａｙ，２００８）。无

论从理论还是直观的角度来看，在实证检验中包含城市化率指标都是合理

的。然而，对国家层面数据的快速审查突出了样本中各个国家之间的差别。

图 ５－４　不同经济体的城市化比例

资料来源：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宾夕法尼亚大学世界表，国际比较中心 （出版日期

不详）。

估算结果与预测

利用上面给出的模型得到的估算结果获得了人均钢材消费量和人均国内

生产总值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它们的共同决定因素，表５－１给出估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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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１　联立方程检验的主要结果 （１８９０～２００８年）

因变量：钢铁需求量的对数 因变量：ＧＤＰ的对数 因变量：ＧＤＰ平方的对数

ＧＤＰ的对数
　６２９９

（１３２５）
新投资额的对数

　０４１８

（００５６）
新投资额的对数

　６６６４

（０９５９）

ＧＤＰ平方的对数
－０３１３

（００７８）
城市化比例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６）
城市化比例

　０２３３

（－００９７）

私家车数目的对数
　０１１８

（００５７）
开放比例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３）
开放比例

０００１

（００４９）

时间趋势
－００２８

（００１１）
时间趋势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５）
时间趋势

　０１４５

（００８３）

时间趋势的平方 — 时间趋势的平方 — 时间趋势的平方 —

－常数
　０４９５

（０２０８）
－常数

－０１２８

（００９５）
－常数

－１８５３

（１６０９）

调整后的 Ｒ平方 ０４８ 调整后的 Ｒ平方 ０５６ 调整后的 Ｒ平方 ０５２

观测数目 ７２ 观测数目 ７２ 观测数目 ７２

　　注： －表示零，表示 ｐ＜００１，表示 ｐ＜００５，表示 ｐ＜０１。简单起见，我们没有列
出方程５８的估算结果，如有需要请向作者索取。括号内的数字代表标准误差。

资料来源：作者估算。

首先，计算结果所显示 ＫＣＳ确实存在。方程 ５６′估算结果与我们的预
期十分吻合。如表５－１所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人均 ＧＤＰ）的估算系数
为正，人均ＧＤＰ平方项的估算系数为负，并且二者都在１％的水平上有显著
统计意义。此外，汽车普及率这一变量也正如预期所料，每 １０００人所拥有
汽车数量的估算系数统计学显著为正。这证明随着时间的推移，消费者的喜

好对于决定钢铁消费量起到了重要作用。一般来说，普及程度越高，人均钢

铁需求量很可能越大。时间趋势及其平方项的估算系数在 １％的水平上分别
显著为正和显著为负，恰好证明技术升级理论的正确。由此，消费者偏好理

论和技术升级理论同时得到证明，因此对二者进行综合的观点是正确的

（Ｌｏｈａｎｉ和 Ｔｉｌｔｏｎ，１９９３）。作为一个新的概念，ＫＣＳ（ＭｃＫａｙ，２００８）也在
对综合观点的拓展中被更严格地确定下来。

其次，虽然这些结果是对钢铁需求领域以前工作的一个重大的升级和延

伸，但只有这些还无法使我们直接从方程 ５６′进展到对中国钢铁需求的预
测。不仅是因为中国的实际钢铁需求常常挫败学者们用跨国数据集对它进行

解释的尝试 （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２００５ｂ），而且事实已经证明在所
有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充其量只是人均钢铁消费的弱预测因素。长远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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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我们也必须明白，与工业化类型相关的许多共同因素都能同时推动 ＩＵ

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化。

这些共同的因素全部被包括在方程５７′和５８′中，其中根据人均投资

额、城市化率和贸易开放程度对人均 ＧＤＰ及其平方项进行了回归计算。

这些因素都可能影响人均收入和人均钢铁消费量。正是这些因素综合起来

产生了明显的 ＫＣＳ。在我们的估算结果中，不仅人均投资和城市化都对人

均国内生产总值有正面贡献 （１％的显著水平），而且它们还解释了人均

国内生产总值的平方项 （正相关且在 １％水平上有统计显著意义）①。因

此，当我们把方程 ５７′和方程 ５８′代入方程 ５６′中可以看到，除了消费者

偏好和技术进步两个变量之外，以上三个因素也驱动了钢铁消费量的增

长。

预测实例：中国的钢铁需求和经济发展

我们的模型在不牺牲国家的多样性特征的前提下可以对中国钢铁需求

进行预测。把上面介绍的数据结合经济计量学结果，再加上经济史方面的

知识，可以得出结论：虽然与发展相关的宏观变量之间确实存在一个普遍

的关系，但是由于各个国家的发展路线普遍存在巨大差异而使得在一个给

定的人均收入水平上允许有多个可能的人均钢铁需求程度。虽然 ＫＣＳ是

一个好的讨论出发点，但它并不是最终目的。在对体制随时间演变的影响

因素进行分析时，我们还必须考虑其他潜藏在宏观经济动力学下面的因

素。

中国已经确定了自己的轨道，走出了一条独特的经济发展之路，它的未

来也将与众不同。关于中国未来对钢铁的需求将带有如韩国、日本、美国、

独联体和西欧的特点，但产出将反映出中国的特色。

表５－２总结了１９８０～２００８年中国主要的经济发展指标，这些数据反映

了中国人均收入的迅速增长。在过去 ３０年中，投资、资源需求和贸易开放

程度都在迅速膨胀。城市化率也在不断增加，但速度较慢，反映了政策实施

的制度约束。所有这些因素将影响到人均收入的未来走向，并随着技术的进

步和不断变化的消费偏好相结合，将决定未来一定期间内的钢铁人均消费量

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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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２　中国的经济和人均钢铁需求 （１９８０～２００８年）

年　份
人均钢铁

需　　求
（吨）

人均 ＧＤＰ
（以１９９０年国
际元计）

投资所占

份　　额
（％）

贸易开放度

指数

（％）

城市化

率（％）
人均电力

（ＴＷｈ）

每千人的

乘用车

数　量

１９８０ ００４３５ ８０９ ２５１ ３１５ １９６ ３０７ —

１９８５ ００５５５ ９８５ ３４３ ３２２ ２３ ３７４ ０３

１９９０ ００６４４ １４００ ４０８ ２５４ ２７４ ５６５ ０７

１９９５ ００７８９ １７５４ ４３６ ３２２ ３１４ ８４２ ２１

２０００ ０１００２ ２７１８ ３７１ ４１９ ３５８ １０４６ ４９

２００５ ０２７１６ ３２９７ ５１７ ６７３ ４０４ １１３１ １４１

２００８ ０３７５２ ５４４９ ５４４ ６９０ ４４９ ２４５２ ２１６

复合年增长速度

（从１９８０年起）
８０％ ７０％ ２８％ ２８％ ３０％ ７７％

复合年增长速度

（从１９９０年起）
１０３％ ７８％ １６％ ５７％ ２８％ ８５％ ２０８％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ＮＢＳ）各年度的 《中国统计年鉴》，投资份额资料来自美国华盛顿特

区世界银行在线数据库的 “世界发展指标”。

图 ５－５　目前趋势的外推预测人均钢铁需求

资料来源：作者推算。

首先，我们提出一个情景，即目前的趋势在观测期内继续成立。利用目

前的人均投资增长率、城市化指标增长率以及贸易开放指标增长率 （过于

简单的基线），我们推算了中国在一段时间内的人均收入与钢铁使用强度之

间的关系 （如图５－５所示），置信区间由国家的具体特点共同确定，结果
采用标准偏差衡量。预测所采用的方法不是根据预定的 ＫＣＳ关系，而是基
于我们的三个核心发展因素分别对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钢铁消费量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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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２００８年的升级点为基础，我们假设所有三个因素都对人均 ＧＤＰ和钢材消

费量产生一个固定的边际影响 （从我们的联立方程回归得到）。然后用所得

到的所有结果生成人均 ＧＤＰ和钢铁消费量的前进轨迹。

在此基础上，我们关于人均 ＧＤＰ水平的估算与中国自己的 ＫＣＳ转折点

保持了一致，为１５４４９美元。鉴于中国在２００８年的人均收入水平为 ５４４９美

元 （见表５－２），因此在钢铁使用强度达到峰值之前人均收入要增加近两

倍。从１９８０年到２００８年，中国人均 ＧＤＰ的复合增长率为７％。如果该增长

率能够持续下去，中国的钢铁使用强度将在 ２０２４年达到峰值。如果采用

１９９０年以后更快的增长率７８％ （该速率意味着人均 ＧＤＰ每 １０年增加一倍

以上），则转折点将提前３年实现。该预测的中心趋势表明，在该人均收入

水平的情况下，钢铁需求峰值将出现在位于上半部分的人均 ７００～８００公斤

的范围内。在中国的这一钢铁需求峰值水平将超过美国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达

到的峰值水平，也超过欧洲、加拿大和独联体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达到的峰值

水平。但是该水平低于日本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和由韩国与中国台湾在目前所达

到的最高水平。通常的警告适用于这一预测，即预测结果受外生变量所选择

的时间路径影响。

对预测的讨论

图５－５所示的预测是基于目前的趋势会持续到未来这一简单假设。经

济史告诉我们，在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停滞是最不可能发生的结果。表

５－３是最近一份联合国关于未来中国经济的报告 （ＵＮＤＰ，２０１０）中的一个

设想。联合国方的要点是：人均 ＧＤＰ增长速度放缓，城市化率持续上升，

汽车普及率的增速将随着其接近高收入经济体而逐步减速，第二次产业占总

体经济活动的比重仍然很高，但在逐渐减少，人均钢铁需求在 ２０３０年达到

约６３０公斤的峰值。

将他们的假设在我们的系统上运行后，我们发现，联合国对人均钢铁产

量峰值的估计可能过低，但关于中国将在其峰值水平附近持续相当长一段时

间的说法 （即从 ２０２０～２０４０年至少人均 ５９０公斤）似乎是合理的。此外，

鉴于中国的 ＫＣＳ转折点预计将在人均 ＧＤＰ为 １５４４９美元水平时出现，由此

我们可以推导出联合国认为预计在 ２０３２年中国到达 ＫＣＳ转折点，这与他们

假设的人均钢铁需求到达峰值的时间差不多。总之，联合国的钢铁预测在整

体形状和时间方面看起来十分理性，但根据他们所做的其他宏观经济假设，

我们认为中国未来将达到的钢铁需求峰值会更高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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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３　联合国对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预测

年　　份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０ ２０２０ ２０３０ ２０４０ ２０５０

城市化率（％） ４３００ ４８００ ５６００ ６２００ ６６００ ７０００

ＧＤＰ中第二产业的份额（％） ４８ ４９ ４８ ４６ ４２ ３８

每１０００人的汽车数量（辆） ２４ ７０ １９０ ３００ ３５６ ４００

人均 ＧＤＰ（换算成１９９０年的国际元） ３２９７ ４９９０ ８８６８ １４４５０ ２２１５１ ３２０７９

ＧＤＰ增长速率（１０年平均，％） — ９５ ６６ ５５ ４５ ３５

人口（百万） １３０８ １３６０ １４５０ １５２０ １５４０ １５００

人均 ＧＤＰ增长速率（１０年平均，％） — ８７ ６０ ５０ ４４ ３８

发电量（ＴＷｈ，一切如常） ２４９４ ３８３０ ６６０３ ８８８０ １０９３７ １２３６０

钢铁产量（亿吨） ３５ ５６ ８６ ９６ ９１ ８

隐含人均钢铁产量（吨／人） ０２７ ０４１ ０５９ ０６３ ０５９ ０５３

　　由作者从现有资料计算得来。
资料来源：联合国发展计划署 （ＵＮＤＰ，２０１０）， 《中国人类发展报告 ２００９／１０中国可持续发

展：迈向低碳经济和社会》，中国翻译出版公司，ｐｐ１０７－１０８，３１的附录 ３１，３２，３３和 ３４；
ｐ５２的表３１。

中国已经在许多方面确定了自己的道路，走出了一条独特的经济发展之

路。在技术升级理论和消费者偏好理论方面，它仍然有可能突破常规。在确

定中国能否在我们预测的时间框架内达到其人均钢铁需求峰值水平时，在确

定哪个较高或较低的置信区间给出了来自中心趋势的误差的最可能方向时，

或中国在长期钢铁需求方面是否会沿着与韩国一样的路径时，我们必须撇开

经验而相信判断。问题在于中国的钢铁消费量将更多受到消费者偏好派理论

影响，还是更接近于技术升级观点的预测。这是一个合理的问题，因为我们

的模型估算结果证明这些观点相互包容。

例如，如果消费者偏好方面的作用远大于技术升级的影响，那么中国很

可能会延长其到达峰值的时间，或者它会向较高的置信区间增加人均钢铁需

求的绝对峰值水平。以上任一个或所有两个可能性都会提高中国走韩国式钢

铁强度路径的机会。另一方面，如果技术升级现象非常明显，抵消了更多的

消费者偏好的影响，那么有很大可能中国会缩短到达 ＫＣＳ转折点的时间，

或者向较低的置信区间降低其钢铁使用强度的峰值水平。

根据其目前的人均收入水平，中国仍处于工业化的中期。这一阶段的特

征是制造业在经济总量中比例相对较高，而且重工业占工业总产值的份额也

较高 （Ｃｈｅｎｅｒｙ，１９８６）。这一工业化阶段的主要特点是粗放型增长模式，这
种模式中要素投入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有形资本投入。因此，钢铁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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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增长迅猛 （见图５－６）。中国还远远没有达到耐用商品的消费饱和点，比

如其汽车普及率较低，仅为美国的５％。如果考虑到中国庞大而尚未开发的

农村消费市场的话，以上结论更是显而易见。这表明中国的耐用品消费增长

空间巨大，对钢铁的需求也将相应增加。基于这样的根据，我们可以有把握

地认为，消费者偏好将在中国未来几十年内发挥强有力的作用。

图 ５－６　中国的粗钢消费量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ＮＢＳ），《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０９》，中国统计出版社；作者计算。

另一方面，越过目前的水平来看，中国正在接近长期的粗放式增长期的

尽头，它将更加依赖于技术变革和生产力来扩大经济活动 （Ｗａｎｇ，２００７；

Ｈｅ等，２００７）。中国正在进入一个新时期，它的增长模式不再仅仅由在过去

几十年中发挥作用的基本力量所主导。为了面对全球经济失衡、气候变化和

老龄化社会的挑战，中国被迫在这一关键时刻采取新的发展战略。

考虑到中国比较优势的变化和常规发展给生态圈带来的巨大压力，因此

这些战略的核心是期望改变工业化的模式。激励措施的变化有助于结构改革

的进行，如对金融体系的改革、对资源和其他生产要素定价制度的改革

（Ｈｕａｎｇ和 Ｔａｏ，２０１０）。这些新战略的实施将加快中国技术跨越或升级的步

伐，减缓未来其人均钢铁消费量的增长。

在中国和其他地方一样，对舒适环境的向往与人均收入之间存在着如

“库兹涅茨”型的关系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和 Ｋｒｕｅｇｅｒ，１９９５；Ｂａｏ和 Ｐｅｎｇ，２００６），

但是，从来没有哪个富裕国家在其过去的发展进程中需要面对如目前一样严

峻的全球环境问题。这意味着，比起我们的历史样本中其他经济体而言，中

国未来必须更加追求资源节约型的技术革新。

这个简短的讨论只是强调，消费者偏好与技术升级的动态变化都将在中国

０８

中国：未来二十年的改革与发展



今后几十年间发挥作用。而现在，我们无法判断哪一个因素会起到更大的作用。

最后，关于预测我们再提及一点说明。这项研究的目标是为中国钢铁需求

确定一个可能的结果范围，而不是为了得到一个精确的预测。我们相信，我们

的置信区间是对中国中心 ＫＣＳ趋势可能的上行和下行风险的合理近似。显然，

如果产生中心趋势的基本假设被高估或低估，该预测的准确性则会受到影响。

结　　论

本章有两个目的：一是通过建立一个新的分析框架，在有关经济发展和

钢铁消费之间关系上发展一个新的估计方法。二是利用上面的分析框架来阐

明中国未来钢铁需求之路。结果如下：首先，我们正式定义了一个新概

念———库兹涅茨钢铁曲线；其次，针对我们采用的人均框架，验证并更新了

以往人们对钢铁使用强度 （ＩＵ）的综合观点———既看到技术升级或跨越的

作用，也考虑不断发展的消费者偏好的影响。为了验证这种方法，我们采用

了比以往的研究更广泛的数据集和更先进的计量经济技巧，考虑了钢铁需求

和人均收入的内生性以及各经济体历史的不同特征；再次，针对中国钢铁消

费的预测，我们发现中国自身的 ＫＣＳ的转折点大约会出现在人均 ＧＤＰ达到

１５４４９美元的时候。如果中国将１９８０年以后的７％的复合增长率保持下去的

话，这个转折点会在 ２０２４年出现。到那时，中国的人均钢铁需求将介于

７００～８００公斤，而且更接近后者。该水平要高于在美国、独联体和欧洲国

家所达到的峰值水平，但比在日本、韩国及中国台湾出现的峰值低。这个预

测的准确性最终将取决于很多因素，其中最主要的是全球技术变革步伐的快

慢和中国消费者偏好的变化。

鸣　　谢

作者感谢周依晓在模型数据的收集方面所提供的帮助。

（樊腾飞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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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评估中国的能源节约和碳排放强度：
如何使未来有别于过去？

张中祥

引　　言

中国自１９７８年以来辉煌的经济增长一直严重依靠煤炭来驱动，这已造

成前所未有的环境污染和健康风险。除了这些国内环境压力之外，全球气候

变化也将在可预见的未来对中国构成威胁。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中国在国际气候谈判内外正面临着

巨大压力，要求其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表现出更大的抱负。无论是从国内还

是国际的角度来看，中国都不能再走以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的老路。一

系列环境问题和压力促使中国下决心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增加清洁能源的使

用，以帮助其向低碳经济过渡。

１９８０～２０００年间，中国能源消费量增加了 １倍，却取得了国内生产总

值 （ＧＤＰ）增长３倍的成就 （Ｚｈａｎｇ，２００３）。按照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和 ９０年

代中国的节能和二氧化碳排放量的趋势，美国能源情报署 （ＥＩＡ，２００４）估

计，中国将在２０３０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但是，中国的能源消费

在２１世纪以来却出现暴涨，在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间几乎翻了一番。尽管在上述

两个时期中国的经济增长率相差不大，但在这期间 （２０００～２００７）中国的

能源消费增长速度为年均９７％，是前 ２０年增长速率 （年均 ４２５％）的两

倍多 （国家统计局，２００９）。能源强度的变化导致 ２００１～２００７年间增加了

２０００万吨的碳排放，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中国在 １９８０～２０００年间减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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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７６亿吨碳排放 （Ｚｈａｎｇ，２００９ｄ）。结果在 ２００７年，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

的碳排放国。

为了扭转这一趋势，中国要求在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的 “十一五”期间，将

单位 ＧＤＰ的能源消耗量 （能耗强度）减少 ２０％。人们普遍认为这是通过

“科学发展观”朝着建立一个 “和谐社会”迈出的重要一步。就在哥本哈根

气候峰会召开前，中国承诺将进一步削减碳排放强度，到 ２０２０年碳排放强

度在２００５年的水平上减少４０％ ～４５％，以帮助在哥本哈根或之后达成国际

气候变化协议。

本章着重于评估中国目前的能源节约以及提出的碳排放强度的目标。①

首先我们讨论中国自身在节能、减少污染和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广泛使用方面

所做的努力。其次，为正确看待中国提出的碳排放强度目标，本章试图回答

有关这个目标的一些问题：该目标是否像 “十一五”经济蓝图中确定的节

能目标一样具有挑战性？该目标将使中国的碳排放比预计的基准线水平低多

少？如果该承诺得以实现，中国是否履行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在哥

本哈根会议希望的水平处，亦即这一全球承诺下中国应承担的部分。

只要中国的承诺是以碳强度的形式，就必须考虑排放量和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数据的可靠性问题。本章还谈到中国能源和 ＧＤＰ统计数据的可靠性

方面的问题。鉴于中国在过去３０年已将对资源控制权和决策权转移给了地

方政府，因此有效的环境保护职能必须置于政府权力下放的背景下。

本章的结论是，有必要仔细审查各种导致地方官员不配合国家环境保护

政策的客观和主观因素，并且严格执行和协调已出台的或将要颁布的政策和

措施，这对于在２０１０年实现中国目前的节能目标、在２０２０年实现提出的碳

强度目标，以至于在２０２０年以后实现中国作出的任何气候承诺都非常重要。

提高能源效率减少污染

虽然中国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以来就一直在呼吁节约能源，但直到 “十

一五”规划才首次把能源效率的量化指标纳入五年经济计划中来。

１９８０～２０００年，中国能源消费量增加了 １倍却取得了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增长３倍的成就 （图６－１）。然而，从２００２年起，中国的能源消费

增长超过了经济增长速度，这意味着能源强度不再像以前那样继续下降。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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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对中国气候承诺的方式和时间框架的详细讨论见 Ｚｈａｎｇ（２０００，２００９ａ，２００９ｂ，２００９ｃ）。



一能源效率的变化趋势反映了，作为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和 ９０年代改革组成部

分的能源价格市场化改革对能源消耗量减少的促进作用在 ２１世纪初已失去

功效。实现能耗强度轨迹的逆转对于实现新的目标是必要的，同时这也表

明，新目标将极具挑战性 （Ｚｈａｎｇ，２００５，２００７ｄ）。

图 ６－１　中国单位 ＧＤＰ能源消耗量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ＮＢＳ）编撰的各年度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工业用能约占全国能源总消费量的 ７０％ （Ｚｈａｎｇ，２００３），因此，工业

部门是中国实现其节能目标的关键。中国政府已经作出巨大努力来改变目前

低能效和对环境不友好的工业增长格局。中国正在探索应用产业政策，来促

进产业升级和能源节约。随着重工业能源消耗激增，中国政府从 ２００６年 １１

月起开始对能源和资源密集型产品征收出口税，以减少这类产品的出口，节

约稀缺的能源和资源。这些措施包括对石油、煤炭和焦炭课以 ５％的出口

税；对有色金属、一些矿产和其他 ２７种钢铁产品的销售课以 １０％的出口

税；对铜、镍、铝及其他冶金产品课以１５％的出口税。①

从２００７年７月开始，中国消除或降低了针对２８３１个出口项目增值税

的出口退税率。这被认为是自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ＷＴＯ）以来最大

胆的限制出口的举措。３７％的贸易产品受到这一举措的影响，包括 ５５３

项高耗能、高污染、资源密集型产品，如水泥、化肥和有色金属产品。

针对这些产品的出口退税被完全取消。这一政策将有助于提高能源效率，

理顺能源和资源密集型产业，促进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实现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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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中国的出口税与美国气候立法中提出的碳关税之间的联系，请参考 Ｚｈａｎｇ（２００９ｃ）。



在节能方面，中国在 ２００６年 ４月制定了 “千家企业节能行动计划”。

这个计划涵盖了９个关键的能源供应和消费行业的 １００８家企业。２００４年，

这些企业每家消耗至少 １８万吨标准煤 （ｔｃｅ），共同耗能量占当年全国总耗

能量的３３％，占当年工业能源消费量的 ４７％。该计划目标是在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

年间累计节约 １０亿吨标准煤，为中国实现能源强度降低 ２０％的总体目标

作出重大贡献 （国家发改委，２００６ａ）。２００６年 ５月，由国务院授权，中国

最高经济计划机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ＮＤＲＣ）与这些企业签署了

节能责任书。为确保目标的实现，实现能源效率提高已成为考核这些企业的

负责人工作业绩的标准。该方案实施第一年的结果令人鼓舞，有超过 ９５％

的企业任命了能源管理人员，该计划２００６年实现节能２０００万吨标准煤 （国

家发改委和国家统计局，２００７）。２００７年，实现节能 ０３８２亿吨标准煤，比

前一年几乎增加了一倍。如果２００７年的节能速度持续下去，“千家企业节能

行动计划”将超额完成目标 （国家发改委，２００８ｂ）。

发电部门是最大的煤炭消费部门，目前其煤炭消耗量占中国总耗煤量一

半以上。预计到２０２０年，这一比例将远高于 ６０％。因此，煤的高效燃烧和

发电对于中国的能源节约和减少污染至关重要。为此，中国采取政策加快关

闭数以千计的小型低效燃煤、燃油发电厂。面临被关闭命运的电站包括：低

于５０兆瓦 （ＭＷ）者，或低于１００兆瓦且运行时间超过 ２０年以上者，或低

于２００兆瓦且运行时间已达到其设计寿命者，或单位发电量的耗煤量高于全

省平均水平的 １０％或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 １５％者，或不符合环保标准者。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间关停总容量要达５００亿瓦。截至 ２００８年底，中国在 ３年内

已关闭小电站３４２亿瓦，而在２００１～２００５这５年间，关停总容量仅有 ８３亿

瓦 （国家发改委，２００８ａ）。到２００９年上半年末，关停小旧电站总容量已增

至５４０亿瓦，提前一年半实现了２０１０年的目标 （“二氧化硫削减目标有望

提前实现”，２００９年 ７月 ７日，新浪网， ＜ｈｔｔｐ：／／ｆｉｎａｎｃｅｓｉｎａｃｏｍｃｎ／

ｒｏｌｌ／２００９０７０７／０４３４６４４７８７２．ｓｈｔｍｌ＞）。

目前，中国政府的政策重点是鼓励建设更大、更高效、更清洁的发电机

组。截至２００９年 ６月 ３０日，６４％的燃煤发电机组单机规模在 ３００ＭＷ及以

上 （Ｗａｎｇ和 Ｙｅ，２００９）。由于超临界发电技术有着较高的热效率和相对较

低的单位投资成本，因此中国的电力工业已将该技术列为发展的重点。因

此，越来越多的新建电厂采用更高效的超临界 （ＳＣ）或超超临界 （ＵＳＣ）

机组。到２００７年，ＳＣ和 ＵＳＣ机组已占燃煤发电总容量的 １２％。相比之下，

相应的份额在日本是７０％，而在美国约为３０％。预计到２０１０年，ＵＳＣ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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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总燃煤发电规模的份额将增长到 １５％，到 ２０２０年将达到 ３０％ （Ｈｕａｎｇ，

２００８；国际能源署，２００９ａ）。

中国分三步来提高住宅楼宇的能源利用效率。第一步，要求住宅楼宇的

能源使用量比中国在１９８０～１９８１年设计的典型的住宅楼宇能源使用量减少

３０％。第二步，要求到 ２０１０年，新建住宅楼能源利用效率提高 ５０％以上。

第三步，到 ２０２０年的节能目标是新建住宅楼能源利用效率提高 ６５％

（Ｚｈａｎｇ，２００５，２００８）。天津是中国第一个进行供热收费改革的大都市。

到 ２００６年底，这座城市已建成 ７３５０万平方米的高效节能住宅，占总住宅

面积的 ４８％ （Ｚｈｅｎｇ和 Ｙｏｕ，２００７）。在北京，建筑行业在 ２００４年的耗能

占总能源使用量的 ２８％。到 ２００４年底，中国首都已建成 １７５２０万平方米

的高效节能住宅，其中有３７％符合能源利用效率增加３０％的要求。余下的

６２９％达到了更高的节能 ５０％的标准。在北京，这些高效节能建筑已占住

宅总面积的 ６５％。北京的计划是到 ２０１０年所有新建住宅都要达到 “节能

６５％”这一更高效节能的标准，比国家计划的要求提前了 １０年 （ＢＭＣＤＲ，

２００６）。

在运输部门，车辆消费税也与时俱进不断进行了调整，以鼓励购买节能

汽车。最早在１９９４年引入了在购车时征收消费税的做法。税率随着汽车发

动机气缸排量增大而提高：发动机排量小于或等于 １公升时征收 ３％，发动

机排量超过４公升时征收８％，介于以上两个规格之间的汽车征收 ５％的消

费税。自实施以来，这些汽车消费税率保持不变。自 ２００６年 ４月起实施的

新的汽车消费税政策扩大计税基数，税率范围从目前的 ３％ ～８％扩大为

３％ ～２０％，发动机排量也细分为６类。表６－１清晰地给出了大排量汽车消

费税２次显著上调。此外，中国削减了排量小于或等于１６升的汽车的购置

税，２００９年从正常的１０％降至５％，２０１０年调至７５％。虽然这一税率降低

是为了在经济危机期间刺激消费需求，但实际上对于节能和减少污染也有好

处。

面对迅速增长的轿车数量，中国已经制定了其燃油经济性标准，该标准

甚至比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的标准更加严格，但要比日本和欧盟标准宽

松一些 （见图６－２）。该标准分两个阶段实施，将车辆按重量划分为 １６类，

覆盖范围包括轿车，多功能运动车 （ＳＵＶｓ）和多用途面包车。转换为美国总

体平均燃油经济性 （ＣＡＦＥ）的测试周期，中国新的汽车平均燃油经济性标准

预计在２００８年将达到３６７英里每加仑 （６５公升每１００公里） （Ａｎ和 Ｓａｕｅｒ，

２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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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１　中国的汽车消费税率

发动机排量（升）
消费税（１９９４年
１月１日开始实行）

消费税（２００６年
４月１日开始实行）

消费税（２００８年
９月１日开始实行）

发动机排量≤１ ３ ３ １

１０＜发动机排量≤１５ ５ ３ ３

１５＜发动机排量≤２０ ５ ５ ５

２０＜发动机排量≤２５ ５ ９ ９

２５＜发动机排量≤３０ ５ １２ １２

３０＜发动机排量≤４０ ５ １５ ２５

发动机排量 ＞４０ ８ ２０ ４０

　　资料来源： “关注消费税政策调整特别专题”，新浪网， ＜ｈｔｔｐ：／／ｆｉｎａｎｃｅｓ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ｆｏｃｕｓ／
ｇｚｘｆｓｔｚ／ｉｎｄｅｘｓｈｔｍｌ＞； “九月起汽车消费税调整，大排量税率上调，小排量降至 １％”，人民网，
２００８年８月１４日， ＜ｈｔｔｐ：／／ａｕｔｏ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ＧＢ／１０４９／７６６３２２１ｈｔｍｌ＞。

图 ６－２　各国车辆燃油经济性标准比较

注：点状线代表推荐标准；ＭＰＧ＝英里每加仑。
资料来源：修改自 ＡｎＦ和 ＳａｕｅｒＡ２００４，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ＰａｓｓｅｎｇｅｒＶｅｈｉｃｌｅＦｕｅ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ａｎｄＧＨＧ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Ａｒｏｕｎｄ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１２月，皮尤全球气候变化中心，
阿灵顿，弗吉尼亚州。ｈｔｔｐ：／／ｗｗｗｐｅｗｃｌｉｍａｔｅｏｒｇ／ｄｏｃＵｐｌｏａｄｓ／Ｆｕｅｌｐｅｒｃｅｎｔ２０Ｅｃｏｎｏｍｙ
ｐｅｒｃｅｎｔ２０ａｎｄｐｅｒｃｅｎｔ２０ＧＨＧｐｅｒｃｅｎｔ２０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０１０６０５＿１１０７１９ｐｄｆ。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中国城市优先发展公共交通，并促进高效公共交

通系统建设。但是鉴于路面上的车辆数目必然增加，中国也采取了重大步骤

以控制汽车排放。继２０００年 ７月在全国范围内淘汰含铅汽油之后，中国国

家环境保护总局要求２００１年４月以后所有新购买的轻型车必须符合国家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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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阶段车辆废气排放标准 （类似欧Ⅰ标准）。２００４年７月１日后新购车辆必

须符合国Ⅱ排放标准 （类似欧Ⅱ标准）。２００７年７月１日开始，中国开始实

施国Ⅲ车辆废气排放标准 （类似欧Ⅲ标准），国Ⅳ车辆废气排放标准 （类似

欧盟第Ⅳ阶段标准）于２０１０年７月 １日推出 （见表 ６－２）。国Ⅲ标准比国

Ⅱ标准的污染指标低３０％。国Ⅳ标准比国Ⅱ标准的污染指标低 ６０％ （“国

Ⅲ汽车排放标准推迟实行”，新华网，２００７年 ７月 ７日， ＜ｈｔｔｐ：／／

ａｕｔｏｓ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ｎｅｗｓ／２００７－０７－０７／１０１５２９０４５７ｓｈｔｍｌ＞）。显然，中国

的汽车废气排放标准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严格。不符合新标准的新车

将不能在中国出售。虽然中国的汽车废气排放标准和印度及大多数东盟

（ＡＳＥＡＮ）成员国处于相同的水平，但中国要提前数年实现这些目标。此

外，虽然中国的新车排放要求仍落后于欧盟，但二者之间的差距已逐渐缩

小，从２００１年的相差约９年，到２０１０年相差５年半。显然，这些新标准将

大大减小环境的负担。

表 ６－２　中国、印度、东盟、欧盟的汽车废气排放标准及生效时间

地　区 欧Ⅰ标准 欧Ⅱ标准 欧Ⅲ标准 欧Ⅳ标准 欧Ⅴ标准

欧　盟 １９９２年７月 １９９６年１月 ２０００年１月 ２００５年１月 ２００９年９月

中　国 ２００１年４月 ２００４年７月 ２００７年７月 ２０１０年７月

北　京 １９９９年 ２００２年８月 ２００５年１２月 ２００８年上半年

印　度 ２０００年 ２００５年 ２０１０年

东　盟 ２００５年１２月（目标）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目标）

印度尼西亚 ２００６年早期 ２００７年第一季度 ２０１２年

马来西亚 ２００６年中 ２０１０年

菲律宾 ２００６年１２月 ２０１０年

新加坡 ２００５年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柴油机）

泰　国 ２００５年早期 ２０１０年

越　南 ２００７年７月 ２０１２年

　　资料来源：Ｚｈａｎｇ，ＺＸ２００８，‘Ａｓｉａｎｅｎｅｒｇｙ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ｐｏｌｉｃｙ：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ｇｒｏｗｔｈｗｈｉｌｅ
ｐｒｅｓｅｒｖｉｎｇｔｈ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ＥｎｅｒｇｙＰｏｌｉｃｙ，Ｖｏｌ３６，ｐｐ３９０５－３９２４。

可再生能源的利用

出于对气候变化、其他环境问题以及健康风险的担忧，中国已经开始寻

求替代能源，以满足本国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中国的目标是到 ２０２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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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能源最多应满足全国 １５％的能源需求，这一比例在 ２００８年是 ８９％。

比起以前的２０２０年满足１０％的目标而言，新目标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而且

早期的成功激励当局制订出更加雄心勃勃的目标。根据计划，中国的目标是

到２０２０年水电装机容量达 ３００ＧＷ （包括大型水电机组），风电装机容量达

到３０ＧＷ，生物质发电装机容量达到３０ＧＷ，并生产１０００万吨乙醇和 ２００万

吨生物柴油 （Ｚｈａｎｇ，２００７ｂ）。

欧盟被公认为在全球可再生能源利用方面占领先地位。欧盟的目标是到

２０１０年可再生能源占一次能源的比例从目前的 ６５％上升到 １２％，到 ２０２０

年达到２０％ （欧洲委员会，２００７ａ，２００７ｂ）。乍看之下，欧盟将可再生能源

的比例从目前的水平提高２倍达到２０２０年的 ２０％的目标似乎比中国的可再

生能源目标更加雄心勃勃，但由于中国能源需求的增长速度至少是欧盟的 ３

倍，因此到 ２０２０年中国总能源结构中可再生能源的份额翻一番就要求中国

可再生能源增长速度是欧盟的４倍。

除了制订非常雄心勃勃的可再生能源目标之外，中国正在努力实现这些

宏大目标。２００９年，中国在可再生能源领域投资了 ３４６亿美元，远高于第

二名美国的１８６亿美元，这是美国５年来首次失去第一的位置。同年中国的

可再生能源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 ０３９％，是美国 （０１３％）的 ３

倍以上。这一年中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达 ５２５ＧＷ，位列世界第二，仅略

逊于美国的５３４ＧＷ （皮尤慈善信托基金，２０１０）。

为实现中国能源结构的多元化，风能成为中国优先发展的能源。因此，

最近几年的可再生能源投资和优惠政策主要投向了风电行业。从２００３年开始，

中国把推行风电特许权项目作为其主要的战略，以进一步推动风电产业发展。

在政府主导下，拍卖为期２５年的１００ＭＷ以上级风电项目的开发权，其中包

括签订最初３００００小时的保证优惠收购电价及其他特许运营协议。这个风电上

网电价通过竞标程序来确定。如果风电上网电价高于脱硫燃煤电站上网电价，

差额部分将由省级电网和国家电网的售价分担。对于剩余时段 （即从最初的

３００００小时之后，直至２５年总的特许期限结束），风电电价设置应与当地平均上

网电价相同。其他促进风电发展的政策包括风力发电增值税 （ＶＡＴ）减半，从

１７％的正常税率减为８５％；按１５％低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正常的企业所得税

为２５％）；合资企业进口可再生能源技术设备可免征关税。一些地方政府甚至提

供了更为优惠的政策。例如，内蒙古对风力发电仅征收６％的增值税。

有了这些优惠政策，风力发电装机总容量在 ２００３～２００５年间增长了一

倍，于２００５年达到１３ＧＷ。随着中国的可再生能源法于 ２００６年 １月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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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机容量增长的步伐大大加快。总风力发电装机容量在 ２００６年上升到

２６ＧＷ，仅在这一年的新装容量就比过去 ２０年的总和还要多。中国的风力

发电装机容量过去５年连年翻番 （图 ６－３）。到 ２００７年底，中国风电总装

机容量达到５９ＧＷ，已经超过了到２０１０年达到５ＧＷ的原定目标。２００８年，

中国风电新装机容量６３ＧＷ，总装机容量超过印度达１２２ＧＷ。在这个过程

中，中国的风机制造商 （如华锐风电，金风科技，东方电气）在新增装机

中的份额持续增加，目前它们的产品在国内的市场占有率已超过 ５５％，而

这一市场在 ２００８年之前一直由外国公司所垄断。华锐风电和金风科技已跻

身于世界五大风机制造商行列。

图 ６－３　各国累计风力发电装机容量

资料来源：全球风能理事会，２０１０年，２００９年全球风能报告，３月，全球风能理
事会，布 鲁 塞 尔， ＜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ｗｅｃｎｅｔ／ｆｉｌｅａｄｍｉｎ／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Ｇｌｏｂａｌ＿
Ｗｉｎｄ＿ ２００７＿ ｒｅｐｏｒｔ／ＧＷＥＣ＿ Ｇｌｏｂａｌ＿ Ｗｉｎｄ＿ ２００９＿ Ｒｅｐｏｒｔ＿ ＬＯＷＲＥＳ＿ １５ｔｈｐｅｒ
ｃｅｎｔ２０Ａｐｒｐｄｆ＞；地球政策研究所，２００８年，全球风能装机容量达 １０００００兆瓦，３月 ４
日，地球政策研究所，华盛顿特区， ＜ｈｔｔｐ：／／ｗｗｗｅａｒｔｈｐｏｌｉｃｙｏｒｇ／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Ｗｉｎｄ／
２００８ｈｔｍ＞。

鉴于经济危机的影响，中国政府已将发展风电确定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一

个领域。２００９年，随着风电新增装机容量达到１３８ＧＷ，中国已经超越美国

的１０ＧＷ成为世界最大的风力发电市场。而中国风电总装机容量也随之达到

２５８ＧＷ，超越德国位居世界第二 （全球风能理事会，２０１０）。尽管美国在

风电总装机容量方面仍然占据大幅领先地位，但如果中国以目前这种速度增

加新的风电装机容量，它将于 ２０１０年超过美国成为拥有全球最大的风电装

机容量的国家，提前 １０年实现其 ２０２０年 ３０ＧＷ的目标。事实上，２００８年

以来，中国已规划和设计了一个 “大型风电基地计划”，其目的是 ２０２０年

前在６个选定的中国省份建成规模 １２７５ＧＷ的风力发电基地。这项计划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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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将使中国风力发电总装机容量在 ２０２０年达到 １５０ＧＷ甚至更大，是 ２００７

年９月设立的目标的５倍。

由于电力需求和风力发电新装机容量增长速度都超过预计速度，且环境

恶化进一步加剧，中国提高了其风力发电的目标。现在的目标是到 ２０２０年

至少有１００ＧＷ的风力发电机组联网运行。这个修订后的目标比现有目标高

出７０ＧＷ，是当前风电总装机容量的４倍，比英国目前全部发电装机容量还

要高３０％以上。此外，国家发改委颁布的风电标杆上网电价在２００９年８月１

日生效。这意味着２００３年实施以来备受争议的以投标为基础来确定上网电价

方式的终结。根据风能资源质量和工程建设条件，中国被划分为 ４类风能区

域，相应的标杆上网电价被分别定为每千瓦时 （ｋＷｈ）０５１，０５４，０５８和

０５６元 （国家发改委，２００９）。该上网电价与国家发改委在过去几年中批准在

大部分地区实行的上网电价相当，并远高于通过招标确定的电价水平。通过

公布上网标杆电价，使投资者了解其项目的预期回报率，中国政府旨在鼓励

高质量风能资源的开发。与此同时，新的定价机制也鼓励风力发电厂降低投

资和运行成本，提高经济效益，从而推动中国整个风电产业的健康发展。

应该强调的是，虽然中国已经建立了非常雄心勃勃的风力发电目标，

但面临风电无法完全上网的难题，许多地方电网因为太弱无法接入所有

的风力发电量。风电机组往往要等待 ４个月或以上才能接入电网。在

２００７年底的 ５９ＧＷ 总装机容量中，只有 ４ＧＷ 接入电网 （Ｃｙｒａｎｏｓｋｉ，

２００９）。在 ２０１０年第一季度，因为没有接入电网而废弃的风力发电量近 ３

亿度。这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因为当时总的风力发电量也才 ５亿度

（Ｃｈｅｎ，２０１０）。因此，中国需要大规模改造电网，使风电的发展与电网

的规划和建设相配套。随着新的风力发电场的兴建，大量的输电线路也

要随之建成。此外，由于 ２０２０年规划风力发电装机容量显著提高，中国

现在应该更重视风电企业是否切实向电网供电及其能力，而非只是关注

是否完成规划的装机容量。因此提高国产风机的质量至关重要。虽然成

本较低，但国产风力发电机组出现故障更频繁，整体容量因素比国外风

机低几个百分点。而这几个百分点的差异，可能恰恰是一个风力发电场

是否经济可行的关键。

中国提出的碳排放强度目标：雄心勃勃还是毫无新意？

在哥本哈根气候峰会前，中国承诺到 ２０２０年前将其碳排放强度在 ２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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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水平的基础上削减 ４０％ ～４５％。不少讨论开始关注这样的承诺到底是雄

心勃勃，还是如往常一样毫无新意 （例如，Ｑｉｕ，２００９）。中国认为这是一

个宏伟的目标，但一些西方学者 （例如，Ｌｅｖｉ，２００９）则认为稀松平常。可

从几个角度来评估这个问题。

一个角度是看提出的这个 ２０２０年的碳排放强度目标与目前 “十一五”

经济蓝图中确定的节能目标是否一样具有挑战性。这就要求首先明白为什么

目前的２０％的节能目标被认为非常具有挑战性。如前所述，中国要求 ２０１０

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在２００５年水平的基础上削减 ２０％。２００６年，是能

源效率驱动的第一年，虽然中国在 ２００６年上半年扭转了能耗强度的上升势

头，但是全年能耗强度仅下降了 １８％。虽然这是自 ２００３年以来的首次能

耗强度下降，但距离４％的目标尚远。２００６年，中国３１个省级行政单位中，

只有北京实现了节能目标，单位ＧＤＰ能耗减少了５３％，其次是另一个中国

的大都市天津，能耗强度降低了 ４％，上海降低了 ３７％，浙江和江苏都降

低了３５％ （国家统计局等，２００７）。① ２００７年，在实现节能的共同努力下，

中国能耗强度减少了 ４％ （国家统计局等，２００９）。北京继续居首，能耗强

度降低６％，其次是天津和上海的 ４９％和 ４７％ （国家统计局等，２００８）。

这清楚地表现了北京对 ２００８年 “绿色”奥运会的承诺。不过，在此期间，

有７个省的节能指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２００８年，中国第一次超过了整体

年均节能目标 （４４％），能耗强度减少了 ４６％ （国家统计局等，２００９）。

这样的结果部分是由于经济危机减少了对能源的总体需求，特别是对能源密

集型产品的需求。总体而言，在计划的前 ３年，能耗强度相比于 ２００５年的

水平减少了１０１％。这表明，中国若想实现制定的节能目标，剩下的两年

的总体表现必须要与前三年相同。此外，正如在下文将要讨论的，中国能耗

强度的削减已经计入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对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数据的修订因

素，该普查反映了中国政府为改善其统计数据质量的不懈努力，以应对国内

外对中国统计数据的质疑。经济数据修订表明，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比原先

估计的更快，也更多地转向服务业，因此也有利于达到能耗强度指标。即便

如此，中国实现其２０％的节能目标也很不容易。２０２０年新的碳排放强度目

标要求在现有能耗强度指标之上，排放强度再减少 ２０％ ～２５％。中国要做

到这一点显然要面临更大的挑战并付出更高的代价。

如果实现了这一目标，中国在全球共同承诺将温室气体排放在大气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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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稳定在理想水平的行动中是否履行了中国应承担的部分？世界能源展望

２００９（国际能源署，２００９ｂ）已经将许多没有被纳入世界能源展望 ２００７（国

际能源署，２００７）的政策纳入其基准方案。该预测将 ２０２０年中国的碳排放

基准线定为９６亿吨二氧化碳。在其雄心勃勃的百万分之４５０（ｐｐｍ）二氧化

碳当量方案下，中国２０２０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预计将为８４亿吨，比基准线

少１２亿吨 （国际能源署，２００９ｂ）。现在，让我们正确地看待中国提出的碳

排放强度的目标。我自己的计算结果表明，在 ２００６～２０２０年间，碳排放强

度削减４０％ ～４５％将减少二氧化碳排放４６亿 ～１２亿吨，这比 ２００９年世界

能源展望为中国２０２０年设定的基准线低 ４８％ ～１２７％。需要指出两个关

键点。第一，即使是这个范围的下限，也代表了巨大的进展，因为它代表了

比２００９年世界能源展望的基线水平低 ４８％。第二，如果中国能够实现自

己提出的碳排放强度降低４５％的目标，中国到 ２０２０年将比基线水平减少排

放１２亿吨二氧化碳，这正是世界能源展望在其雄心勃勃的 ４５０ｐｐｍ情景下

要求中国做的。这相当于 ４５０ｐｐｍ情景下整个世界在 ２０２０年需要减排量的

３１６％，这个份额高于中国占世界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份额 （２８％）。显然，

中国目标的上限 （如果能实现的话）与４５０ｐｐｍ情景中需要中国履行的义务

是一致的。

可以说，只要中国在２００６～２０２０年间削减 ４０％的碳排放强度，中国就

可宣称实现了碳排放强度的目标。这就出现该强度削减的说服力问题。国际

能源署 （２００９ｂ）估计，中国实施已在考虑的国家政策到 ２０２０年将减少约

１０亿吨二氧化碳。这表明到 ２０２０年，碳排放强度比 ２００５年的水平减少了

４３６％，说明中国的碳排放强度目标的下限很保守。强调这几个百分点的差

距很重要吗？这对于一个小国而言也许并不那么重要，但对中国则不然。

中国２０２０年碳排放强度目标是否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非常困难，但

并非不可能。鉴于在２００９年世界能源展望中考虑的能够使２０２０年中国从其

基线水平削减１０亿吨二氧化碳排放的诸多政策并不是专门针对气候变化制

定的，中国可以加快实施这些政策的速度，加大这些政策的实施力度，并制

定其他明确针对延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政策。这将使中国的碳排放强度进一

步降低。

那么，２０２０年中国能耗强度和碳排放强度的尺度或界限是什么？假设

中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保持在 ２００９年世界能源展望中采用的 ７６％，而且

中国能够将２００６～２０２０年的能源使用量增长速度限制在经济增长速度的一

半以内，那么到 ２０２０年，中国单位 ＧＤＰ的能源消费量将比 ２００５年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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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这种粗略计算假设 ２００６～２０２０年的能源需求收入弹性系数为 ０５，

因为该值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和９０年代就大概如此。由于在 ２００２～２００５年间

中国能源消耗速度快于经济增长速度，这一弹性系数在将来很可能会更高，

从而加快排放增长速度。因此，中国２０２０年能耗强度较２００５年降低４２％可

被认为是中国能耗强度目标的上限。２００５年，无碳能源满足了中国总能源

需求的７１％ （国家统计局，２００９），而且该比例到 ２０２０年被要求提高到

１５％，因此能耗强度减少４２％，相当于在 ２００６～２０２０年间碳排放强度削减

５０％，这意味着中国可以进一步提高自己提出的碳排放强度削减目标。因

此，中国在２００６～２０２０年间的碳排放强度目标应定格为削减 ４６％ ～５０％。

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 （ＩＰＣＣ，２００７）建议众多发展中国家到 ２０２０年将其

温室气体排放限制在低于基准水平的 １５％ ～３０％。这个 ４６％ ～５０％的碳排

放强度削减将导致中国 ２０２０年的绝对碳排放量削减比基线水平低 １５％ ～

２１％。这将使中国的绝对碳排放量削减在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的建议水平

内。

中国的能源和 ＧＤＰ统计数据的可靠性问题

有一个雄心勃勃的承诺是一回事，而能否履行这一承诺则是另一回事。

虽然中国承诺的水平对于其他国家的承诺水平和严厉度有着至关重要的影

响，但更重要的是搞清楚那些所谓的碳排放量减少是否真实。这就涉及中国

能源统计数据和国内生产总值的统计数据的可靠性问题。

中国统计数据的可靠性并不被普遍认可 （例如 Ｒａｗｓｋｉ，２００１）。中国在

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拒绝美国和其他工业化国家对其统计数据提出的增加透

明度和检查的要求被当成是对达成协议的干扰而被反复引用。然而，只要中

国的承诺是以碳排放强度的形式，那么就存在排放数据和国内生产总值数据

的可靠性问题。

二氧化碳的排放系数将化石能源消耗转换为二氧化碳排放，假设二氧化

碳排放系数为定值，那么碳排放数据的可靠性就取决于能源消耗数据。与出

现在中国统计年鉴中工业产品统计数据表中的能源数据不同，一次能源生产

和消费统计数据通常在发布后次年进行修订。正如所预期的，对生产统计数

据作出的调整远远小于对消费统计数据的修改，因为比起数目众多的能源消

费者来说，数目相对较少的能源生产企业的相关数据要更容易收集。表 ６－

３给出了 １９９０～２００８年间中国一次能源总消费量和煤炭总消费量的初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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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最终值。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后期和 ２１世纪初期中国对能源消费总量数据的

修订幅度是１９９６年之前的若干倍。１９９９～２００１年间能源消费总量的初始值

被调高了 ８％ ～１０％。这是因为在这 ３年，煤炭总消费量被调高了 ８％ ～

１３％，以反映没有计入统计数据内的一些主要产自小型、低效率、污染严重

的煤矿的产煤量。这些煤矿在一场开始于 １９９８年的被广泛宣传的全国性运

动中被勒令关闭，但很快，为了保护当地就业机会创造税收以及地方官员个

人利益的缘故，地方政府又重新允许许多这类煤矿开始运营。近些年来，能

源消费量的初始数据与最终值之间的差距不那么大。

表６－３　中国一次能源消耗总量和煤炭消耗总量的初始值和最终值 （１９９０～２００８年）

年份

一次能源消耗总量 煤炭消耗总量

初始值

（ｍｔｃｅ）
最终值

（ｍｔｃｅ）
调整幅度

（ｍｔｃｅ）
初始值

（ｍｔｃｅ）
最终值

（ｍｔｃｅ）
调整幅度

（ｍｔｃｅ）

１９９０ ９８０ ９８７ ０７ ７４１ ７５２ １５

１９９１ １０２３ １０３８ １４ ７７７ ７９０ １６

１９９２ １０８９ １０９２ ０２ ８１６ ８２６ １３

１９９３ １１１７ １１６０ ３８ ８１４ ８６６ ６５

１９９４ １２２７ １２２７ ００ ９２１ ９２１ ００

１９９５ １２９０ １３１２ １７ ９６８ ９７９ １１

１９９６ １３８８ １３８９ ０１ １０４１ １０３８ －０３

１９９７ １４２０ １３７８ －３０ １０４４ ９８８ －５３

１９９８ １３６０ １３２２ －２８ ９７４ ９２０ －５５

１９９９ １２２０ １３３８ ９７ ８１９ ９２５ １３０

２０００ １２８０ １３８６ ８２ ８５８ ９３９ ９５

２００１ １３２０ １４３２ ８５ ８８４ ９５５ ８０

２００２ １４８０ １５１８ ２６ ９７８ １００６ ２９

２００３ １６７８ １７５０ ４３ １１２６ １１９７ ６３

２００４ １９７０ ２０３２ ３２ １３３４ １３８２ ３６

２００５ ２２３３ ２２４７ ０６ １５３９ １５５３ ０９

２００６ ２４６３ ２４６３ ００ １７０９ １７０９ ００

２００７ ２６５６ ２６５６ ００ １８４６ １８４６ ００

２００８ ２８５０ １９５８

　　注：ｍｔｃｅ＝百万吨标准煤。

２００８年的能源消耗与煤炭消耗数据是初始值。
资料来源：基于国家统计局各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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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也是先推出初步数据，然后再做修订。修订后

的２００５～２００８年间 ＧＤＰ数据，又根据 ２００８年 ２月公布的第二次全国农业

普查和２００９年１２月公布的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做了进一步核实。随着

国内生产总值和其中的服务业份额都被上调，中国的能耗强度初始值与最终

报告值之间差距相当大。如表６－４所示，这些修改导致２００６年的能耗强度

初始值和最终值之间差别高达 ４５５％。随着中国政府继续努力改善其统计

数据质量，这种差距在不断缩小。

表 ６－４　中国能耗强度削减：初始值和最终值

单位：％

年份 初始值 修订值 最终值 初始值与最终值的差别

２００６ １２３（２００７年３月） １３３（２００７年７月） １７９（２００８年７月） ４５５

２００７ ３２７（２００８年３月） ３６６（２００８年７月） ４０４（２００９年６月） ２３５

２００８ ４５９（２００９年６月） ５２ａ（２００９年１２月） １３３

２００９ ３９８ｂ（２０１０年３月）

　　ａ基于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中修正后的 ２００８年 ＧＤＰ数据，该数据使得当年的 ＧＤＰ增长速率从
原来的９％上调为９６％，并提高了服务业占 ＧＤＰ的份额。

ｂ作者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报告称中国 “十一五”前 ４年能耗强度较 ２００５年减少 １４３８％的报道
计算，见新华网２０１０： “发改委：已提前完成十一五减排目标”，新华网，３月 １０日， ＜ｈｔｔｐ：／／
ｎｅｗｓｓ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ｃ／２０１０－０３－１０／１５２０１９８３４１８６ｓｈｔｍｌ＞）。

注：括号内的日期为相应数据的公布时间。

从前面的讨论可知，国内生产总值数据对能耗强度或碳排放强度的影响

要比能源消耗数据和排放数据更大。在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中国最终妥协

同意开放其排放量数据以供国际咨询和分析。欧盟已提出将建设一个稳健而

透明的排放数据和性能核算框架，作为贯彻落实哥本哈根协议的关键因素

（欧盟委员会，２０１０）。这一切将如何制订仍有待观察。中国没有同意开放

其国内生产总值数据供国际咨询和分析。只要中国的承诺是以碳排放强度的

形式，建立一个稳健而透明的排放和性能的核算框架会有所帮助，但不足以

消除国际社会对中国承诺的可靠性的担忧。前面所提到的中国对 ＧＤＰ数据

的修订部分反映了中国政府持续改善经济统计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的努

力。尽管这种修订不是被用来粉饰政府的能耗强度指标，但实际上这个指标

确实受益。可见这种修改对实现 ２０１０年中国现有的节能目标以及中国提出

的２０２０年碳排放强度目标带来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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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节能与减排

鉴于中国庞大的规模和多样性，中央政府无法单枪匹马地在全国推行节

能和环境保护。特别是经过 ３０年经济改革，中央政府已把资源控制权和决

策权下放给地方政府和企业。因而，低一级政府有效实施节能和减少污染政

策的能力及动力成为关键。

决策权下放给地方政府使得环保管理权已掌握在地方官员手中。他们

关心的是经济增长，目前中国的官员评价体系中，地方官员被提拔的基础

是他们提高当地经济的速度。这个扭曲的激励机制诱使官员无视经济增长

的环境成本。此外，中国目前的财政体制也在部分推动地方政府追求更高

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因为现行财政机制下很难调和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

的利益 （Ｚｈａｎｇ，２００７ｃ，２００７ｄ，２００９ａ）。中国于 １９９４年通过了分税制

改革，即一部分税收完全由中央政府征收，一部分税收完全由当地政府

征收，还有一部分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共享。那些来源稳定、征税基础广

泛、容易征收的税种归属于中央政府，如消费税、关税和车辆购置税。

增值税和所得税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共享，增值税的 ７５％和所得税的 ６０％

归中央政府。结果在 １９９４年，中央政府的收入比前一年增长了 ２００％。

这导致了政府总收入的中央份额从 １９９３年的 ２２％上升到 １９９４年的

５５７％，而其在政府总开支中的比例仅上升了 ２％。到 ２００８年，地方政

府收入只占政府总收入的 ４６７％，而开支却占政府总开支的 ７８７％。为

了支付地方文化和教育行业、支持农业生产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支出，

地方政府几乎没有选择，只能把重点放在扩大本地的生产上面。通过征

收城市维护和开发税、契税、耕地占用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等来增加税

收。

中国另一个与分税制有关的扭曲例子是差别电价。国家发改委要求各省

级政府从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１日起提高８个高能耗产业的电价 （表 ６－５），但许

多地方政府并未执行这项旨在对高耗能行业中被列为 “淘汰类”或 “限制

类”的企业收取更高电费的规定，有１４个省甚至继续为这些行业提供优惠

电价。原因就在于地方政府缺乏执行这项政策的动力，因为从差别电价中获

得的额外收入都归中央政府。作为激励，这项政策设计时就应将部分收入分

配给地方政府，同时要求地方政府将这些收入专用于产业升级、节能减排

（Ｚｈａｎｇ，２００７ｃ，２００７ｄ，２００８，２００９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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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５　中国 ８个高耗能行业的差别电价差异

单位：元／千瓦时

现行差别

电价标准

额外加价２００６年
１０月１日起

额外加价２００７年
１月１日起

额外加价２００８年
１０月１日起

８个高耗能
行　　业

淘汰类 ０．０５ ０．１０ ０．１５ ０．２０

限制类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０４ ０．０５

　　资料来源：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 （ＮＤＲＣ）２００６ｂ，关于完善差别电价政策的意见，２００６年 ９
月，北京， ＜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ｚｗｇｋ／２００６－０９／２２／ｃｏｎｔｅｎｔ＿３９６２５８ｈｔｍ＞。

上述例证表明，必须仔细研究导致地方官员对环境保护工作缺乏合

作的主客观因素，为合作提供适当的激励机制。要让地方官员明白他们

必须认真对待自己工作中的环境问题，一个办法是将节能和环保指标纳

入到对地方官员业绩考评的总体评价体系中去。如前所述，为确保 “千

家企业节能行动计划”目标的完成，把实现能源效率的提高变成对这些

企业负责人的工作业绩的考评标准。这种以业绩为基础的做法应该得到

加强和推广，来确保地方官员对当地的节能和减少污染负责。应放弃以

国内生产总值作为对地方官员进行考评唯一标准的做法。取而代之的是，

官员的业绩考评不仅仅要看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更要看其经济发展的

模式和质量。沿着这个方向目前已有一些令人鼓舞的迹象，但比起中国

面临的巨大挑战来讲还远远不够。

激励地方官员不再专注于单纯的经济增长目标的另一个办法是减轻地方

政府的财政负担。要帮助他们支付前述的不成比例的政府开支的关键是扩大

其税收。中央政府要为地方政府培养稳定而可观的收入来源。地方政府对物

业税或不动产税的渴求十分迫切。在通过分税制改革的 １９９４年，境内资源

税划归给地方政府，而中央政府征收离岸资源税。目前，中国资源税是根据

资源的开采量征收的。从１９８４年起，中国对每吨原煤征收２～５元人民币的

资源税，煤焦为每吨８元，加权平均后约合每吨煤炭征收５元的资源税。原

油的资源税为每吨８～３０元。虽然自 １９８４年以来煤炭和石油的价格显著上

涨，但其资源税在过去的 ２５年内保持不变。此外，目前仅针对包括煤、石

油和天然气在内的７种类型的资源征收资源税。征收覆盖面太窄，远远不能

满足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需要。因此，扩大资源税目前的覆盖范围，改革

计征方式，由从量征收改为从价征收，并显著提高征收水平，将有助于增加

地方政府的收入，同时促进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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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１９８０～２０００年间，中国在能源消费量翻一番的情况下实现国内生产总

值翻两番的成就。但自２００２年以来，中国能源消费增长速度开始快于经济

增长速度。为了扭转这一趋势，中国首次在其五年经济计划中将投入指标作

为一个约束，即在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间的 “十一五”期间，要求单位 ＧＤＰ的能

源消费量减少２０％。普遍认为这是朝着以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方向迈

出的重要一步。过去４年中，尽管中国在节能降耗、减少污染和促进可再生

能源的广泛使用方面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但减排效果和质量不如预期理想，

实现预定的节能目标困难重重。

面对国内节能降污和来自国际气候谈判方面要求中国进一步限制温室气

体排放的压力，就在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之前，中国承诺到 ２０２０年将其碳排

放强度在２００５年水平的基础上减少 ４０％ ～４５％。这一单方面的承诺清楚地

表明了中国进一步将其经济增长与碳排放量脱钩的决心。中国提出的碳排放

强度目标绝不像某些西方学者认为的是稀松平常，因为即使是这个目标的下

限也比２００９年世界能源展望的基准水平低 ４８％，更遑论目标的上限比

２００９年世界能源展望的基准水平低 １２７％了。另一方面，在中国公布其碳

排放强度的目标之前，实施正在考虑的国家政策将使中国 ２０２０年碳排放强

度比２００５年水平削减４３６％。由于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而

且中国占世界碳排放量的比例仍在继续上升，因此中国碳排放强度即使减少

额外几个百分点，也对全球排放量有着重要影响。中国进一步削减其碳排放

强度虽然很困难，但并非不可能。本文建议，中国在 ２００６～２０２０年间碳排

放强度削减目标可以定为 ４６％ ～５０％。这将使中国的绝对排放减少量正好

处在 ＩＰＣＣ推荐的发展中国家水平内。

中国提出的碳排放强度目标不仅需要被认为是宏大的，更重要的是它必

须可靠。要确定该目标是否可信涉及两个问题。一个是宣称的碳排放量的减

少本身是否真实。这就提出了中国能源和国内生产总值统计数据的可靠性问

题，因为国内外对中国的统计数据的可靠性一直存有质疑。中国在哥本哈根

作出妥协，同意开放其排放量数据供国际咨询和分析只是一个开始，实际情

况仍有待观察。只要中国的承诺是碳排放强度的形式，就有必要建立一个稳

健而透明的排放和性能核算框架，但这样做仍不足以消除国际社会对中国承

诺的可靠性的担忧。中国近年来对 ＧＤＰ和能源消耗数据的修订部分反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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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持续改善中国经济和能源消耗统计数据准确性和可靠性的努力。这

些修订表明，比起能源消耗和排放数据，国内生产总值数据对能耗或碳排放

强度的影响更关键。这些修改也对实现中国现有的 ２０１０年节能目标及中国

提出的２０２０年的碳排放强度目标带来巨大影响。

另一个问题是中国是否真的能够达成预定的目标，因为中国在实现其

２０１０年节能２０％的目标过程中已经面临并将继续面临巨大的困难。中国需

要进一步加强现有的节能政策和措施。中国在最近几年已经提高了汽油和柴

油的价格，削减了能源补贴，鼓励提高燃料使用效率，鼓励采用从源头减少

排放的清洁技术。取消这些补贴虽然令人鼓舞，但这只是纠正能源价格的第

一步。接下来的步骤包括将资源本身的成本纳入到价格中，以反映其稀缺性

和外部性内部化的成本。更重要的是，中国需要大幅度加强产业结构调整力

度，以控制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密集型产业的疯狂扩张。此外，鉴于中国

在过去的３０年中已将资源控制权和决策权转移到了地方政府一级，因此还

必须确保地方政府行为与中央政策保持协调一致，并且有足够的资金实现地

方政府自己的政策目标。

最后，应该强调的是，为了实现中国现有的２０１０年节能目标和 ２０２０年

碳排放强度目标而颁布的上述政策和措施，显示了中国领导人的良好愿望和

决心。但是，要真正实现这些期望的成果，需要严格执行和相互协调这些政

策措施，例如上面提到的风电发展及其与电网规划和建设之间的协调就体现

了这一点。这是确定中国能否实现其碳排放强度目标前景的决定性因素。毫

无疑问，要实现这一目标对中国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中国能否将这一挑

战转化成一个中国和全球气候变化的双赢结果，全世界都在拭目以待。

（樊腾飞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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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未来二十年的改革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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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评估中国的能源节约和碳排放强度：如何使未来有别于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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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缩小中国地区间差距的前景
ＪａｎｅＧｏｌｌｅｙ

引　　言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指出中国的经济发展必将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３０年来，遍及中国各省份和地区之间 （及各自内部）的不平等现象在不断

扩大。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现象是这个幅员辽阔的巨大国家实行市场经济

的必然结果。中国东部地区拥有许多历史和地域优势，使得这里的工业化要

早于全国其他地区。邓小平的开放政策以及后来的沿海发展战略，以一系列

优惠政策综合以上优势，明确地将促进东部地区发展置于优先地位。然而，

邓小平在谈到 “两大形势”时坚持认为从长远来看 “不会有贫富两极分

化”，其他地区的人们只需要一点点耐心。沿海省份在改革初期会享有优

势，但随后其利益将服从于内陆地区 （邓小平，１９８７）。

１９９９年底，江泽民宣布了西部大开发战略 （ＷＲＤＰ），指出这一战略的

实施是贯彻邓小平提出的 “两个形势”伟大战略思想、逐步消除地区差距、

巩固民族团结、确保边境稳定和社会稳定、促进社会进步的重要举措。在

西部大开发战略下，推出了无数的政策和项目，包括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和

投资、保护西部脆弱的生态和环境、提高劳动力素质、推进企业改革和结

构改革、鼓励东西部合作、加快特定工业行业和重点项目的发展 （如西电

东送工程和西气东输管道工程）。实现这一宏伟战略目标的时间框架已确定

为 ２１世纪中叶，届时的设想是西部地区和其他地区之间的差距 “大大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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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２００２年，胡锦涛同志指出 “西部大开发”是建设 “和谐社会”的重要

组成部分。也许这个 “巨大的系统性运动”还不够，本届政府于 ２００４年正

式推出了 “振兴东北”计划，这一计划预计和西部大开发战略一起实施到

２０２０年。此外，针对中部地区的 “中部崛起”计划于 ２００５年底正式宣布，

虽然该计划中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可确认的方案 （Ｃｈｕｎｇ等，２００９）。至少在

纸面上，中国共产党似乎正在郑重对待地区差距问题，除了东部最发达省份

以外的所有省份都已身处在这样或那样的目标当中。

发展不平衡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事关道德问题，对一个一直以平等

原则作为政权合法性基础的政府尤其如此。看起来邓小平已经成功地说服了

中国人民接受让有些人先富起来，但如果那些幸运儿与该国其他地区的差距

继续扩大，而政府对此无动于衷，“这个政权的道德基础就会动摇” （Ｗａｎｇ

和 Ｈｕ，１９９９：２０１）。这反过来又使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成为一个有重要政

治意义的问题。

我们没有任何把握可以预测未来２０年中国的地区发展格局将如何展现，

它取决于多种市场力量的不确定性和政策选择的不确定性之间的复杂相互作

用。相反，本章首先给出了一个中国的地区形势的快照，这些情况代表和反

映了工业发展的一些最新趋势。然后针对中国领导人提出的旨在刺激中国广

大的内陆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的工业发展的众多战略，我们将研究中国实现

哪怕其中一个地区战略目标的可能性，从理论和实证方面考虑其乐观和悲观

的原因。尽管本章提供了一些迹象表明有些行业已经开始了由东向西的转

移，但这里提出的证据平衡显示，在没有重大的政策调整的情况下，到

２０３０年西部地区与其他地区间的差距充其量只会 “轻微缩小”。

地 区 快 照

目前，中国共有４个直辖市，分别是北京、天津、上海和重庆；有５个

自治区，分别是广西 （壮族）、内蒙古、宁夏 （回族）、西藏和新疆 （维吾

尔族）。“省”一词一般用来代表所有这些省级行政单位。本分析中不包括

中国的两个特别行政区———香港和澳门。虽然针对中国的地区划分有许多种

选择，但在这里我们的讨论重点是针对三个主要的大区域：东部、中部和西

部。东部地区包括：辽宁、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上海、浙江、

福建、广东和海南；中部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山西、河南、安徽、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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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江西、湖南；西部地区包括：新疆、甘肃、宁夏、陕西、青海、四川、

贵州、云南、西藏、内蒙古、广西。内蒙古和广西是在 １９９９年底西部大开

发战略启动时被重新划入西部地区。下面所有的计算都是基于这个新的划

分。另外，“沿海”一词相当于东部，“内地”则包括西部和中部。

表７－１给出了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２００７年的一些关键指标。在

这里列出的所有指标 （和几乎任何可以选择的其他指标）上，东部都优于

其他两个地区。从东部到中部然后到西部的排名次序也是固定不变的，西部

的城市化程度最低、教育程度最低、人们最贫穷、寿命也最低。西部工业国

有化程度最高、出口份额最小、外国直接投资 （ＦＤＩ）也最少———这三个指

标表明西部是中国各地区中改革最落后的。

表 ７－１　地区印象 （２００７年）

指　　标 东部 中部 西部

人口 （百万） ４７４８ ４６１５ ３６３０

占全国人口的比例（％） ３６５ ３５５ ２７９

城镇人口比例（％） ５５０ ４３３ ３７０

６岁以上人口中：

小学学历或更低学历人口的比例（％） ３５８ ３６７ ４９０

高中学历或更高学历人口的比例（％） ２３０ ２０３ １５６

预期寿命（２０００年时） ７４３ ７１６ ６８４

人均 ＧＤＰ（元） ３０１３１ １５９３９ １２２２９

工业产出中不同所有制企业所占份额（％）：

国营或国家控股企业（％） ２０３ ４４６ ５３０

私营企业（％） ２３７ ２３７ １９５

港资、澳资、台资及外资企业（％） ４１１ １４５ １００

各地区出口占全国总出口额的比例（％） ８８２ ８０ ３８

各地区占全国总的外国直接投资的比例（％） ７７２ １４５ ６１

各地区占全国总预算收入的比例（％） ５９６ ２３１ １７３

各地区占全国总预算支出的比例（％） ４４２ ３０１ ２５７

　　资料来源：作者的计算及中国国家统计局 （ＮＢＳ），《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 ２００８》，中国统计
出版社。

当然，在各个地区内部也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这可以从表 ７－２的人均

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中得到证明。２００７年，最富裕的上海的人均 ＧＤＰ是

最贫穷省份贵州的将近１０倍，而最近才重新划归西部的内蒙古的人均 ＧＤ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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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７－２　人均 ＧＤＰ水平和增长率

地　区 ２００７年人均 ＧＤＰ（元）
平均年增长率（按目前价格）

１９９４～２０００年 排名 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 排名

东　部

北　京 ５８２０４ １３９ ７ １４６ １９

天　津 ４６１２２ １４１ ４ １４４ ２２

河　北 １９８７７ １４３ ３ １４６ １８

辽　宁 ２５７２９ １０７ ２４ １２６ ２４

上　海 ６６３６７ １４７ ２ ９８ ３１

江　苏 ３３９２８ １２６ １３ １６３ ８

浙　江 ３７４１１ １３９ ６ １５７ １２

福　建 ２５９０８ １３６ ８ １２２ ２８

山　东 ２７８０７ １３５ １０ １６５ ６

广　东 ３３１５１ １２４ １４ １４５ ２０

海　南 １４５５５ ６１ ３０ １１３ ３０

中　部

山　西 １６９４５ １０５ ２５ １８６ ２

吉　林 １９３８３ １０８ ２３ １６０ １０

黑龙江 １８４７８ １１６ １８ １１６ ２９

安　徽 １２０４５ １１６ １９ １３８ ２３

江　西 １２６３３ １２６ １２ １４７ １６

河　南 １６０１２ １４０ ５ １６７ ５

湖　北 １６２０６ １３６ ９ １２３ ２７

湖　南 １４４９２ １３１ １１ １４４ ２１

西　部

广　西 １２５５５ ７７ ２９ １６５ ７

内蒙古 ２５３９３ １１８ １６ ２３３ １

重　庆 １４６６０ — — １６１ ９

四　川 １２８９３ １１３ ２０ １５２ １４

贵　州 ６９１５ ９４ ２８ １４６ １７

云　南 １０５４０ １０９ ２２ １２４ ２６

西　藏 １２１０９ １４９ — １５０ １５

陕　西 １４６０７ １１７ １７ １８１ ３

甘　肃 １０３４６ １２２ １５ １５２ １３

青　海 １４２５７ ９８ ２７ １５９ １１

宁　夏 １４６４９ １０３ ２６ １７１ ４

新　疆 １６９９９ １１２ ２１ １２５ ２５

平　均 １８９３４ １２３ １３４

　　注：“—”代表零。
资料来源：作者的计算及国家统计局 （ＮＢＳ）历年 《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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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部省份安徽和江西的两倍多。这只是地区和收入水平之间的非线性关联

的一个例证。值得注意的是，除西藏外，所有的西部省份在 １９９４～２００７年

间 （实际上是在改革开放的前３０年）的人均 ＧＤＰ增长率都低于平均水平；

而在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间它们的表现又高于平均水平 （新疆和云南除外）。此

外，这两个时间段内西部人均 ＧＤＰ总量分别增加了 １１３％和 １５％，在后一

时间段的增幅大于其他两个地区。但平均来看，三个地区在这一期间的增

长率几乎相等，西部并没有超越其他两个地区。很难说经济增长率的提高

是由于地区政策变化还是其他因素造成的，但这一现象似乎表明已经有了

一些改变。这种变化是否会转化为较长时间内增长速率的持久差异仍有待

观察。

２００７年，西部地区的年人均 ＧＤＰ为 １２２２９元———只有东部的 ３０１３１元

的４０％。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间，这两个地区的人均 ＧＤＰ的平均增长率几乎相同

（尽管在地区内部各省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按当前价格计算大约都为

１５％。为了在２０５０年前彻底消除东西部的收入差距，西部每年的增长都需

大幅快于东部地区。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以 ２００７年它们各自的收入水平

为出发点，为了让东部和西部的人均收入在 ２０５０年相等，如果东部在此期

间平均每年增长１０％，那么整个西部地区每年必须增长１２３３％。即使有了

这样的平均增长率，到２０３０年西部的人均收入也仅相当于东部的２／３。很明

显，要想更迅速地缩小收入差距，地区间经济增长率的差距就需要更大。这

引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我们有什么理由期望西部 （和中部）地区经济增长

率在未来２０年快于东部地区，从而缩小地区间平均人均收入差距呢？

近期工业发展趋势

中国不同地区在工业发展方面的差距是自 １９７８年以来不断扩大的地区

不平等的重要组成部分。图 ７－１说明了东部地区在中国工业总产值

（ＧＶＩＯ）方面的主导地位。从１９７８年占总数的 ５９２％开始，东部地区的份

额就一直稳步上升，到２００５达到峰值７２４％，然后在２００７年份额略有下降

至７０４％。由于东部地区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３６４％，因此东部的人均工

业产值远高于全国其他地区。近几年西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迅速改

善是否反映了西部工业产值在更加迅速地增长以及随之而来的工业产值地区

分布的变化？

在这个问题上，份额变化分析给出了一些启示。正如在较早的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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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１　各地区的工业总产值 （ＧＶＩＯ）份额

经济前沿”丛书 （Ｇｏｌｌｅｙ，２００３）中所指出的，份额变化分析将省级工业

产值增长率分解为三个组成要素。其中，用 ΔＹｉｊ来表示 ｊ地区的 ｉ行业从

基期到末期的工业产值的变化。根据定义，它等于 ｊ地区的 ｉ行业在基期

的工业总产值 Ｙｉｊ０，乘以 ｊ地区的 ｉ行业在整个时间段内的增长率 Ｒｉｊ（见

方程７１）。

ΔＹｉｊ＝Ｙｉｊ０×Ｒｉｊ 方程 ７１

Ｒｋ和 Ｒｉｋ分别代表工业总产值的全国增长率和 ｉ行业的增长率。方程

７１可以分解为三个组成要素 （见方程７２）。

ΔＹｉｊ＝Ｙｉｊ０Ｒｋ＋Ｙｉｊ０（Ｒｉｋ－Ｒｋ）＋Ｙｉｊ０（Ｒｉｊ－Ｒｉｋ） 方程 ７２

方程７２右边的第一项叫做国家增长要素，因为它是使 ｊ地区 ｉ行业的

增长与国家趋势 （Ｒｋ）完全匹配的部分。方程 ７２右边的第二项是结构性

的组成要素，反映了 ｊ地区 ｉ行业的增长多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这一地区的

工业结合程度；如果在一个地区的工业结构中，主导产业的增长水平高于平

均水平 （Ｒｉｋ较高），那么该地区的产出增长会快于全国其他地区。方程 ７２

右边的第三项是位置 （或剩余）要素，因为它衡量比较了 ｊ地区 ｉ行业的增

长率与该行业的国家平均增长率，从而反映了某一省的地方特色如何影响增

长率。重新整理方程７２，我们给出了 ｉ行业在 ｊ省的净相对变化 （ＮＲＣ），

它是实际变化与和国家变化部分的差值 （见方程７３）。

ＮＲＣｉｊ＝ΔＹｉｊ－Ｙｉｊ０Ｒｋ＝Ｙｉｊ０（Ｒｉｋ－Ｒｋ）＋Ｙｉｊ０（Ｒｉｊ－Ｒｉｋ） 方程 ７３

净相对变化 （ＮＲＣ）显示了 ｊ地区 ｉ行业的工业产值增长率是否快于或

慢于全国平均水平，其值为正就表示快于全国平均工业产值的增长率。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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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ＮＲＣ可以被视为相对业绩的一个指标，方程右边各项是对它的解释。

还可以计算出每个省全行业的 ＮＲＣ值 （见方程７４）。

ＮＲＣｊ＝ΔＹｊ－Ｙｊ０Ｒｋ＝Ｙｊ０（Ｒｋ－Ｒｋ）＋Ｙｊ０（Ｒｊ－Ｒｋ） 方程 ７４

在方程７４中，ＮＲＣｊ是 ｊ省的 ＮＲＣ值，其他同理。如方程 ７４所示，

全行业的 ＮＲＣ完全取决于该省全行业的位置要素，因为结构组成要素变为

了零。为进行１９９４～２０００年及 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两个时间段的份额变化分析，

我们从 《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１９９５，２００１，２００８）中选

取了３０个省、３６个行业 （如表 ７－３所列）的数据。其中，因为重庆在

１９９７年才成为直辖市，因此本分析中将其纳入四川省，以使两个时期的数

据有可比性。如此一来，一些有意思的点出现了。

表 ７－３列出了 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间每个省和地区的全行业 ＮＲＣ值和平

均年增长率。这表明了份额变化分析中的第一个关键信息：ＮＲＣ值为正

数表示该省的增长率高于全国平均增长率 （按当年价格计算为 ２２３％），

且 ＮＲＣ值就等于该省的增长率。东部和西部的增长率相同，均略高于全

国平均水平，而中部略低于平均水平。因此，似乎并没有出现这样的情

况：西部工业产值相对较高的增长率带动并提高了其经济增长率。那些

地区总量显然没有表达出省一级的结果，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在中部的 ８

个省中有 ５个省的 ＮＲＣ值为正，而东部 １１个省中有 ５个省的 ＮＲＣ值为

负。这些东部和中部省份在地理上的邻近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启示 （尽管

远不能称为证据），理论预测的产业转移可能已经开始 （下文进一步讨

论）。相比而言，西部省份的结果更不乐观，１１个省份中只有 ３个省的

ＮＲＣ值为正。

表７－４则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观点，它给出了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间东部、中

部和西部的３６个行业的 ＮＲＣ及位置组成要素。请注意，各地区中增长率高

于全国平均工业产出增长率的行业 （即结构要素为正的那些行业），其 ＮＲＣ

可以记录为正，而每个行业的位置要素之和必须为零，因为它们反映了某一

特定行业的区位优势。东部地区有２２个行业的 ＮＲＣ为负值，表明该地区并

非所有行业的表现都优于全国平均水平；同样，在东部有 １８个位置要素为

负值，表明东部并不在所有行业中都占有区位优势。中部和西部各有 １８个

和１５个行业的位置要素记录为正，也表明这两个地区至少在这些行业有一

些优势。有１３个行业中东部的行业产值比例超过 ８０％，有 ３２个行业中东

部的行业产值比例超过５０％ （见表７－５）。其他地区要想取得进展，则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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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７－３　全行业 ＮＲＣ值和工业产值平均年增长率 （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

地　区 ＮＲＣ（百万元） 平均年增长率（％）

东 部 ２４５８３ ２２４

北 京 －２５２６４ １８９

天 津 －２２５０５ １９４

河 北 ８７６４ ２３０

辽 宁 －１８７００ ２０９

上 海 －７０４３３ １８３

江 苏 ３９２０７ ２３３

浙 江 ４５３３９ ２４２

福 建 ３４９４ ２２７

山 东 １０４２６９ ２５６

广 东 －３９９９８ ２１２

海 南 ４１１ ２２９

中 部 －２９６８０ ２１７

山 西 ２１２５３ ２６８

吉 林 －１３２４８ １９６

黑龙江 －５２５５８ １３４

安 徽 ６９２ ２２４

江 西 １７８３３ ２７１

河 南 ３８６２７ ２５３

湖 北 －４９５０８ １６３

湖 南 ７２２９ ２３５

西 部 ５０９６ ２２４

广 西 －１２１２ ２１９

内蒙古 ２４３６０ ３００

重 庆 ８８９１ ２３１

四 川 －４９５１ １９７

贵 州 －７４１６ ２００

云 南 －３８５ １１９

西 藏 １７８５ ２２７

陕 西 －６７４８ １９５

甘 肃 －１０６９ ２０５

青 海 －６５４ ２１４

宁 夏 －７５０２ １９３

全国总计 ００ ２２３

　　资料来源：作者的计算和国家统计局 （ＮＢＳ）， 《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２００１～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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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７－４　地区 ＮＲＣ值和各行业的位置因素 （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

行　　业
东部 中部 西部

ＮＲＣ 位置因素 ＮＲＣ 位置因素 ＮＲＣ 位置因素

煤矿采选业 ４２５７ －６６００ １６１８６ ９４１ １０８９６ ５６５９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２８６６９ －２１２７ －３０４５２ －６１４５ －６４６５ ８２７２

黑色金属采选业 ８１２２ －０６ ２６４４ －８６４ ２６４９ ８７０

有色金属采选业 －４０７ －１６４４ ３０５４ １８７８ ９８４ －２３４

非金属矿物采选业 －２６３３ －７１８ １０８ ９４８ －８４９ －２３０

食品加工业 －４４６５ －３３７７ ８９１ １３１９ １８１９ ２０５８

食品制造业 －１１４２２ －６０１２ １２０７ ２８１８ ２４４８ ３１９４

饮料制造业 －２３１２８ －４０７３ －５８９０ １２５３ －３３４２ ２８２０

烟草业 －５６６３ ３２１８ －８５７４ ２８１ －１６８９２ －３４９９

纺织业 －３６１５１ ８９６０ －１５２７８ －６９５８ －５６７５ －２００１

服装制造业 －３０２７１ －１９４ －１９２３ ２８３ －５６２ －８９

皮革、皮毛及下游产品 －１１９９７ －１０４１ －９１６ １６７ ５２３ ８７４

木制品加工业 ９６７ －２０１１ ２２１７ １４４９ ８０４ ５６１

家具业 ６５７５ １２０２ －１６８ －１０８７ ２６７ －１１５

造纸业 －７２８１ １７０６ －２１３１ －１３ －２８２９ －１６９２

打印和记录媒介制造业 －５０４４ ６７９ －１２８６ －６４ －１７７１ －６１５

文化，教育及运动用品业 －８２９３ －２３２ －３４ ２２４ －１９ ０８

石油加工及炼焦业 －２６５１８ －５３３１ －１４７９２ －７０１０ ９５６７ １２３４１

化学材料 ７６２４ １０９６０ －９３３８ －８３５６ －３２０４ －２６０３

医疗和药品业 －１２２２８ ２４６ －４４８７ ４４０ －４２２８ －６８６

化学纤维 －１２９０７ １９８１ －４０５４ －１６９３ －９５７ －２８７

橡胶 －２１５７ １００９ －７８０ －２１４ －１０９６ －７９５

塑料 －７４７６ １９０ －８３４ ６８ －７００ －２５８

非金属矿物制品 －１２０８９ ５７１ －２８４１ １７３８ －４７７４ －２３０９

黑色金属冶炼与轧制 ８０７３５ ８５７９ ２１８４７ －１２０７ ９７８７ －７３７３

有色金属冶炼与轧制 ３４５６２ －５５０ ２６２１６ ５３４５ １６０４６ －４７９５

金属制品 －４１５２ １０９６ －１０３１ －４６７ －９０６ －６２９

通用机械 ３４７４３ ３６７８ ３８９２ －１３００ ８８１ －２３７８

特种装备 －２６１３ －３９６５ １１７３ ８２２ ３２７５ ３１４４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２３３５０ １３６０８ －９３９８ －１４２３１ ２８５４ ６２３

机电设备制造业 ９０１０ －１４ １２０６ ９７ ４７３ －８３

电信设备制造业 ４９５０３ １９０７１ －６０３１ －７５０２ －９６７５ －１１５７０

仪器仪表制造业 ２２８６ ６６１ １１９ －１４ －５３７ －６４６

电力、蒸气、热水供应业 ２３４４２ －３３２５ １２１２９ １０３５ １０１０６ ２２９０

燃气生产与供应业 ３５３ －９３２ －２８ －３３８ １４６３ １２７０

自来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５３８１ ２７５ －２３０３ －３３７ －１０９０ ６２

　　资料来源：作者的计算和国家统计局 （ＮＢＳ）， 《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２００１～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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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７－５　工业产值的地区份额 （２００７年）

单位：％

行　　业 东部 中部 西部

煤矿采选业 ２７５ ４９７ ２２９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３７９ ２９７ ３２４

黑色金属采选业 ６０６ ２２１ １７４

有色金属采选业 ２６９ ４０６ ３２５

非金属矿物采选业 ５１５ ３１９ １６７

食品加工业 ６０１ ２５１ １４８

食品制造业 ５９８ ２５４ １４９

饮料制造业 ５０９ ２４５ ２４６

烟草业 ３７１ ２９２ ３３８

纺织业 ８３８ １０９ ５４

服装制造业 ９１６ ７１ １３

皮革、皮毛及下游产品 ８６４ ９１ ４５

木制品加工业 ６８９ ２３４ ７７

家具业 ８５５ ９３ ５３

造纸业 ７６１ １７３ ６６

打印和记录媒介制造业 ７３９ １４８ １１４

文化，教育及运动用品业 ９５５ ４２ ０４

石油加工及炼焦业 ６３８ ２０６ １５７

化工原料及制品业 ７１９ １６８ １１２

医疗和药品业 ５９９ ２４２ １５８

化学纤维 ８７９ ９１ ３０

橡胶 ８１４ １３４ ５２

塑料 ８５３ １０１ ４６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６４６ ２４４ １１０

黑色金属冶炼与轧制 ６６８ ２０２ １３１

有色金属冶炼与轧制 ４５４ ３０１ ２４５

金属制品业 ８７１ ８９ ４０

通用机械制造业 ８０６ １２４ ７０

特种装备制造业 ７００ １９９ １０１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６３０ ２３５ １３５

机电设备制造业 ８４４ １０４ ５２

电信设备制造业 ９４９ ２４ ２７

仪器仪表制造业 ８８５ ７１ ４３

电力、蒸气、热水供应业 ５７３ ２４７ １８０

燃气生产与供应业 ６２４ １３９ ２３７

自来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６８６ １７４ １４１

工业总产值 ７０４ １８１ １１５

　　资料来源：作者的计算和国家统计局 （ＮＢＳ）， 《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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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东部没有正的 ＮＲＣ值的行业获得正的 ＮＲＣ值。对中部而言，２０００～

２００７年间有５个行业是这种情况：有色金属采选业、非金属矿物采选业、

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和特种装备业。除了有色金属采选业，东部在这几

个行业中的产值份额远远超过了中部，这表明任何形式的产值地区分布平衡

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更遑论将这些行业集中在中部。对西部来说，也有 ５

个行业符合要求：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皮革与皮毛业、石油加工及炼

焦业、特种装备业。这几个行业中，西部的产值占比在 ４５％到 １５７％之

间，但皮革与皮毛业除外。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行业都不是显著的劳动密集

型产业，反而在产业序列中属于资本密集型。我们把每个行业中的 “人员工

资”占总附加值的比例作为衡量行业劳动强度的指标，使用中国的投入产出

表对２００５年４４个中国行业进行了计算。这些行业不完全对应于这里用到的３６

个工业行业，但是计算结果 （从成衣制造业的 ０４７７到原油和天然气行业的

００９１）至少显示出了各行业的劳动强度。那些对于中部和西部来说大有潜力

的行业对国家工业产值的贡献并不大，没有一个行业进入行业前１０名。

最后，表７－６对两个不同时期 （１９９４～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的省

一级结果进行了比较。该表并没有列出每个省和行业的详细数值结果，而是

给出了每个省中 ＮＲＣ为正值 （即是否主要靠结构因素和位置因素推动）的

行业个数，以及位置因素有着积极贡献的行业个数。虽然由于各省表现的差

异让我们很难对整个地区的情况作出概括，但是很明显地可以看到，２０００

年以后东部各省 ＮＲＣ为正值的行业个数以及位置因素起积极贡献的行业个

数普遍少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广东为例，ＮＲＣ为正值的行业个数从 ２２个

下降到１２个，而位置因素起积极贡献的行业个数从 ２９降至 １３。然而这种

情况并不是孤例，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浙江、海南也出现了类似情

况。辽宁在这一趋势中显得格外突出，该省从位置因素中受益的行业个数从

１９９４～２０００年间的３个增至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间的２２个 （注：辽宁省是东北三

省之一，振兴东北计划从２００３年起实施）。总而言之，该表的证据表明，东

部地区的工业优势正在终结，这一点在与 Ｇｏｌｌｅｙ（２００３）给出的结果对比中

显得尤其明显。

中部地区的８个省中，有５个省的 ＮＲＣ为正值的行业个数以及位置因

素起积极作用的行业个数出现了增加，江西的情况最明显 （个数分别从 ５

增至２５，从４增至 ２７）。而且这 ５个省份在行业层面的 ＮＲＣ值也是正的。

西部地区的结果好坏参半。奇怪的是，西部各省中增长率高于平均值的行业

个数增加最多的两个省是广西和内蒙古，这两个省在２０００年初刚刚被重新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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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７－６　各省工业增长的份额变化分析

地　区
ＮＲＣ为正 位置因素为正

１９９４～２０００年 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 １９９４～２０００年 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

东　部

北　京 １２ ７ １１ ８

天 津 １８ ６ ２２ ８

河 北 １８ １０ ２０ ９

辽 宁 ８ １６ ３ ２２

上 海 １９ ５ １４ ５

江 苏 １６ １５ １６ １９

浙 江 ２４ ２２ ２７ ２６

福 建 ２１ ２１ ２２ ２２

山 东 １６ ２６ １５ ２７

广 东 ２２ １２ ２９ １３

海 南 １８ ８ １８ ６

中　部

山 西 ６ １３ ７ １３

吉 林 １１ １１ ９ １３

黑龙江 １１ ４ ５ ５

安 徽 ９ １５ ５ １２

江 西 ５ ２５ ４ ２７

河 南 １８ ２５ ２２ ３０

湖 北 １８ ２ １７ ２

湖 南 １１ ２１ ７ ２１

西　部

广 西 ６ １３ ２ １５

内蒙古 ９ ２１ ６ ２６

四 川 １１ ２１ ８ ２７

贵 州 １３ １０ １３ １０

云 南 １１ １１ ９ １１

西 藏 １２ ２ １２ ４

陕 西 ９ １２ ８ １４

甘 肃 １３ ７ １２ ９

青 海 １０ １４ １１ １７

宁 夏 １５ １２ １６ １５

新 疆 １３ １３ １３ １３

　　资料来源：作者的计算和国家统计局 （ＮＢＳ）， 《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２００１，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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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到西部地区，但广西并没有在行业层面确保 ＮＲＣ为正。四川 （包括重

庆）的情况似乎也在改善，同样的事情发生在青海和陕西，但程度较小；

而西藏、甘肃、贵州、宁夏在这两个方面的表现都在变差。根据这些结果，

目前很难说西部大开发战略正在为该地区的工业发展提供动力。当然，这并

不意味着将来也是如此。

乐观的原因

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中，都有很多理由相信，中国各地区间的发

展不平衡将在未来２０年里逐步缩小。根据新古典增长理论，较高的投资增

长率在支撑东部的工业产值快速增长的同时也降低了资本在该地区的边际生

产力，导致企业家将投资转向中国其他一些投资相对回报率较高的地区。以

不同的机制为基础的 “新”经济地理模型也有类似的预测：企业最终将搬

迁到成本较低的欠发达地区 （只要地区间的运输成本长期低于某一临界水

平，而且地区间存在一些劳动力无法流动）（Ｋｒｕｇｍａｎ，１９９１；Ｐｕｇａ和

Ｖｅｎａｂｌｅｓ，１９９６）。这些模型的基础是来自 Ｈｉｒｓｃｈｍａｎ（１９５８）和 Ｍｙｒｄａｌ

（１９５７）的传统观点，他们分别描述了大多数工业化中心的经济最终如何衰

落或扩散到欠发达的周边地区。由 Ａｋａｍａｔｓｕ（１９６２）提出的 “雁行”同样

描述了国家 （或地区）间产业转移的过程，该模型后来被用于形容劳动密

集型产业从日本 （头雁）转移到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后

来再转移到东盟 （ＡＳＥＡＮ）经济体和中国沿海地区 （从雁）的过程。大量

的跨区域多样性的存在使各地区产生了各自的比较优势，这些比较优势的动

态变化为地区间产业转移提供了动力，从长远来看，最终将使所有的 “雁”

实现工业化！最后，Ｌｅｗｉｓ模型应用于地区范围内也可以预测地区之间收入

的长期平衡过程。特别是，考虑到一个地区 （沿海地区）是现代 “资本主

义”或各工业行业的故乡，而这些行业完美 （或大量）地吸引着来自其他

地区 （内地）的集中在维持生存的行业中的弹性劳动力。一旦这种剩余劳

动力耗尽 （或由于劳动力市场中的障碍导致劳动力无法自由流动），该模型

预测整个经济体中的劳动力工资和人均收入都将上升 （Ｌｅｗｉｓ，１９５２）。从本

质上讲，所有这些理论都认为各地区的收入最终将实现平衡。邓小平在采用

开放政策并要求内陆省份有一点耐心时，似乎对这些理论的绝大多数 （如

果不是全部的话）都很熟悉。

蔡窻和王德文 （２００６）及蔡窻等人 （２００９）提供了一些证据证明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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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沿海地区的产业聚集即使现在没有到达顶峰也快了。在 ２００６年的 “中国

经济前沿”丛书中，他们指出，出现农民工短缺现象和由此造成的东部省

份农村工资迅速上升的现象表明中国结束了其剩余劳动力无限的时期。这表

明，企业可能 （但并不保证）将开始在中国境内 （即中部和西部地区）寻

找其他生产地点。在２００９年的 “中国经济前沿”丛书中，蔡窻等人更进一

步推进了这一想法，他们断言中国很可能会在未来几十年内维持劳动密集型

产业，沿海地区成本上升将导致产业升级并向内地搬迁。他们还采集了

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中国３１万家制造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数据，并据此认为

中西部相对于东部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将使中国境内出现 “雁行”模式。

蔡窻等人 （２００９）认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即将西迁，与此呼应的观点是，

中国已经到达了其 “刘易斯转折点”，其标志是曾在东部工业化过程中发挥

过重要作用的农村劳动力过剩已经结束。Ｇａｒｎａｕｔ和 Ｈｕａｎｇ研究了中国各地

区和行业中熟练和非熟练劳动力的供需情况后，得出结论：

后劲十足的沿海地区将出人意料地很快从劳力密集型经济活动中转

变，并会在资本或技术密集型行业再次建立优势。而乡村劳动力机会成

本上升以及城镇工资成本上升将有助于遏制收入的两极分化，缓解日益

紧张的社会矛盾及人们的担忧。（Ｇａｒｎａｕｔ和 Ｈｕａｎｇ，２００６：３２）

假如他们的观点是正确的，而且劳动力也可以跨省流动的话，沿海地区

工资的增加将同样提高其他地区劳动力的机会成本，而赴东部地区务工的劳

动力能够获得更高的工资，因此也有助于改善地区收入分配状况。最近的证

据表明中国已经到达了一个转折点 （见本卷 Ｇａｒｎａｕｔ，蔡窻和王美艳的章

节），再结合蔡窻等人关于中部和西部地区成本优势正在增大的描述，中国

区域发展的未来看起来十分光明。

地区政策有可能对实现这一成果作出积极的贡献。正如 Ｌａｉ（２００２）指

出的，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引入不仅是要减少地区发展差距，平息不满情绪，

也是为了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ＷＴＯ）后对必要的国有企业 （ＳＯＥ）改革

给予支持，并鼓励西部地区扩大对外开放。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努力取得了

成功，结合西部地区及地区之间在基础设施上的巨大改善，很可能会有越来

越多的企业在该地区进行生产。振兴东北战略如果成功地促进了迫切需要企

业改革的话，同样可以让东北地区越来越有吸引力，而中部省份自然可以因

邻近东部而受益，因为前面指出的份额变化分析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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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能够确保剩余劳动力可以迁移到最有生产力的地区的政策，以及大力提

高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教育水平和劳动力素质也十分重要。当然，让这些地区

同时工业化且均衡地迅速增长是不可能的，但是，其中任意一个地区的成功

都将对消除地区发展不平衡起到积极的作用。

最后，另一个乐观的原因是工业发展显然不是地区发展唯一重要的因

素。西部地区在中国的矿产和能源资源中占有很大份额，这些资源对于主要

集中在中国东部和世界其他地区的许多工业行业至关重要。如果西部能够充

分利用这些资源，即使其平均工业产值低于平均水平，它也可能拥有高于平

均水平的人均收入 （就如现在的西澳大利亚一样）。

悲观的原因

对于以上所有认为从长远来说收入将趋同的理论，都有与之相反的理论

存在着；对于每一个能够证明实现收入趋同并不需要那么长时间的证据，都

有与之矛盾的证据存在着。

有大量的文献在讨论中国快速增长的根源，其中争论的焦点在于这一增

长的类型是粗放型还是集约型。前者表明增长主要靠快速的劳动力和资本积

累推动，后者表明增长的基础是由技术进步、技术创新和技术扩散带来的生

产力的提高以及人力资本的增长。早期有学者提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是中

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关键因素，例如 Ｊｅｆｆｅｒｓｏｎ等人 （１９９６）、Ｂｏｒｅｎｓｚｔｅｉｎ和

Ｏｓｔｒｙ（１９９６），也有一些学者不认同这样的观点，他们认为资本投资是主导

因素，如 Ｗｕ（２００３）、Ｃｈｏｗ和 Ｌｉｎ（２００２）。假如这种增长是由资本投资所

推动，则标准增长理论认为在地区间将会出现条件收敛，因为投资者最终将

在资本存量低的地方得到较高的投资回报率。然而 Ｃｈｉ（２００８）指出，鉴于人

力资本存量的作用，这种想法过于简单化，并针对地区发展不平衡为什么可

能会在可见的将来进一步恶化给出了明确的理论原因和实证原因。他特别指

出，当技术变革是技能偏好型而不是如标准增长理论所假设的中立型时，人

力资本存量较高的省份将继续吸引到较高水平的物质资本投资。这种技能—

资本的互补性意味着，资本仍会继续流向东部地区，这与新古典主义的预测

结果恰恰相反。Ｃｈｉ的证据表明，大专层次的教育是这个技能—资本联系中

最重要的因素，此外，中西部地区省级政府增加教育支出对于增加对这些省

的大专层次人力资本存量作用不大 （虽然对于减少小学层次比例、提高中

学层次比例有一些影响）。根本结论就是，除非内陆省份能够极大提高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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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资本存量，否则资本流动将继续支持东部地区以更快的速度增长，地区间

差距仍将扩大。

而一旦中国的增长改由生产率提高来推动，全要素生产率 （ＴＦＰ）的地

区间差异会给地区间收入的平衡带来一些希望。Ｃａｉ等人 （２００９）计算得到

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全要素生产率占工业产值增长的 １８％ ～２８％，而且发现在东

北、中部和西部有更高的份额。全要素生产率的最高纪录在中部地区，这为

中部奋起直追燃起了希望，而东部和西部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非常相近。西

部在生产率方面似乎并没有大大地落后于东部地区，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

令人鼓舞的。但这样的结果让人感觉追上东部的希望不大，除非西部地区的

全要素生产率可以提得更高。

Ｋｒｕｇｍａｎ（１９９１）对于市场经济中工业发展空间格局的描述指出，产业

先集聚再分散的过程很可能最先发生在对成本最敏感、劳动最密集、对位置

最没有要求的行业，这些行业不依赖于特定产地的原料，因为当工业核心区

工资不断上涨，地区间交通联系不断改善时，迁移对这些行业来说首次成为

有利可图的举动。如果针对 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的份额变化分析表明，正是这一

类型的行业开始在中部和西部地区大放光彩 （尤其是那些在工业产值份额

方面排名靠前的行业，如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该行业产值占全部工业总

产值的９８％，并且是劳动最密集的行业之一），那么我们会有一些乐观的

理由了，因为中国已经开始这一进程了。相反，正如上面所讨论，在中西部

地区表现良好的行业一般都不是那种可以到处迁移的行业 （如采矿和选矿

行业）和资本密集型的行业。反过来，这可能涉及中央政府针对某些在西

部地区 “优先”发展行业而明确提出的优惠政策，这可能违反了市场规律，

并且从长远来看被证明是不可持续的。这是一个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这

里不再进行深入讨论。详细讨论见 Ｇｏｌｌｅｙ（２００７：第８章）。

根据上面提到的理论，关于从长远看来产业转移是地区间收入平衡的关

键，另一个悲观的原因是理论和现实大多数时候并不相符。要中国的工业产

值永远平均分布在其庞大和多样化的国土面积上既不可能，也确实不适当。

仅举几个例子，实际上，根据对美国、澳大利亚和意大利的观察，部分地区

会一直相对贫穷，人们总是从那里迁向该国的甚至世界上其他比较发达的地区。

并不是所有人都认为中国已经耗尽了它庞大的剩余劳动力资源。Ｍｅｎｇ

和 Ｂａｉ（２００７）研究了２０００～２００４年间广东省 ７个工厂中非技术工人的工

资，结论是这一时期的平均工资增长为负或者为零，“在工资增长如此小的

情况下，很难说中国已经到了刘易斯转折点” （第 １７２页）。同样，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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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ｔｈｕｋｏｒａｌａ等人 （２００９）指出在经济快速增长的省份 （广东、上海和广西），

工人工资的增长速度要快于劳务输出的内地省份 （四川、甘肃和青海），他

们仍然认为 “即使是在分散层面对官方数据进行分析，也表明在中国劳动

力市场有着明显连续的双重性与过剩的劳动力条件” （第 １９９页）。正如他

们所指出的，除了１亿多从农村涌入城市的劳动人口 （主要的方向是从西

部涌向东部），产业改革还从国有行业释放出超过４０００万工人等待进入迅速

发展的非国有行业。工作适龄人口比例持续上升 （预计将持续到 ２０１５年）

和劳动参与率的增加是导致城市劳动力供应量增加的另一个原因 （Ｇｏｌｌｅｙ和

Ｔｙｅｒｓ，２００６），另外还有数千万未充分就业的农业人口和保守估计全国约

７１０万已登记在案的失业城镇职工 （国家统计局，２００８）。关于何时会到达

转折点尚需进一步的讨论，在到达那一点之前地区不平衡不会开始减小。

现阶段在政策方面，可能悲观的理由要多于乐观的理由。Ｎａｕｇｈｔｏｎ

（２００４）指出，西部大开发战略 （ＷＲＤＰ）的许多项目 （最明显的例子是横

跨国土的能源项目）基本上都属于国家层面的，没有地区目标，不太可能

明显改善收入的不均衡。他还注意到，在中央指导的地区战略中所固有的缺

乏激励机制的问题，使得省一级和更低级别的领导人以贫穷为由争夺有限的

ＷＲＤＰ资金。此外，西部和东北省份领导人的想法被认为过于保守，过于依

赖中央政府的支持，再加上证据确凿的腐败和滥用分配的资金，这些都成为

推行地区战略最主要的制约因素 （Ｌａｉ，２００２；Ｃｈｕｎｇ等，２００９）。Ｇｏｌｌｅｙ

（２００７）将西部大开发战略描述为一个 “发展中国家”的地区政策，其中，

中央政府似乎是通过国家所有权和法令来控制发展，而不是采取政策来成功

地刺激当地自我可持续的增长。作为这项政策的一个例子，在 ２００３年发表

的一份政府白皮书中指出，大量的大学毕业生、科学家、技术人员和训练有

素的专业人员被 “分配”到新疆。如果这是国务委员说的 “孔雀东南飞现象

将被孔雀向西飞现象所取代” （Ｇｏｏｄｍａｎ，２００４：３２７），它已经和市场没有多

大的关系，完全是国家所为。它也否认了 Ｎａｕｇｈｔｏｎ（２００４）提出的在中国西

部地区最有可能减少贫困并因而减少不平等现象的单一因素：向外迁移。外迁

不仅为移民提供了机会，也缓解了某些地区的经济和生态压力。然而，人口大

量外迁也带来了人才流失的威胁，使得长久以来落后地区发展工业更加艰难。

此外，移民源源不断涌向东部有助于维持那里较低的工资，拖延工业企业搬迁

到其他成本更低地方的决定。把这些与上面提到的目前工业发展的趋势以及西

部地区在历史上和地理上的众多劣势 （中部地区情况稍好）结合起来，就是中

央政府之所以要在未来２０年内尽力实现地区政策目标的一系列理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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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３０多年来，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市场经济体系的中国存在巨大且仍在加

剧的地区发展不平衡。本章考察在欠发达的中部和西部地区，相对较快的工

业发展速度是否有可能在未来２０年内成为减少这些不平衡的关键因素之一。

乐观的回应是，是的，它是有可能的。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间的份额变化分

析表明，东部地区工业占优势的辉煌岁月即将结束，该地区在许多行业的表

现不及平均水平。除了这一证据，还有学者声称中国的劳动力过剩状况也即

将结束，东部地区不断上升的成本将推动当地的产业升级，也激励企业向中

部和西部地区搬迁。制定一个认真而坚定的向西部倾斜 （或至少不向东部

倾斜）的地区战略，再加上数额巨大的对基础设施和教育的资助，对于激

发东部外围地区的自维持的工业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东部地区收入的提高

将增加对非本地产商品的需求，对于中国西部地区来说，东部地区有可能将

扮演东部经济起飞时西方工业化世界所扮演的角色。如果所有这些优势都转

换成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率的话，该增长率维持在 ２％甚至更高的机会非常

小，即实现 “大规模减小”地区差距的战略目标希望不大。但这并不是说

地区差距不会减小，尤其是当把其他非工业因素考虑进来之后，例如人口外

迁和资源收入会提高西部地区剩余人口的人均收入。

悲观的反应是否定的，即它是不可能的。即使东部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

成本的不断上升导致当地的产业升级，但产业转移的方向可能并不是向中国

内地其他地方转移，而是向其他竞争对手国家转移，如印度和越南。那时中

国西部只能用贫穷和不发达来形容，当然该地区可能会有少数几个工业化城

市。缺乏国内的整合使东部地区日益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而西部地区则越

来越排除在世界和东部地区之外。

试图通过回顾过去来对未来进行精确的预测都是不明智的，因为这是不

可能的。但很显然，未来２０年内中国地区工业发展的真实路径将介于上面这

两个极端之间。根据本文给出的证据，结合我过去十多年在这个课题上的研

究，表明未来２０年将会见证由有限的产业再分配部分支撑的有限的地区人均收

入分布的改善，产业转移的方向是部分的中国的内陆各省。可以确定的一点是，

某种形式的地区差距将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继续困扰着中国的决策者们。

（樊腾飞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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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缩小中国地区间差距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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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汇率政策及宏观调控
肖　耿

中国的汇率政策及其对美元的意义

关于人民币与美元间的兑换汇率之争总是被置于两国国际收支失衡的框

架下：美国民众超越储蓄能力的过度消费，中国的惊人生产能力及民众的过

度储蓄。针对这一失衡现状可以迅速引出如下观点：美国应控制消费、增加

出口；中国则应扩大消费、增加进口。两国汇兑之争的焦点就集中在如何实

现 “再平衡”。西方国家关注人民币是否会在短期内升值；然而中国更倾向

于经济方面的体制与机构改革。

美国领导人乐于看到人民币在短期内大幅升值以刺激美国出口与就业；

中国领导人却认为使人民币肩负巨大升值压力以满足西方贸易保护政策有失

公平并且威胁到中国的发展。如何解释两国领导人观点上的重大分歧？中国

对于人民币币值稳定的坚持又是服务于怎样的经济理性？

对于人民币持续升值的争论不仅仅源于就中国经常账户大量盈余的短期

关注，而且关系到中国长期发展趋势的经济基础，包括高经济增长率、快速

城镇化以及加速工业化进程、保持低的国家对外负债和政府财政赤字。这些

长期发展趋势得益于中国 ３０年的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政策”将中国推向

世界贸易并释放了中国强大的生产力。鉴于其他高增长工业经济体的发展经

历，在长期发展趋势的影响下，中国人民的工资水平会逐渐上升，久而久

之，伴随中国的消费水平的上扬，人民币最终会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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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立 场

中国将人民币与美元挂钩视作影响中美以及世界贸易投资关系的一个关

键环节。中国担心如此仓促的名义货币关联会带来金融动荡，例如，投机资

本大量流入中国，关联资产泡沫以及对外部门的短期就业与商业震荡。

对于中国，１９８５年日本应对 “广场协议”的政策失误导致日元大幅升

值直至 １９８９年的泡沫破裂是前车之鉴，日本的泡沫崩塌引致其在保持贸易

顺差的情况下长达２０年之久的通货紧缩。

中国也十分谨慎人民币升值会鼓励国外投机资本的大量流入。由２００５～

２００８年，人民币对美元基本保持每年 ５个百分点的稳步升值，与此同时，

中国内地的股指在跌回至 ２０００点以前，因为境外投机资金尤其是来自中国

香港的投机资金的大量涌入，由１５００点飙升至６０００点。如果中国想利用人

民币升值实现贸易平衡以及阻止境外投机资本涌入，那么人民币有可能会越

过均衡水平的目标，导致泡沫和通货紧缩。

中国不愿意看到人民币预期升值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中国的对外投

资。对于一个拥有庞大储蓄和贸易盈余的国家，一个运作良好的金融系统应

当支持私人及非国有资本对外投资与贸易顺差并行。然而如果美元持续对人

民币贬值，中国国内的私人企业与金融机构是不愿意购买美元资产的。美元

贬值预期以及短期内美国储蓄利率几乎为零使得私人部门的对外投资下降，

出于对以上情况的考虑，中国人民银行 （ＰＢＯＣ）不得不将几乎所有的贸易

盈余用于建立外汇储备，这一举措使得中国的金融管制变得十分困难。

无论如何，人民币是否有名义升值必要还十分不明朗。中美两国间的实

际汇率应当实现自我调节。这是因为，中国的物价变动率在确切意义上是等

于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率与中国通货膨胀率超出美国通货膨胀率那一部分之

和。这一实际汇率变动绝大部分是由中国的生产力增长情况决定的。如果人

民币升值幅度超出了中国生产力增长幅度，将会引致国内通货紧缩。与此相

反，如果中国拒绝人民币与国内生产力增长率相匹配的升值，中国将会经历

由非贸易结构部门的工资增长、物价上升导致的结构性通货膨胀，这一通货

膨胀最终会使得实际汇率变动与生产力变动相匹配。如果中国经历了高于其

生产力增长的通货膨胀，人民币将会有贬值压力。

诚然，如果中国犯下人民币持续对美元升值的错误———表面上是在反

映中国生产力的飞速增长，那么中国的工资增长率将会被预期人民币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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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大致抵消。生产型企业如果冒险在人民币如此升值的情况下提高员工工

资会有破产风险。事实上，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至６０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增长

期间，当日本还保持着 ３６０日元兑换 １美元的汇率时，日本的工资水平与

国内生产总值几乎保持着一致的高速增长节奏。于是，到了 ７０年代美国

政府要求日元升值以后，日本的工资增长从此停滞不前并且至今仍保持着

当年水平。中国不想因为允许人民币过度升值而走上日本通货紧缩的老

路。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ＨｏｎｇＱｉａｏ（２００７）在其近期内的一篇研究报

告中指出：货币升值对于贸易净差额的影响是模棱两可的。Ｑｉａｏ（２００７）的

研究内容明确地指出了中国经济形势与日本当年的经历相一致的情况，并且

支持了中国现今的汇率政策。

当谈到如何实现再平衡，真正关键的是实际汇率：以国际货币表示的

两个经济体的相对物价水平决定了相对生产成本和进出口合作伙伴。因

此，如果中国将人民币与美元挂钩，中国仍然能实现人民币对美元的实际

汇率快速增长，代价是比美国高 ５％的通货膨胀率。很多之前高速增长的

工业经济体———像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与香港，它们在高速增长之时保

持了 ５％ ～８％的通货膨胀率，为的是让名义工资与物价水平向国际水平看

齐。

因此，通货膨胀与名义货币升值都可以调整实际汇率。中国稳定汇率的

方法是先稳定通货膨胀再实现升值，使实现增加就业、生产力、工资以及价

格自由化的长期目标优先于通过汇率调整实现贸易再平衡。

政策备选方案

基于中国十分谨慎于利用人民币大幅升值的方式实现再平衡这一事实，

至少现在中国是如此立场，考虑其他政策备选方案就显得十分重要了。在中

国，一个被广泛接受的观点是实现再平衡应当聚焦于减少净储蓄盈余，形式

诸如向家庭转移可支配收入、向企业发放股利、增加政府财政支出，等等，

而并非调整人民币汇率如此简单。

中国以其高储蓄率闻名于世，储蓄率曾一度占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

５５％之高，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间其经常账户盈余仍能占到 ＧＤＰ的 １０％。如此高

储蓄率的一个关键来源是中国的国有企业 （ＳＯＥｓ）储蓄，２００９年中国国有

企业储蓄为国家总储蓄值贡献了近乎一半 （Ｐｒａｓａｄ，２００９）。从历史上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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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大型国有企业由于受到政府严格管制而不能向其职工支付高额薪水，然

而它们也不分发股利。即使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经过现代企业化改革，大型国

有企业的主要目标还是减少损失而非分发股利。它们无法产生自有购买力即

使本企业股价上升，以此产生的巨大资本利得只能在消费方面收获十分有限

的财富效应。国有企业的巨额储蓄倾向于投资已经有生产能力过剩趋势的部

门。因此，国有企业私有化和放宽政府政策对于减少国有企业储蓄及其低效

投资显得十分必要。

中国现今已很明显需要增加消费，但消费却被收入所限。中国在提高员

工工资与生产效率方面任重而道远。如今，中国家庭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

为３５％。来自农村未受过高等教育的农民工对那一部分微薄的可支配收入

变动是十分敏感的，在企业改革的前几十年，因为持续居高不下的非熟练劳

工失业率，他们的月收入长期徘徊于每月１２０美元至２００美元。

中国储蓄率十分高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家庭面对着很高的投资回报，比

如住宅房地产回报。据我们之前的一项调研 （Ｓｕｎ等，２００９）显示：过去

３０年，对比日本１０％以及美国 ５％的长期资本回报率，中国的长期资本回

报率为２０％。不仅如此，中国家庭储蓄还要应对未来的大宗消费，比如独

生子女未来的大学学费、医疗费用和退休养老费用。

西方国家的顾虑

中外观察家都表达了他们对中国对外出口生产部门和部分政府组织项目

投资效率低下的顾虑。因此，中国中央政府近期加紧对所有新项目，尤其是

那些容易导致资本过剩项目的监管。然而中国政府尚未改变总的经济刺激政

策，并且继续以促进高效投资、增加就业与进口为焦点积极推进全球再平衡

与全球经济复苏。

那些为中国 ２２万亿美元外汇储备而焦虑的人们可以看看这个案例，

从而可以明了中国为什么如此需要储备外汇。从 ２００２～２００８年，以每年

８％的增长率，中国自费留学的留学生由１０２２４７人增长至１６１６００人。如果

我们假设这样的增长率会在未来 １０年持续下去，到了 ２０１８年，中国赴外

留学生人数将会达到３４８８８２人。如果每一个留学生在外学习４年，每年将

会花费 ６０６８亿美元———相当于现今 ３０％的中国外汇储备。在中国，中、

高收入层家庭家长为儿女未来出国留学连续储蓄几年甚至 １０年以上已不

足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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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扭曲和全球再平衡

驱使全球经济不平衡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廉价货币，廉价货币与高危投资

的微弱管制共同导致了美国及其他经济体资产与股票市场泡沫。泡沫为美国

带来了暂时的资本利得，让美国人民减少储蓄并且超越他们的可持续收入水

平进行消费。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然而公众讨论却忽略了同样的廉价货

币也通过直接投资 （ＦＤＩ）和其他资本途径涌入中国。廉价外国货币，廉价

的中国土地、能源、天然资源都导致中国生产部门巨大的产能过剩，降低了

“中国制造”产品的价格。

美国现今近乎零的利率政策对于美国经济也许十分必要，但也很可能产

生被投资者利用进行 “套息交易”的副产品，投资者能够以很低的利率在

美国贷款到利率很高的国家投资以获取利差收益，当利差收益率大于预期货

币兑换率，投资者便可获利。如果中国能够很好地将其高额的外汇储备及人

民币储蓄利用起来，使得国内投资达到一个更高水平以促进未来国民消费。

这肯定能够造福全球再平衡进程。

持续增长的中国家庭收入和大额官方储备意味着中国投资者对国外资产

需求的多样化提升。经过一段时间，跨境资本流动定会远远大于贸易流动。

为了管理好这些跨境资本流动，维持稳定的汇率和大量外汇储备极有帮助，

因为这两者的稳定性消除了中外投资者对汇率变化无常的顾虑。对于很多在

中国设有分支机构和持有大量投资的美国跨国企业来说，它们在中国设立机

构的同时也为美国增加了高附加值的就业岗位，维持稳定的人民币汇率也同

等重要。

中国与美元的未来

现代中国政策制定者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应对来自世界及国内的廉

价货币产生的资产及股票市场泡沫。当资产价格与消费者物价指数 （ＣＰＩ）

上升，中国应当及时提高储蓄利率———如同印度之前非常成功地应对类似

情形———以使实际利率稳定在一个积极的水平。更高的利率水平会吸引更

多的想获取中国国内乃至国际更高的投资回报的资本流入，也会限制投机

资本流动和低效、低回报的投资。

那么，中国政策制定者的立场对于美元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已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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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十分清楚的暗示。

基于中国对机构和框架的限制，近期内中国政府将提高人民币名义汇率

作为核心政策以应对中国及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可能性很小。这意味着美国政

府想走弱势美元的道路变得异常艰难，如果美元无法对人民币贬值，未来不

仅对欧元或日元贬值的帮助会收效甚微，而且有可能会导致欧盟及日本的经

济震荡。

基于中美跨境投资和债券投资的巨大潜力，一个稳定的人民币汇率符合

两国的长远利益。如果中美能够有效合作保持稳定的货币汇率与跨境交易秩

序，我们很难相信以美元为基础的国际汇率体系会在可预见的未来崩塌。

长期内，当然会是在２０２０年以后或者２０２５～２０３５年之间，在中国经济

完成了体制改革并成为完全现代化、更加民主化的经济体之后，人民币会成

为国际货币并在国际上完全流通。到那个时候，美国、中国、欧盟、日本这

四个经济体会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致该四国货币成为全世界的储蓄货

币，彼此维持完全浮动的汇率。

少了对人民币的重新估值，全球经济再平衡很难实现。若不想发生大规

模断层，中美都必须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中国更高的通货膨胀和美国更低的

通货膨胀能够为两国实际汇率，而不是名义汇率带来调整。这就暗示了不仅

美元需要走强，美国还需要去杠杆化，且减少美国政府赤字。

未来２０年的挑战

未来 ２０年的改革与发展，中国面临的主要宏观经济挑战是决定如何管

理汇率、利率和通货膨胀率以使中国经济在西方经济体相对于新兴经济体萎

缩的全球经济背景下维持一个稳定、高效、和谐的增长率。

要理解此挑战的深度和广度，关键要承认中国过去 ３０年高速经济增长

大部分是基于飞速的生产力增长和追赶。关于生产力的神话还会在未来 ２０

年继续 （如果中国坚持市场导向改革和工业化及城镇化趋势）。因此，中国

的非贸易型物品，比如非熟练工人工资和资产价格，相对于由国际设定的贸

易型物品，都有可能继续上升。

在未来２０年间，经过结构性通胀或人民币升值，中国非贸易品价格会

与中国香港或美国或两者趋同。关键是中国领导人和人民能够忍受伴随生产

力提高的通胀和人民币升值。

更重要的是，既然通胀和货币升值会造成价格扭曲、股票市场和收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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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分配，政策制定者就非常有必要运用适当的混合政策区减轻调整过程中

可能产生的断层。

举例来说，当结构性通胀发生，提高名义利率以避免负的实际利率产生

的资产泡沫、保护没有经济能力进行投资和套期规避资产风险的中低收入者

的银行资产就显得十分必要了。自 １９９１年以来，中国城市居民房地产价格

以每年平均 ９％的增长率增长，但贷款利率仅为 ５％，而一年定期存款利率

仅为２％。资产结构性通胀和低存贷款利率暗示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我们投

资的资产的实际利率是负值。这就是中国资产泡沫和存款者 （通常指穷人）

与贷款者 （通常指富人）相关联的巨大收入再分配的根源。

如果中国无法保持一个正的实际利率，其资产部门的繁荣可能仍会继

续，从而导致严重的投资效率低下和社会不稳定等问题。

一方面，如果中国不将利率提高至高于结构性通胀率的水平，那么中国

就需要以严格资本管制应对投机资本流入。保持正的实际利率对于中国未来

２０年的重要性已无须赘言，因为中国在宏观调控方面的主要挑战就是提高

投资和消费效率以吸引更多的经常项目盈余。否则，中国将会面临严重的国

际贸易保护的压力。

另一方面，这一章内容向我们展示了中国很有必要依靠名义汇率的弹性

去管理其日益上升的物价水平，除非中国能够容忍更高的结构性通胀和与之

相关的货币升值。事实上，对于中国来说，实施浮动汇率制与允许适当的结

构性通货膨胀并行会更加轻松。如果能够允许一定的通货膨胀，当通胀水平

超过了生产力增长水平，人民币就会有足够的潜力与空间贬值。因此，通胀

和名义货币升值的混合政策能够创造一个机制使得汇率市场上下浮动———减

少对持有大量人民币投机者的吸引，因为这些投机者已成为中国外汇储备泡

沫的关键驱动力。

应当指出的是，当人民币与美元挂钩，中方并不需要太担心新生的通货

膨胀，因为毕竟货币挂钩有其自身的稳定功能。如果通货膨胀率上升超过了

中国潜在生产力增长，市场会有人民币贬值的预期，这会吸引资本外流和货

币供给的减少。就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而言，防止新生的通货膨胀并非难

事。

只要中国开始容忍合理的结构性通胀和相关的增值，中国名义汇率上升

的压力将会减小。

本章也着重强调了汇率不仅仅是贸易也是资产的兑换价格。事实上，资

产市场的容量比贸易市场要大得多。维持稳定汇率以有效管理跨境资本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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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比使用汇率来平衡贸易更加重要。对于中国，使用贸易政策诸如降低交

易成本以平衡中国进口贸易会更加富有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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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实际汇率和人民币
ＲｏｄＴｙｅｒｓ　张　莹

引　　言

在针对经常账户不平衡所进行的政治辩论中，人民币一直是其中的核心

问题。在学术圈，当少数人，包括 Ｍｃｋｉｎｎｏｎ（２００６）在内，认为人民币升

值不会解决美国所关注的不平衡问题的时候，许多研究都支持了人民币被低

估的看法———从很小的边际低估到高达５０％①———一些研究结论认为，人民

币单边升值是必要的 （Ｃｌｉｎｅ，２００５）。中国的汇率应该升值的预期通常基于

Ｂａｌａｓｓａ（１９６４） －Ｓａｍｕｅｌｓｏｎ（１９６４）假说 （ＢＳＨ，巴拉萨—萨缪尔森假说）。

这一假说隐含了经济增长与潜在实际汇率之间的正向关系，其中实际汇率由

发展中国家可贸易部门的生产力赶超，以及相关的非可贸易部门的工资和价

格上涨驱动。

来自 Ｌｕ（２００６）、Ｆｏｇｅｌ（２００６）和 Ｔｙｅｒｓ等人 （２００８）所做的实证研究

证据表明，自１９９０年代早期以来，中国可贸易部门生产率相对于美国增长

了一倍 （Ｇｏｒｄｏｎ，２００３，２００６）。与巴拉萨—萨缪尔森假说一致，生产率状

况似乎支持人民币对美元实际汇率升值。然而，更具争议的是这样的预期，

即生产率提升推动真实工资的相对增长。从官方统计数据来看，很明显这在

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 （Ｇａｒｎａｕｔ和 Ｈｕａｎｇ，２００６）。然而，没有城市户口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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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例如，参见 Ｆｒａｎｋｅｌ（２００４）；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２００４）；Ｃｏｕｄｅｒｔ和 Ｃｏｕｈａｒｄｅ（２００５）；Ｔｙｅｒｓ等

（２００８）以及 Ｃｈｅｕｎｇ等 （２００７ａ，２００７ｂ）。



人的实际工资并没有被正式记录，同时，其他经济学家如 Ｍｅｎｇ和 Ｂａｉ

（２００７）认为，真实工资的增长要慢得多，如果情况真是这样的话，至少要

到２０００年代中期。ＢＳＨ断言中国在可贸易部门生产率和真实工资上的较快

增长会引起相对非可贸易品 （主要是服务）价格的上升，这也是在整个

２０００年代中期我们所观察到的 （Ｌｕ，２００６；Ｔｙｅｒｓ等，２００８）。尽管存在这

些支持 ＢＳＨ的证据，人民币在 １９９０年代中期和 ２００４年之间并没有显著的

升值。

解开这个谜题需要对 ＢＳＨ做一些扩展，最重要的是放宽一价定律适用

于所有可贸易品这一假设。这样就大大拓宽了实际汇率的决定因素。这样一

来，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对实际汇率的净效应看起来就取决于增长的来源、

禀赋变化的结果以及生产率增长和可贸易性的部门分布。到 ２０００年代中期

这１０年，相当重要的是中国不断增长的经常账户盈余的短期影响。这一经

常项目盈余受惠于中国极高的总储蓄率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ＷＴＯ）后实

施的贸易改革。

我们展示了２００４年后实际汇率出现贬值早期趋势时发生的一个强烈逆

转。截至２００８年，发生在２００４年后的实际汇率贬值使中国相对于美国的生

产成本上升了１／３。我们考察了这一变化并且讨论了其决定因素。我们注意

到，不断增长的生产成本与日趋紧张的劳动力市场相关，或部分与农村贸易

条件的提升有关，而不是再次回到 ＢＳＨ的决定因素上去。谈到宏观经济政

策，我们继而考察了对中国官方大量持有外汇储备的争议，发现这源于中国

的资本控制和高储蓄率。然而，就国际标准而言，我们的研究表明，中国官

方看起来并没有格外持有普通外国资产。接下来我们考察了作为货币政策的

汇率目标，并得出结论：对于国际社会在人民币估值和出口方面施加的压

力，中国若不能及时作出反应，结果无论对于中国还是全球利益都是有害

的。

接下来一节是对到２０００年代中期中国实际汇率路径所做分析的一个概

要描述，表明储蓄率和贸易改革在这一时期的重要性。再接下来是对理解最

近人民币升值趋势的证据的回顾，然后是对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所扮演角色的

讨论。最后，由对政策含义的概述来总结本章。

１９９４～２００４年之谜

如果非可贸易 （主要是服务）产业的平均劳动生产率在不同国家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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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相同的，同时对应的可贸易产业的平均劳动产品 ＡＴ在穷国较低，则根据
ＢＳＨ可得到，实际汇率 ｅＲ和 ＡＴ的国内外价值比、非可贸易品价值 ｐＮ，以及
工资率 Ｗ之间的关系如下 （方程９１）①。

ｅｉ
Ｒ ＝ ＰＮ

Ｐｉ
( )Ｎ θ

＝ ＡＴ

Ａｉ
( )Ｔ θ

＝ Ｗ
Ｗ( )
ｉ

θ

方程 ９１

此处，实际汇率被定义为国内商品束相对于国外地区 ｉ对应商品束的价
值。该价值是国内商品束如果被交易出去可以得到的国外商品束的数量。根

据 ＢＳＨ，一个比其贸易伙伴增长得快的经济体也具有：
１更快的可贸易部门生产率增长 ?Ｔ＞?Ｔｉ
２更快的工资率增长 Ｗ^＞Ｗ^ｉ
３相对服务价格上涨 Ｐ^Ｎ＞Ｐ^Ｎｉ
４不断升值的实际汇率 （êＲ＞０）
继而，这一假说意味着，如果发展中国家由于可贸易部门劳动生产率较

低从而更为贫穷，它们相对快速的经济增长应当与它们相对其较富有的贸易

伙伴的实际汇率升值相联系。考虑到这是一个被广泛讨论的实际汇率理论，

就并不奇怪为什么中国１９９０年代以来的经济快速增长伴随着广泛的实际汇
率升值预期。

尽管支持 ＢＳＨ的宽泛的经验证据是含混不清的，当价格水平在不同
时期以及多个国家之间进行对比的时候，会观察到，经济较快增长的国

家其实际汇率开始升值 （Ｃｈｅｕｎｇ等，２００７ｂ；Ｂｅｒｇｉｎ等，２００６）。就中国
的情况而言，我们观察到，整个 ２０００年代中期可贸易部门较快的生产率
增长和服务部门较高的价格上涨这些令人信服的证据 （图 ９－１）。然而，
正如图 ９－２所表明的，直到 ２００３年以后才观察到实际汇率升值。为了
反映这一情形，在图９－３中，我们使用了中国和美国生产者物价指数的
月度数据，数据显示整个 ２０００年代中期两者表现出相同的贬值趋势，随
后是一个导向全球金融危机的急剧的升值。显然，为了理解中国实际汇

率的演变路径，我们需要一个一般化的 ＢＳＨ，这意味着放松其关键假
设。　

可贸易商品的一价定律

可贸易商品一价定律的失效已经在特定情况下被观察到 （例如，Ｂｅｒｇｉ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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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９－１　对中国实际汇率变化的贡献 （１９９７～２００６）

单位：％

较快的可贸易部门生产率增长，巴拉萨—萨缪尔森 ＋１６
较快的技术增长 －０６
加入世贸组织（ＷＴＯ）的贸易改革 －４２
北美金融／资本账户流入 －０４
金融／资本账户流出（高储蓄） －４８
１９９７～２００６年间的净效应 －８１

　　资料来源：Ｔｙｅｒｓ，ＲａｎｄＧｏｌｌｅｙ，Ｊ２００８，‘Ｃｈｉｎａｓｒｅａｌ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ｒａｔｅｐｕｚｚｌ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ｔｅｒｇｒａｔｉｏｎ，ｖｏｌ２３，ｎｏ３，ｐｐ５４７－７４。

图 ９－１　中国各部门价格指数

注：此处的各部门价格指数，分别为 “第一产业”，即农业和农村服务业； “工

业”，主要是制造业和建筑业 （后两者构成 “第二产业”部门）；“第三产业”，即其他

服务业。

资料来源：价格指数根据国家统计局 （ＮＢＳ）２００９年的数量和价格数据，《中国统
计年鉴２００９》，中国统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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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２　基于 ＧＤＰ价格的中国大陆对美国实际汇率

注：此处为中国大陆和美国之间的双边名义汇率指数，根据 ｅＲ＝Ｅ×ＰＹ／ＰＹ
ＵＳ进行

平抑，其中 Ｅ是以每单位本地货币所兑换美元数表示的名义汇率，ＰＹ是本地 ＧＤＰ价

格，ＰＹ
ＵＳ是对应的美国 ＧＤＰ价格。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ＩＭＦ）２００９ａ，国际金融统计，华盛顿特区。

图 ９－３　基于生产者价格的中国大陆对美国实际汇率

注：这里的本地价格，对美国而言，是生产者价格指数，对中国而言，是企业物价指

数。中国的指数涵盖了更多的商品和服务，因此两者并不完全可比。隐含的实际汇率是黑

色部分。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ＩＭＦ）２００９ａ，国际金融统计，华盛顿特区；国家统
计局 （ＮＢＳ）２００９年，《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０９》，中国统计出版社；美国劳工统计局。

等，２００６；Ｃｒｕｃｉｎｉ等，２００５；Ｄｒｉｎｅ和 Ｒａｕｌｔ，２００５）。不同国家的商品和服

务并不是同质的，而是最低按原产国的不同来进行差异化的。① 提高可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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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是被最广泛采用的开放经济和全球贸易数量模型中的一个标准假定。例如，可参见 Ｄｉｘｏｎ

等 （１９８２）；Ｍｃｋｉｂｂｉｎ和 Ｓａｃｈｓ（１９９１）；Ｈｅｒｔｅｌ（１９９７）；Ｄｉｘｏｎ和 Ｒｉｍｍｅｒ（２００２）。



品生产量的供应和 （或）需求方冲击使母国追求产品多样化的全球需求曲线

下移，降低了其供给价格，并导致贸易条件恶化和实际汇率贬值。母国要素

禀赋增长和政策改变导致远离母国产品的替代，因此也导致实际汇率的贬值。

劳动套利

在大多数发展中经济体，现代部门和农业部门之间的工资存在哈里斯—

托达罗鸿沟 （ＨａｒｒｉｓＴｏｄａｒｏｇｕｌｆ）。如果农业和工业部门之间的劳动力流动低

于农业和服务业部门 （特别是建筑业部门）之间的劳动力流动，工业生产

率的增长就不必然提升服务业的工资和成本———至少平均而言不会提升到相

同的程度。①

封闭的资本账户②

假设实际汇率仅仅取决于相互进行商品贸易的国家间的相互作用，则明

显违背了当今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现实———尤其是中国。这一违背现实的

假定与一价定律的失效一道，意味着任何支付 （以国外直接投资、证券资

本流动或者官方外汇储备回流的形式）的流入都将会增大国内总需求。由

于通过出口，可贸易品供给相比非可贸易品供给———依赖于国内资源———更

具弹性，这样的支付流入必然提高非可贸易品相对价格，并因此导致实际汇

率升值。相反的，像中国这种超高外汇储备积累国家的支付流出，则会引起

实际汇率贬值。

使用一个多区域、多产品的世界经济的动态仿真模型，Ｔｙｅｒｓ和 Ｇｏｌｌｅｙ

（２００８）评估了一系列冲击对中国实际汇率的影响。他们发现，在短期，实

际汇率对金融资本流动是最敏感的，因此中国的过度储蓄倾向于使实际汇率

贬值。在中期，ＢＳＨ的力量 （可贸易行业的生产率增长）是很强的，正像

贸易改革的效应一样，使国内需求偏离国内产品，并因此导致实际汇率贬

值。在长期，实际汇率敏感地取决于影响非可贸易服务成本的因素。他们进

而采用其模型对１９９０年代中期到２０００年代中期的实际汇率贬值趋势进行分

解。他们选择用于分析的特定汇率是中国 （包括中国香港和台湾）和北美

之间的汇率。这一汇率在他们所关注的时期内贬值了 ８％。表 ９－１对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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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Ｃｈａｎｇ和 Ｔｙｅｒｓ（２００８）为这一点提供了证据。

此处我们采用了资本账户的工作定义，广泛包括资产平衡表中与资产购买相关的所有流动。

因此，它包括了更狭义定义的资本账户、金融账户和官方储备交易。



分解做了概要描述。

中国较高的生产率增长看起来已经为预期的 ＢＳＨ升值提供了推动力。中

国国际收支的净资金流出和北美国际收支的流入都倾向于使中国实际汇率贬

值。相似的，技术获取 （减少了供给主要技术密集型服务的成本）和贸易改

革也提供了预期贬值压力。综合来讲，中国和北美经常项目失衡对实际贬值

的贡献超过了５％。然而，令人惊讶的显著性发生在中国加入 ＷＴＯ后实施的

贸易改革带来的效应，这一效应对实际汇率贬值的贡献超过了４％。最终，这

些经常账户失衡结合起来，被证明是至２０００年代中期最重要的贬值推动力。

对中国而言，这一重要性可以从图 ９－４中明显看到，图 ９－４显示储

蓄—投资缺口 （经常账户盈余）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显著扩大了。这一净

流出的扩张使国内需求转向国外，并且对中国实际汇率施加了下行的压力。

为看到这一点，请注意资本账户净流入 （经常账户支付的净流出①）和投资

储蓄缺口的对等由标准总支出和核算恒等式得出。② 定义净流入为正，则资

本账户盈余可以写作：ＫＡ＝ＳＮＦ－ΔＲ＝Ｉ－ＳＤ。其中 Ｉ是投资，ＳＤ是国内储

图 ９－４　中国的投资—储蓄和外部平衡

注：由于误差和遗漏较大，我们调整了每一个子账户中测量最不准确的那些项目

（通常是金融账户中净要素收入和净私人流入）以确保平衡。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ＩＭＦ），２００９ａ，国际金融统计，华盛顿特区；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 （ＩＭＦ），２００９ｂ，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４月，华盛顿特区；国家统计局
（ＮＢＳ）２００９年，《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０９》，中国统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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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资本账户”ＫＡ的工作定义见下一条注释。

等式右边来自 ＧＤＰ中的总支出，Ｙ＝Ｃ＋Ｉ＋Ｇ＋Ｘ＋Ｍ；事实上，ＧＮＰ为 ＹＮ＝Ｙ＋Ｎ，其中 Ｎ

为来自国外的净要素收入；ＧＮＰ核算恒等式为 ＹＮ＝Ｃ＋Ｔ＋Ｓ，支付平衡表为 ＢｏＰ＝Ｏ＝

ＫＡ＋ＣＡ，其中经常账户为 ＣＡ＝Ｘ－Ｍ＋Ｎ。



蓄总额，ＳＮＦ （国外净储蓄）是金融账户私人净流入，ΔＲ是每年新增官方外

汇储备。在存在资本管制的情况下，ＳＮＦ大致等于正式批准进入的外商直接

投资 （ＦＤＩ）。就中国的情况来说，该方程的双边都是负的，表明是净流出。

特别的，中国 ＧＤＰ的４５％是投资，超过一半的 ＧＤＰ是储蓄。然而，对解释

实际贬值趋势而言，关键的观察是储蓄—投资缺口在整个 ２０００年代中期是

增加的。

２００４年以后的实际汇率升值

２００５年 ７月，中国政府启动了汇率改革，以表明其至少放弃事实上

的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名义上允许人民币汇率每日最多上下浮动 ３％。

２００７年人民币升值加速，截至 ２００８年 ７月累计升值达 ２０％。其后，全

球金融危机使中国政府重新回到了事实上的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

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的这一轮人民币升值是与中国国内显著的通货膨胀相伴随

的，这一时期的国内通货膨胀暗含了潜在实际汇率的更大幅度的升

值———相当于至少 ３０％。正如图 ９－３所显示的那样，中美双边名义和

实际汇率升值是与中国相对美国更快的生产者价格指数上涨相关联的。

最近，潜在的实际汇率升值趋势有所恢复。因此，为了控制国内通货膨

胀，中国官方在 ２０１０年 ６月恢复了所谓人民币汇率 “富有弹性”的说

法。

２００４年以来人民币实际汇率的路径变化距离我们太近，使我们难以

进行详细的分解。然而，撇开全球金融危机，一个明显的实际汇率升值的

趋势是显而易见的。接下来，我们讨论对这一升值趋势的一些替代性的解

释。

逐渐减少的经常账户盈余

经历了１９９０年代早期的快速上升以后，家庭储蓄率在 １９９７～２００６年间

徘徊在２０％ ～２５％ （Ｔｙｅｒｓ和 Ｌｕ，２００９）。家庭储蓄率最初的激增是与２０世

纪９０年代的一系列私有化和转型联系在一起的。那一轮私有化和转型增加

了家庭对医疗、教育和退休支出的私人负担。最近几年，政府已经着手实施

国家医疗和退休保险计划，包括将医疗养老保险扩大到农村地区和建立城市

最低生活保障体系 （Ｃｈａｍｏｎ和 Ｐｒａｓａｄ，２００８；Ｗｅｎ，２００８）。这些措施减少

了家庭对于自身医疗、教育和退休支出的担忧，从而至少稳定了家庭储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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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与此同时，随着始于 ２００７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政府支出开始激增。这

减少了政府储蓄对国内储蓄的贡献。如图 ９－５所显示的那样，中国的经常

项目盈余从 ２００５年开始保持稳定且最近有收缩的趋势。先前一段时期的实

际汇率贬值是与这一经常项目盈余的扩大以及随即而来的中国收入向海外支

出转移的份额的不断增加相联系的。这一趋势的终止至少会阻止进一步的实

际汇率贬值。

图 ９－５　农业中的真实工资增长

注：纵轴是对数真实工资指数，其中农业部门名义工资由消费者物价指数 （ＣＰＩ）
平减。

资料来源：部门名义工资和 ＣＰＩ来自国家统计局 （ＮＢＳ），《中国统计年鉴 ２００９》，
中国统计出版社。

逐渐增加的寡头垄断租金

Ｌｕ等 （２００８）指出，中国国有企业仍然主导着金属、汽车、飞机、交

通运输、电信、金融和保险等行业，且这些行业在２０００年代赢利极其丰厚。

Ｔｙｅｒｓ和 Ｌｕ（２００９）将这些利润归因于寡头垄断行为，而由垄断带来的租金

随着中国加入 ＷＴＯ后的快速经济增长而迅速增长，使得这一时期企业的储

蓄激增。这些租金对中国实际汇率的影响有两个渠道。首先，存在于大量非

可贸易行业的较高的成本加成提升了价格从而引起升值。其次，国有企业获

取的租金构成了公司储蓄的主要部分，这些储蓄倾向于使中国的支出转向国

外，从而使实际汇率贬值。如 Ｔｙｅｒｓ和 Ｌｕ所指出的，直到 ２００５年，一直是

后一个效应占优。最近公司储蓄率的下降 （Ｂａｙｏｕｍｉ等，２００９）可能已经使

这一平衡转向成本加成的升值效应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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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改革的放缓

中国２００１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使关税削减范围扩大，市场开放政策

发生转变。不过，贸易改革从那时候起就已经放缓了。① 正如先前所讨论的

那样，贸易自由化使实际汇率贬值，因此贸易改革的放缓看起来至少减轻了

实际汇率带来的贬值压力。然而，贸易改革从来不是没有代价的帕累托改

进。农业部门承担了加入 ＷＴＯ的大部分负面影响。中国加入 ＷＴＯ后最初

几年的农业部门的停滞很可能导致了那一时期大量的农村移民 （Ｃｈａｎｇ和

Ｔｙｅｒｓ，２００８；Ｒｅｅｓ和 Ｔｙｅｒｓ，２００８）。从那时候起，中央政府的一项主要担

忧就是农民和其他农村居民的福利。不同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在它们经

济高速增长时期的经历，中国由于其加入 ＷＴＯ的承诺，未能通过使用贸易

保护来将农村和城市区分开来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和 Ｈａｙａｍｉ，１９８６；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２００９；Ｄｕｎｃａｎ等，２００８）。其结果是，在 ＷＴＯ针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规则

允许的条件下，存在政府从改革早期对农业进行消极扶持转向当前对农业进

行积极和显著保护的趋势。进行保护的渠道主要是通过国内市场、运输、存

储和其他预算措施。② 除农业以外，大量有悖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改革精

神的贸易倾斜政策已经出现。自 ２００５年以来，出口企业的增值税退税已经

上涨了 ９倍———高达 １７％———覆盖了大约 ３８００种出口商品，包括纺织品、

服装、玩具、机械、电器、药品、通信设备和钢铁 （商务部，２００９）。这些

出口鼓励政策将国内供给转向了国外，提高了国内产品的相对价格，从而导

致实际汇率升值。

逐渐上升的相对工资成本

图 ９－１的部门价格指数显示，２０００年代中期以来，服务业 （第三产

业和建筑业）相对于可贸易品部门的价格没有表现出任何上涨。这表明

２００４年以来的升值不是由于 ＢＳＨ推力 （中国可贸易部门相对高的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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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贸易政策评论 （ＴｒａｄｅＰｏｌｉｃｙＲｅｖｉｅｗ，ＷＴＯ，２００８），关税仍然是中国的

主要贸易政策工具之一。２００７年平均采用的 ＭＦＮ关税为 ９７％———与 ２００５年相同。农业

和非农业产品平均采用的 ＭＦＮ关税税率分别为１５３％和８８％———也与２００５年相同。

Ｈｕａｎｇ等 （２００９）清晰地指出了农业扶持政策的趋势。最近，温总理 （２０１０）的讲话表明

中国政府计划在 ２０１０年将农业部门补贴提高到 １３３０亿人民币。这表明，农业税削减于

２０００年开始在安徽实施，在２００３年扩大到了３０个省份，有２８个省完全取消了农业税。农

民的总计收益估计为每年１３３５亿人民币。



增长）。的确，引人注目的变化是初级产品的价格指数，表明了农业贸易

条件的显著改善。尽管这部分是由进口竞争商品较高的价格导致的，我

们已经看到普遍影响农业和农村部门的政策的一些有利变化。这些变化

将提高农村劳动力的边际产品，继而提高农村工人向东部城市移民所需

要的激励。

如图９－５所显示，回归结果表明农业和建筑业部门的实际工资增长率

在 ２００４年左右的一个结构性转变。这些部门的劳动力主要是非熟练工人，

而且农村劳动力市场是大部分非城市户籍的建筑业工人、其他服务业工人和

制造业工人的来源。１９９４～２００４年间，官方的农业工人实际工资以每年

３１％的速度增长 （标准误差为 ０００１２），而 ２００５～２００８年间为 ４７％ （标

准误差为０００２）。①

在一项对广东非熟练工人真实工资的研究中，Ｍｅｎｇ和 Ｂａｉ（２００７）使

用了工资表数据以确保涵盖非城市户口工人。在控制教育水平和公司职位的

情况下，他们发现，２００４年以前，这些工人工资的年均增长率仅为 ０５％ ～

１５％。然而，自２００４年以后，农村工资开始迅速增长，表明真实非城市户

口工资率自那时已经增加，并且这也可以从农业活动的净回报改善中预期

到。越来越多的、潜在的 “流动工人”都选择继续在农村就业。劳动力市

场从紧的传闻越来越多，包括劳资纠纷频繁发生。这些劳资纠纷显示出制造

业省份的劳动力市场的要价能力增强了。②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城市劳动力

供给增长放缓拉升了中国可贸易品和非可贸易品相对于其贸易伙伴的成

本，并因此导致实际汇率升值。尽管在短期看起来是与对农业的激励措施

相联系的———伴随着推动当地服务部门发展的基础设施的改善———但从长

期来看，这一前景却是自然的延续。因为，已经临近的人口转型将会使中

国劳动力总量在下一个 １０年开始下降 （Ｃａｉ和 Ｗａｎｇ，２００６；Ｇｏｌｌｅｙ和

Ｔｙｅｒｓ，２００６）。这一变化可能预示那些依靠农村剩余劳动力推动出口增长

的 （Ｄｏｏｌｅｙ等，２００３） “复活的布雷顿森林贸易项目”（ｒｅｖｉｖｅｄＢｒｅｔｔｏｎ

Ｗｏｏｄｓｔｒａｄｅａｃｃｏｕｎｔ）地区的时代的结束———至少对中国而言如此 （Ｆｅｅｎｓｔｒａ

和 Ｈｏｎｇ，２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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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增长率来自经过消费者价格指数 （ＣＰＩ）平减的农业部门对数名义工资率对时间的简单普

通最小二乘回归 （ＯＬＳ）。增长率系数的标准误差在两条回归中都非常小，表明增长率显著

的不同。

合资工厂发生的罢工和其他激进主义导致了作为中国经济增长发动机的广东省和浙江省的

制造业工资在２００９年显著上涨 （Ｇａｒｄｎｅｒ，２０１０）。



宏观经济政策和人民币

根据定义，实际汇率和名义汇率是这样联系起来的：ｅＲ＝ＰＹ／（ＥＰＹ
） ＝

Ｅ·ＰＹ／ＰＹ
，其中 Ｅ是名义汇率 （每单位本币可兑换的外币），ＰＹ是国内

商品束价格 （ＧＤＰ价格），ＰＹ
是对应的国外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价格。

由于国外价格水平在国内货币政策的控制范围以外，实际汇率 （其决定如

前述几节所讨论）的变化，要么通过名义汇率变化，要么通过国内价格水

平的变化在国内传导。两者如何结合的选择是本国货币管理当局需要考虑

的问题。在一个极端，实际汇率升值可以由名义汇率升值传导 （以通货膨

胀为目标），在另一个极端，则通过通货膨胀传导 （以汇率为目标）。这

是复杂的，特别是中国这种情况，实际汇率依赖于资本账户流动，而资本

账户流动由外汇储备的积累控制，外汇储备的选择本身又是一项货币政策

工具。

储备积累和货币重商主义

中国的储备积累已经招致了 “货币重商主义”的指控 （Ａｉｚｅｎｍａｎ和

Ｌｅｅ，２００６）。这意味着，被自由选择的储备积累用于确保实际汇率位于低水

平。我们认为，对中国加以货币重商主义的批评是错误的。从之前我们推导

的恒等式来看，其不公正的根源显而易见。这一恒等式为 ＫＡ＝ＳＮＦ －ΔＲ＝

Ｉ－ＳＤ，从而，ΔＲ＝ＳＤ －Ｉ＋ＳＮＦ，其中 ＳＮＦ包括正式批准的外国直接投资和

非法的私人流入。只要国内总储蓄超过投资，并且资本控制阻碍了私人流出

对 ＦＤＩ流入的匹配，ΔＲ就必然是正的。确切的，我们可以说，中国的经常

账户盈余必须有相应的储备积累，并且这一不平衡不受宏观经济政策可行变

化的影响，严格地界定①，如果：

 基于稳定考虑的资本管制是合理的

 高私人储蓄率在短期内不受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

 当接近 ＧＤＰ的５０％ （图９－４）时，投资必然接近吸收能力

 政府的收入增长过快以至于无法轻易用公共 “负储蓄”抵消私人储

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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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是 Ｘｉａｏ（２００６）也持有的一个普遍观点，Ｘｉａｏ（２００６）断言， “结构因素”和交易成本

使得中国的经济调整滞后，这意味着在短期内经常账户盈余不受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



轮流考虑上述四个条件。资本管制从概念上来讲是最简单的。它们源于

“对汇率自由浮动的恐惧”和使中国的货币运行在东亚金融危机期间受到威

胁的记忆。此外，中国人民银行仍然对中国的商业银行在兑换大量外币时保

持谨慎。金融机构尚未充分脱离数十年的预算软约束。这一预算软约束与通

过积累债务对国有企业进行政府补贴相关联。同时，也存在对商业银行缺乏

渠道或者足够的货币衍生品市场经验以及债务工具来进行必要对冲操作的担

忧。尽管 Ｍａ和 ＭｃＣａｕｌｅｙ（２００７）断言这种管制将不断发挥效用，但这些管

制也正在缓慢地被放松。

正如先前所表明的，中国的高私人储蓄率是源于相对较高的家庭储蓄和

格外高的企业储蓄。尽管前者已经停止上升并且被预期将会随着医疗和退

休保险体系的发展而缓慢下降 （Ｃｈａｍｏｎ和 Ｐｒａｓａｄ，２００８）。后者，如 Ｔｙｅｒｓ

和 Ｌｕ（２００９）所声称的那样，取决于重点国有企业的盈利能力，因此是一

个需要时间去解决的产业政策问题。因此高储蓄的原因是结构性的，同时

是微观经济政策改革长期计划的主题。没有什么是单靠中央银行就可以解

决的。

正如 Ｘｉａｏ（２００６）所注意到的，储蓄超出投资的部分意味着投资率过

低。然而，中国的投资率已经非常高了，超过 ＧＤＰ的 ４５％。很难想象，考

虑到服务部门的规划和便利性约束还有多少新增项目可以被构想和实施。①

此外，即使中国官方融资率很低，最近由中国人民银行做的一项调查显示，

相当大一部分投资仍然是通过非国有部门进行的，而且费率就国际标准而言

仍然很高。在中国，融资的中间成本降低到工业化国家水平尚需要时间，因

此融资成本必然还将是投资的一个阻碍。②

最后，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前，中国的财政政策维持了严格的收支平衡。

在危机期间，政府承诺了实质性的财政扩张，包括雄心勃勃的基础设施投资

计划，以减少国家储蓄和提高私人消费支出。但这会面临两点困难。首先，

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已经吸收了较大比例的 ＧＤＰ，超过任何其他具有可比人

均收入的发展中国家 （ＲｏｌａｎｄＨｏｌｓｔ等，２００５）。其次，由于税收体系效率

的增进和多数经济活动发生在相对应纳税的 “现代”部门，税收增长已经

快于 ＧＤＰ增长。然而，尚不清楚加速了的支出是否已经超过了税收。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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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存在 “白象”工程的证据，这也是存在许多争论的地方。

Ｔｙｅｒｓ和 Ｇｏｌｌｅｙ（即将发表）模型化了高金融中介成本对中国增长率的影响。



政府债券的发行量尚未大幅上升。①

对 “四个如果”的支持表明，中国政府对其储备积累速度和因此而来

的由实际汇率加权的国内收入向国外支付转移的速度缺乏真正的判断力。

国内储蓄率在近期稳定下来的程度表明储备积累在未来将会是更中性的力

量。

流动性和冻结

至少在整个 ２００８年，中国人民银行吸收了外币流入 （出口收入）

扣除进口成本的部分，———因为缺乏影响金融深化的长期改革和仍然存

在的资本控制，中国的商业银行无法改变所需要的外币数量。这需要用

新增加的本国货币来购买过剩的外币。为避免过度的流动性，年增储备

都被冻结了。然而，中国人民银行所持有的国内贷款对这一冻结而言是

不够的，因此 “冻结债券”是表 ９－２所示的资产负债表的借方发放

的。　

表 ９－２　中国人民银行的资产负债表 （２００９年）

资　　产 负　　债

国内贷款———存款机构、其他金融机构和中央政府

债权（ＧＤＰ的１３％）
货币基础———现金和银行准备金（ＧＤＰ的
４３％）

官方外汇储备（ＧＤＰ的５５％）

冻结债券———对中国公众的负债（ＧＤＰ的
１３％）

其他负债，包括政府所有权（ＧＤＰ的１２％）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２００９年资产负债表，中国人民银行，北京。

恰如储备已经成为了资产负债表资产方的主导项目，冻结债券在负债方

的重要性也已呈现。就效果而言，中国人民银行为国内储蓄者扮演了储蓄渠

道的角色，这些国内储蓄者本来是要获取国外资产的，但是却受到资本管制

的限制。因此来自国外的币值调整压力使中国人民银行面临两难处境。首

２５１

中国：未来二十年的改革与发展

① 根据财政部，在 ２００６～２００９年之间，中国政府发行的债权价值为 ８８８８亿人民币

（２００６），７９８０亿 人 民 币 （２００７），８６２０亿 人 民 币 （２００８） 和 ７７８０亿 人 民 币

（２００９）———没有显示出增长趋势。除此之外，２００７年发行了 １５５００亿特别债券从中国

人民银行 （ＰＢＯＣ）换取了等值外汇储备。结果是资产方大约占 ＧＤＰ８％规模的从外汇储

备到国内贷款的替代。



先，由于中国人民银行的资产主要以美元计价，而负债则以人民币计价，过

分促使人民币升值会导致大量损失，并将需要由政府预算提供的人民币来补

进。这一点在２００７年通过由政府发行２０００亿美元债券换取中国人民银行储

备资产的方式进行了处理，这些储备资产被中国的 “主权财富基金”持有，

即由中国投资公司 （ＣＩＣ）所持有。①

如图９－６所示，这一冻结过程遏制了作为 ＧＤＰ一定比例的基础货币的

发放，且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 ２０００年代中期。其后，流动性大幅增长。我

们认为这源于持续的金融改革。金融改革极大地扩展了商业银行的中间业务

（替换了之前存在的相对成本较高的非正规信贷结构和信贷合作制）。这些

是有价值的，但是与其相关联的存款扩张使总货币供给激增，造成了自

２００６年以来的通货膨胀压力。中国人民银行以提高银行储备和短期利率来

进行应对。后者导致受人民币升值预期所驱动的投机性 （非法的）私人资

本的更多流入，从而在全球金融危机前后给人民币实际汇率带来了升值的压

力。然而，如图９－２和９－３所示，危机期间出口需求的下降引起了短暂的

实际汇率贬值。回到事实上的盯住汇率制度继而使从紧的货币政策和暂时的

紧缩成为必须。

图 ９－６　中国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的动态调整：
　　　　资产和负债占 ＧＤＰ比例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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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ＣＩＣ）接手了之前建立的中央汇金公司作为其子公司。汇金公司

主要在国内金融行业进行证券投资，而其母公司———ＣＩＣ则主要进行海外投资。感谢中国

人民银行提供这一细节。



放松资本管制的效果

随着资本管制放松，金融账户私人流出的程度将会是一个重要问题。

Ｐｒａｓｅｄ等 （２００５）指出，随着中国的私人投资者寻求其多样化投资组合，这

可能潜在地造成人民币贬值的压力。这一力量的规模依赖于中国人民银行的

外汇储备是否等价于私人部门想要持有的外国资产。可以通过对比工业化国

家和发展中国家所持有的外国资产占其总资产组合的比例进行粗略的估计。

然而，资产是大量的和各种各样的，净持有也缺乏详尽的记录。作为这些

国家的一个样本，我们使用资本存量和资产平衡表流动记录对国外资产在

总资产组合中的份额进行了一个粗略的估计。对这些结果，我们保持谨慎

怀疑，因为资本存量在不同的国家其测算方式是不同的，而且较小的和较

为开放的经济体可以预期有较高的国外资产份额，无论它们处于何种发展

水平———就像中国香港、新加坡和英国的情况那样。

估算的国外资产份额在表９－３中列出。表９－４给出了这些国家和地区

根据被估算的外国资产份额进行的排列。最引人注目的是，尽管有大量的官

方外汇储备，与其他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在这个单子上的排名

很低。中国的外国资产份额在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年间看起来翻了一番，且排名上

升了。截至２００５年，中国的排名高于日本、韩国、泰国、印度和巴西，但

是低于其他工业化国家、地区和马来西亚、中国台湾以及智利。中国的排名

高于日本和其他两个非常大的发展中国家———印度和巴西，这表明中国的外

国资产份额排名应该处于较高的位置，尽管这些经济体中没有一个像中国一

样已经对国外贸易和所有权开放 （Ｌａｒｄｙ，２００６）。另一方面，中国的排名低

于工业化国家表明，持续的增长与相对的开放相结合，将会使其国外资产份

额更高。至少，这些结果并没有加强这个理论，即金融自由化会自动提高私

人资本流入和导致人民币升值。此外，恢复平衡的私人资本流出的激增可能

是一个健康的结果，因为中国人民银行可以通过回购储备和清算 “冻结债

券”冻结私人流入即时抵消这一部分。这将使中国人民银行的资产负债表

恢复到更传统的状况以消除中国投资公司的压力，同时也能稳定国内金融资

本市场。

单边升值的情况

如果人民币自２００４年以来的升值趋势 （如图 ９－２所示）确实是由于

从紧的劳动力市场所致，它便预示了人民币的长期升值趋势。对中国人民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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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９－３　总资产中国外资产份额的估计

国家和地区
国外资产占总资产比重（％）

２０００年 ２００１年 ２００２年 ２００３年 ２００４年 ２００５年

中　　国 １０ ９ ９ １２ １４ １８

中国香港 ５５ ５６ ５５ ５９ ６０ ６４

日　　本 ９ １２ １２ １４ １４ １７

中国台湾 １１ １４ １７ ２１ ２２ ２４

韩　　国 １１ １３ １３ １５ １７ １６

马来西亚 ２２ ２７ ２８ ３８ ３６ ４１

新 加 坡 ４８ ５０ ５１ ５７ ５７ ５８

泰　　国 １８ ２０ １９ １９ １７ １７

印　　度 ６ ９ ９ １１ １２ １１

巴　　西 ５ ６ ８ ８ ７ ５

墨 西 哥 ７ ８ ７ ８ ９ ９

智　　利 ２１ ２３ ２２ ２６ ２５ ２５

澳大利亚 １５ １７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１

美　　国 ２２ １９ １８ ２２ ２５ ３５

欧盟１５国 ３０ ３３ ３０ ３４ ３６ ４７

英　　国 ６３ ６３ ５２ ５４ ５４ ６８

　　注：国外资产占总资产的份额由外国金融资产和实物资产占国内总金融资产和实物资产的份额
来近似。分子是拥有的海外资本存量加上官方外汇储备；分母是官方外汇储备加上国内资本存量，

加上拥有的海外资本存量减去国内资本存量中外国拥有的部分加上 Ｍ２再加上黄金存量。国际资本
所有权由经常账户净要素收入流除以长期债券利率来近似。

资料来源：对于大多数国家，外汇储备、货币供给、黄金存量、经常账户的净要素收入流和长

期债券利率数据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ＩＭＦ）的各种出版物，国际金融统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华盛顿特区。中国台湾的数据来自台湾统计数据手册，２００６。智利的货币供给数据来自智利中央银
行；澳大利亚数据来自澳大利亚储备银行；新加坡数据来自新加坡货币管理局。中国和印度的债券

利率来自 Ｄａｔａｓｔｒｅａｍ，欧盟 １５国、马来西亚和智利的债券利率来自经济学人信息部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Ｕｎｉｔ）。所有的资本存量估计数据都来自 ＧＴＡＰ的全球数据库。

表 ９－４　国外资产占总资产份额的国家和地区排名

２０００年 ２００１年 ２００２年 ２００３年 ２００４年 ２００５年

英国 英国 中国香港 中国香港 中国香港 英国

中国香港 中国香港 英国 新加坡 新加坡 中国香港

新加坡 新加坡 新加坡 英国 英国 新加坡

欧盟１５国 欧盟１５国 欧盟１５国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 欧盟１５国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 欧盟１５国 欧盟１５国 马来西亚

美国 智利 智利 智利 美国 美国

智利 泰国 泰国 美国 智利 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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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９－４

２０００年 ２００１年 ２００２年 ２００３年 ２００４年 ２００５年

泰国 美国 美国 中国台湾 中国台湾 中国台湾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 泰国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

韩国 中国台湾 中国台湾 澳大利亚 韩国 中国

中国台湾 韩国 韩国 韩国 泰国 日本

中国 日本 日本 日本 中国 泰国

日本 中国 印度 中国 日本 韩国

墨西哥 印度 中国 印度 印度 印度

印度 墨西哥 巴西 巴西 墨西哥 墨西哥

巴西 巴西 墨西哥 墨西哥 巴西 巴西

　　资料来源：根据表９－３中的外国资产份额排列。

行来说，允许一个对应的人民币升值就变得简单了。任何使人民币以快于潜

在实际升值率的速度升值的决定都要求更为从紧的货币政策，并且可能使中

国重新回到１９９０年代晚期阻碍增长的通货紧缩的状况。

ＭｃＫｉｎｎｏｎ对东亚美元标准存有偏好，在某个层面，来自美国的要求人

民币升值的双边压力也可以理解。尽管来自中国的投资给美国经济带来了好

处，美国存在巨大的经常账户失衡，这一经常账户失衡部分源于同中国的双

边贸易，美国期望美元贬值可以纠正这一经常账户失衡 （Ｗｏｏ，２００６）。人

民币汇率缺乏弹性不仅使美国政府感到沮丧———从而引发其批评性的辞令

（Ｂｅｒｎａｎｋｅ，２００６）和 “惩罚”中国的立法草案 （Ｃａｌｌａｎ，２００７）———也令

欧洲感到沮丧，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的负担是最大的。①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其他一些亚洲国家拒绝其本国货币相对人民币

升值可能是由先前所提到的 “货币重商主义”所驱动，我们相信人民币相

对美元升值的缓慢却是内在驱动的。症结在于对金融 （包括汇率）波动的

恐惧，这一点可由金融危机期间人民币坚持盯住美元汇率制度所证实。如果

中国政府不同意比潜在实际汇率升值速度更快的升值，它既可以实施一个相

当紧的货币政策，从而导致进一步的通胀紧缩，也可以通过回到扭曲的贸易

来加速潜在的实际汇率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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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 ＲＧＥＭｏｎｉｔｏｒ（２００７ａ）。来自欧洲的辞令也表明了这一观点，如欧盟国际贸易委员会委

员 ＰａｓｃａｌＬａｍｙ在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２３日所做的讲话。



通过货币紧缩升值

在潜在实际汇率没有任何上升的情况下，中国人民银行可以很简单地宣

布一个较高的美元对人民币的比值。这是由 Ｔｕｎｇ和 Ｂａｋｅｒ（２００４）所提倡

的选项，他们建议人民币的一次性升值幅度为 １５％，并声称由于其他方面

的通货膨胀压力，结果出现通货紧缩的风险微乎其微。在不存在潜在实际汇

率升值的情况下，这一论点是缺乏根据的。

对更强势人民币的捍卫需要收紧国内货币供应 （或者减慢其增速），大

幅提升国内短期利率和提高其他融资障碍。如果升值幅度足够大，结果可能

会使中国回到 １９９０年代晚期的通货紧缩状况，而这会损害到可贸易品部门

的就业。消费和储蓄将会下降，从而收入也会下降 （或者增长减缓）。现代

部门较慢的就业增长会降低资本回报，再加上更高的融资成本，会导致投资

萎缩 （或者降低投资增长），而储蓄相对规模萎缩则会极大影响中国的外部

失衡。所以，对于外部平衡而言，有两种情况需要被考虑。

第一种情况，如果中国的家庭是乐观的，预期紧缩是暂时的并且无限制

的经济增长会得到恢复。面对减少了的当期收入，他们会通过减少当期储蓄

来平滑消费。然而，即使存在这样的储蓄率下降，由 Ｔｙｅｒｓ和 Ｚｈａｎｇ（２０１０）

所展示的模拟显示，较低的就业增长对资本回报的影响同样会引起投资减

少。然而，储蓄下降的值就规模来看是较大的，从而净效应会减少中国的经

常账户盈余。因此将会发生人民币相对于美元的实际升值和北美经常账户赤

字轻微的减少。其次，北美具有政治敏感性的产业就业也会有轻微的增加，

尽管这是以美元相对人民币的实际汇率贬值导致服务业部门就业收缩为代价

的。中国和北美都会遭受 ＧＤＰ总量和人均收入的损失。然而，中国的损失

更为惨重———几乎相当于一年的经济增长。

第二种情况，中国的家庭是悲观的，并且认为紧缩是持久性的。为了应

对货币紧缩和收入减少，他们的行为会像 １９９０年代的日本那样———向前平

滑消费和提高储蓄率。① 这将加剧中国经济活动和收入的萎缩。此外，由于

储蓄没有下降但投资下降了，中国的经常账户盈余上升了。增加的资本流出

引起实际汇率贬值，这表明，为了达到特定的名义汇率升值目标，这种情况

下的货币紧缩会造成比以往更大的通货紧缩。在国际上，这一冲击会降低全

７５１

第九章　实际汇率和人民币

① Ｉｔｏ（２００１：第１１章，３２９～３３３页）指出，在 “广场协议”以后，日元相对美元显著升值，

与此同时，日本的经常账户盈余上升，即使实际投资也上升了。



球利率和增加北美经常账户赤字。尽管北美的贸易条件和实际收入会有些许

改善和增加，经常账户失衡的加剧和相关产业就业的下降会进一步使美国在

政治上感到沮丧。可见，通过货币紧缩政策来使人民币升值是得不到什么

的，除此之外，很难得到其他结论。

贸易征税

另外一个实现单边升值的 “不健康”方式是通过贸易扭曲。我们可以

不考虑提高进口关税，因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条件在应用关税和约束

关税之间提供了非常小的空间。然而，出口限制是可能的———像日本在

１９８０年代面对来自美国的相似压力的情况下所采用的那样。这些不是直接

的贸易保护主义，从而不会引起来自国外重商主义者的反对。至少在原则

上，像进口关税，它们被期望可以将国内需求从国外转向本国产品，并因此

使实际汇率升值，也允许中央银行提高名义汇率。缺点是它们同时相当于对

经济中最快速扩张的部门征税，因此牺牲了城市就业增长和收入增长。

相应的，Ｔｙｅｒｓ和 Ｚｈａｎｇ（２０１０）模拟了 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间仅对工业出口

品征收１５％关税的短期影响。如前文所述，他们同时考虑了存在乐观家庭

和悲观家庭的情况。奇怪的是，在两种情况下，中国都经历了相对于北美的

稳健的实际汇率贬值。这是因为，即使在储蓄率暂时下降的乐观情况下，中

国的经常账户盈余也上升了。这违背了预期理论，因为其强调了最终需求的

替代。真实的理论是关于中间品需求的。中国的出口制造业部门很大程度上

依赖于进口零部件———主要来自亚洲贸易伙伴。① 当出口关税使出口制造业

部门收缩的时候，进口部门也相应地萎缩了。总出口实际上以更小的比例萎

缩，这是因为非进口投入密集的农业和服务业的出口有抵消性的扩张。净效

应是中国贸易盈余的扩张。

在北美，经常账户赤字上升，与之前一样，真实 ＧＤＰ和真实人均收入

只有微小的变化。然而，重要的是，中国的出口限制确实增加了北美的工业

就业———再一次的，是以服务业就业减少为代价———尽管北美经历了本来应

该有利于服务业部门的相对中国的实际汇率升值。在每一种情况下，至少在

短期，出口限制不会使人民币升值变得更容易，事实可能恰恰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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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一些重要的实证文献是围绕着中国作为其他亚洲国家所生产的零部件的组装者这一角色发

展起来的。中国同美国的双边贸易盈余的部分原因在于亚洲区域内的贸易减少了亚洲其他

经济体同美国的双边贸易盈余，却扩大了中国的盈余。可以参见 Ａｔｈｕｋｏｒａｌａ（２００５，２００７）。



结　　论

相对于美国，中国可贸易部门生产率增长快于非可贸易部门，实际工资

上涨更快，同时有相对的服务业价格上涨。这样一来，１９９０～２００４年间中

国实际汇率的平稳发展轨迹就违背了 ＢＳＨ，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将 ＢＳＨ一

般化，需要一并考虑可贸易品一价定律的失效、开放的金融资本市场和更为

复杂的劳动力市场特征。这为抵消 ＢＳＨ效应的贬值推动力开了一条通道，

包括与超额储蓄相关联的资产负债表上的净资本流出。对 １９９７～２００４年间

实际汇率平稳发展路径的分解显示，ＢＳＨ的贬值推动力主要由超额储蓄和

相关的资产账户上的净流出扩张抵消掉了，同时还有来自加入 ＷＴＯ的贸易

改革的显著贡献。中国的实际汇率在 ２０００年代中期开始升值，其时国内储

蓄率趋于稳定，贸易改革也结束了。对这一时期相对产品价格和实际工资变

化趋势的考察表明实际汇率升值不是源于 ＢＳＨ支配力的恢复，相反，似乎

是源于与农业贸易条件改善相关联的农村劳动力市场的收紧，以及不断放慢

的总劳动力供给。

以往的研究将大量注意力投向了过去 １０年间的人民币 “低估”，但我

们认为将此归咎于中国的货币政策———狭义地定义为外汇目标和外汇储备积

累———是不正确的。关键的约束是资本管制和结构性决定的高储蓄。其中资

本管制是出于在商业银行部门相对不成熟的情况下对金融 （和汇率）稳定

性的担忧。这些约束最终将会被放松，但是当它们仍然存在的时候，储备就

会积累，并且汇率调整不会解决经常账户失衡问题。人民币升值唯一 “健

康”的方式将会是跟随潜在实际汇率的变化路径。我们表明，违背这一原

理，通过货币紧缩政策来实施单边升值对中国来说将会是成本巨大的———并

且很可能会通过收紧资本市场和逆向改变贸易条件损害到其他国家。此外，

如果中国的家庭对冲击作出了悲观反应，经常账户盈余就会扩大，这与那些

叫嚣着通过升值解决全球不平衡的人所要达到的效果恰恰相反。另外一种方

法概念上可行但是并不更健康的单边升值方式是通过对制造业出口品征税。

如前文所表明的那样，中国的出口制造业部门极度依赖于进口零部件，这种

征税事实上是通过削减制造业出口中一定比例的零部件进口，同时扩大其他

较少依赖进口的产品的出口，从而增加贸易盈余。这会在牺牲可观的经济增

长的同时增加中国的经常账户盈余。总体而言同样会损害到北美经济。

在最近一段时期，面对明显的由劳动力市场驱动的潜在实际汇率升值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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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中国人民银行通过允许人民币单边名义汇率升值来减轻国内通货膨胀的

压力是合理的。在升值趋势没有快到足以使中国的贸易伙伴实现政治均衡这

一程度上，国际压力最好集中于推动金融改革，包括更好地实施国有企业改

革和建立一体化的退休和医疗保险体系。从长期来看，人民币实际汇率是否

会持续上升将会依赖于包括可贸易品生产率增长、减少的储蓄和劳动力供给

下降在内的升值推动力，以及包括服务业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长在内的贬值推

动力的相对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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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中国和东亚贸易：
脱钩谬误、危机和政策挑战

ＰｒｅｍａｃｈａｎｄｒａＡｔｈｕｋｏｒａｌａ　ＡｒｃｈａｎｕｎＫｏｈｐａｉｂｏｏｎ

在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前 １０年， “脱钩”理论———这一观念认为东

亚地区已经成为一个自足的经济体，有可能维持一种独立于传统工业化市场

经济体发展模式的自身的经济增长状态———在亚洲政策圈一直是一个很流行

的话题。① 这一理论的实证基础来自基于现有贸易数据所做的贸易模式的研

究。研究表明，自 １９８０年代末以来，东亚地区的国家间贸易 （区域内贸

易）连续增长———作为世界出口发动机的中国为这一过程提供了新的推动

力。在国际生产链断裂和相关的网络贸易以东亚为重心快速扩张的背景下，

一些研究对这一推断提出了质疑 （Ｒｏａｃｈ，２００９：第一章；Ｂｅｒｇｓｔｅｎ等，

２００６；Ａｔｈｕｋｏｒａｌａ，２００５；Ｇａｒｎａｕｔ，２００３）。然而，脱钩理论继续主导着政

策，大概是因为它很好地适用于了当今东亚的增长繁荣。

全球金融危机已经显示出脱钩理论的脆弱性，因为主要的亚洲国家，包

括中国，都经历了急剧的贸易萎缩。因此，发生在东亚的政策辩论已经发生

了一个 “Ｕ”形转弯，从满足于脱钩理论转向对东亚经济增长重新回到平衡

的要求，其看法是降低东亚经济增长对变化无常的全球商业周期的敏感性

（ＡＤＢ，２０１０；ＩＭＦ，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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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 Ｕｒａｔａ（２００６）、Ｙｏｓｈｉｔｏｍｉ（２００７）以及 Ｐａｒｋ和 Ｓｈｉｎ（２００９）以及所引用文献。所有这

些作者都关注 “贸易脱钩”，他们不认为在发达国家的增长放缓的情况下，中国和印度这

样庞大的亚洲经济体，仍然可以通过其国内消费的扩张继续其强劲经济增长。本章仅关注

对 “贸易脱钩”的争论。



脱钩理论是如何出错了呢？难道是因为该理论未能体现全球生产共享这

一现实，支撑脱钩理论的贸易一体化理论难道仅仅是简单的统计游戏？东亚

经济体在后全球金融危机时代所面临的政策挑战是什么？明确偏离危机前那

种支持外向型发展策略的政策的新一体化政策反应是否存在空间？本章的目

的是对这些问题进行考察，同时，以危机前贸易模式的系统分析为背景，通

过对中国和其他亚洲经济体在危机之后的出口状况的比较分析，将这些问题

联系起来。

脱钩理论是以传统的横向专业化概念为基础的，据此，国际贸易只是那

些从开始到完成都是在一个国家内生产的商品之间的交换。它忽略了对全球

生产共享①———生产过程被分解为相互分离的阶段，每一个国家在生产序列

的特定阶段进行专业化生产——— 的连续过程的贸易流分析的含义，同时也

忽略了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在完整的全球生产网络中所扮演的日益重要的角

色。在基于生产共享的贸易快速增长的背景下，出于三个方面的原因，基于

横向专业化的贸易流分析可能会在本质和程度上导致对国家间贸易一体化的

错误分析。

第一，在全球生产共享的情况下，贸易数据是重复计算的，因为中间

品在具体化为最终产品之前会经过许多国际边界。因此，记录的贸易总量

可能是最终品价值的许多倍。第二，更重要的是，即使控制了贸易量的重

复计算，使用报告数据计算的贸易份额也可能导致对于 “地区”和世界其

他地区对于一个给定国家的经济增长动态的相对重要性的错误推断。这是

因为，“分割贸易”和相关最终品贸易 （“最终贸易”）是不可能遵循相同

模式的。第三，在网络相关的贸易迅速增长的状况下，通过加总进口和出

口估计出来的区域内贸易比率可能掩盖了进口和出口区域贸易的显著的非

对称性。

在上述情况下，要想对贸易模式进行有意义的分析，就需要在报告的贸

易数据中对产品零部件 （以下称 “组件”）和最终 （组装的）产品进行系

统分离。我们通过对贸易数据进行仔细分解做了这样的分析，其中贸易数据

的分解是基于从联合国贸易数据报告系统获取的国际贸易分类标准第三次修

订版 （ＳＩＴＣ，Ｒｅｖ３）②。

６６１

中国：未来二十年的改革与发展

①

②

在最近的文献中，许多替代性的说法被用于描述这一现象。包括 “国际生产分割”，“纵向

一体化”，“价值链分割”和 “外包”。

分解步骤和分析中使用的零部件列表的细节请参见 Ａｔｈｕｋｏｒａｌａ（２００９ｃ）。



出于本章的研究目的，东亚被定义为包括日本和其他东亚发展中国家

和地区，这覆盖了北亚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体 （ＮＩＥｓ） （韩国、中国台湾和

香港）、中国以及东南亚国家联盟 （ＡＳＥＡＮ）的成员。在东南亚国家联盟

国家中，缅甸由于缺乏数据没有被包括在内，文莱、柬埔寨和老挝由于其

数据缺口而被作为剩余组。东亚的经历是在更宽泛的全球背景下被考察的，

我们特别集中考察北美自由贸易区协定 （ＮＡＦＴＡ）成员国和欧盟的比较经

验。

本章第一节考察全球背景下的东亚贸易模式，注意力放在生产共享和

基于网络的贸易的本质及发展程度，东亚在这一国际交换新形式中的角色

及其对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作用。接下来的一节，我们使

用最新的可得数据考察全球金融危机对东亚经济体的出口绩效的影响。再

下一节论述后危机时代的政策挑战，注意力放在不断涌现的关于再平衡

（或者再成形）发展策略的争论。最后一节概述主要的发现并得出一些一般

性的推断。

危机前贸易模式

快速的出口增长是东亚在全球经济中崛起的显著特点。东亚国家在世界

非石油出口品中的总份额从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至 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间增加了 ３

倍———从１１％增长为３３％。① 该地区的出口增量占了这一时期全球出口增

量的４０％还多。在２０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主导了这一地区的贸易，其贸

易额占该地区进出口总量的比重将近 ６０％。在过去的 ２０年间，这一景象大

大改变了，日本在全球贸易中的位置相对下降，而东亚发展中国家的份额快

速上升。２００５年以来，这些亚洲发展中国家占区域贸易的份额超过了 ８０％。

这一结构转变背后的主导因素是中国份额的上升②，但是这一地区的其他国

家和地区 （如中国台湾、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泰国和最近

的越南）也都提高了其全球市场份额。

东亚地区快速的出口增长是由这一地区出口结构 （从初级产品转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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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除非另外说明，本章贸易数量都以当期美元计。跨期对比计算是为了计算关系到所研究时

期之间的平均值，从而减轻年与年之间贸易流波动的影响。所有的报告数据，除非另有说

明，均整理自联合国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数据库。

有关中国作为主要贸易国的崛起和其崛起对这一地区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影响的细节，参见

Ａｔｈｕｋｏｒａｌａ（２００９ａ，２００９ｂ）。



造业产品）的显著提升所支撑的。截至 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制造业出口比例占

亚洲总出口的９２％———高于４年前的 ７８％。在制造业内部，机械和运输设

备 （ＳＩＴＣ７），特别是信息和通信技术 （ＩＣＴ）产品和电子产品———在这一

结构升级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亚洲在世界机械和运输设备出口中的份额从

１９９４～２００５年的１４５％上升到了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的４２４％，其中，亚洲的发

展中国家在这一增加份额中的占比超过 ４／５。截至 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超过

５８％的 ＩＣＴ出口来自亚洲，其中，中国就占到了 ２３％ （表 １０－１）。在电子

产品中，中国的全球市场份额在这两个时间段间从 ３１％上升到了 ２０６％。

这一切都是由持续的全球生产共享进程和东亚国家进一步融入全球生产网络

所驱动的。

表 １０－１　制造业出口品构成 （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

单位：％

商　品　组 ＥＡ 日本 ＤＥＡ 中国 ＴＷ＋ＫＡＳＥＡＮＮＡＦＴＡ ＥＵ１５ 全球

化工产品（ＳＩＴＣ５） ０１ ０１ ０１ ０１ ０１ ００ ０２ ０２ ０２

资源型产品（ＳＩＴＣ６－ＳＩＴＣ６８） １２ １８ ０９ １０ １０ ０７ ２１ ２８ ２０

机械和运输设备（ＳＩＴＣ７） ８９７ ８７５ ９０３ ９１６ ８４０ ９４７ ８６０ ８７９ ８８１

发电设备（ＳＩＴＣ７１） １８ ３８ １１ １１ １１ １２ ９０ ６６ ４９

专门工业机械（ＳＩＴＣ７２） ２１ ３５ １７ １８ １１ ２３ ２６ ３５ ２７

金属加工机床（ＳＩＴＣ７３） ０３ ０６ ０２ ０２ ０３ ０１ ０４ ０７ ０５

一般工业机械（ＳＩＴＣ７４） １３ １７ １２ １４ ０９ １２ ２４ ３５ ２３

信息和通信技术产品（ＩＣＴ） ６０５ ３３２ ６８９ ６９２ ５９７ ７８３ ２７６ ２２９ ４１１

办公／自动资料处理机器（ＳＩＴＣ７５） １９６ ８２ ２３１ ２９０ ８７ ２７０ ７２ ７６ １２４

通信和录音设备（ＳＩＴＣ７６） １８７ ９０ ２１７ ２８３ １６１ １４９ ９６ ７９ １３１

半导体和半导体设备（ＳＩＴＣ７７２＋７７６） ２２２ １６０ ２４２ １１８ ３４９ ３６４ １０８ ７５ １５７

电器产品（ＳＩＴＣ７７－７７２－７７６） ９７ ８１ １０２ １４２ ６１ ６４ ８２ ８５ ９３

道路车辆（ＳＩＴＣ７８） １２７ ３５０ ５９ ３２ １２６ ４４ ２６５ ３６４ ２３０

其他运输设备（ＳＩＴＣ７９） １３ １６ １２ ０７ ２３ ０９ ９３ ５７ ４４

杂项制造业产品（ＳＩＴＣ８） ９１ １０６ ８７ ７３ １４９ ４６ １１８ ９１ ９８

专业和科学设备（ＳＩＴＣ８７） ５５ ５８ ５４ ４０ １１０ ２６ ８２ ５９ ６３

摄影器材（ＳＩＴＣ８８） ２３ ３６ １９ ２４ １２ １３ １３ １８ ２１

总制造业出口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美元：１０亿 １８２６ ４２８ １３９８ ６５６ ３５９ ３４８ ７３９ １３６６ ４５１７

　　注：括号中为标准国际贸易分类 （ＳＩＴＣ）代码。ＥＡ＝东亚；ＤＥＡ＝发展中东亚；ＴＷ＋Ｋ＝中国
台湾和韩国；ＡＳＥＡＮ６＝６个主要东盟国家；ＥＵ１５＝欧盟 １５个成员国；ＮＡＦＴＡ＝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国 （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

资料来源：整理自联合国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数据库，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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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全球生产共享强度指标是产品零部件在总制造业贸易中的份

额。① 考虑全球生产共享的快速增长，产品组件在制造业贸易中的份额在这

一地区所有主要国家都急剧上升了 （表１０－２）。在 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间，相比

较全球平均２７１％的水平 （进口的２７３％），东亚产品组件的份额占到了制

造业出口额的３４１％ （制造业进口额的４２１％）。产品组件所占比例在东盟

国家中格外高。产品组件在出口和进口中的份额在这些国家之间有显著的相

似性，反映了这一地区国家在产品组装上重叠的专业化模式。

表 １０－２　制造业贸易中的产品组件份额

单位：％

地　　区
出　口 进　口

１９９２～１９９３ ２００６～２００７ １９９２～１９９３ ２００６～２００７

东　亚 ２０２ ３４１ ２７２ ４２１

日　本 ２３９ ３４４ １９３ ２９９

发展中东亚 １７３ ３４０ ２９０ ４４２

中国大陆（ＰＲＣ） ７４ ２５６ ２０４ ４４０

中国香港 １５８ ３３３ ２４１ ４８５

中国台湾 ２４７ ４４２ ２９５ ３８９

韩　国 １８１ ４７３ ３０１ ３１９

东盟（ＡＳＥＡＮ） ２２７ ４４２ ３６０ ４７９

印度尼西亚 ３８ ２１５ ２７０ ２１８

马来西亚 ２７７ ５３６ ４０５ ５００

菲律宾 ３２９ ７１７ ３２６ ６１３

新加坡 ２９０ ４９３ ３９９ ６０４

泰　国 １４１ ２９９ ３０６ ３６１

越　南 ｎａ １１０ ｎａ １９１

南　亚 ２３ ８２ １６６ ２３８

印　度 ３０ １０４ １７５ ２２９

北美自由贸易区（ＮＡＦＴＡ） ２８４ ３１２ ３７４ ２８８

墨西哥 ４２１ ３４６ ２９４ ３６１

欧盟１５国（ＥＵ１５） １８３ ２２４ ２１２ ２３２

工业化国家 ２０４ ２５２ ２２６ ２３４

发展中国家 １４６ ２９２ １１９ ３３６

全　球 １９３ ２７１ １９６ ２７３

　　注：ｎａ数据不可得。
资料来源：整理自联合国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数据库，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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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此后，简洁起见，我们使用术语 “组件”来代替 “零部件”。



东亚贸易中组件密集度 （产品零部件的百分比份额）的迅速上升是与

区域生产网络内的跨界产品组件贸易密切相连的。正如在表１０－３中所能看

到的那样，产品组件贸易占东亚区域内贸易的份额远超过这些国家占世界贸

易的份额，以及占同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国家所进行贸易的份额。此

外，产品组件占区域内进口贸易的份额远大于占出口贸易的份额———并且以

更快的速度在增长。这反映出这一地区更多地依赖世界其他地方作为最终产

品的市场而不是产品组件市场这一事实。在东亚内部，东盟国家在产品组件

占区域内贸易流的高份额方面格外突出 （在 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超过了 ６０％）。

根据国家水平的数据，产品组件占制造品出口和进口的份额在新加坡、马拉

西亚和菲律宾超过４／５，在泰国超过 ２／３。韩国和中国台湾与该地区其他国

家也有可观的产品组件贸易。在 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间，产品组件贸易分别占到

了中国从其他亚洲发展中国家和东盟国家进口的 ５９２％和 ７４％，占到了总

进口的４４％。

表 １０－３　双边贸易流中的产品组件份额 （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

单位：％

报告国 ＥＡ 日本 ＤＥＡ 中国大陆 ＡＳＥＡＮ６ ＮＡＦＴＡ ＥＵ１５ 全球

（ａ）出口
东亚 ４７６ ３２９ ５０１ ５１６ ５４５ ２５１ ２４１ ３４１
日本 ４２０ ００ ４２０ ４１５ ４７９ ３１５ ３０４ ３４４
发展中东亚 ４８１ ３３４ ５３９ ００ ６５２ ２２７ ２１６ ３４０
中国大陆（ＰＲＣ） ３６２ ２５２ ４０６ ００ ４９１ １７１ １６３ ２５６
韩国 ６１９ ５１５ ６３５ ５７３ ６３７ ３６６ ２６８ ４４２
中国台湾 ５１５ ５９０ ５０５ ３９５ ６１２ ３５０ ３７６ ４４２
东盟６国（ＡＳＥＡＮ６） ５８２ ３９９ ６１４ ６４０ ５６０ ３２１ ３３９ ４４２
ＮＡＦＴＡ ４６７ ３６５ ４９８ ３４８ ６７９ ２８８ ３０６ ３１２
ＥＵ１５ ３１４ １８７ ３４８ ３０４ ４６５ ２２１ ２２０ ２２４
（ｂ）进口
东亚 ５１７ ４８８ ５２８ ３４８ ６８３ ５４７ ３３１ ４２１
日本 ３４２ ００ ３４２ ２３１ ４４９ ４１０ １８９ ２９９
发展中东亚 ５５５ ４７７ ５９５ ００ ７４３ ４０３ ３１７ ４４２
中国大陆（ＰＲＣ） ５５２ ４７５ ５９２ ００ ７４０ ４０１ ３１６ ４４０
韩国 ３３０ ２６６ ３８１ ２６１ ５５７ ３８９ ２２９ ３１９
中国台湾 ４６７ ３３８ ５８３ ４４１ ６８８ ４０２ ２８０ ３８９
东盟６国（ＡＳＥＡＮ６） ５０３ ４７２ ５１４ ４０１ ５５９ ６７５ ４１７ ４７９
ＮＡＦＴＡ ２９４ ３９３ ２６０ １７７ ４０５ ３６３ ２５１ ２８８
ＥＵ１５ ２５０ ３３６ ２２８ １４９ ３７９ ３４１ ２２１ ２３４

　　注：ＥＡ＝东亚；ＤＥＡ＝发展中东亚；ＡＳＥＡＮ６＝６个主要东盟国家；ＥＵ１５＝欧盟 １５个成员国；
ＮＡＦＴＡ＝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国 （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

资料来源：整理自联合国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数据库，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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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贸易中的中国

制造业产品主导了中国—东亚贸易流，占进出口总额的近 ９０％ （表

１０－４）。在中国进口自其他东亚国家的制造品总量中，产品组件所占的份额

表 １０－４　中国同东亚其他地区的贸易

单位：％

出　　口 进　　口

Ａ：商品进口 １９９４～１９９５年 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 １９９４～１９９５年 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

Ａ１：总贸易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初级产品 １６２ １０４ ２３５ １３５
　 制造业品 ８３４ ８９２ ７６１ ８６３
　 机械和运输设备（ＳＩＴＣ７） ２０８ ４６６ ２６４ ４９７
　 电气和电子产品（７５＋７６＋７７） １６７ ４０６ １５０ ４３０
　 杂项制造业产品（ＳＩＴＣ８） ４３３ ２５５ ７７ １２５
　 服饰（８４） １８５ １０３ １３ ０４
Ａ２：零部件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机械和运输设备（ＳＩＴＣ７） ９０２ ９５５ ９２１ ９５１
　 电气和电子产品（７５＋７６＋７７） ８１０ ８７７ ７４６ ８５７
　 运输设备（７８） ３７ ２３ ０７ １８
　 其他 ９８ ４５ ３８ ３３
Ｂ：制造业贸易中的零部件份额
总制造业 　７５ ２５６ １７９ ４４４
机械和运输设备（ＳＩＴＣ７） ６８ ２４４ ４６１ ７３３
电气和电子产品（７５＋７６＋７７） ３０３ ４９３ ７３１ ８２５
运输设备 ２５４ ５０１ １６３ ７９０
其他 １４ ４０ １８０ １４４
Ｃ：与东亚贸易占中国全球总贸易的份额
Ｃ１：总贸易 ５５８ ３３７ ２１３ ２８４
　 初级产品 ７４６ ５９２ ２７９ １５５
　 制造业品 ５３３ ３２２ １９９ ３２７
　 机械和运输设备（ＳＩＴＣ７） ５３７ ３３１ １３４ ３２０
　 电气和电子产品（７５＋７６＋７７） ６０４ ３４６ ５３０ ５２０
　 杂项制造业产品（ＳＩＴＣ８） ５０１ ２９１ ２７２ ３６０
　 服饰（８４） ５９１ ３８１ ４５１ ５２９
Ｃ２：零部件 ６０１ ４４７ ２２４ ３８７
　 机械和运输设备（ＳＩＴＣ７） ５９８ ４４６ ２１７ ３８６
　 电气和电子产品（７５＋７６＋７７） ６１２ ４６０ ６８９ ５６２
　 杂项制造业品（ＳＩＴＣ８） ４４２ ２３２ ５６ ２１７
　 服饰（８４） ６２２ ４５７ ３０３ ４０７

　　注：东亚 ＝发展中东亚和日本。
资料来源：整理自联合国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数据库，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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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１９９４～１９９５年间的 １８％上升到了 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间的超过 ４４％。在制造

业内部，机械和运输设备的产品组件在进口上所占的份额更高，在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年达到将近３／４。产品组件在制造业出口中所占的份额在这些年间也有

所上升，但是远低于它们占进口的份额。有趣的是，尽管在我们所研究的时

期里，中国作为其他东亚国家市场的重要性上升了 （见下文），这一地区对中

国出口扩张而言的重要性反而显著降低了，它只吸收了中国 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间

总商品出口的３３７％———低于１９９４～１９９５年的５５８％。东亚在中国进口总量

中的份额从１９９４～１９９５年间的２１３％微幅上升至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间的２８４％。

表１０－５概要描述了中国与其他东亚经济体间在个体国家和地区水平的

贸易数据。面板 Ａ给出了中国来自这一地区的制造业进口的地理概况。面

板Ｂ给出了有关中国作为东亚经济体出口目的地相对重要性的数据。中国制

造业将近６０％的进口来自东亚地区。这些进口中的一大部分来自日本、韩国

和中国台湾。从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进口的比例尽管在迅速增加，但仍然很

小。２００７年，中国的进口只占东亚国家制造业出口总量的 ２１２％。在个体国

家和地区水平，中国的进口分别占中国台湾和韩国出口的３２６％和２７２％。

表 １０－５　东亚—中国制造业贸易

单位：％

地　　区
Ａ：中国制造业进口的地理概况 Ｂ：按国家地区区分的对中国出口占总出口比例

１９９４～１９９５年 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 １９９４～１９９５年 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

东　　亚 ５８２ ５８６ ７６ ２１２

日　　本 ２０９ １６４ ５５ １７３

发展中东亚 ３７１ ４２２ ８２ ２１６

中国香港 １７３ ２０ ２９６ １９５

韩　　国 ４３ １３４ ５８ ２７２

中国台湾 １０７ １４０ １０３ ３２６

ＡＳＥＡＮ ３７ １３８ ２５ １３７

印度尼西亚 １０ １１ ３３ ８４

马来西亚 １１ ３４ ３２ １３５

菲 律 宾 ０２ ２１ １５ ２１３

新 加 坡 ０８ ２３ １８ １２２

泰　　国 ０７ ２３ １８ １１２

越　　南 ０１ ０１ ２５ ４１

其他国家 ４１８ ４１４ １５ ３７

全　　球 １００ １００ ２７ ６７

　　资料来源：整理自联合国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数据库，纽约；经济计划和发展委员会，贸易数据，ＣＤＲＯＭ，
中国台北 （台湾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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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同时也是菲律宾最重要的出口地之一，吸收了菲律宾超过 １／５的出口。

对所有其他东盟国家而言，这一份额要小得多———８％ ～１３５％不等。很显

然，加总数据掩盖了东亚国家同中国贸易联系中的一些显著差异，中国的区

域贸易主要集中在同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之间的贸易。

区域内贸易模式

前一节揭示了正在出现的东亚贸易模式同全球贸易模式相比所具有的三

个重要特征：第一，产品零部件贸易在东亚贸易扩张中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

色。第二，相比同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产品零部件贸易在区域贸易中所占

的份额更大。第三，中国快速的贸易扩张反映了中国在全球生产网络中作为

产品组装中心的角色；中国同东亚其他国家间的贸易联系是由用于组装最终

产品的零部件所主导的，这些最终产品主要以世界其他地区为销售市场。给

定这三个特点，传统的贸易流分析必然会导致对东亚区域内贸易———与全球

贸易相比———对东亚经济增长的相对重要性的误导性描述。

为了阐明这一点，需分别估算总制造业品、零部件和最终产品 （总制

造业品减去零部件）的区域内贸易份额 （表 １０－６）。该表覆盖了东亚和

其三个子区域的贸易，这一贸易关系到当代亚洲对区域一体化的政策争

论。出于比较的目的，我们提供了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欧盟的数据。在提供

总贸易 （进口加上出口）数据的同时也分别提供了出口和进口数据，以

便阐明源于东亚不断融入分割的全球交换的贸易模式可能存在的非对称

性。①

由未调整的 （标准的）贸易数据所描绘的贸易模式验证了脱钩理论背

后的看法———亚洲特别是东亚，已经通过商品贸易进一步一体化了。在

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间，区域内贸易占到了总制造业贸易的 ５５１％———高于

１９８６～１９９７年间的 ３５８％。东亚的区域内贸易水平高于同一时期北美自

由贸易区的区域内贸易水平，并且在快速接近欧盟 １５国的水平。对发展

中的东亚 （除日本以外的亚洲）和 ＡＳＥＡＮ＋３而言，这些比值要比整个区

域低，但是它们在以更快的速度增长。东盟的区域内贸易份额远低于其他

两个子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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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将产品零部件从总贸易 （报告的）中区分出来所需要的非加总数据只有 １９９２年以后的

（Ａｔｈｕｋｏｒａｌａ，２００９ｂ）。



表 １０－６　制造业贸易中的区域内贸易份额：总贸易、零部件和最终品
　　　　 贸易 （１９９２～１９９３年和 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

单位：％

东亚 发展中东亚 ＡＳＥＡＮ＋３ ＡＳＥＡＮ ＮＡＦＴＡ ＥＵ１５

总贸易

出口

１９８６～１９９７年 ２８４ ２５１ １７３ １７４ ４９１ ６５５

１９９２～１９９３年 ４７２ ３８２ １５３ ２０７ ４４４ ６１２

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 ４３９ ３３４ ２１９ １８４ ４８１ ５６９

进口

１９８６～１９９７年 ４８６ ２２９ ３４４ １１０ ２９９ ６９７

１９９２～１９９３年 ５８２ ３４９ ４３ １５５ ３６３ ６４１

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 ６４４ ４６７ ４９３ ２０８ ３２０ ５７９

贸易 （出口 ＋进口）

１９８６～１９９７年 ３５８ ２４ ２２９ １３５ ３７１ ６７５

１９９２～１９９３年 ５３２ ３６５ ２７０ １７８ ３９９ ６２６

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 ５５１ ４００ ３０４ ２０１ ３８４ ５７４

零部件

出口

１９９２～１９９３年 ５０２ ４２６ ３３７ ３０３ ４３５ ６２３

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 ６１１ ５３９ ３５３ ２５４ ４６９ ５５９

进口

１９９２～１９９３年 ６５９ ３５３ ３９６ ２０２ ３９５ ５８０

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 ６６９ ５０９ ４７８ ２２９ ３９９ ５５２

贸易

１９９２～１９９３年 ５７０ ３８７ ３５４ ２４２ ４１４ ６０１

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 ６２９ ５２１ ４０２ ２３１ ４３２ ５５５

最终品

出口

１９９２～１９９３年 ４６０ ３６８ １１４ １６１ ４４７ ６０９

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 ３６９ ２８３ １７０ １５９ ４８７ ５７０

进口

１９９２～１９９３年 ５５４ ３４７ ４３４ １２９ ３５３ ６５６

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 ６３０ ４２８ ５０２ ２０６ ３０２ ５８５

贸易

１９９２～１９９３年 ５０３ ３５７ ２５４ １４３ ３９４ ６３２

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 ４６４ ３４０ ２９１ １８０ ３７３ ５７７

　　注：１ＡＳＥＡＮ＋３即 ＡＳＥＡＮ＋日本 ＋韩国 ＋中国。
２最终品：总贸易 －零部件。
３区域内贸易份额在计算中排除了中国大陆和香港之间的双边贸易流。
资料来源：整理自联合国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数据库，纽约；经济计划和发展委员会，贸易数据，ＣＤＲＯＭ，

中国台北 （台湾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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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剔除掉产品组件贸易之后，这一情况就大大改变了：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年间，东亚区域内贸易在最终品贸易上的份额为 ４６４％———低于

１９９２～１９９３年间的５０３％。对东亚而言，基于未调整的数据和最终产品数

据的估计存在极大的不同，特别是对于发展中东亚和东盟。基于最终产品贸

易估计得出的两期间贸易水平和这一期间区域内贸易份额的变化都显著更

低。有趣的是，对于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欧盟，我们并没有观察到这一差异。

分别对进口和出口计算的区域内贸易份额清楚地表明了基于总贸易

（进口加出口）数据推断区域贸易一体化的风险。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的程

度存在显著的非对称性。不同于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在东亚，区域内贸

易比例 （同时包括使用未调整数据和最终品贸易数据所做的测算）随时间

的增长主要源于区域内进口的快速增长；区域内出口贸易的扩张一直较慢。

对出口拉动的增长而言，东亚 （和次级国家集团）对区域外市场 （特别是

ＮＡＦＴＡ和欧盟）的依赖远比在争论区域经济一体化时所普遍使用的标准区

域内贸易比所显示出来的要高。例如，在 ２００７年，东亚总制造业出口只有

４３９％是被区域内吸收的，相比较而言，在总制造业进口上，区域内贸易占

到了６４４％。对于发展中东亚，其对应的情况分别为 ３３４％和 ４６７％。这

一非对称性可以在东亚地区所有的次级区域中清楚地看到。当剔除掉零部件

之后，区域内贸易占进口份额和占出口份额间的非对称性更显著。在区域生

产网络区域内贸易存在严重的 “零部件偏倚”和产品零部件的多次跨界条

件下，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在出口方面，最终产品贸易的区域内贸易份额

从１９９２～１９９３年的 ４６％持续下降到了 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的 ３６９％，而在这两

个时点之间，区域内贸易进口份额则从５５４％上升到了６３％。

总而言之，这些数据支持这样的假说，即在全球生产共享快速扩展的背

景下，标准的贸易流分析会产生误导性推断。当零部件贸易数据从贸易流中

剔除以后，这些估算结果表明，无论日本是否被包括在内，对东亚的持久增

长而言，区域外贸易远比区域内贸易更重要。因此，不断上升的全球生产共

享的重要性已经加强而不是削弱了东亚同更广泛的外部经济的联系。正如我

们将会在下一节看到的那样，这一推断与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东亚的贸易

流运行状况是基本一致的。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贸易表现

２００７年末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世界经济的显著特征是全球贸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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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剧下降———以快于大萧条期间的速度下降 （Ａｌｍｕｎｉａ等，２０１０；Ｋｒｕｇｍａｎ，

２００９）。从２００８年４月到２００９年６月，世界贸易萎缩了大约 ２０％，几乎等

于大萧条时期 （始于 １９２９年 ４月）前 ３０个月贸易萎缩的总量。① 有趣的

是，东亚国家在这一时期所经历的贸易萎缩甚至大于全球贸易总的萎缩量

（图１０－１和表１０－７）。

图 １０－１　商品贸易增长：东亚，发展中东亚，中国和东盟
（２００８年 １月 ～２００９年 １１月，与前一年同期相比的百分比变化）

资料来源：基于整理自 ＣＥＩＭ数据库的数据。

Ｋｒｕｇｍａｎ（２００９）指出，全球生产纵向一体化 （全球生产共享的上升）

的深入是当前危机比大萧条时贸易萎缩更严重的一个重要原因。纵向一体化

意味着，某一最终产品 （组装产品）的需求萎缩会对这一生产链中许多国

家间的贸易流带来影响。同时，相对于最终产品，零部件需求对生产者所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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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数据源于 Ａｌｍｕｎｉａ等 （２０１０：图５）。



表 １０－７　东亚：总商品出口和进口增长 （２００７年第一季度 ～２００９年
　　　　　第三季度，与前一年同期相比的百分比变化）

单位：％

２００８年
第一季度

２００８年
第二季度

２００８年
第三季度

２００８年
第四季度

２００９年
第一季度

２００９年
第二季度

２００９年
第三季度

出口

东亚 ２０６ ２１０ １９３ －５６ －３０１ －３２５ －３０２
日本 ２２９ １６４ １５２ －８１ －４２１ －４１１ －３８２
发展中东亚 １９０ ２１３ １９９ －４７ －２６６ －２７２ －２４２
中国香港 １０５ ８３ ５７ －２１ －２１０ －２３４ －２０１
中国大陆 ２１１ ２２４ ２３０ ４６ －２０１ －２２７ －２０３
韩国 １７４ ２３２ ２７１ －９９ －２４５ －２０１ －２０３
中国台湾 １７４ １８２ ７６ －２４６ －３５９ －２８３ －１８５
东盟（ＡＳＥＡＮ） １８９ ２６９ ２２９ －１０３ －３６８ －３９３ ３４２
印度尼西亚 ３１９ ２９４ ２７９ －５３ －３２５ －３３２ ３１１
马来西亚 １９４ ２８５ ２１６ －１２６ －２７６ －２８２ ３８
菲律宾 －２０ －０６ ２０ －２２３ －３３９ －３６３ －３７２
新加坡 ２１７ ２６４ ２１２ －１２９ －３０７ －３１２ －３３２
泰国 ２５５ ２５５ ２７２ －１０２ －２３０ －２４４ －２６３
越南 ２７７ ３１８ ３７５ ６０ －１４８ －１１７ －７３
进口

东亚 ２９６ ２９０ ２９８ －４１ －３２５ －３３１ ３０７
日本 ２５６ ２６８ ３５８ ８３ －２９０ －２８５ －２８１
发展中东亚 ２９０ ２８９ ２６６ －８０ －３２１ －３４２ －３３２
中国香港 １２０ ９６ ７０ －４０ －２０８ －２２３ －２５２
中国大陆 ２９４ ３２９ ２５９ －８０ －３０８ －３１７ －３０３
韩国 ２９０ ３０５ ４２９ －８８ －３２８ －３５６ －１１９
中国台湾 ２６１ １９２ ２０３ －２１９ －４５９ －４６３ －４７２
东盟（ＡＳＥＡＮ） ３７９ ３６２ ３２６ －５０ －３７２ －３６７ －３５３
印度尼西亚 ９１６ ９６１ ８２３ ３３３ －３５９ －３６２ －３４２
马来西亚 １６１ １７３ １４５ －１７１ －３６８ －３６１ ４８
菲律宾 ２２１ ８４ ４５ －２３４ －３０３ －３１３ －３２１
新加坡 ３２１ ３５４ ３２９ －９３ －３００ －２８１ －２９２
泰国 ３９６ ２５７ ３７８ ３８ －３９７ －４０５ －３７３
越南 ６９０ ６１０ ２２８ －８２ －３６５ －３４１ －３１１

　　注：增长率使用当期美元价值计算。
资料来源：整理自 ＣＥＩＣ数据公司。

出的存货调整也十分敏感。考虑到全球生产共享对东亚贸易扩展更为重要，

这一解释也适用于东亚相对于全球更严重的贸易萎缩。当然，当前危机中贸

易量更严重萎缩还存在其他方面的原因。这些因素包括更大的贸易信贷萎

缩，与１９３０年代相比，当前全球贸易中的耐用消费品比例更高，存货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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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准时化采购 （ＪＩＴ）实践方面通信技术更加进步。由于数据方面的制约，

我们无法在考虑这些其他因素的同时系统地描述生产共享对贸易萎缩的影

响。替代性的，本节将所有与这一话题有关的可得数据加以组织，以便进一

步对该问题进行研究。

所有的主要东亚国家———包括中国，被那些热心于脱钩理论的人认为可

以缓冲全球经济崩溃给其他东亚国家带来的冲击———自 ２００８年第四季度开

始经历了急剧的贸易萎缩 （表 １０－７）。这一地区贸易紧缩的显著同步性特

征———在进口和出口上———与熔铸在区域生产网络中的东亚紧密的贸易联系

和这一地区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独一无二的角色相一致。

在东亚国家中，日本是迄今为止受冲击最大的。日本出口中的一大部分

是资本品和像汽车这样的高端耐用消费品以及电子机械、机床及其零部件。

对美国和其他工业化国家市场的资本品和高端耐用消费品出口都极大萎缩

了，继而导致全球经济下滑。另一方面，与脱钩理论的鼓吹者的预测相反，

日本不断增长的对中国的出口也间接受到了中国最终 （组装的）产品出口

下降的影响 （Ｆｕｋａｏ和 Ｙｕａｎ，２００９）。中国台湾和韩国出口萎缩的程度小于

日本，但是，平均而言，也显著地高于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与日本的情况

一样，对中国出口的增长并没有为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提供缓冲以应对全球

需求下降对其造成的冲击。韩国、中国台湾和本地区位于第二序列的出口型

国家相对于日本较低的出口萎缩，可能反映了消费者在危机背景下对具有价

格竞争优势的低端消费品的偏好。

根据出口目的地对个体东亚国家出口增长率所作的考察并没有为这种观

点提供支持，即认为由于地区增长动态，东亚经济体对世界范围内的贸易萎

缩并不敏感。① 事实上，东亚内部贸易流萎缩速度之快超过了这些国家对美

国和欧盟出口萎缩的速度。

这一地区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对中国的出口萎缩的速度都快于它们从中国

进口的萎缩速度———可能反映了中国企业在出口前景黯淡的情况下减少了产

品零部件库存 （表１０－８）。中国来自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进口衰

退 （以平均 ２３５％的速度）最严重。考虑到这些国家和地区在供给中国

ＩＣＴ组装活动———极大地受到了美国和其他国家进口需求萎缩的影响———方

面所扮演的支配性角色，这并不奇怪。总的来说，中国的区域内进口以远快

于来自美国和欧盟进口的速度萎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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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一推断基于从 ＣＥＩＣ数据公司所获取的月度出口数据 （由于篇幅限制此处没有报告）。



表 １０－８　中国：基于贸易伙伴国的总商品出口与进口增长 （２００７年第一季度 ～
　　　　　２００９年第四季度，与前一年同期相比的百分比变化）

单位：％

２００８年
第一季度

２００８年
第二季度

２００８年
第三季度

２００８年
第四季度

２００９年
第一季度

２００９年
第二季度

２００９年
第三季度

２００９年
第四季度

出口

东亚 ２３７ ２５１ ２８２ 　 ４５ －２３４ －２４２ －１８０ ８２

日本 １２１ １８ １８１ ７９ －１６７ －２３８ －１６３ －６７

发展中东亚 ３１２ ２９２ ３３９ ２７ －２４１ －２４５ －２８７ ７５

韩国 ３３１ ３８３ ５２９ ７５ －２９２ －３６６ －３５０ －３０

中国台湾 １５４ ２１１ １７３ －１０４ －３４５ －３８８ －２１４ ２０１

中国香港 １０８ ６５ １１ －９９ －２４０ －２１６ －１６６ １２２

东盟（ＡＳＥＡＮ） ３４２ ２６ ２７４ ２８ －２２６ －１６８ －９６ ２３

印度尼西亚 ３３２ ４１５ ５４８ ２０２ －２６４ －２１０ －２４０ ２１３

马来西亚 ３３３ ２８２ ２０８ ７１ －２３９ －１２２ －９１ ９２

菲律宾 ３０４ ２２８ ３４５ １３ －１１８ －１８７ －８５ １８６

新加坡 １５３ ５９ １７１ －０６ －１７１ －１２３ －１６２ ２１４

泰国 ３７２ ４２１ ３８３ ５９ －２７３ －２９６ －１４３ ２１１

越南 ８８８ ４５１ １６ －１１１ －３００ －１５９ ３６３ ５８９

美国 ５４ １２２ １５３ ０７ －１５４ －１８５ －１６７ １４

欧盟 ２５ ２９７ ２３５ ４１ －２２６ －２６６ －２３６ －４２

总出口 １６３ １９ ２０２ ０９ －２１１ －２３５ －２０３ ７２

进口

东亚 １８８ ２４１ １３２ －１８１ －３３７ －２３１ －１２５ ３０２

日本 １７ ２３７ １８７ －５０ －２９８ －２１４ －１３４ １５６

发展中东亚 １９６ ２４３ １０８ －２３６ －３５３ －２３８ －１２１ ３７７

韩国 １４９ ２５ １４８ －１８５ －２６６ －１８８ －１０２ ３３６

中国台湾 ２４５ ２４２ ５ －３３３ －４３９ －２９９ －１４９ ４３８

中国香港 ２６ －２５ １１ －２１４ －４９１ －３２９ －３３３ －７７

东盟（ＡＳＥＡＮ） １９９ ２３８ １２７ －１８９ －３３８ －２２１ －８９ １２２

印度尼西亚 ３１７ ３０３ １７３ －１３５ －３８０ －１８４ －６３ ６９６

马来西亚 １８４ ２９５ ２２４ －１６１ －２５０ －１７０ －３５ ６０３

菲律宾 １２７ ５７ －２３２ －４８６ －６１３ －５１７ －３０３ １７６

新加坡 ６７ ３５５ ２７４ －９３ －２３７ －２８２ －１１９ ２７２

泰国 ２６ ２２９ １５８ －５６ －２９２ －６６ －０９ ２９７

越南 ６４３ １９ ６９４ ６８ －７９ ２３６ －８３ ４７７

美国 ２９７ ２３ １５７ ３７ －１７７ －１３１ －６４ １９３

欧盟 ２５９ ３３ ２２７ ２３ －１４７ －１１２ －２２ １４９

总进口 ２１２ ２５ １５１ －１２２ －２８３ －１９６ －１１９ １０２

　　２００９第四季度：１０月份和１１月份平均值。
注：增长率使用当期美元价值计算。

资料来源：整理自 ＣＥＩＣ数据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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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中国进出口主要商品分类区分的出口增长数据的概要如表 １０－９所

示。一个显著的特点是，机械类出口相对其他类别产品———特别是传统的劳

动密集型产品 （纺织品和服装，鞋类和其他杂项制造业品）———萎缩更为

剧烈。如之前提到的，属于这一商品类别———尤其是 ＩＣＴ产品和消费类电子

产品———的出口也大都是耐用消费品，对出口萎缩的反应更敏感。即使在需

求萧条的背景下，在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上，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者即便

是纯粹基于成本优势也能表现得更好。

表 １０－９　中国：基于商品类别的产品出口和进口增长 （２００８年第一季度 ～
　　　　　２００９年第三季度，与前一年同期相比的百分比变化）

单位：％

２００８年
第一季度

２００８年
第二季度

２００８年
第三季度

２００８年
第四季度

２００９年
第一季度

２００９年
第二季度

２００９年
第三季度

出口

总出口 １６３ １９０ ２０２ 　 ０９ －２１１ －２３５ －２０３

初级产品 １６３ ２４９ ２９９ ８６ －１７９ －１３６ －１４２

制造业品 ２１２ ２３８ ２２０ ２６ －２０７ －１８２ －１７２

化学或相关产业产品 ４８５ ５４ ４２２ ３１ －２５２ －２４９ －２３４

塑料及其制品，橡胶及橡胶制品 １３８ １０１ １６１ １０７ －２１１ －１７１ －１７３

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 ２２５ ５３ ４１ ８０ －１１４ ２６ ４２

鞋、帽、雨伞等 １４７ １４４ １９７ ２１３ －１３ ７２ ８２

基本金属及金属制品 ２３３ １８５ ２６４ ２２０ －９０ －１５ －４３

机械及机械用具等 １５９ －１５７ ２０９ ４３ －３１６ －３８８ －４２１

电子产品 ６２ １２５ ６１５ １７２ －３３５ －３６５ －３７３

电器机械及设备 ２０３ ２７０ ２０４ －１１ －２１５ －１９５ －２０２

杂项制品 ４１５ ３９ ３１７ ９１ －１７０ －１９７ －６２

进口

总进口 ２１２ ２５０ １５１ －１２２ －２８３ －１９６ －１１９

初级产品 ７３５ ７４９ ７２５ ５２ －４０７ －３５３ －２７２

制造业品 １６３ １９１ １１４ －１２１ －２６２ －２１１ －１９２

化学或相关产业产品 １９６ ２３５ １９６ －１０５ －２３９ －１８２ －１６３

塑料及其制品，橡胶及橡胶制品 １６３ ２２５ ２２７ －１５６ －２９２ －２０１ １５２

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 ６３ ２７ －３４ －９２ －２２８ －２２８ －２３２

鞋，帽，雨伞等 ４７５ ４７７ ２４８ １２６ －２８ －１８７ －２２２

基本金属及金属制品 １４１ ５８ ８３ －１５０ －２６３ －１６９ －２７

机械及机械用具等 １１７ １８０ ９８ －１０７ －２４１ －１７９ －８２

电子产品 １６３ １９９ １５ －１０ －１９８ －１９５ －３２

电器机械及设备 ９５ １７１ ７４ －１５２ －２６３ －１７４ －６７

杂项制品 １１６ ２０８ １４ －８１ －５４ １６ ２２

　　资料来源：整理自 ＣＥＩＭ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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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策 选 项

正是在写作本章的时候 （２０１０年 ７月中旬），“全球经济正在以好于预

期的形势复苏” （ＩＭＦ，２０１０：１）。美国和其他主要工业化国家的工业品生

产已经开始复苏，并且世界贸易量的螺旋下降也减弱了。然而，由危机所释

放出来的经济力量很可能继续猖獗多年。迄今为止的经济复苏主要是由前所

未有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推动的，从而存在由源于财政脆弱性的政策可持

续问题带来的下行风险。在中期，美国和其他受到危机影响的工业化国家将

会储蓄得更多、消费得更少以逐渐减少大量累积的家庭和公共债务。考虑到

这一全球经济前景，一直以来主要依赖出口拉动增长的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

政府可行的政策选择是什么？

在东亚政策圈，一直有着不断增强的对再平衡式增长———策动一个将总

需求由出口转向国内市场的结构调整———的必要性的强调 （ＡＤＢ，２０１０）。

其考虑的政策措施包括从激励结构上纠正出口偏倚以及减少储蓄倾向以推动

国内消费需求和提升国内非可贸易品 （服务）生产。这一政策倡导主要集

中于中国。

对中国这种规模的大陆型经济体来讲，中国的出口依存度异常的高。由

于占总商品出口超过２／３的组装品出口存在很高的进口依存度，中国出口占

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 （大约４０％）总体上夸大了中国的出口依存度。然而，

即便是调整估算 （大约２０％），出口比例对中国潜在的经济规模而言依然太

高了。此外，异常高的国内储蓄率、巨大的人口基数、被高度抑制的国内金

融体系和过高的城市—农村收入差距都表明了中国由政策引导的需求拉动型

经济增长的巨大潜力。再平衡式增长不仅能够使中国有效地处理巨大的外部

不平衡，同时缓冲外部需求冲击对增长势头的影响，也会在考虑到纠正城乡

不平等和实现社会和谐的情况下，推动国家发展政策实现从关注数量增长到

关注质量增长的关键性转变。

在全球金融危机开始之前，中国的领导层就已经认识到致力于从出口拉

动型经济增长向国内需求拉动型经济增长的结构转型必要性 （Ｒｏａｃｈ，２００９：

２２９－３３）。２００６年３月颁布的 “十一五规划”强调建立稳固的、基础广泛

的社会安全网 （不仅包含社会保障还包括农村医疗和教育）对提高收入保

障，从而减少持续抑制私人消费扩张的过多谨慎型储蓄的重要性。然而，中

国政府至今还没有能够将这一政策付诸行动，大概是由于通过出口导向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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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密集型产业增长的强大的国内政治压力 （Ｙｕ，２００７；Ｆａｎ，２００８）。

实现有效的再平衡增长自然会涉及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①———即可贸易

部门相对于非可贸易部门利润率的下降。但是这不太可能阻止 （至少在短

期）中国扮演区域生产网络中首要的组装中心这一角色。即使在 ３０年快速

增长之后，中国制造业平均 ３２美元的小时工资也只有美国 ２４４美元小时

工资的１３％。② 中国近一半的劳动力仍然在从事农业活动，其劳动生产率平

均而言仅为工业部门的１／８和服务业部门的约 １／４。这一点，同熟练—非熟

练工人工资差异———根据 Ｂｌａｎｃｈａｒｄ和 Ｇｉａｖａｚｚｉ（２００６），两者比例在过去 １０

年间从１３上升到了２１———一道，表明中国仍然有巨大的潜力将非熟练工

人从农业活动转移到制造业和其他城市部门生产活动中去。③

在全球需求缓慢增长的背景下，出口竞争的压力很可能会成为贸易摩擦

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的温床 （Ｂｈａｇｗａｔｉ，１９８８；Ｅｒｉｘｓｏｎ和 Ｒａｚｅｅｎ，２００９）。

幸运的是，尚未出现像大萧条时期所发生的那样出现以设立关税壁垒为形式

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回潮。然而，在美国和一些其他国家给予汽车制造业以大

量金融支持外，已经有迹象表明一些国家以实施反倾销投诉、施加更严格的

技术和动植物卫生检疫标准的形式诉诸于 “伪装”了的贸易保护主义

（Ｇａｍｂｅｒｏｎｉ和 Ｎｅｗｆａｒｍｅｒ，２００９）。美国议会通过的涉及对中国的贸易进行

某种形式制裁的法律措施近年来已经成倍增加 （Ｒｏａｃｈ，２００９：２４１）。因

此，作为对非歧视性多边和单边贸易自由化的长期承诺，我们有理由设计一

套策略以应对新的贸易保护主义。１９９７开始实施的 《信息技术协定》似乎

是一个可以效仿的榜样 （Ｅｌｅｋ，２００８）。同样的，也有理由使亚洲２０国集团

（Ｇ２０）和东盟秘书处坚定地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作为保持出口市场开

放努力的一部分，中国必须抵制使用出口补贴和其他选择性政策支持出口部

门的企图。在美国和其他工业化国家失业上升和由此导致的反全球化回潮的

时候，向这样的企图屈服有可能是解决反中国贸易制裁的一副处方。

面对世界需求增长放缓，亚洲政策圈所考虑的用于支持区域贸易增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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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应该通过调整名义汇率还是应该通过调整国内价格来实现这一目标仍然是存在争论的话题，

这超出了本章的范围。参见肖耿、ＲｏｄＴｙｅｒｓ和张莹在本书中的章节。

数据来自美国劳动统计局网站 （＜ｆｔｐｂｌｓｇｏｖ＞）。

最近一些年，中国工业化城市中有许多零散的工资上涨和工人短缺的案例。但是，考虑到

中国经济还远未拥有一个正常运转的劳动力市场，不能就此推断中国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的

宏观经济趋势。这些案例可能很好地反映了不完全的劳动力市场中的技术错配和摩擦性错

位，而非真实的劳动力短缺。



政策选项之一是建立一个包含东盟、中国、日本和韩国 （可能也包括印度）

的地区性的自由贸易协定 （ＦＴＡ） （Ｋａｗａｉ和 Ｗｉｇｎａｒａｊａ，２００９；ＡＤＢ，

２００９）。这一与该地区贸易网络相关的建议背后的逻辑在于，一般来说，全

球生产网络 （包括零部件和最终产品组装）中的贸易相比最终产品贸易

（或者由有发布的贸易数据所捕捉到的总贸易）而言，其对关税的变化更为

敏感 （Ｙｉ，２００３）。正常情况下，生产过程中的产品每跨界一次就被征收一

次关税。因此，关税１个百分点的下降会引起纵向一体化体系中所生产产品

生产成本的成倍下降———与常规贸易品 １％的成本下降形成对比。对于先前

在一个国家内部生产而后转向纵向专业化生产的产品，关税削减会使它们更

盈利。因此，在理论上，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ＦＴＡｓ的贸易激励对网

络贸易的效果要高于常规贸易。

然而，我们认为，考虑到亚洲出口动态对区域外市场的依赖，这是一个

危险的策略。这一行动会招致美国和欧盟，可能还有其他国家的报复。作为

ＦＴＡ的一部分，坚定承诺不增加对非协议国的已有关税和非关税壁垒难以避

免这一威胁，因为一个亚洲范围的 ＦＴＡ———考虑到它将会包含一些重要的世

界贸易国———很可能引起贸易转移，即使是在现存的区域间关税水平上。在

任何一种情况下，在当前持续的危机背景下，达成地区性 ＦＴＡ的可能性看

起来相当小。尤其是中国可能并不愿意为此付出努力，这不仅由于中国对国

内导向型增长的强调，也由于它对工业化国家作出了避免贸易保护主义回潮

的官方承诺。① 考虑到中国带有地区生产成本差异特征的巨大的国内经济规

模，东南亚国家政府也担忧任何的地区性贸易自由化企图都会给予中国吸收

全球生产网络中外国直接投资以不平等的优势。②

事实上，任何 ＦＴＡ的贸易效果都非常依赖它所包含的原产地规则

（ＲＯＯ）的实质。尤其以 ＦＴＡｓ（或者其他特惠贸易安排）方式建立的网络

贸易更包含了三个难题。第一，为网络相关的贸易明确制定原产地规则是相

当复杂的事情。传统的增值税准则对这种贸易几乎不可行，因为这种贸易中

的商品就其特征而言是低增加值的。唯一可行的选择是基于 “税收线变化”

（Ｃｈａｎｇｅｉｎｔａｒｉｆｆｌｉｎｅｓ）的 ＲＯＯｓ，但是这会引起难以克服的管理问题，因为

电气和电子产品以及相关零部件贸易在 ＨＳ－６位数上从属于相同的关税代

码，而这是设计此类 ＲＯＯ的常用基础 （Ｋｏｈｐａｉｂｏｏｎ，２００８：Ａｐｐ２）。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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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例如，参见中国商务部部长最近为华尔街日报所撰写的文章 （Ｃｈｅｎｇ，２００９）。

基于对泰国国外事务部高级官员的访问。



使用进口裸印刷电路板 （ＢＰＣＢ）和其他本地采购的电子零部件 （例如二极

管、集成电路和半导体）组装印刷电路板 （ＰＣＢＡ）的泰国电气设备组装工

厂不能享有 ＦＴＡ的特许权，因为 ＢＰＣＢｓ和 ＰＣＢＡｓ从属于相同的 ＨＳ代码

（８５３６９０）。

第二，基于网络的全球生产共享过程具有新产品不断出现的特点。考虑

到一连串修改 ＲＯＯｓ所涉及的管理问题，以行政延误和 （或者）规则调整面

目呈现的贸易保护主义就可能出现 （Ｅｌｅｋ，２００８）。此外，考虑到区域外最

终产品市场对东亚生产网络增长动态的重要性，维持对非成员国的贸易壁垒

可能阻碍全球生产共享的 “自然”扩张。

第三，当生产过程涉及从许多来源购买产品零部件的时候，很容易为了

保护进口竞争产业扭曲 ＲＯＯｓ；对国内生产者而言，收紧针对一种关键投入

要素采购的 ＲＯＯｓ，便足以保护其最终 （组装）产品的竞争性。①

最后一点很重要，即某地区 （和地区外）ＦＴＡｓ运作有效的证据并不能

预示其他地区性 ＦＴＡ的功能。大概是由于之前提到的操作上的复杂性，在

ＦＴＡｓ下提供的关税特许权的实际使用率非常低———对不同的产品类别从

５％ ～２０％ 不等 （Ｔａｋａｈａｓｈｉ和 Ｕｒａｔａ，２００８；Ｋａｗａｉ和 Ｗｉｇｎａｒａｊａ，２００９；

Ｋｏｈｐａｉｂｏｏｎ，２００８）。此外，有证据表明关税特许权的使用率的高低与具体

企业或产业相关，其使用率在大企业、有紧密贸易和 ＦＤＩ联系的企业以及对

满足 ＲＯＯ要求更容易和直接的行业中的企业更高。其结果是，ＦＴＡｓ不太可

能有潜能促进中性和基础广泛的贸易的发展。

结　　论

基于传统贸易数据的区域内贸易份额，我们可以发现，东亚已经通过商

品进一步实现了贸易一体化了。然而，当考虑到持续的全球生产共享进程和

东亚在以中国为重心的全球生产网络中的独特角色的时候，区域内贸易比例

随时间的增长主要源于快速增长的区域内进口，而区域内出口扩张持续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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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泰国—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协定 （Ａｎｎｅｘ４１）中关于电视设备的 ＲＯＯｓ可以用于说明这一

点。为了有资格享有特惠关税，电视生产者必须从本地采购三种组件 （ＨＳ７０１１２０，８５４０１１

和８５４０９１）。然而，电视显像管 （ＨＳ８５４０１１）不是在泰国生产的，并且泰国的彩色电视组

装只有在这一组件是从日本、中国台湾或者韩国购买的时候才是可行的。因此，即使 ＦＴＡ

条件下的对电视的特惠关税是很有吸引力的，泰国—澳大利亚 ＦＴＡ却实际上与泰国的电视

组装工厂不相干。



滞后了。当研究得出的贸易数据对产品零部件贸易作出调整后，区域内贸易

份额在进口和出口之间的不对称性就更清晰了。很明显，这一地区在贸易扩

展上对世界其他地区的依赖事实上已经增强了。

这一推断基本上与全球金融危机开始以来的贸易流运行状况一致。这一

地区贸易萎缩的显著同步性特征是与熔铸在区域生产网络中的东亚紧密的贸

易联系相一致的。当许多人希望中国可以为这一出口萎缩提供缓冲的时候，

结果却并非如此。

全球生产共享的深入强化了制定全球性而非地区性贸易政策的理由。考

虑到这一地区经济体的全球定位，我们质疑组成地区性 ＦＴＡ能否带来任何

显著的正收益。在任何一种情况下，在全球生产网络快速扩张并包含许多产

业和国家的背景下，ＦＴＡ作为贸易自由化的方式是否可行都是值得怀疑的。

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最近的和预期的发展为中国继续快速实施

“十一五规划”中的增长再平衡政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考虑到国内要素市

场情况的特点和全球生产共享进程中的持续变化，从中期来看，促进国内需

求导向的增长和参与全球生产共享对中国而言是首选政策。成功的增长再平

衡可以避免贸易摩擦和报复，从而对网络贸易的进一步扩展发挥辅助作用。

一个扩大了的国内市场也可能通过减少单位生产成本来提升生产网络中出口

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将目光放远一点，一个成功平衡增长策略下的国内收入

和工资的增长将会为中国向全球生产网络中的价值链上端移动提供条件。毕

竟，全球生产网络中国际交换的大部分 （超过 ６０％）是在工业化国家之间

发生的，将来，中国必然会成为这些国家中的一员。

（张川川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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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亚洲外国直接投资和 “中国效应”
陈春来

引　　言

１９９０年代特别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已经成为最受外国
直接投资青睐的目的地之一。在 ２００８年，流入中国的 ＦＤＩ达到了 ９２４亿美

元。２００９年，即使面临对全球 ＦＤＩ流动造成严重影响的全球经济衰退，中

国仍然吸收了９００亿美元的 ＦＤＩ流入。截至 ２００９年底，中国已经吸引了总

计７６００亿美元的 ＦＤＩ流入①，使中国成为迄今为止世界发展中国家中最大

的 ＦＤＩ接受国。

然而，人们还是担忧，认为中国在吸引 ＦＤＩ上的成功过度了，从而挤出

了其他国家的 ＦＤＩ流入。一些与中国相邻的亚洲经济体担心中国的出现不仅

使 ＦＤＩ远离了它们，还使它们国内的投资者离开了本土经济，从而导致本国

或地区制造业的损失和工作岗位的减少，并进一步削弱了它们的经济。

一个增长的中国可以通过为生产网络化创造更多的机会和提高对原材料

和资源品的需求增加其他国家的 ＦＤＩ流入。与此同时，当跨国企业

（ＭＮＥｓ）为低成本出口平台考虑替代性选址的时候，中国的低劳动力成本

会将跨国企业从其他亚洲经济体吸引过去。理论上讲，任何一种资源当其可

用数量有限的时候，对其资源流的竞争显然都会发生。然而，就 ＦＤＩ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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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很难证明这种 “零和”假说。例如，ＦＤＩ流入在 ２００８年只占到全球总固

定资本构成的１２３％ （ＵＮＣＴＡＤ，２００９），并且如果投资机会出现，国内资

源和其他国际资本流会很快转换成新增的 ＦＤＩ。

本章将实证考察中国在吸引 ＦＤＩ流入上的成功是否转出———或者补充

了———其他亚洲经济体的 ＦＤＩ流入这一问题。接下来一节概述过去 ３０年间

中国 ＦＤＩ流入的状况，并讨论当前关于中国 ＦＤＩ流入对其他地区 ＦＤＩ流入影

响的文献。再下一节阐述分析框架、假说、实证模型和变量设定。接着给出

回归结果和对回归结果的讨论，最后得出一些结论。

中国 ＦＤＩ流入的增长

如图１１－１所示，１９８２～２００８年间中国 ＦＤＩ流入的增长可以被宽泛地

分为三个阶段：１９８２～１９９１年的试验性阶段，１９９２～２００１年间的蓬勃发展

阶段；２００２～２００９年间的后 ＷＴＯ阶段。

图 １１－１　中国 ＦＤＩ流入 （以当期价格计算）

注：数据不包括金融部门的 ＦＤＩ流入。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ＮＢＳ），《中国统计年鉴》历年，中国统计出版社。

在试验性阶段，中国的 ＦＤＩ流入量位于低水平但是稳定增长。ＦＤＩ流入

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特别是四个经济特区 （ＳＥＺｓ）①。在第二个阶段，中

国 ＦＤＩ流入在１９９２～１９９６年间快速增长，但是在 １９９７年后放缓，并且在

１９９９年和 ２０００年出现了下降，２００１年开始温和复苏。１９９７～２０００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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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ＦＤＩ流入放缓主要是由东亚金融危机引起的。中国加入 ＷＴＯ以后，随

着中国实施加入 ＷＴＯ的承诺和更广泛深入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至２００９年

因全球金融危机下降到 ９００亿美元之前，中国的 ＦＤＩ流入迅速增长———从

２００１年的４６９亿美元上升到２００８年的９２４亿美元。

中国在吸引 ＦＤＩ流入上的成功，特别是在其加入 ＷＴＯ以后，已经引起

了不断增长的担忧———担忧中国的成功是以其他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与中国

相邻的亚洲发展中经济体 ＦＤＩ流入减少为代价的。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集中

于研究中国 ＦＤＩ流入对其他国家 ＦＤＩ流入的影响 （Ｃｈａｎｔａｓａｓａｗａｔ等，２００４；

Ｃｒａｖｉｎｏ等，２００７；Ｅｉｃｈｅｎｇｒｅｅｎ和 Ｔｏｎｇ，２００５；Ｒｅｓｍｉｎｉ和 Ｓｉｅｄｓｃｈｌａｇ，２００８；

Ｍｅｒｃｅｒｅａｕ，２００５；Ｚｈｏｕ和 Ｌａｌｌ，２００５；Ｗａｎｇ等，２００７）。这些研究在 ＦＤＩ

流入的测算和估计方法上存在差异。

Ｃｈａｎｔａｓａｓａｗａｔ等人 （２００４）使用了中国以及另外８个亚洲经济体———中

国香港和台湾、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以及泰国

１９８５～２００１年间的数据。他们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估计了中国和其他亚

洲经济体 ＦＤＩ流入方程。他们发现，中国的 ＦＤＩ流入水平与流入这些经济体

的 ＦＤＩ流入水平正相关，尽管这一 “中国效应”不是这些经济体 ＦＤＩ流入

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政策和制度因素，诸如开放性、企业税率和腐败程度

则越来越重要。Ｚｈｏｕ和 Ｌａｌｌ（２００５）以及 Ｗａｎｇ等人 （２００７）运用面板模型

以考察中国 ＦＤＩ流入对其他亚洲经济体 ＦＤＩ流入的影响。他们同样发现，平

均来讲，中国的 ＦＤＩ流入提高了而不是转移走了相邻经济体的 ＦＤＩ流入。

使用１９８４～２００２年间 １４个亚洲经济体的数据，Ｍｅｒｃｅｒｅａｕ（２００５）同

样考察了中国对亚洲 ＦＤＩ流入的影响。他采用了若干计量方法，包括带有固

定国家效应的普通最小二乘法 （ＯＬＳ），带有滞后内生变量和工具变量的动

态面板估计方法。与以上研究相反，他没有发现中国 ＦＤＩ流入与其他亚洲经

济体 ＦＤＩ流入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然而，他也没有发现证据支持中国在吸

引 ＦＤＩ上的成功是以这一地区其他经济体为代价的这一论点———除了新加坡

和缅甸。与中国竞争低工资投资的经济体，并没有表现出受到特别的影响。

低水平教育或低科学发展水平也不与更高的挤出相关联。一些经济基本面，

例如健康的政府收支平衡和低通货膨胀，有助于解释 ＦＤＩ流入在亚洲经济体

之间的分配。

Ｅｉｃｈｅｎｇｒｅｅｎ和 Ｔｏｎｇ（２００５）采用了重力模型研究分析，结果显示，中

国作为最重要的 ＦＤＩ目的地，其通过供应链生产连接鼓励了 ＦＤＩ向其他亚洲

经济体的流入。然而，他们也有证据表明中国 ＦＤＩ流入转移走了欧洲的 ＦＤ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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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入。他们用距离对供应链连接的负面影响来解释这一转移效应。相反的，

Ｒｅｓｍｉｎｉ和 Ｓｉｅｄｓｃｈｌａｇ（２００８）通过增广重力模型分析了 １９９０～２００４年间中

国来自 ＯＥＣＤ国家的 ＦＤＩ流入对欧盟和其他经济体 ＦＤＩ流入的影响。研究结

果表明，平均而言，中国 ＦＤＩ流入与其他东道主国 ＦＤＩ流入和欧盟 ＦＤＩ流入

是互补的。然而，这一互补性关系在不同国家之间并不相同，在欧盟比在欧

盟以外更弱；同时这一补充性关系在所分析的期间中有递减的趋势。

最后，Ｃｒａｖｉｎｏ等人 （２００７）考察了中国的外国资本存量对拉丁美洲国

家和加勒比海国家的影响，没有发现从 ＯＥＣＤ国家———特别是美国———到中

国的 ＦＤＩ转移是以拉丁美洲国家和加勒比海国家为代价的。尽管 １９９０～

１９９７年间中国来自 ＯＥＣＤ国家的资本存量增长快于拉丁美洲国家和加勒比

海国家来自 ＯＥＣＤ国家的资本存量增长，这一相对增长从那一时期开始就放

缓了。

以上的实证研究表明，中国吸引 ＦＤＩ的成功并非以挤出其他国家的 ＦＤＩ

流入为代价。相反，有强烈的证据表明，平均而言，中国 ＦＤＩ流入形成了对

其他东道主国家 ＦＤＩ流入的互补，特别是与中国邻近的经济体。

分析框架和实证模型

本文的研究使用重力模型以考察中国的 ＦＤＩ流入对其他亚洲发展中经济

体 ＦＤＩ流入的影响。除了广泛用于对贸易流的研究以外，重力模型还被用于

研究 ＦＤＩ流动。如 Ｄｕｎｎｉｎｇ（１９９３）对 ＦＤＩ的 “折衷范式” （ＯＬＩ）解释所

阐明的那样，许多因素影响 ＦＤＩ流动。由于这些因素位于不同区域，同时使

用重力模型和 ＯＬＩ分析框架的一般理由在于任何一种因素都可以被归类为一

种来源国要素 （反映在所有权和内部化优势）或者一种东道国经济体因素

（反映在本地优势）。来源国因素反映了一个来源国在所有可能的东道国经

济体实施 ＦＤＩ的能力，而东道国经济要素是东道国经济体吸引所有来源国

ＦＤＩ流入的总体吸引力特征。

根据在解释 ＦＤＩ中所使用的重力模型和 ＯＬＩ分析框架，此处所使用的基

本模型可以写作方程１１１。

ｌｎＦＤＩｊ＝β０＋β１ｌｎＸ ＋β２ｌｎＸｊ 方程 １１１

在方程１１１中，ＦＤＩｊ是从所有来源国流入东道国经济体 ｊ的总 ＦＤＩ流

入量；Ｘ 是总来源国变量；Ｘｊ是东道国经济体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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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来源国 ｊ的变量 Ｘｊ———测算国家 ｊ的总对外投资潜能———是由其

本身的技术和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这些变量的关键特征是它们对来源国 ｊ

的所有对外的 ＦＤＩ都是一样的，并且独立于目标国的因素。因此，总来源国

变量 Ｘ 对每一个东道国经济体来讲是常数———尽管是随时间变化的。在实

际应用中，我们使用所有来源国的世界总 ＦＤＩ流出来捕捉来源国变量 Ｘ 的

效应。我们使用对数线性形式作为基本函数形式将从所有来源国流向东道国

经济体 ｊ的 ＦＤＩ流入量与相关解释变量联系起来 （总来源国变量和东道国经

济体变量）。

假　　说

如在许多研究中所表明的那样，决定 ＦＤＩ流入发展中经济体的本地要素

主要是市场规模、经济增长、人均收入、劳动成本、资源禀赋、经济和政治

稳定性，以及由东道主国政府提供的投资激励。接下来，我们简单考察这些

本地因素中的每一项是如何在决定发展中东道国经济体的 ＦＤＩ流入规模上扮

演重要角色的。

市场规模和东道国经济体的经济增长

作为决定 ＦＤＩ流入的本地要素之一的市场规模之所以重要，首要的理由

是基于规模经济：较大的经济体可以为实现和探索规模经济、实现生产性要

素的专业化和更有效地吸收外国投资者所希望引进的技术提供更多的机会。

因此，我们预期市场规模较大的发展中东道国经济体的 ＦＤＩ流入规模会更

大。然而，这一论点的重要性在开放经济体中是有争议的。这是由于，在开

放经济体中，企业和产业可以在实现和探索规模经济上以国际市场替代对国

内市场的依赖———在东亚和东南亚经济体中更是如此。因此，我们使用实际

经济增长率对市场规模进行衡量，而不是使用 ＧＤＰ或者人均 ＧＤＰ。

高的经济增长率反映了发展潜力，而发展潜力被认为是影响 ＦＤＩ流入的

重要本地决定因素。第一，较高的经济增长水平代表了东道国经济体更好的

总体经济情况，这对国外投资者是很有吸引力的。第二，较高的经济增长水

平反映了本地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这是吸引 ＦＤＩ流入的基本要素。第三，

较高的经济增长水平意味着市场规模的快速扩张、国内需求的迅速增加和东

道国经济体消费者不断增长的购买力，而这是市场导向的 ＦＤＩ的重要决定因

素。很显然，预期增长更快的市场倾向于吸引更高水平的 ＦＤＩ流入。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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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说是，流入的 ＦＤＩ与发展中东道国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存在正相关性。在这

一研究中，由 ＧＲ所表示的实际 ＧＤＰ增长率被用于作为对所研究的东道国

经济体发展潜力的综合衡量。

东道国经济体的要素成本

在 ＦＤＩ文献中，决定 ＦＤＩ流入的最重要的要素成本是工资率，特别是当

ＦＤＩ是出口导向的时候。因此，在东道国经济体设置 ＦＤＩ的决定中相关要素

成本是劳动力成本。特别的，较低的劳动力成本被预期会引起更高水平的

ＦＤＩ流入，特别是对于出口导向型 ＦＤＩ。然而，较低的工资率可能伴随着较

低的生产率，从而有效工资可能实际上并不低。因此，最好的劳动力成本衡

量是 “效率工资”而非绝对工资率。效率工资可直接用方程１１２来测算。

ＥＷｊ＝
Ｗｊ
Πｊ

方程 １１２

在方程１１２中，ＥＷｊ是东道国经济体 ｊ的平均效率工资水平，Ｗｊ是东道

国经济体的绝对工资率，Πｊ是东道国经济体的平均劳动生产率。效率工资作

为劳动力成本测量指标具有无量纲的优点。

工资率和劳动生产率的跨国比较存在两个主要问题：一是不同国家存在

不同的价格水平；另外一个问题是存在不同的汇率水平，特别是在发展中国

家。为了避免这些问题，该研究使用了每个发展中经济体总劳动收入占总增

加值的百分比作为对应的效率工资①。事实上，根据以上对效率工资的定

义，衡量发展中东道国经济体总劳动收入增加值百分比的恰是平均效率工

资②。在本研究中，我们预期效率工资与发展中东道国经济体的 ＦＤＩ流入水

平负相关。

国家风险 （国家信用评级）

对发展中国家 ＦＤＩ的研究特别强调经济和政治风险指标 （例如 Ｌｕｃａｓ，

１９９３；Ｓｉｎｇｈ和 Ｊｕｎ，１９９５）。国家风险包括三个主要要素：宏观经济稳定

性，例如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和汇率风险；制度稳定性，例如针对 ＦＤＩ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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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总劳动收入由工资率乘以总就业得到。工资率和就业率数据来自 ＩＬＯ。总增加值数据来自

联合国统计署 （国民经济核算）。计算基于当地货币和当期价格。

平均效率工资的推导如下：ＥＷ＝Ｗ／Π＝ （Ｙ／Ｌ） ／（Ｖ／Ｌ） ＝Ｙ／Ｎ，其中 ＥＷ是效率工资，

Ｗ是工资率，Π是劳动生产率，Ｙ是总劳动收入，Ｖ是总增加值，Ｌ是总劳动投入。



策、税收体制、法律规章的透明度、知识产权保护和腐败程度；还有政治稳

定性，从政治自由度到监控措施。出于实证研究目的，存在一系列方法来估

计国家风险，常用的方法是国家信用评级，国家信用评级在企业进行投资决

策时为企业提供可用信息。

国家信用评级由机构投资者发展出来。根据对大约１００名国际银行家对

信誉度的理解的调查 （包括经济、金融和社会政治稳定性），自 １９７９年以

来，机构投资者每年发布两次信用评级用来评估大约 １５０个国家的信誉度。

得分从０（非常高的违约概率）到 １００（最小的违约概率）。参与者根据这

种评级对机构资产作出调整，给予那些承受全球风险和拥有复杂国家分析体

系的机构以更高的权重。本研究使用对东道主国家的信用评级衡量投资者对

国别风险的认识。假说是，国家风险越低 （国家信用评级越高），ＦＤＩ流入

水平就越高。由 ＣＤＲ表示的国家信用评级，整理自 《机构投资者》杂志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ｖｅｓｔｏｒｍａｇａｚｉｎｅ）。

实证模型和变量设定

为考察中国 ＦＤＩ流入对其他亚洲发展中经济体 ＦＤＩ流入的影响，我们将

从其他来源国流入中国的 ＦＤＩ流入———由 ＦＤＩＣＨＮ表示———作为自变量加进

方程中。

这里至少需要考虑两方面的因素。第一个方面，在考察配置到哪一个低

工资出口平台的时候，ＭＮＥｓ可以选择在中国投资或者投资到另外的发展中

亚洲经济体。在这种情况下，ＭＮＥｓ会研究使得一个经济体更适合作为低成

本生产地的经济体的所有因素。对中国的投资继而会减少流入其他亚洲发展

中经济体的 ＦＤＩ流入。据此，ＦＤＩＣＨＮ的符号应该是负的。我们称此为 “投

资—转移效应”。

第二个方面是增长中的中国与其他亚洲发展中经济体的生产和资源连

接。在制造业中，其形式是进一步的专业化和生产过程的进一步碎片化。一

个投资者同时在中国和亚洲其他发展中经济体设厂以应对不同生产阶段的竞

争。然后，产品零部件在中国和其他亚洲发展中经济体之间进行贸易。一个

不同的互补的观点认为，随着中国不断增长，中国的市场规模会扩大，对矿

产和资源的需求会相应的增加。随后，ＭＮＥｓ会涌入中国进行生产和销售。

与此同时，其他 ＭＮＥｓ也会在其他亚洲发展中经济体投资以开采矿产和资源

并出口到中国。这一条线的论证导致了对 ＦＤＩＣＨＮ符号为正的预测。我们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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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为 “投资 －创造效应”。从理论上讲，对中国而言，我们不能够先验地确

定投资创造和投资转移的净效果。因此，对这一问题进行实证检验非常重

要。

为考察其他亚洲发展中经济体 ＦＤＩ流入的中国效应，我们使用方程

１１３作为实证模型。

ｌｎＦＤＩｊ，ｔ ＝β０＋β１ｌｎＦＤＩＣＨＮ，ｔ－ｋ＋β２ｌｎＷＦＤＩＯＵＴｔ＋

β３ｌｎＧＲｊ，ｔ－ｋ＋β４ｌｎＥＷｊ，ｔ－ｋ＋β５ｌｎＣＤＲｊ，ｔ－ｋ＋ｖｊ＋εｊ，ｔ
方程 １１３

由 ＦＤＩｊ，ｔ表示的因变量是ｔ年从所有来源国流入亚洲发展中东道国经济

体 ｊ的总ＦＤＩ流入。ＦＤＩ的值———和所有以下相关变量———是以１９９０年不变

美元价格计算的。一共有 ５个自变量。自变量 ＧＲ、ＥＷ和 ＣＤＲ是上一节所

假设和定义的。我们纳入了世界总 ＦＤＩ流出 （ＷＦＤＩＯＵＴ）作为自变量来控

制 ＦＤＩ对流入亚洲发展中东道国经济体的 ＦＤＩ流入的总供给面效应。在附

表１１－Ａ１我们对因变量和自变量做了概要描述。

除 ＷＦＤＩＯＵＴ以外，自变量都是滞后 ｋ年值。这一模型假定 ｔ－ｋ期自变

量的效应只在 ｔ期之内出现并在这期间完成。方程１１３所示的关系会在 ｋ＝

１的情况下被考察，ｋ＝１是最合适的滞后期选择。自变量 ＷＦＤＩＯＵＴ是世界

总 ＦＤＩ流出，由来源方因素决定，独立于东道国经济体的决定因素；因此，

回归方程采用其当期值 （ｋ＝０）。估计得到的ｌｎＦＤＩＣＨＮ，ｔ－ｋ，ｌｎＷＦＤＩＯＵＴ，

ｌｎＧＲｊ，ｔ－ｋ，ｌｎＥＷｊ，ｔ－ｋ和 ｌｎＣＤＲｊ，ｔ－ｋ的系数均为弹性。下面的计量回归分析使用

面板数据和固定效应模型以消除可能影响 ＦＤＩ流入的经济体固定效应和时间

不变因素。

回归结果和解释

在本实证研究中，样本包括 １２个亚洲发展中经济体，时期从 １９９２～

２００８年。这１２个经济体是孟加拉国、中国香港、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拉

西亚、巴基斯坦、菲律宾、新加坡、韩国、斯里兰卡、中国台湾和泰国。附

表１１－Ａ１的第一列报告了固定效应回归结果。模型很好地拟合了数据。所

有的自变量都有预期的符号并且在统计上都是显著的。

作为稳健性检验，本文还做了不包含 ４个南亚发展中经济体的回归，

这４个国家是孟加拉国、印度、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回归结果与包含了

这 ４个南亚发展中经济体的结果类似，结果在表 １１－１的第 （２）列中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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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模型表现很好：自变量有预期的符号，并且除变量 ＧＲ以外都是统计

显著的。

表 １１－１　１９９２～２００８年中国 ＦＤＩ流入对东亚、南亚和东南亚发展中经济体
　　　　　ＦＤＩ流入的影响的回归结果，固定效应 （因变量 ＦＤＩｊ，ｔ）

变　　量 （１） （２）

常数项 －７６１（－１７２） －１２８４（１９６）

ＬＦＤＩＣＨＮ ０４８（２７３） ０４７（２４４）

ＬＷＦＤＩＯＵＴ ０２３（４３３） ０２１（３０７）

ＬＧＲ ０４８（２１７） ０３６（１２４）

ＬＥＷ －１００（－２４０） －１０２（－２０２）

ＬＣＤＲ ２４２（２４２） ３８６（２１５）

观测值个数 １７０ １０８

组个数 １２ ８

Ｒ２：组内 ０５４ ０４３

组件 ０８２ ０４２

总体 ０７６ ０４０

Ｆ统计量 　３１１５ 　１５７７

　　在０１０水平上显著 （双边检验）。

在００５水平上显著 （双边检验）。

在００１水平上显著 （双边检验）。

注：标准误为组内相关标准误；括号中为 ｔ统计量。

我们感兴趣的主要变量———ＦＤＩＣＨＮ———在两个回归中符号均为正且非

常显著。中国 ＦＤＩ流入 １０％的增长会使流入东亚、南亚和东南亚经济体的

ＦＤＩ流入增加大约４８％。尽管存在中国 ＦＤＩ流入增长是以其他亚洲经济体

ＦＤＩ流入减少为代价的显著担忧，回归结果表明，在我们所分析的这一时

期，由于中国的 ＦＤＩ流入，流入这些经济体的 ＦＤＩ增加了。

所观察到的关系可以与快速增长的中国经济体不断增加的资源需求和亚

洲经济体之间的生产网络化活动联系起来。如表１１－２所示，亚洲经济体日

益成为中国不断增长的原材料需求的重要供给者。对某些资源而言，亚洲经

济体是中国的主要供给者———例如，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动植物脂肪和

油，中国台湾、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纺织品以及印度、印度尼西亚和韩国的矿

产品。因此，中国的快速经济增长必然对原材料需求更大，这也为 ＭＮＥｓ在

亚洲经济体开展以资源为基础的 ＦＤＩ创造了巨大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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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１－２　中国来自亚洲经济体的原材料进口

单位：百万美元，％

１９９５年 ２０００年 ２００５年 ２００８年

全部１２个亚洲经济体

动植物脂肪和油料（ＨＳ１５） ９５４（３６） ８０４（６７） ２１３１（６４） ７０９２（６３）

矿产品（ＨＳ２５，２６，２７） ２９５８（４１） ５６１４（２３） １６４３３（１８） ４３０７２（１７）

木浆和纸制品（ＨＳ４７，４８） １３６７（４３） ２６８４（４０） ２３８６（２３） ２４９５（１５）

纺织品（ＨＳ５２，５４，５５） ５２９０（５３） ５８９３（６２） ５９３２（４２） ５８３０（４３）

印度尼西亚

动植物脂肪（ＨＳ１５） ７０（３） ２４５（２１） ７４９（２３） ２４８２（２２）

矿产品（ＨＳ２５，２６，２７） ７６６（１１） １１０４（５） ２２８２（２５） ５２６９（２）

木浆和纸产品（ＨＳ４７，４８） １８０（６） ９２８（１４） ８９３（８） １０６８（７）

马来西亚

动植物脂肪（ＨＳ１５） ７３２（２８） ４７１（３９） １２７１（３８） ４０８４（３６）

新加坡

矿产品（ＨＳ２７） １１２３（２４） ８５２（４） ２２０６（３） ４３２５（３）

韩国

矿产品（ＨＳ２７） ３９８（８） ２０１６（１０） ３５０６（６） ９９４５（６）

中国台湾

纺织品（ＨＳ５４） １０４６（３１） １２６８（３５） １３５９（３６） １１２０（３１）

泰国

矿产品（ＨＳ２７） ７６（０２） ３８３（２） ８０６（１） １８０３（１）

印度

矿产品（ＨＳ２６） １５３（８） ３７３（１２） ５５０９（２１） １４３１４（１７）

纺织品（ＨＳ５２） ２４（１） １８６（７） ２７５（４） １１３０（１５）

巴基斯坦

纺织品（ＨＳ５２） １７３（５） ３９８（１４） ５８１（８） ５９９（８）

　　注：括号中是占中国此种商品总进口数量的份额。ＨＳ１５＝动植物脂肪和油料及其分解物；
ＨＳ２５＝盐，硫磺，泥土，石料，石膏，石灰及水泥；ＨＳ２６＝矿砂，矿渣及矿灰；ＨＳ２７＝矿物燃
料，油，蒸馏产品等；ＨＳ４７＝纸浆，木材，纤维质材料，废物等；ＨＳ４８＝纸和纸板，纸浆制品，
纸和纸板；ＨＳ５２＝棉花；ＨＳ５４＝人造丝；ＨＳ５５＝人造短纤维。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联合国统计署数据计算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纽约；日
内瓦 ＜ｈｔｔｐ：／／ｕｎｓｔａｔｓｕｎｏｒｇ／ｕｎｓｄ／ｃｏｍｔｒａｄｅ／ｄｅｆａｕｌｔａｓｐｘ＞。

从亚洲经济体间相同产业内中间品和最终成品显著的双向贸易中，可以

发现中国和其他亚洲经济体之间生产网络化的证据。许多亚洲经济体———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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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东亚和东南亚———都卷入了纵向一体化，特别是电子设备产业 （ＨＳ

８５）。如表１１－３所示，中国和亚洲经济体之间电子设备产业的双向贸易值

和份额已经相当可观了。自 １９９０年代以来，它们之间相互依存的经济联系

快速深化。亚洲经济体 ＦＤＩ流入水平的显著的中国效应能够反映出这一相互

依存的关系。

表 １１－３　中国和亚洲经济体在电气和电子设备
　　　　 产业 （ＨＳ８５）的双向贸易

对中国的出口

（百万美元）

占对中国总出口的

份额（％）
从中国进口

（百万美元）

占从中国总进口的

份额（％）

中国香港

１９９５年 １９５７ ２２８ ５７３６ １５９

２０００年 ３２０３ ３４０ １０５０７ ２３６

２００５年 ４４７８ ３６６ ４３０２９ ３４６

２００８年 ４１５３ ３２１ ８０２２５ ４２１

马来西亚

１９９５年 　２０２ ９７５ 　１９０ １４８３

２０００年 ２０９７ ３８２７ ９２７ ３６１４

２００５年 １２６６４ ６３０３ ２６４１ ２４９０

２００８年 １７２２６ ５３６６ ４９３８ ２３０２

菲 律 宾

１９９５年 　 １０ ３６２ 　 ８４ ８１６

２０００年 ８６０ ５１２８ ４３８ ２９９２

２００５年 ９１４６ ７１０６ １４８２ ３１６１

２００８年 １４３５３ ７３５９ ２３８６ ２６１３

新 加 坡

１９９５年 　４９９ １４６９ 　５４８ １５６６

２０００年 １４５７ ２８７９ １７４５ ３０２９

２００５年 ６３７０ ３８５７ ６６５３ ４０００

２００８年 ６４４３ ３１９４ ９７６３ ３０２２

韩　　国

１９９５年 １１０３ １０７２ 　４７３ ７０７

２０００年 ５０８９ ２１９３ １９４２ １７２０

２００５年 ２５７７４ ３３５５ ８２４１ ２３４７

２００８年 ３７６４８ ３３５７ １８４２６ ２４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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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１－３

对中国的出口

（百万美元）

占对中国总出口的

份额（％）
从中国进口

（百万美元）

占从中国总进口的

份额（％）

中国台湾

１９９５年 ２００５ １３５６ 　４８５ １５６６

２０００年 ６４１３ ２５１５ １０８８ ２１５９

２００５年 ２８８７７ ３８６７ ４８８７ ２９５３

２００８年 ４１５０７ ４０１７ ７６３７ ２９５２

泰　　国

１９９５年 　 ５３ ３２９ 　１１３ ６４５

２０００年 ８１６ １８６３ ４１６ １８５５

２００５年 ３７０６ ２６４９ １６９５ ２１６８

２００８年 ５９７６ ２３２９ ２９６２ １８９５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联合国统计署数据计算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纽约；日
内瓦 ＜ｈｔｔｐ：／／ｕｎｓｔａｔｓｕｎｏｒｇ／ｕｎｓｄ／ｃｏｍｔｒａｄｅ／ｄｅｆａｕｌｔａｓｐｘ＞。

根据以上回归结果很难断言中国效应主要是由资源需求所推动还是由生

产网络化所推动，这仍然是一个留待将来研究的课题。然而，主要的结论仍

然成立：中国 ＦＤＩ流入的增长显著与其他亚洲经济体 ＦＤＩ流入正相关。换言

之，在最近几十年间，投资—创造效应优于投资—转移效应，因此中国和亚

洲 ＦＤＩ流入是互补的。

对于本地变量，回归结果提供了支持假说的强有力证据。在影响流入亚

洲经济体的 ＦＤＩ流入上，市场增长率 （ＧＲ）是一个正向的统计显著的本地

决定因素，结果表明一个经济体增长得越快，ＦＤＩ流入水平就越高。

一个东道国经济体的效率工资 （ＥＷ）———劳动力成本的代理变量———

是该国所接受的 ＦＤＩ流入量的负向的统计显著的决定因素。这表明 ＦＤＩ对亚

洲经济体之间的效率工资差异是敏感的。同时也表明利用亚洲经济体的廉价

劳动力是外国投资者在亚洲发展中经济体投资的主要动因之一。

一个国家的信用评级 （ＣＤＲ）对其 ＦＤＩ流入量有显著的影响。与高信

誉度相伴随的经济、金融、制度、社会和政治稳定性可以被认为是提升 ＦＤＩ

最有力的工具，因其对 ＦＤＩ项目的安全性和盈利性都有直接的影响。

最后，世界总 ＦＤＩ流出 （ＷＦＤＩＯＵＴ）变量的系数是正的和统计显著的。

这意味着对亚洲经济体 ＦＤＩ流入的总供给方效应。

这一点也很有趣，尽管中国的 ＦＤＩ流入对其他亚洲经济体的 ＦＤＩ流入具

有正的和统计显著的效应，但中国效应并非是这些亚洲经济体 ＦＤＩ流入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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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决定因素。实证回归结果表明，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东道国经济

体的本地变量对其 ＦＤＩ流入的边际影响远大于中国效应。效率工资和国家信

用评级的边际效应分别约为中国效应的２倍和５～８倍。

中国和亚洲经济体未来 ＦＤＩ流入的意涵

前一节的研究结果意味着，中国效应对亚洲经济体 ＦＤＩ流入的正影响可

以从中国经济体不断增长的资源需求和亚洲经济体之间的频繁的生产网络化

活动中得到证明。未来 ２０年，ＦＤＩ流入正的中国效应会对亚洲经济体，特

别是东盟产生更大的影响。

首先，随着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 （ＡＣＦＴＡ）的创立和在 ２０１０年 １月

１日正式启动实施，东盟和中国之间的经济关系进入了一个新时代。ＡＣＦＴＡ

包含了对商品和服务贸易以及投资的协定，这会加速和强化东盟和中国的经

济一体化并导致 ＡＳＥＡＮ和中国之间贸易和投资的快速发展和扩张。除

ＡＣＦＴＡ以外，中国还与很多亚洲经济体都签订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这些

经济体包括巴基斯坦、泰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澳门，而且正计划同印

度、韩国和中国台湾商谈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减少和消除贸易和投资障

碍———以特惠贸易协定实际上所具有效应的程度———不仅会引起中国和其他

亚洲经济体之间贸易和投资的扩张，还会为第三方在亚洲———在中国和其他

地方———进行投资创造机会。

其次，亚洲经济一体化的主要推动力之一是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

的经济增长和强有力的投资扩张为这一地区供给能量并为亚洲经济体提供了

不断扩大和多样 化 的 市 场。根 据 日 本 政 府 内 阁 办 公 室 所 作 的 报 告

（ＮＩＫＫＥＩｃｏｍ２０１０），预测中国经济在 ２０１０年后的 １０年将以每年 ９１％的

速度增长，并在２０２０年代以每年 ７９％的速度增长。结果，预期中国将在

２０３０年占到世界 ＧＤＰ总量的 ２３９％———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中国经

济的快速增长将会继续对亚洲经济体产生显著影响。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

增长，中国人民的收入增长，对消费品的需求会增加；另一方面，中国的快

速增长也会增加对资源和原材料的需求以支持持续的生产扩张。这两方面都不

仅会为亚洲经济体向中国市场增加出口提供巨大机会，也会为跨国公司

（ＭＮＥｓ）在亚洲经济体投资生产商品和开采资源并供给中国市场提供巨大机会。

再次，伴随着中国和其他亚洲经济体快速、深入的一体化，生产网络化

活动———特别是纵向一体化———会进一步加深，每一个经济体都专业化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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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当前，中国和其他亚洲经济体都已经在电气和电子设

备产业发展了大量的双向贸易。今后，随着中国和亚洲经济体的产业结构升级

和重构，中国和其他亚洲经济体之间的双向贸易很可能扩展到其他产业———例

如，汽车、机械和设备。基于跨国公司的比较优势和竞争力，亚洲的结构变

化和产业升级会为跨国公司 （ＭＮＥｓ）进行投资提供巨大的机会。

最后，伴随快速的经济增长，因其高的资本积累率和巨大的外汇储备，

中国逐渐成为日益重要的对外 ＦＤＩ供应者。在 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间，中国对外

的ＦＤＩ从５５亿美元增长到了５５９亿美元———增长超过了９倍。中国对外ＦＤＩ

的大部分流入了亚洲经济体———在 ２００８年末达到中国总对外 ＦＤＩ存量的

７１４％。随着快速的经济增长，未来２０年将见证中国 ＦＤＩ流出的快速增长。

一方面，中国会加速产业重构和升级。一些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活动和产业会

因为不断上涨的劳动力成本和伴随人口老龄化的劳动力减少而逐渐失去竞争

力。其结果是，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会从中国转移到其他经济体投资，其他

亚洲发展中经济体作为候选地的可能性最大。另一方面，中国快速的经济增

长会继续增加对资源和原材料的需求。为满足这一需求，中国会增加海外投

资以扩展和保障资源和原材料的供给。随着中国成为亚洲日益重要的投资

者，拥有丰富资源禀赋的亚洲经济体会成为中国对外投资的首选地。继而，

总的来讲，在 ＦＤＩ方面，中国和亚洲经济体的关系在未来 ２０年很可能继续

保持互补性。

结　　论

过去３０年，中国巨大的 ＦＤＩ流入量令有的国家欢喜有的国家忧。中国

真的挤出了其他亚洲经济体的 ＦＤＩ流入，抑或是实现了双赢？本章在大量文

献的基础上试图通过对基于 ＦＤＩ折中范式 （ＯＬＩ）解释的本地优势假说进行

实证检验来回答这一问题。三个主要发现可以概括如下。

首先，在亚洲发展中经济体 ＦＤＩ流入的本地决定因素方面，回归结果为

检验我们的假说提供了很强的支撑。主要发现是，在我们所分析的时期内

（１９９２～２００８年），经济增长更快、信誉度更高或者在经济、金融、制度、

社会和政治稳定性方面风险更低的那些经济体吸引了相对较多的 ＦＤＩ流入，

而更高的效率工资或者更低的劳动生产率则阻碍了 ＦＤＩ流入。

其次，回归结果表明中国 ＦＤＩ流入对其他亚洲经济体 ＦＤＩ流入具有统计

显著的正效应。中国 ＦＤＩ流入对亚洲其他经济体 ＦＤＩ流入的这一正的和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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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效应与增长中的中国不断增加的资源需求和亚洲经济体之间的网络化生

产活动密切相关。回归结果无法判定这两方面因素影响作用的大小，正的中国

效应很可能同时来源于这两者，并指向一个核心结果，即这一效应是投资创造

的，而非投资转移。这一互补性意味着对中国ＦＤＩ的许多担忧是没有根据的。

最后，尽管中国的 ＦＤＩ流入对其他亚洲经济体的 ＦＤＩ流入有正的和统计

显著的影响，但这一中国效应并不是亚洲经济体 ＦＤＩ流入最重要的决定因

素。实证回归结果表明，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东道国经济体的本地变

量对其 ＦＤＩ流入的边际影响远大于中国效应。东道国经济体的本地变量———

诸如快速的经济增长，与较高的劳动生产率相伴的较低的劳动力成本，经

济、金融、制度、社会和政治稳定性方面较低的国家风险———在吸引 ＦＤＩ流

入上扮演着根本性的角色。

在接下来的 ２０年间，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强有力的投资扩张将为这一地

区供给能量并为亚洲经济体和其他国家提供不断扩大和多样化的亚洲市场。

总体而言，伴随着中国和其他亚洲经济体之间快速的和深入的一体化，其他

亚洲经济体 ＦＤＩ流入的正的中国效应将会持续。

附表 １１－Ａ１　中国 ＦＤＩ流入对其他亚洲发展中东道国经济体 ＦＤＩ
　　　　　流入的影响的变量列表

变量名称 变量设定 来　　源

因变量

ＦＤＩｊ，ｔ

ｔ年由所有来源国流入亚洲发展中东道国经济体
ｊ的总 ＦＤＩ流入（百万美元，１９９０年价格）。

各种联合国出版物，世界投资

报告。

自变量

ＦＤＩＣＨＮ，ｔ

ｔ年由所有来源国流入中国的总 ＦＤＩ流入（百万
美元，１９９０年价格）。

各种联合国出版物，世界投资

报告。

ＷＦＤＩＯＵＴ ｔ年世界总 ＦＤＩ流出（百万美元，１９９０年价格）。
各种联合国出版物，世界投资

报告。

ＧＲｊ，ｔ
亚洲发展中东道国经济体 ｊ在 ｔ年的真实国内生
产总值增长率（％）。

联合国统计署（国民经济核

算）。

ＥＷｊ，ｔ
亚洲发展中东道国经济体 ｊ在 ｔ年的效率工资率
（％）。

根据 ＩＬＯ计算以及联合国统
计署（国民经济核算）。

ＣＤＲｊ，ｔ

亚洲发展中东道国经济体 ｊ在 ｔ年的国家信用评
级指数（得分从０～１００，１００表示最低的违约概率
或者最好的信誉度）。

根据机构投资者的有关内容

整理。

　　

（张川川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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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全球金融危机与农村劳动力
向城市迁移

孔　涛　孟　欣　张丹丹

自２００８年下半年以来，金融危机的蔓延造成全球出口订单大幅减少，

并导致中国经济增长率的下降。由于中国的出口业以劳力密集型为主，且更

多雇用的是农民工，因此人们普遍认为，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会对农民工的就

业和报酬造成非常明显的负面效应。在危机最严重的时候，下岗工人在倒闭

的工厂外抗议，数百万外出打工者在叹息失去工作的同时开始收拾包袱准备

提前返乡。同时，还有许多人在揣摩和担忧最坏的情况什么时候来临。决策

者和学者都认为外来务工人员将面临明显不利的就业局面 （Ｃｈｅｎ，２００９；

ＮＢＳ，２００９；Ｋｏｎｇ等，２００９）。在去年的 “中国经济前沿论坛”论文集中，

我们就曾估计，总就业人数的 １３％ ～１９％受到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但

是，我们同时强调，对就业所造成的冲击，实际上是全球金融危机和中国的

国内政策立场特别是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和新劳动合同法的执行情况共同作

用的结果 （Ｋｏｎｇ等，２００９）。

随着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而采取的财政与货币扩张政策的实施以及外部

需求的逐步复苏，中国经济大力反弹，２００９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由第一季

度的６１％增长到第二季度的７８％。截至２００９年底，该增长率实现了超过８％

的既定目标。现在，眼前的危机已经过去，是时候来评估全球金融危机到底对

外来务工者的劳动力市场造成了多大的影响，以及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影响。

运用在 ＲＵＭｉＣＩ项目中所调查的城乡移民和农村住户的面板数据，本章比

较了２００８年和２００９年城市中外来打工者在劳动力市场中的情况。令我们惊讶

的是，金融危机对外来打工者的就业影响很小，且几乎没有工作时间或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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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减少。我们试着去了解这一结果背后的原因。我们发现全球金融危机所造

成的不利影响主要是由从城市返乡的失业农民工以及这些失业农民工收入的

减少抑制了农村部门的需求，这又反过来进一步抑制农村的非农业就业这一

乘数效应所带来的。这个显著的乘数效应在之前的研究中却并没有受到注意。

本章的结构组织如下。下一节将回顾相关文献并推测我们预期观察到的

劳动力市场应对经济下滑的调整。然后是对数据的讨论以及分别从城市和农村

劳动力市场的角度来研究劳动力市场的调整方式。最后一部分是对本章的小结。

早期的研究发现以及我们的假设

Ｋｏｎｇ等 （２００９）和 Ｈｕａｎｇ等 （２０１０）的研究是两个关于全球金融危机

对城乡移民影响的重要研究。利用中国六省农村中具有代表性的 １２００个家

庭样本，Ｈｕａｎｇ等 （２０１０）的研究发现，金融危机对农村移民就业的消极影

响在一开始就已经很明显了。他们估计，２００８年 ９月至 ２００９年 ４月期间，

１７％ （最多达４５００万人）的非农就业的农村居民要么失去了工作，要么延

迟了他们离开农业的时间。但是农民适应危机的速度超过了预期。截至

２００９年４月，在刚开始就失去了非农就业机会的农民中已经有 ２５００万又重

新找到了新的职位，而截至 ８月底，这个数字已经上升到 ３２００万。为了解

释这一现象，Ｈｕａｎｇ等 （２０１０）提出这一快速的复苏是由中国劳动力市场改

进的灵活性以及农民工愿意接受较低的工资共同作用的结果。他们估计，这

些被雇用的非农就业工人平均月收入下降了 ２４％———从 ２００８年的每月

１０８６元人民币降至２００９年１～４月的每月１０６２元人民币。

另外两份由劳动与社会保障部所做的报告展现了更加乐观的景象。题为

“中国就业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方略” （ＭｏＨＲＳＳ，２００９）的报告中显示，在

２００８年底至２００９年４月期间，７０００万农村移民从城市回到了自己的老家，

其中由于全球金融危机在城市中失去了工作的农民工有 ２０００万。而在 ７０００

万的返乡农民工中有 ９５％在城市中曾经找到过新的工作。城市中农民工的

失业率实际不到３％。城市中农民工的总数实际上从 ２００８年的 １４亿增加

到了２００９年的１５亿。

劳动与社会保障部 （ＭｏＨＲＳＳ，２０１０）的另外一份报告则根据 ２０１０年

初在２７个省中９０个县进行调查的数据分析了 ２００９年移民的就业情况。这

项调查共访问 ９０８１位农村移民，收集了包括他们的就业情况、工资报酬、

在城市工作的意愿和就业的期望等信息。这份调查数据表明，农村移民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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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月收入从２００８年到２００９年增长了１２９％，其中工资性工作者和自雇经营

者月收入分别增长了６７％和１１５％。

这些研究显示，对首当其冲承担了大部分经济衰退影响的农民工群体来

说，他们的就业水平在 ２００９年底就基本上从危机中恢复过来了。然而，这

些研究所提供的对收入改变的证据是相互矛盾的。此外，上述研究所采用的

出发地数据并不能准确反映农民工在流入地的情况。在这一章中，我们采用

建立在统一的调查设计基础上的农村住户和农民工调查数据来重新分析这一

问题，并对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进行全面的分析。

在现代劳动力市场，负面的经济冲击会造成市场上失业或低工资的出

现。但在一个发展中的经济体系内，对 “现代部门”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冲

击可能会由于这种经济体系内存在二元的劳动力市场结构而无法直接检测出

来。由于二元经济结构， “传统部门”为大多数移民工人提供了一个 “退

回”的余地。每当现代部门的工资低于保留工资时，工人将重新回到传统

部门就业，而这种移动成本通常并不太高 （Ｌｅｗｉｓ，１９５４；Ｒａｎｉｓ和 Ｆｅｉ，

１９６１）。２０００年东亚金融危机时期，这一情况曾经在印度尼西亚发生过，当

时印尼数百万工人回到了农业部门，只在现代部门中出现了很少的失业情况

（Ｈｕｇｏ，２０００；Ｍａｎｎｉｎｇ，２０００；Ｆａｌｌｏｎ和 Ｌｕｃａｓ，２００２）。

在中国，由于以下几个原因，现代部门与传统部门之间的关系更加特

殊。首先，由于城市里福利政策准入的限制，移民为了家庭和孩子常常只能

独自来到城市。因此，回流农村的成本相对较低。第二，在城市里，农民工

一般没有失业保险以及健康或养老保险。若没有工作他们在城市里难以生存，

而农业部门提供了一份维持生活水平的福利 （住房和食物）。考虑到这两个部

门之间的差异———选择低效率的城市部门的工资还是选择传统部门较高的保

留工资，农民工返乡的概率最终会增加。实际上，唯一可以缓解金融危机冲

击对移民就业和收入不利影响的方法就是回到农村，寻找合适的就业机会。

考虑到中国特殊的劳动力城乡流动的制度安排，任何经济冲击对农民工

劳动力市场的影响都应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检查。首先，在经济危机发生的

时候，受影响的农民工返乡寻找非农业就业或者成为半失业农民，这进一步

又会抑制农业生产率。其次，由于农民工中存在一些受到经济危机影响而又

不愿意返乡的人，因此我们可以观察到失业人数的上升，或从事非正规就

业，或工资降低。

因此，为了更全面地分析全球金融危机对农民工所造成的影响，我们采

用农村出发地区和流入地城市的数据———２００８年和 ２００９年 ＲＵＭｉＣＩ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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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分析城市和农村的劳动力市场。由于农村部门发挥了缓冲作用，

我们预期农村部门将承受全球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大部分影响。

数　　据

中国城乡劳动力市场 （ＲＵＭｉＣＩ）的调查开始于２００８年。抽样方法和调查
基本情况可在互联网上找到 （ｈｔｔｐ：／／ｒｕｍｉｃｉａｎｕｅｄｕａｕ）。这个调查的独特性
在于它分别调查了三类不同的家庭户：包括在１５个城市工作的５０００户农民工家

庭户 （农民工调查），在同样１５个城市的５０００户城市居民住户 （城市调查）①，

以及从上述１５个城市所在的省份中选取的 ８０００户农村住户 （农村调查）。

ＲＵＭｉＣＩ被设计成一个跟踪面板调查，其第二轮调查是在２００９年进行的。
由于农民工流动性高 （尤其是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其样本的流失率

非常高 （达到了 ６０％左右）。因此，在 ２００９年的数据采集过程中，除了
４０％被成功追踪到的家庭户之外，我们用同样的抽样筐随机选取了一批新的

样本家庭户，并将他们包含在第二波调查中。因此，２００９年的城市移民样
本中包含了４０％的在２００９年成功追踪的 ２００８年家庭户样本，以及 ６０％的
在２００９年新抽取的家庭样本。相比之下，农村和城市居民家庭户的流失率
要低得多 （在１０％以下）。

我们相信，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主要集中在２００８年下半年至 ２００９年上
半年这段时间。ＲＵＭｉＣＩ的两次调查数据涵盖了这段时期和这段时期之前的

一段时期。在２００８年的移民调查开始于３月，结束于６月，其中９３％的采访
完成于５月底。２００９年的调查进行了６个月以上，开始于３月，到８月结束，
其中７３％的采访完成于５月底 （见附录１２－Ａ１两年内的调查时间分布）。农
村住户调查集中在２００８年３月到５月和２００９年４月到６月。因此，我们可以
用２００８年的数据来分析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情况，同时，用２００９年的数据
来说明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的情况。通过比较两个时间段的调查，我们发现了

危机前与危机爆发期间有关移民劳动力市场的调查结果的变化。

在这里，我们集中调查在劳动力市场上年龄在 １６～６５岁的个人。② 农
民工的样本量在第一次和第二次调查中分别为７１５３名和７５６７名。农村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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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城市调查覆盖了农民工调查的１５个城市之外的另外４个城市。因此，城市调查一共覆盖了

１９个城市。

劳动力可以定义为年龄在１６～６５岁，包括现职工作者 （包括重新雇用的退休人员），无酬

家属工作者，失业或等待被分配工作的人。这一定义适用于农民工和农村样本。



样本量分别为２０４５１名和２０４０８名。要注意的是，在农村调查中涵盖了所有

的家庭成员，包括调查期间不在家的成员。对于调查期间不在场的人，由其

他在家的家庭成员进行代答。在大多数情况下，回答人为户主。因此，我们

可以从农村住户调查中分析出移民和非移民个人特征上的差别。但是，农民

工的数据可能会存在较大的测量误差。由于这种不准确性的存在，用在城市

中的农民工调查来补充农村调查中移民数据的问题就显得十分重要。表

１２－１列出了两次调查的样本中人口的基本特征的简要统计。

２００８年移民样本平均年龄为３１３岁，而２００９年大约上涨了１岁，平均

３２２岁。其中约 ５８％为男性，这两年结婚或者同居的比例分别为 ６３％和

６６％。学龄平均约９年，２００９年所取样本略高了 ０１７年。这一增长似乎是

因为２００９年所取样本中高中毕业生的比例稍高一些。

表 １２－１　移民和农村样本的统计

农民工样本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９年

农村住户样本

总样本 外出农民工样本 非移民样本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９年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９年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９年

年龄 ３１３ ３２２ ４００ ４０６ ２９３ ２９８ ４２９ ４３３

男性的比例 ５８３ ５７９ ５３９ ５２８ ６１８ ６０６ ５１８ ５０８

婚姻状况（％）

初婚 ６２０ ６３９ ７７２ ７７３ ５４９ ５５８ ８３２ ８２７

再婚 ０８ ０９ ２２ ２８ １５ １８ ２３ ３０

同居 ０３ ０７ ０４ ０４ ０１ ０４ ０５ ０４

离婚 １０ １２ ０４ ０５ ０６ ０７ ０３ ０４

寡居 ０４ ０６ １０ １０ ０３ ０１ １２ １３

单身 ３５４ ３２７ １８８ １８０ ４２５ ４１３ １２４ １２２

受教育年限 ９１ ９２ ７５ ７５ ８５ ８５ ７２ ７２

教育水平（％）

文盲 ２１ ４０ ４９ ４９ ０７ ０８ ６１ ６０

小学 １２９ １２１ １７６ １７７ ７６ ７４ ２０３ ２０３

初中 ５５６ ４９７ ６３９ ６３４ ７５０ ７４９ ６０９ ６０５

高中 ２５５ ２７６ １３５ １３９ １６７ １６８ １２７ １３１

专科以上 ４０ ６６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１ ００ ００

总计观察量 ７１５３ ７５６３ ２０４５１ ２０４０８ ４３１７ ４１１０ １６１３４ １６２９８

　　资料来源：作者的调查 ＲＵＭｉＣＩ。

相对于在城市抽样调查的农民工，农村总劳动力 （包括移民和非移民）

年纪要大得多。在２００８年和２００９年，他们平均分别为４０岁和４１岁。和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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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结果一致，移民人口的平均年龄大约是３０岁，而非移民样本年纪要大得

多 （约４３岁）。这个年龄的差距表明年轻人比年纪大的人更愿意移民。我们在

图１２－１列出了不同样本的年龄分布，它清楚地展现出移民更多地集中于２０～３０

岁这个年龄段，而非移民则更多地集中于４０岁到５０岁这个年龄段。

图 １２－１　农民工和农村调查样本的年龄分布

资料来源：作者的调查。

农民工更有可能是男性。在农村总样本中，大约 ５３％ ～５４％为男性，
而农民工样本中男性的比例约为 ５８％，农村移民中甚至更高，约为 ６１％。
农民工更可能是单身或者离婚。此外，一般而言，移民相比非移民受到过更

好的教育。

全球金融危机对劳动力市场的

影响结果：城市视角

　　在本节中，我们探讨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对在 ２００９年间留在城市的农民
工的就业和报酬所造成的影响。

表１２－２列出了两年内的就业与报酬的统计数据以及结果上的差异。表
１２－２的第一组数据显示了总样本的就业率从 ２００８年的 ９８７％降至 ２００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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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９６６％，也就是说，失业率增长了 ２１个百分点。如果观察面板样本，

我们会发现失业率只是轻微提高了 ２７个百分点。考虑到 ２００９年出口的大

幅减少，这个程度的失业增长看起来微不足道。

表 １２－２　城市中农民工的就业情况和收入 （农民工样本）

总样本 面板样本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９年 差异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９年 差异

第

一

组

受雇（％） 　９８７ 　９６６ －２１ 　９８８ 　９６１ 　 －２７

自雇经营者（％） ２２５ ２８１ ５６ ３１６ ３８３ ６７

工资性工作者（％） ７２１ ６９７ －２４ ６１５ ５９３ －２２

家庭工人（％） ５４ ２２ －３２ ６９ ２４ －４５

劳动力总数 ７１５３ ７５６７ ４１４ ２８２９ ２７１４ －１１５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９年 差异（％）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９年 差异（％）

第

二

组

每周工作时间（小时） 　６３１ 　６３１ ００ ６５８ ６５５ －０５

工资性工作者 ５８４ ５７３ －１９ ５８９ ５７７ －２０

自雇经营者 ７８３ ７７６ －０９ ７９３ ７７７ －２０

各行业每周工作时间：

建造业 　６２２ 　６１５ －１１ ６１７ ６１５ －０３

制造业 ５４６ ５５２ １１ ５５７ ５５０ －１３

零售／批发业 ５９２ ５７７ －２５ ５９６ ５８２ －２３

服务业 ５８８ ５７４ －２４ ５９１ ５８５ －１０

第

三

组

每月收入或净收入

（人民币）
１５９８０ １８２００ １３９ １６４８００ １８４２００ １１８

工资性工作者 １４１１ １６３１ １５６ １４１７ １６６１ １７２

自雇经营者 ２２００ ２２９７ ４４ ２０９８ ２１２８ １４

小时工资或净收入

（人民币）
６４ ７５ １７２ ６４１ ７６４ １９２

工资性工作者 ６２ ７４ １９４ ６２ ７６ ２２６

自雇经营者 ７３ ７９ ８２ ６８ ７７ １３２

第一个月收入或净收

入（人民币）
８９９６ ９７８１ ８７

第

四

组

工人领取福利保险的

比例（％）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９年 差异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９年 差异

失业保险 １１９ １２２ ０３ １１８ １１９ ０１

养老保险 １８９ ２０６ １７ １９７ ２０８ １１

健康保险 ５５９ ６８２ １２３ ５９８ ６７９ ８１

工伤保险 １７５ １６８ －０７ １６６ １６８ ０２

住房公积金 ７０ ７０ ０ ６５ ７２ ０７

　　资料来源：作者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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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总就业来说，自雇经营者在总样本中的比重增加了 ５６％。但是，这

一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样本追踪偏差的结果。由于自雇经营者比工资性工作

者的流动性小，他们更可能在第二次调查中被追踪到。为了衡量样本追踪消

耗对自雇经营者的份额增加的贡献程度，我们进一步分析了面板样本。对于

跨不同年份的同样的个体样本，我们发现，２００８年有 ３２％的自雇经营者，

而在２００９年则有３８％，期间增长了６个百分点。从工资性工作者转变为自

雇经营者是一种用来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影响的战略。东亚金融危机期间

（１９９８年），在印度尼西亚的许多移民工人从正规部门转向非正规部门

（Ｈｕｇｏ，２０００）。事实上，当我们比较 ２００８年和 ２００９年自雇经营者的职业

分布时，我们发现，两年来减少最多的是小商店或工厂的业主，而 ２００９年

增加最多的则是街头小贩、垃圾收集工和店员 （见附录 １２－Ａ２）。后者更

有可能被列为非正规部门就业。

另一种调整经济冲击下就业的方法就是测算减少的工作时间。表 １２－２

的第二组数据分别总结了总就业工人以及自雇经营者和工资性工作者平均每

周工作的时间。平均而言，总样本和面板样本的每周工作时间几乎没有任何

变化。自雇经营者一般比工资性工作者的工作时间更长，这一现象并没有随

着时间而改变。更重要的是，相对于２００８年，在２００９年，无论是自雇经营

者还是工资性工作者的每周工作时间都没有减少很多。在 ２００９年，自雇经

营者的工作时间减少了 １％，而同时工资性工作者减少了 １９％。相比其他

行业，全球金融危机更可能影响到制造业。我们也分行业计算了工作时间

（见图１２－２）。在这里可以观察到同样的情况：工作时间下降最多的是零

售／批发行业，为２５％。制造业并没有观察到工作时间的下降，反而上升了１

个百分点。显然，在经济衰退时期，中国劳动力市场不像某些西方劳动力市

场，并没有发生就业分享。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一个拥有充足的非技术

类劳动力供给的国家，当衰退结束之后，雇主不用担心招工方面的问题。

在２００８年和２００９年间失业率和工时的微小变化表明留在城市中的移民

平均就业形势并没有受到显著的影响。这种情况可能会令人费解。考虑出口

减少了２０％ （ＭｏＨＲＳＳ，２００９），应该对就业有更大影响。也许，由于农民

工劳动力市场的弹性，对需求的冲击可以被工资的弹性所吸收。如果是这

样，我们应该观察到收入上的一个下降的变化。

表１２－２中第三组数据给出了总样本和面板样本中工资性工作者和自雇

经营者每个月和每小时收入的变化。对于月薪或小时工资，我们不但发现没

有减少，在２００９年还有所增加。更令人惊讶的是，收入最大的增幅发生在

２１２

中国：未来二十年的改革与发展



图 １２－２　各行业工资性工作者每周工作时间的对数

资料来源：作者在调查基础上计算所得。

应该是受全球金融危机冲击最大的工资性工作者中。工资性工作者的每小时

收入平均增长了１９％，而自雇经营者则增长了８％。图１２－３给出了各行业

中工资性工作者的收入分配。很显然，在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间，每个行业的小

时工资都有所增加，特别是在面板样本中。

图 １２－３ａ　各行业工资性工作者小时工资的对数 （总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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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２－３ｂ　各行业工资性工作者小时工资的对数 （面板样本）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调查计算。

在表１２－２的第三组数据中，我们还研究了这两年新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

的劳动力的月薪是否有所改变。关注这个群体中的原因是他们是没有任何工作

经验的最不熟练的外来务工人员。在ＲＵＭｉＣＩ调查中，我们搜集了第一份工作的

第一个月的收入的信息。对于那些新移民刚到城市的月份与调查月份相同或基

本一致的，我们就用他们目前的每月收入。许多人没有报告他们第一个月的收

入，特别是那些在调查那一年才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因此，我们只有一个相当

小的样本，２００８年新农民工一共有９３人，而２００９年有２６人。而对这个样本来

说，第一份工作的第一个月的平均劳动收入２００９年要比２００８年高９个百分点。

最后，我们研究雇主提供的社会保险是否有所下降作为收入水平调整的

一部分 （表１２－２中第四组数据）。在这里我们再没有发现更多的变化，如

果有的话，这变化就是积极的。

上述分析只研究了平均工时和报酬的变化。为了确定这些结果是否是由

于这两年间不同类型的工人在分配和工作地点上发生了改变，我们估计了一

个关于劳动时间和收入的方程，这一方程掌握了个别行业和区域的特点与差

异。表１２－３给出了每周工作时数取对数 （前三列）和小时工资取对数

（４～６列）的回归结果。我们假设这些分别是总样本、工资性工作者的样本

以及自雇经营者的样本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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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２－３　城市中移民的工作时间和小时工资方程式的回归结果 （移民样本）

每周工作时间的对数 时薪的对数

所有工人 工资性工作者 自雇经营者 所有工人 工资性工作者 自雇经营者

年龄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５］
００３９

［０００４］
００４４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２］

年龄的

平方／１００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３］
００２１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６］
－００６２

［０００５］
－００６９

［０００５］
－００２１
［００１５］

教育年限
－００１６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４］
００４８

［０００３］
００５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３６

［０００８］

教育年限

２００９年的
虚拟变量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３
［００２０］

－０００４
［００４６］

００６９

［００３８］
０００９
［００３６］

００７３
［０１１０］

性别

（虚拟变量）

００１６

［０００５］
００２７

［０００５］
－００２３

［００１２］
０１３０

［００１０］
０１２６

［０００９］
０１２３

［００２８］

婚姻状况

（虚拟变量）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７］

００３４
［００２１］

－０００６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３］

－００５９
［００５１］

首次外出打工

到现在的年数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３］

００２７

［０００３］
００２５

［０００２］
００２６

［０００７］

首次外出打工

到现在的年数

的平方／１００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１］

－００７９

［００１０］
－００６４

［００１０］
－００９０

［００２６］

是否是自雇经

营者 （虚 拟 变

量）

０２４３

［０００７］
００４２

［００１３］

２００９年的
虚拟变量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５
［００２０］

－００２３
［００４０］

００５６
［００３６］

０１５３

［００３５］
－００５１
［００９６］

行业

（虚拟变量）
是的 是的 是的 是的 是的 是的

城市

（虚拟变量）
是的 是的 是的 是的 是的 是的

观测数 １３１４９ ９７７７ ３３７２ １３１４９ ９７７７ ３３７２

Ｒ２ ０２３ ０１１ ００５ ０２２ ０３３ ０１３

　　１０％显著性。

５％显著性。

１％显著性。
注：括号内为标准差。

资料来源：作者的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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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控制了对城市和行业的影响，大部分的人口特征在劳动时间和报酬

方程中似乎都表现出正常的模式。我们首先讨论劳动时间的方程。在总样本

中，年龄与工作时间呈 Ｕ形关系。这同样适用于工资性工作者，但对于自

雇经营者这种关系却是相反的。受教育越多的人工作时间越少，这种关系在

这两年中并没有改变。对于工资性工作者，在同一行业中，男性的工作时间

比女性多２％ ～３％，而对于自雇经营者而言，同一行业中的男性却比女性

要少工作２％的时间。已婚工人的工作时间要稍长一些，且移民的年数和工

作时间之间的关系呈倒 Ｕ形。自雇经营者的工作时间平均要比工资性工作

者多２４％。最后，通过对个人、行业和区域的影响标准化，２００９年工人每

周工作的时间和２００８年几乎一样。

再看小时工资对数的方程，我们发现年龄和工资之间呈标准的倒 Ｕ形

关系。每多增加一年的教育程度，工资性工作者的小时工资就会增加

５３％，而自雇经营者则增加 ３６％。这些回报率似乎并不随时间而改变。

移民的年数和收入之间也呈现倒 Ｕ形关系。自雇经营者每小时的收入比工

资性工作者多４２％。控制了所有这些特性，在总样本中，２００９年的每小时

收入与２００８年统计上似乎并没有不同。然而，这并不适用于工资性工作者。

对于工资性工作者而言，由于附有其他合作变量，他们每小时的收入增加了

１５％。另外，自雇经营者则少挣５％，但这个估计并不显著。

结合失业，工作时间和收入的变化，在全球金融危机发生时，那些没有

失去工作或可以找到其他工作的外来工人看起来在工作时间和收入上似乎

没有受到影响。实际上，作为工资性工作者，他们的收入增长了 １５％。这

似乎表明，对于农民工中的工资性工作者，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可以反映

在聘用和解雇上。另外，自雇经营者部门在劳动力市场似乎有更多的灵活

性，我们观察到越来越多的非正式就业，略有减少的工作时间和小时工

资。

全球金融危机对劳动力市场的

影响结果：农村视角

　　在上一节中，我们研究了在全球金融危机中仍然留在城市的农民工的劳

动力市场表现。在本节中，我们运用农村住户样本来分析全球金融危机可能

会对返乡的农村非农移民的就业和收入所造成的影响。

表１２－４列出了就业和移民的统计数字。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期间，在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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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样本中，农村劳动力总数只下降了 ４２人。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农村劳动

力是指那些年龄在 １６～６５岁之间的，无论是就业或失业的人，包括那些已

经迁移，但在家乡仍然拥有农村户籍的人，他们在移民中占了绝大多数。在

这些劳动力中，这两年的就业率分别为 ９７７％和 ９８９％，也就是说在这期

间失业率降低了１２个百分点 （表１２－４的第一组数据）。①

表 １２－４　农村劳动力中返乡移民的就业和收入 （农村样本）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９年 差异

频率

总劳动

人口中

的占比

（％）

非移民

人数中

的占比

（％）

频率

总劳动

人口中

的占比

（％）

非移民

人数中

的占比

（％）

频率
百分点

（％）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１）
－（４）

（２）
－（５）

第１组
总劳动人口 ２０４５１ ２０４０９ －４２

总就业 １９９７８ ９７６９ ２０１８９ ９８９２ ２１１ １２３

第２组

移民超过 ３个
月的总人数

５１０６ ２４９７ ４６６７ ２２８２ －４３９ －２１５

到其他农村地

区的
４０１ １９６ ７８５ ２３０ １１２ ４５０ －１７１ ２５４

到当地城镇的 ４１９ ２０５ ８２１ ３４８ １７０ ６８２ －７１ ４７７

到本省其他城市

或其他省份的
４２７３ ２０８９ ８３６９ ４０７４ １９９２ ７９７９ －１９９ ５８８９

到其他地方 １３ ００６ ０２５ １５ ００７ ０２９ ２ ０２３

首次移民总人数 ７２５ ３５５ ５１８ ２５３ －２０７ －１０１

移民意向 频率

非移民人

数中的占

比（％）
频率

非移民人

数中的占

比（％）

（１）
－（４）

（３）
－（６）

１个月内 １７２７ １０３２ １０８７ ７０２ －６４０ －３３０

６个月内 ３３３ １９９ ２６３ １７ －７０ －０２９

一年内 ２８２ １６９ １５２ ０９８ －１３０ －０７１

不确定 １９８９ １１８９ １１５５ ７４６ －８３４ －４４３

没有 １２３９７ ７４１１ １２８３２ ８２８５ ４３５ ８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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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用的退休人员。



续表 １２－４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９年 差异

频率

总劳动

人口中

的占比

（％）

非移民

人数中

的占比

（％）

频率

总劳动

人口中

的占比

（％）

非移民

人数中

的占比

（％）

频率
百分点

（％）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１）
－（４）

（２）
－（５）

第３组

对农村非农业

就业的影响
频率

总劳动

人口中

的占比

（％）

非移民

人数中

的占比

（％）

频率

总劳动

人口中

的占比

（％）

非移民

人数中

的占比

（％）

（１）
－（４）

（３）
－（６）

农业工作 ９个
月或以上

９８３５ ４８０９ ６２６８ １１１３４ ５４５５ ６９９５ １２９９ ７２７

非农业工作 ３
个月或以上

５８５７ ２８６４ ３７３２ ４７８２ ２３４３ ３００５ －１０７５ －７２７

平均 平均 差异 变化（％）

农村非农业就

业的每周工作

时间

５１５７ ４９９２ －１６５ －３２０

工资性工作者 ５２１６ ４９８９ －２２７ －４３４

自雇经营者 ４９１７ ５０００ ０８３ １６８

农业工作日

平均（天） １５４

０～９９天 ３６２０ ３５６４

９９～１４９天 １１２３ １１０６

１５０～１９９天 １３３１ １３１

２００～２４９天 １５５４ １５３

２５０～２９９天 ９１３ ８９９

３００～３６５天 １６１６ １５９１

第４组

非农就业的小

时工资
差异

变化

（％）

总体 ６７９ ７５３ ０７４ １０８６

工资性工作者 ６３８ ７１２ ０７４ １１５３

自雇经营者 ８４９ ８９４ ０４５ ５３２

　　

总劳动力人口中，在２００８年和 ２００９年约有 ２５％和 ２３％迁移到其他地
方工作，即共有２２％的减少。相对于 ２００８年，在 ２００９年中，移民所占比
例下降了８６％，从５１０６人降至４６６７人。我们进一步将移民分为四个不同

８１２

中国：未来二十年的改革与发展



类别：迁移到其他农村地区的，到当地城镇的，到本省其他城市或其他省份

的以及到其他地方的。在这两年中，最大的移民群体是迁移到本省其他城市

或其他省份的，这个群体和我们用来确定城市农民工样本的概念是一致的。

这个群体在２００８年和２００９年分别占移民总数的 ８４％和 ８０％，２００９年下降

了４个百分点 （表１２－４的第二组数据）。

由于我们数据的面板性质，我们还可以研究在２００８年移民而 ２００９年没

有移民和在２００９年移民而 ２００８年没有移民的人数 （表 １２－５的第一组数

据）。前者有１３７１人，而后者则有 １１８９人。因此，我们得到净返乡农民工

的人数为１８２人，占 ２００９年移民总数的 ４３％，转换到全国而言就大约有

６５０万人。需要注意的是，在正常年份农民工外出打工的人数是净增长的。

如根据世界银行 （２００９）的研究，在２００４年和２００５年期间，农民工人数增

加了６４％，从１１８２亿增至 １２５８亿。因此，６５０万移民的净减少只是全

球金融危机对移民影响的一个下限估计。如果我们把 ２００４～２００５年间农民

工外出情况看做正常表现的话，那２００８年和２００９年之间实际返乡移民应该

不低于移民总数的１０％，或者说总人数不少于１４００万 ～１５００万。这个估计

不包括临时返乡移民。也许这就是为什么这一估计值略低于 Ｋｏｎｇ等

（２００９）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的下限估计 （１３％）。

表 １２－５　个人面板中的外出农民工和非农就业者 （农村样本）

２００８年移民而
２００９年没有移民

２００９年移民而
２００８年没有移民

净差额

外出农民工 （１） （２） （３）＝（１）－（２）

频率 １３７１ １１８９ １８２

占２００９年外出劳动力的比例（％） ３２５ ２８２ ４３

非农就业者

频率 ２５３７ １４３１ １１０６

占２００９年非农劳动力的比例（％） ５３０ ２９９ ２３１

占２００９年总劳动力的比例（％） １２４ ７０ ５４

　　资料来源：根据作者的调查计算。

鉴于外出务工者的减少，我们进一步探讨全球金融危机对初次外出打工

和外出意向的影响 （表 １２－４的第二组数据的第二部分）。ＲＵＭｉＣＩ的数据

包括了初次外出打工时点的资料。比较２００７年１月至２００８年中和２００８年１

月至２００９年中这两个时期，初次外出打工的人数从 ７２５下降至 ５１８人，相

９１２

第十二章　全球金融危机与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



当于减少了农村劳动力总数的 １％。① 前一个阶段可以被视为是正常情况，

并作为基准与后期进行比较，其中包括了短期超调效果。下降的这１个百分

点意味着大约减少了５００万名初次外出打工的农民工。②

关于移民意向，这次调查询问了那些在调查期间正准备外出打工的人的

计划。与去年同期相比，有可能在１个月，６个月和 １年内迁移的成年人的

人数都下降了，同时，明确表明将不外出打工的比例大幅上升，从 ７４％增

加到８３％ （表１２－４的第二组数据的第三部分）。由于 ２００９年的调查主要

集中在这一年的上半年，２００８年底负面冲击的记忆和黯淡的就业前景降低

了农村劳动力成为农民工的积极性。

上文提供的数据表明，全球金融危机对农民工外出务工造成了重大的影

响。一个净效应是不少于农民工总数 １０％的外出务工者回到了他们的家乡，

从２００８年底到２００９年上半年一直没有外出。

这些移民他们返回农村后做什么呢？这些返乡移民最终是从事农业还是

非农业的工作呢？他们怎么适应从移民到农村非农业或农业就业的收入转变

呢？

首先，我们研究２００９年的返乡移民是否在农业或非农部门工作。我们

发现这些返乡移民中有 ８０％重新从事农业工作，只有 ２０％返乡后从事非农

业的工作。

其次，我们研究了在这两年内农业和非农业就业的变化 （表 １２－４的

第一组数据的第一部分）。我们发现，那些在农业部门工作的没有外出的人

占总非移民劳动力的比例上升了 ７２７个百分点 （或者说，如果是以有农村

户口的总劳动人口来算的话，则为６２４个百分点），而那些在非农业部门工

作的没有移民的人则减少了相同的程度。在农村地区工作的人中，我们还利

用了数据的面板特性来分析从２００８年从事非农业工作转向２００９年从事农业

工作的人数 （表１２－５的最后一组数据）。有 ２５３７人从 ２００８年从事非农业

工作转向２００９年从事农业工作，而同时，只有１４３１人由从事农业工作转向

从事非农业工作。有净１１０６人转向农业工作，占持农村户口的总劳动力的

５４％，相当于２７３０万人。然而，这可能只是一个下限估计。假设在全球金

融危机爆发前，农村非农就业人数每年增加 ２％，全球金融危机对农村非农

０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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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章，我们将总农村劳动力定义为有农村户口的劳动力。

这是基于２００５年人口普查数据的 １％中有农村户口的总劳动力计算出来的。这一数字在

２００５年为５０５亿。



就业的真正影响应不低于有农村户口的劳动力总数的 ７５％，相当于 ３８万

农村户口持有人。这比直接返乡产生的影响大得多。因此，除了全球金融危

机造成的直接需求冲击，也许还存在着一个返乡的二次乘数效应。当大量移

民在城市失去了工作，回到家乡，他们的收入水平下降，这反过来又减少了

农村地区的非农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从而导致了对农村非农就业的乘数影

响。

根据我们对面板数据的估计，如果我们将全球金融危机对移民返乡和从

农村非农转向农业就业的影响考虑在内，在 ２００９年，总的非农就业人数下

降至５３００万 （１５００万返乡移民加上 ３８００万从非农转向农业就业）。① 这是

一个巨大的就业效应。

此外，我们分析了农村非农业就业是否存在工作时间上的调整 （表

１２－４的第三组数据的第二部分）。我们发现，相比 ２００８年，工资性工作者

在２００９年每周工作时间有轻微的减少，但是自雇经营者的工作时间却没有

变化。对于前者，大约每周减少了２３小时的工作时间，即４个百分点。但

是，观察到工资性工作者工作时间上表现出的轻微的减少并没有考虑个人特

征或行业和地区分布的改变。但是考虑了这些影响因素也不会对任何一个群

体工作时间变化的估计 （见表１２－６的回归结果）。

考虑到在中国农村土地—劳动力的比例非常低，并且在这两年内这一比

例不会改变，因此，农业劳动人口的增加应该就意味着失业的增加。为了说

明农业劳动力就业的水平，我们利用２００９年的调查问题 “２００８年你在田间

工作了多少天？”平均而言，那些确定自己有一份农地工作的人工作了 １５４

天，若以３６５天作为一年来计算的话，占 ４２％，若以 ３００天作为一年来计

算的话②，占５２％。在农业劳动者中，３６％的人只在田间工作 ０～９９天，而

工作超过２００天的占 ４０％。这个群体从事非农活动的总天数平均为 ８４天

（表１２－４的第三组数据的第三部分）。如果我们将样本限定为仅包含在

２００８年和２００９年间，认为自己从事农业工作的群体———农业工作者的一个

更强的表示，那么其在农业部门工作的平均时间轻微上升至１７２天，或者说

是以３００天一年计的话，占全年的 ５７％。在农村农业部门，这些数据都是

就业水平的指标。

调查中最后有一点很重要，全球金融危机是否对农村非农就业的收入造

１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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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下限估计为３３５０万 （６５０万返乡移民加上２７００万减少的农村非农就业）。

３００个工作日是一个正常的移民工人在城市中每年工作的时间。



表 １２－６　农村非农就业的工作时间和小时工资方程的回归结果 （农村样本）

ｌｏｇ（每周工作小时数） ｌｏｇ（小时工资）

样本总体 工资性工作者 自雇经营者 样本总体 工资性工作者 自雇经营者

年龄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１］

００３７

［０００５］
００３

［０００５］
００７３

［００１５］

年龄的平方／１００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３］

－００５２

［０００６］
－００４４

［０００６］
－００９５

［００１７］

受教育年限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７］
００２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２８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０］

受教育年限

２００９年的虚拟变量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４］

性别（虚拟变量）
００１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６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２
［００３０］

０２７４

［００１５］
０２５９

［００１６］
０３１９

［００４０］

婚姻状况

（虚拟变量）

００５２

［００２０］
００４７

［００１９］
００８１
［００７７］

０００７
［００２８］

００３７
［００２８］

－０１３４
［０１０３］

自雇经营者

（虚拟变量）

－００５８

［００１３］
０２３９

［００１９］

２００９年的虚拟变
量

００４３
［００３１］

００２６
［００３２］

００６４
［００８８］

－００１３
［００４４］

－０００６
［００４６］

－００５
［０１１８］

样本数 ９５０８ ７４４４ ２０６４ ９５０８ ７４４４ ２０６４

Ｒ２ ００６ ００６ ００６ ０１３ ０１３ ０１２

　　１０％显著性。

５％显著性。

１％显著性。
注：括号内为标准差。

资料来源：作者的估计。

成了影响 （见表１２－４第四组数据）。有趣的是，工资性工作者和自雇经营
者的每小时收入在此期间都有所增加。对于前者，每小时的收入几乎增加了

１２％，而后者的增幅约为５％。但是，一旦我们控制了人口、产业和区域特
征，农村非农工作者这两年内的收入变化就会消失 （见表１２－６）。

研究全球金融危机对家庭收入水平的影响是一个有趣的尝试，但不幸的

是，我们只有２００７年和２００８年的家庭收入的调查记录数据，因此，这并不
允许我们探讨全球金融危机对家庭收入的影响。然而，运用 ２００８年不同类
型家庭的家庭收入，我们可以提供了一些有关移民和非农就业减少对家庭人

均收入的影响的指示性信息。表 １２－７列出了这些数据。２００８年，农村家
庭人均收入水平为９４２８元人民币。我们将这些家庭分为四种类型：（１）外

２２２

中国：未来二十年的改革与发展



出务工人员和农村非农劳动力； （２）农村非农劳动力，但不包括外出劳动

力；（３）外出劳动力，但不包括非农劳动力，以及 （４）只有农业劳动力。

将前三个类型家庭的平均人均收入和只有农业工人的家庭进行比较，我们发

现，农业工作提供了最低的报酬。但奇怪的是，农村非农劳动力对家庭收入

的贡献似乎要高于外出劳动力。这也许是因为农村非农劳动力大多住在家

里，因此他们的收入都计算为家庭收入的一部分，而外出劳动力的收入中只

有汇回家的部分包括在了家庭收入计算中。平均而言，前三个类型的家庭要

比只有农业劳动力的家庭人均收入高７％ ～２７％。

表 １２－７　不同类型的家庭人均收入的比较

家庭数
人均收入

（人民币）

只有农业工人的家庭的差距

价值（人民币） 差距（％）

家庭总数 ７９１２ ９４２８ １００１ １１９

有非农劳动力和外出劳动

力的家庭（１）
６５７ １０６８８ ２２６１ ２６８

有非农劳动力但没有外出

劳动力的家庭（２）
２８９６ １０２３７ １８１０ ２１５

有外出劳动力但没有非农

劳动力的家庭（３）
２００４ ９０２４ ５９７ ７１

既没有非农劳动力又没有

外出劳动力的家庭（４）
２３５５ ８４２７

２００９年的家庭类型

２００８年的家庭类型
有非农劳动力和

外出劳动力

的家庭（１）

有非农劳动力

但没有外出劳动

力的家庭（２）

有外出劳动力

但没有非农

劳动力的家庭（３）

既没有非农

劳动力又没有外出

劳动力的家庭（４）

有非农劳动力和外出劳动

力的家庭（１）
２３７０ １０６ ２４９ ６９

有非农劳动力但没有外出

劳动力的家庭（２）
１０４ １８０３ ２６５ ７４８

有外出劳动力但没有非农

劳动力的家庭（３）
１８８ １３６ １３５３ ３６７

既没有非农劳动力又没有

外出劳动力的家庭（４）
３０ ４３０ １７４ １７５９

家庭总数 ５５９ ２４７５ ２０４１ ２９３４

从其他类型过渡的家庭的

百分比
５７６ ２７１ ３３７ ４０２

　　资料来源：根据作者的调查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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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衡量外出劳动力和农村非农业就业减少对收入的影响程度，我们也

列出了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间，４种家庭的过渡矩阵 （表 １２７的第二组数据）。

最后一行列出了，只有农业劳动力的家庭从 ２００８年的 ２３９３户上升至 ２００９

年的２９３４户。此外，在这２９３４户中，有４０％ （１１８４户）的住户在２００８年

有非农业劳动力或外出就业劳动力。由此可以预见，这 １１８４户家庭受到全

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其家庭收入水平降低了。

结　　论

本章从危机期间那些仍留在城市和返乡劳动力的角度，研究了全球金融

危机对农民工的劳动力市场结果所造成的影响。

我们发现，２００９年决定留在城市中的农民工在就业、工作时间和收入

方面都只受到了很小的影响。

为了解开这一疑惑，我们进一步调查研究了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和收入

情况。我们发现，在农村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最明显的就业效应是：不少

于 １５万农村移民 （超过移民总数的 １０％）于 ２００９年返乡。其中约 ８０％

的返乡农民工回到农村的农业部门工作，平均占到当年农业工人总数的

５２％。此外，我们发现，由于全球金融危机对返乡移民的影响，农村非农

就业人数减少到约 ３８００万，占持有农村户口的总劳动力的 ７５％。同时，

对于那些在农村非农部门工作的人，我们没有发现他们的工作时间和收入

下降。

基于这些研究发现，我们认为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农村的农业部门为

返乡农民工和农村非农就业提供了就业的缓冲。由于这个缓冲作用，公开的

失业率无法观察到。在目前的情况下，这确实是一件有助于政治稳定的好

事，而这是以农业生产力下降为代价的。

但是，从长远来看，可以预见小规模农业将让位给大型的土地占有和更

高的农业生产率。这就不可避免地将导致农地调整以及许多小土地所有者出

售他们的土地。因此，他们必须通过其他方式缓和未来的就业冲击。现在的

问题是该如何实现其他方式对就业冲击的缓冲？中国将如何完善全民福利制

度并赋予外出务工者出售自己土地的权利，有效地将效率低下的以土地为基

础的传统福利制度，通过土地交易使其转换成更适合现代经济发展需要的制

度？在未来几十年里，决策者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将对数以亿计的中国农民工

的福祉产生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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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１２－Ａ１　农民工调查的时间分布 （农民工样本）

单位：％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９年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９年

三月 ３４ １８３

四月 ３３１ ３５５

五月 ５６７ １９７

六月 ６８ ８９

七月 　 ０ 　 ９４

八月 ０ ８１

样本总数 ６６８７ ７１９９

　　

附表 １２－Ａ２　分调查年份自雇经营者的职业分布 （农民工样本）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９年

频率 ％ 频率 ％
变化（％）

半职业 　２１ ００１ 　２７ ００１ 　０００

业主 ９６８ ０６１ ８６７ ０４２ －０１９

街头小贩／垃圾收集 １８５ ０１２ ３５７ ０１７ ００６

店员 １４７ ００９ ３９４ ０１９ ０１０

招待服务工人 ２９ ００２ １０４ ００５ ００３

家庭雇工 ４ ０００ ４ ０００ ０００

理发师 ３９ ００２ ５２ ００３ ０００

修理／搬家／运输工人 ６３ ００４ ８４ ００４ ０００

厨师／厨房助手 ３６ ００２ ４７ ００２ ０００

司机 ３０ ００２ １４ ００１ －００１

其他服务劳动者 １１ ００１ ８ ０００ ０００

建筑工人 １９ ００１ ３８ ００２ ００１

其他劳动者 ３８ ００２ ７４ ００４ ００１

样本总数 １５９０ ２０７０

　　

（潘莉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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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避免中国在走向繁荣的
路上出现经济崩溃

胡永泰

引　　言

研究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在预测中国经济前景黯淡和失败方面有着悠久的

传统。例如，彼得森世界经济研究所的 （Ｐｅｔｅｒｓｏ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ｆｏ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专家 ＮｉｃｈｏｌａｓＬａｒｄｙ（１９９８）在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中期开始强调中

国银行体系出现资不抵债和破产可能性，并认为从中期来看，中国银行很可

能会出现挤兑并导致金融部门崩溃。进入 ２１世纪，ＧｏｒｄｏｎＣｈａｎｇ（２００１）

又作出此类预测，他认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ＷＴＯ），这会导致大规模

的失业，中国的经济和政治体系将会崩溃。

这两个可怕的预测最终都被证明是错误的。实际上，２００１年之后，中

国的 ＧＤＰ以两位数的增长率加速增长。Ｌａｒｄｙ错了，虽然中国的银行实际上

已经破产了，但是拥有它们的政府却并没有破产，而且可以在必要的时候救

助它们。政府强有力的财政能力使得储户去银行挤兑是一种不理性的行为。

ＧｏｒｄｏｎＣｈａｎｇ也错了，因为 ＷＴＯ成员国的身份使得中国对 ＦＤＩ更具有吸引

力，因为这确保了中国产品更顺利地进入美国市场，而不必等待美国国会每

年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 （ＭＦＮ）身份进行审查讨论 （ＭｃＫｉｂｂｉｎ和 Ｗｏｏ，

２００３）。

虽然这些中国经济失败论者们的预测迄今为止都是错误的，我们却不能

保证这些预测在未来也不会成真。这同样不意味着可以排除出现失败和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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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能，因为这些预测者们可能仅仅是在他们判断这些失败具体会从哪个方

面发生上出现了错误。本章首先对中国在发展道路上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障碍

作出评估，然后提出一些有助于中国克服这些障碍的建议。

中国走向繁荣的崎岖道路

考虑到过去 ３０年中国经济的优异表现，那些预测中国经济失败和崩溃

的预言着实令人惊讶。事实上，现在热情洋溢地对中国的未来表示乐观的观

点远比轻视和悲观的观点更具普遍性。例如，高盛的 Ｊｉｍ ＯＮｅｉｌｌ等人

（２００５）预测说，中国的 ＧＤＰ将在 ２０４０年超过美国，尽管他们认为中国的

ＧＤＰ增长率将会逐步由 １９７９～２００５年的年均 １０％下降到 ２０３０～２０４０年的

年均３８％的水平。①

２００６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有关讨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

地理解新出现的对中国经济的乐观主义和传统上的悲观主义。六中全会通过

了一项正式决议，承诺中国共产党到 ２０２０年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这种提

法显示出的最显著的一个含义是：现在中国的主要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趋

势可能无法引领中国进入一个和谐社会，或者至少无法足够快地达到和谐社

会。

在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

到的不和谐因素中，包括全国各省之间和各省市内部在社会和经济发展上的

不平衡、日益严重的人口和环境问题、社会保障和医疗卫生体系不完善以及

严重的腐败问题。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将是一个在法治前提下构建的民主社

会、一个以平等和公正为基础的社会、一个诚信和充满爱心的社会、一个稳

定而又充满活力和秩序的社会，同时也是一个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社会。

过去 ３０年中国的经济可以被比作一辆不断加速的汽车。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层在 ２００６年看出这辆车未来可能出车祸，因为多处存在隐患可能造成

故障并导致经济崩溃。具体来说，主要可能产生三种故障：硬件故障、软件

故障和能源供给方面的故障。

“硬件故障”是指一种经济机制的垮台，我们可以将之比拟成汽车底盘

０３２

中国：未来二十年的改革与发展

① 对中国１９７８～２０００年的高速经济增长的解释的争论，以及当由一个中央计划制的经济体转

变为一个市场经济国家的时候，为什么中国没有像苏联地区那样经历经济衰退这一类讨论，

详见 Ｓａｃｈｓ和 Ｗｏｏ（２０００）与 Ｗｏｏ（２００１）。



散架。可能的硬件故障包括一次会导致信用崩溃的银行业危机、一次可能导

致需要削减重要的基础设施和社会支出的预算赤字 （而且很可能导致高通

货膨胀和收支平衡出现问题），这种故障还包括政府干预导致非效率情况逐

渐累积，最终致使生产力增长速度放缓等现象。

“软件故障”则是指政府管理方面存在的缺陷，这常常会导致广泛的社

会动乱并扰乱整个社会生产，也会打击私人投资的积极性。这种情况和车内

的人打架导致汽车出现车祸有些相似。软件故障可能会源于目前的高增长战

略正在不断产生很多不平等和腐败现象，而这又会导致严重的社会动乱。同

样的，软件故障还可能源于政府没能有效应对不断上升的社会期望，从而导

致社会和经济混乱。

“能源供给故障” （或者我们称为 “增长动力不足的问题”）是指由于

遇到了内在因素的限制或者外在施加的限制，致使经济无法继续前进，这种

情况类似于汽车燃料不足 （内在限制），或者遇到了外人设置的路障 （外在

施加的限制）。这类故障的例子包括环境的恶化和贸易战导致的中国出口的

下滑。

在可能导致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无法持续下去的每种故障之中，都存在

很多事件，这远远超出了本章的范围。我们将把讨论限于在 ２０１０年 ６月的

时候看起来较有可能发生的那些问题上。

潜在的硬件故障

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会面对两个主要的潜在的硬件故障：财政政

策弱化和生产增长率放缓。为了研究我们所关注的这些问题的来源，我们首

先需要回顾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本质，并回忆一下这次危机是通过何种方式

影响中国的，然后，我们还要回顾一下中国是通过何种类型的经济机制使得

２００９年的 ＧＤＰ增长率达到令人震惊的８７％的水平。

全球金融危机于２００８年９月１５日于世界范围内爆发，投资银行雷曼兄

弟在那一天宣布破产。这个事件对流动性产生了巨大影响，大批资金撤出，

致使全球金融市场崩溃。这一扩大化的金融事件反过来又影响到总收入水

平。２００８年第四季度，美国和英国的 ＧＤＰ增长率 （同比）都变为负数，其

中美国为 －１９％，而英国的数据为 －２１％。

对于中国来说，主要发达国家的 ＧＤＰ骤然下滑进而转化成为一次巨大

的、突然的外来冲击，这种冲击包含两个部分：负向的出口冲击和负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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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ＤＩ冲击。① 这次冲击持续的时间很长，而且发生在中国经济本身已经开始

放缓的时候，当然，中国经济的放缓是２００７年１０月中共十七大提出要立即

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导致的。在十七大之前，宽松的货币政策逐步使 ＧＤＰ

增长率由２００５年的１０４％上升到了２００６年的１１６％和２００７年的１３％。而

接下来，在紧缩货币政策影响下，２００８年第二季度的 ＧＤＰ增长率下降到了

１０４％，２００８年第四季度为 ９６％，２００９年第一季度更进一步下滑到了

６１％，当然这其中出口和外国投资大幅下降所带来的挤出效应也起到了一

定作用。

为了抵消外部紧缩所带来的影响，中国的回应是推出极度宽松的财政和

货币政策。２００８年１１月初，中国政府宣布推出一个 ４万亿元人民币的经济

刺激计划，这个计划于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实施，投资额约占这两年 ＧＤＰ总额的

７％。而货币上的宽松则更为明显，２００９年中国的广义货币 （Ｍ２）数量增

长了２８％。

虽然２００９年的消费者价格指数 （ＣＰＩ）为令人放心的 －０７％，但是

“从全国来看，土地价格……在２００９年几乎上涨了一倍”（“中国要求银行

收紧对地方政府的贷款”，《纽约时报》，２０１０年 ２月 ２５日）。２００９年房地

产交易总额较２００８年上升了８０％ （“市场不相信人们对中国房地产泡沫的

恐惧”，《纽约时报》，２０１０年 ３月 ４日）。② ２０１０年第一季度，中国的土地

价格出现了更大幅度的上涨，尤其是在几个主要的沿海城市。③ ２０１０年 ４月

中旬，中国政府出台了收紧第二、三套房房贷的政策，希望以此来稳定地产

价格。

快速上涨的房地产市场和政府对非经济手段 （例如限制购买）的运用

都是一些深层经济问题的症状，而如果中国经济想要在长期内持续增长的

话，就必须解决这些问题。具体来讲，房地产业的繁荣是 ２００８年 １１月开

始实施的 ４万亿元人民币经济刺激计划所导致的整体投资繁荣的一部分。

在这 ４万亿投资计划中，中央政府只计划出资其中的 １／３，这样一个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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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以同比数据来看，中国的出口增长率在 ２００８年 １１月突然变为负数 （－２２％），而且在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继续保持负数。ＦＤＩ增长率同样在 ２００８年 １１月突然下降为负数 （－３６％），

而２００８年１０月的 ＦＤＩ增长率还为３５％。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ＦＤＩ增长率继续为负。ＦＤＩ增长率

２００９年８月至２０１０年４月下降到了历史最低点。

该篇报道同样指出在上海有人以每栋４５００万美元的价格出售联排别墅。

２００９年，上海市土地价格上涨了 ２００％，广州则上涨了 ４００％，温州更是上涨了 ８７６％

（“中国：没有一个家”，２０１０年２月２１日 《金融时报》）。



可能会使人们认为，这项经济刺激计划只是政府创造足够的激励措施促进

投资达到所提出的水平的一项工作议程，但这种解读是错误的。对此项经

济刺激计划恰当的解读应该是：中央只是允许额外的投资达到规定的水

平。

对政策的不同解读基于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经济的很大一部分还是由国

家控制和所有的①，而这部分经济中的主体除了追求利润最大化之外还有其

他目标。由于国家控制的企业 （ＳＣＥｓ）在其投资失利的时候常常能够得到

国家的援助，所以国家控制的企业和地方政府会患上 “投资饥渴症”，这会

导致利率无弹性现象出现。由政府委派的国家控制企业的负责人总是热衷于

扩大企业的经营领域和范围，因为这会给他 （或者她）个人带来三个主要

的好处：如果能够证明自己可以掌控更大的局面，那么也就有更大的获得提

升的可能；企业规模扩大将使自己获得更大的 “赞助能力”以建立自己的

政治基础；同时，在追求个人利益的时候可以有更多的潜在来源。与此相类

似，地方政府的领导们也基于同样的原因而热衷于使他们所管理的地区的经

济快速增长。

在中国的金融业中，国有银行占据主导地位，当国有银行扩大放贷规模

以适应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高涨的投资需求的时候，一种 “流动性探戈”

（是指流动性强烈波动的现象，如探戈一般）现象就产生了。而一个长时间

的 “流动性探戈”必然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高通货膨胀和不良贷款

（ＮＰＬｓ）② 增加。１９９６～２００１年，时任总理朱基严厉惩处出现不良贷款的

国有银行负责人，使得这种 “流动性探戈”几乎绝迹。其实事情的关键在

于，无论什么时候，当国有银行的经理觉得自己受到的是一种软预算约束的

时候，他们便会乐于扩大贷款规模，因为放贷规模的提高可以给他们带来前

文所提到的那三种好处。

目前，中央政府主要有两套制度来防止 “流动性探戈”失去控制。一

个是规定所有的大型项目都需要经过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批准。再一个

是所有银行都分配了信贷配额。

所以，当温家宝总理批准４万亿元人民币的经济刺激计划并提出中央只

承担其中的１／３的投资的时候，他其实是在发放许可证： （１）允许国有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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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国家控制的企业包括国有企业，也包括那些国家直接或间接具有控股权的上市公司。

更详细的关于自１９７８年经济放权以来经常性的救助国有企业 （也被称为政府的软预算行

为）怎样导致经济更易出现通胀的讨论，可以参考 Ｗｏｏ（２００６）。



业和地方政府增加投资以抵消私人部门购买力下降带来的影响； （２）允许

国有银行扩大必要的放贷规模从而为被批准的项目提供资金。这其中也包含

了使这个经济刺激计划成功的机制：通过最大化释放国有企业和金融机构的

能力来刺激总需求。因为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被国家赋予了任务，如果将来

某些被指定的项目失败的时候，企业和银行的管理者们也就可能无法完全被

追究责任。

意料之中的，公众媒体偶尔会指出，某些行业的新投资导致生产过剩

（例如钢铁、水泥、铝等）、炫耀性投资 （例如宏大的城市中心区建设、高

速铁路投资以及某些政府机构大楼的建设）、某些项目资金的私有化 （例如

大规模采购政府用车）。① 人们对这项经济刺激计划的另一个担忧在于，国

有银行正把流动性洪水导入国有企业之中，却忽视了全球金融危机下私人部

门日益增长的对资金的需求。迫于营运资本短缺的压力，两家知名的私人企

业———日照钢铁和蒙牛集团，都不得不同意被国有企业收购。

尽管中国大规模的宏观经济刺激计划成功地使中国摆脱了不利的外部冲

击带来的紧缩影响，但是我们认为这个计划也将在未来造成两个潜在的

“硬件故障”。

第一个 “硬件故障”是，这项经济刺激计划会使未来国家的财政位置

弱化。２００９年，许多产业和基础设施的投资都是通过地方政府建立的 ８０００

多家本地的投资公司实施的。据估计，这些投资载体的贷款额占到了 ２００９

年 ＧＤＰ总量的 ５１％ （当前中央政府债务只占 ＧＤＰ的 ２０％）。② 最近的经济

刺激政策使国有企业的贷款再度增长，有可能会产生更大规模的不良贷款。

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我们应该看到，不良贷款不仅仅是金融行业的问题，

也是一个财政问题。美国和英国在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救助它们的金融体系的行

为就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

考虑到中国的 “流动性探戈”现象的历史，我们很担心此次经济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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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可以参考 Ｆｏｒｓｙｔｈｅ（２００９）；“中国：没有一个家”，２０１０年２月２１日 《金融时报》；“审计

发现中国经济刺激计划中存在资金乱用现象”，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２００９年 １２月 ２９日，

〈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ｙｄｉｇｉｔａｌｆｃｃｏｍ／ｎｅｗｓ／ｃｈｉｎａａｕｄｉｔｉｎｄｓｍｉｓｕｓｅｆｕｎｄｓｔｉｅｄｓｔｉｍｕｌｕｓ－８２１〉；“中国

扩大审计者的权利以应对经济刺激计划中出现的腐败问题”，２０１０年 ２月 ２１日 《中国日

报》（海外版），〈ｈｔｔｐ：／／ｅｎｇｌｉｓｈｐｅｏｐｌｅｄａｉｌｙｃｏｍｃｎ／９０００１／９０７７６／９０７８５／６８９８３５４ｈｔｍｌ〉。

５１％这一数据是根据以下数据计算得出的：Ｓｈｉｈ（２０１０）研究认为中央政府债务占到了

ＧＤＰ的２０％，而 《金融时报》（“中国对不断增长的土地贷款威胁提出警告”，２０１０年３月

２８日）报道说总债务占 ＧＤＰ的比例为７１％。



计划中放出的大部分贷款最终都会成为不良贷款。① 而最终的金融危机也

可能使中国的金融体系像 ２００９年的美国和英国那样几近崩溃，除非中国

政府再一次对银行进行资产重组 （就像 １９９８～２００３年那次一样）。如此

大规模的资产重组不可避免地意味着国家将不得不减少在其他方面的投

入。②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的经济刺激计划可能引发的第二个潜在的 “硬件故障”

是整个经济的生产力增长减缓。除非国有部门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的扩张 （有时

还是以损害私人部门的利益为代价来进行）能够被私人部门的大规模增长

所取代，否则，从１９４９年至今的历史来看，我们没有任何乐观的理由认为

温家宝总理在全球金融危机时期通过扩大产能来提振经济的做法不会拖缓未

来的生产力增长 （“共产党需要放松对中国的控制”，《纽约时报》，２０１０年

３月２日）。③

潜在的软件故障

一个市场经济体若要顺利运行，需要一系列广泛的监管机构，包括简单

直接的宣扬法治的机构和复杂的法律裁定机构。中国的增量改革策略和旷日

持久的制度改革都意味着，中国的许多监管制度和机构是缺失或无效率的。

这导致很多领域在管理上的失败，最为人所熟知的就是消费者和工人福利遭

受的损害。

中国在保证食物供给和医药产品的安全性方面一直都存在着监管上的问

题。为降低生产成本，在牙膏④、治疗咳嗽的药品⑤和动物饲料中⑥中添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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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一些观察家指出，自从２００３年政府第二次对银行进行资产重组以来，不良贷款比率一直维

持在较低的水平上，因此他们认为国有银行已经大幅度提高了它们的内部激励和风险评估

能力，高不良贷款比率也已经成为历史。但是我们认为现在就宣称国有银行改革取得成功

还为时尚早，因为２００３～２００９年是一个贷款快速增长的时期。

Ｔｏｎｇ和 Ｗｏｏ（２００６）分析研究认为国家持续地对国有银行注资削弱了财政的稳定。

关于国有企业是以私人领域的退步为代价来取得增长的这类讨论通常被冠以 “国进民退”

（即国有部门扩大而私人部门收缩）的称号。

“中国对被污染的牙膏展开调查”，２００７年 ５月 ２２日 《纽约时报》；“中国禁止在牙膏中添

加有毒的工业溶剂”，２００７年７月１２日 《纽约时报》。

“从中国到巴拿马：有毒药品的轨迹”，２００７年５月６日 《纽约时报》。

“动物饲料中的掺入杂物在中国是一个公开的秘密”，２００７年 ４月 ２０日 《纽约时报》；“宠

物食品领域再次出现化学添加剂”，２００７年５月９日 《纽约时报》。



毒的化学制剂①，儿童玩具中大量使用含铅颜料②，而渔业中也存在着过量

使用抗生素的问题③。政府官员的玩忽职守是造成这些监管问题的主要原

因。大家熟知的一个事件是原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郑筱萸

被判死刑，其承认受贿并帮助药品和食品生产企业拿到产品生产许可

证④。

在保护劳动者方面，中国也存在着明显的监管问题，尤其是在职业安全

和工资支付领域。最近发生的一个令人震惊的涉及强制劳动的事件是，陕西

省和河南省出现绑架儿童去黑砖窑工作的事件⑤⑥。《中国日报》官方报道称

“在中国中部地区可能有高达 １０００名儿童被卖作奴隶劳动力”⑦。而一名试
图进入黑砖窑寻找自己孩子的家长发现当地警察不仅不愿意提供帮助甚至还

向他索取贿赂⑧；在事件的另一方，当地村主任的儿子是这座砖窑的所有

者⑨。

这些关于黑砖窑奴隶劳动力的新闻报道中透露出来的两个令人极度失望

的信息：一是这种可悲的状况已经持续了近十年瑏瑠；二是 “随着中国人口拐

卖变得日益严重，强制劳动和性剥削现象也呈现出上升的趋势”瑏瑡。公安部

高级官员尹建忠 （音译）承认，目前中国拐卖人口问题有恶化的趋势，他

认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目前的 “法律体系和劳动体系中存在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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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随着越来越多的玩具被召回，所有矛头都指向了中国”，２００７年 ６月 １９日 《纽约时报》；

“火车出轨了”，２００７年６月１９日 《纽约时报》；“费雪公司宣布召回 １５０万件中国制造的

玩具”，２００７年８月２日 《金融时报》。

第一篇文章还报道了召回一款用煤油填充的假眼球，以及召回可能导致窒息危险的一款儿

童手链。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禁止 ５种来自中国的海产品销售”，２００７年 ６月 ２９日 《纽约时

报》；“一项棘手的、痛苦的贸易纠纷”，２００７年７月３日 《纽约时报》。

“原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因受贿被判死刑”，２００７年 ５月 ３０日 《纽约时报》；

“对于这两名儿童来说，这种药品禁止的太晚了”，２００７年７月１３日 《纽约时报》。

“中国将调查胁迫劳动事件”，２００７年６月１６日 《中国日报》（海外版）。

“中国的奴役劳动丑闻导致公众要求有关官员辞职”，２００７年 ６月 １８日 《纽约时报》报道

说 “工人们像被关进监狱一样被囚禁起来，有恶狗看管而且经常被打……那些被解救出来

的工人在电视屏幕上展示了他们化脓的伤口和瘦弱憔悴的身体”。

“中国黑砖窑中被胁迫的儿童劳动力可能多达１０００人”，２００７年６月１５日 《中国日报》海

外版。

“关于被胁迫劳动的报道震惊了中国”，２００７年６月１６日 《纽约时报》。

“５人因强制劳动案件被逮捕”，２００７年６月１８日 《纽约时报》。

这一观点来自于中国广受欢迎的一份报纸——— 《南方都市报》；“中国的奴役劳动丑闻导致

公众要求有关官员辞职”，２００７年６月１８日 《纽约时报》的报道。

“越来越多的人被强制卖淫、劳动”，２００７年７月２７日 《人民日报》海外版。



洞……具体来说，刑法在打击拐卖人口方面只保护妇女和儿童，忽略了成年

人和十几岁的男性。目前还没有相关法规可以惩罚这类强迫被拐卖人口劳动

和卖淫的行为”。这些法律漏洞也支持了我们的这一争论：当前政府监管失

败的主要原因就是 “政府官员的玩忽职守”。

但是，监管机构的玩忽职守并非造成当前中国社会紧张的唯一原因。

当前的经济发展战略尽管可以取得很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却也造成社会高

度紧张，因为在过去的 １０年中，这种经济发展战略在减少极度贫困方面

是失败的，甚至还极大地加剧了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的收入分配不公

（Ｗｏｏ等，２００４；Ｄéｍｕｒｇｅｒ等，２００２）。亚洲开发银行 ２００４年发布的一份

关于亚洲 ２２个国家的收入分配不公情况的研究报告显示，只有尼泊尔的

基尼系数 （４７３０）高于中国 （４７２５）。同时，２００４年，中国最富裕的

２０％人口的收入与最贫困的 ２０％人口的收入之比 （１１４）是亚洲最高的，

而且远高于第二高的尼泊尔 （９５）。中国可能是当今亚洲最不平等的一个

国家。

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一阶段提供了更多的工作机会，从而显著地降低贫

困。但是现在，仍然处于贫困之中的许多人需要的不仅仅是工作机会。他们

首先需要的是获得一些帮助 （例如通过教育和医疗卫生的介入来提高他们

的人力资本）以使他们有能力去接受这些工作机会。

此外，当前的经济发展模式也催生出大量挪用国有资产、霸占土地用作

工业发展以及贪污腐败的机会，因为中国目前缺乏一个有效监管政府工作人

员的机制 （Ｗｏｏ，２００１）。这些情况必然使社会和谐难以持续。

如果中国具有更好的管理体系的话，发生公共事件的数量会很少。如果

政府的行为受到独立机制的严密监控或者政府对于自己的表现更有责任心的

话，那么政府在前期就会努力调节斡旋，避免冲突发生，同时政府工作人员

也会减少权力的滥用。

增长动力不足的问题

中国这辆车正面临两个最主要的 “能源供给方面的故障”，亦即增长动

力不足的问题———贸易保护主义和环境危机。大家普遍认为二者之中贸易保

护主义更可能在中期导致经济增长出现问题，在得出结论之前下文将主要集

中于对这一问题的讨论，而且作者对于此问题进行了充分的分析 （Ｗｏｏ等，

２００７；Ｗｏｏ，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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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经济发展模式使中国的空气质量变得极差，也正在污染越来越多

的水源，可能也正在改变中国的气候。

水资源短缺是中国经济继续高速发展面临的最紧迫的环境威胁。① 目

前，中国每年消耗可用的８０００亿 ～９０００亿立方米水中的 ６５％ ～７５％，而按

照当前的发展趋势，到２０３０年这一比例将上升到 ７８％ ～１００％②。当前的水

资源状况已经非常危急，因为水资源的分配很不平均，而过去 １５年的降雨

量也低于历史平均水平。现在，“中国的 ６６０个城市中大约有 ４００个城市面

临水资源匮乏的局面，其中１１０个城市水资源严重短缺”③④。

随着中国北方旱季的延长、经济与人口的增长开始越来越多地抽取地下

水，这导致地下水位每年下降 ３～６米⑤。运用卫星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

中国北方北纬 ３６°地区正在 “以每年两毫米的速度下沉”⑥⑦。具体来看，

“上海、天津和太原是最严重的地区，自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初以来已经分别下

沉了两米以上 （６６英尺）”⑧。黄河的命运就反映出了中国北方水资源的总

体状况，“黄河自１９７２年开始每隔几年就干涸，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干涸的

持续时间不断加长，几乎整年都有数百公里的河道是干涸的”⑨。

但是，水资源短缺和不断加重的水资源污染并非是威胁中国北方经济唯

一严重的环境问题。由人类造成的沙漠化日益严重。根据国家林业局的统

计，１９９９年时中国国土的 ２８％面临沙漠化，３７％面临着水土流失的危险。

这份报告指出，沙漠化面积的 ６５％都是由 “过度开垦、过度放牧、采伐森

林和落后的灌溉方式”造成的瑏瑠。这种情况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沙尘暴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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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大气污染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在世界银行确认的全球 ２０大空气最脏的城市中，有 １６个

是中国的城市。令人震惊的是空气中有毒的铅和汞含量要比预期的高，详见 “中国的经济

奇迹包含着汞的威胁”，２００４年１２月 １８日 《金融时报》； “毒气在繁荣发展中的中国扩

散”，２００６年９月３０日 《华尔街日报》。

“高层官员警告称将出现水资源危机”，２００６年１１月７日 《南华早报》。

“中国可能会一直高温和干旱”，２００４年１月３日 《海峡时报》。

据报道，山西太原和天津的水资源短缺是最严重的 （Ｂｅｃｋｅｒ，２００３）。

“中国北方城市随着地下水位的下降而出现下沉”，２００１年 ８月 １１日 《南华早报》；Ｂｅｃｋｅｒ

（２００３）。

“中国北方正在下沉……而南方在上升”，２００２年３月１８日 《海峡时报》。

根据 Ｂｅｃｋｅｒ（２００３），“天津市将近６０％的土地处于危险之中”。

“包括奥运会主办城市北京在内的许多中国城市都在缓慢下沉”，法新社，２００４年 ７月 ２３

日。

“中国可能会一直高温和干旱”，２００４年１月３日 《海峡时报》。

“中国四分之一的土地沙漠化，而人类是罪魁祸首”，２００２年１月３０日 《南华早报》。



现频率大增①，而沙尘暴 “对中国北方的航空运输造成了巨大影响，损害了

许多高科技制造业，同时造成人们的呼吸系统疾病。这种影响已经远达日

本、朝鲜半岛甚至美国西部地区”②。根据水利部副部长陈来的估算，“根据

目前中国控制水土流失的能力来看，中国需要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才能控制

水土流失并使生态系统恢复正常”③。

中国北方正在变得越来越干旱而且正经历着沙漠化，另外，大自然似乎

在补偿我们或者嘲笑我们：自 １９９８年开始，中国南方几乎每年夏天都会被
大雨侵袭并带来严重的洪水，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④ 中国北方

的干旱和南方的洪水并不是相互独立的事件，二者可能都是由中国的污染所

引起的关联事件。我们在下文中将对这种可能性进行更多的探讨。

很明显，没有水的话，经济增长也不能持续。为了应对这个问题，中国

政府２００２年开始实施毛泽东１９５２年就提出的建造三条运河来把水引至北方
的设想：一条是东部沿海的运河，将水由江苏引往山东和天津；一条是中部

的运河，将水由湖北调往北京和天津；一条西部的水路，将水由西藏引往西

北各省市⑤。东部的这条运河 （将在现有的京杭大运河的基础上挖掘）已经

于２００２年开工挖建，而中部的运河也已于２００３年开工。根据计划，西部的
运河将于２０１０年中部运河第一期完工的时候开始挖建。

这一系列宏大的建设工程不仅将会遇到技术上的挑战，还会极具政治敏

感性，在环境方面也存在巨大的风险。中部的运河需要从黄河地上河的大堤

下面打通穿过，而西部运河在引水时将穿越温暖地区和寒冷地区。三峡大坝

建造时移民数量达１１０万，而这个调水工程将会是一个更大的工程。使人们
非自愿地迁移肯定具有政治上的潜在风险。而在国际层面，这项工程在政治

上同样容易引起争论。西部运河的设计方案需要 “在雅鲁藏布江上建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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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中国主要的沙尘暴的发生次数在１９５０～１９５９年间是５次，１９６０～１９６９年间是 ６次，１９７０～

１９７９年间是１３次，１９８０～１９８９年间是１４次，１９９０～１９９９年间是 ２３次，而仅 ２０００年一年

就发生了１２次，２００１年为２６次，２００２年为１６次，２００３年为１１次，数据来源于 “时间的

沙持续流逝：沙漠化以令人担忧的速度吞噬健康的土地”，２００５年６月１６日 《北京周报》。

“数十亿棵树被栽植但是沙漠几乎没有减少”，２００４年４月１１日 《纽约时报》。

“中国四分之一的土地沙漠化，而人类是罪魁祸首”，２００２年１月３０日 《南华早报》。

中国国家发改委的报告 （２００７）指出： “降雨量的地区性分配显示，中国北方、西北地区

东部、东北地区的大部分年均降雨量都在显著减少，平均每 １０年降低 ２０～４０毫米，其中

北方降雨量减少得尤其严重。而中国南部、西南部年均降水量显著上升，平均每 １０年增加

２０～６０毫米……过去５０年里，中国范围内的重大气候和天气问题的发生频率和强度都发

生了改变。中国北方和西北的干旱、长江中下游和中国西南部的洪水都变得越来越严重。”

“雄心勃勃的运河网计划意在满足中国不断增长的需求”，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２７日 《南华早报》。



坝然后每年转移 ２０００亿立方米的水进入黄河”，这一计划被称为 “使印度

政府夜不能眠”的计划①。

许多反对这项调水工程的人士认为节约用水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中

国目前的缺水问题，因为目前大量的水是被浪费掉的②。而中国水利用之所以

如此低效，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中国的农民、工厂和家庭享用的是世界上价

格最便宜的用水”③，而中国的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只是世界平均水平的１／４④。
还存在另一种令人沮丧的可能：价格机制和三条运河可能都无法解决中

国缺水的问题，这样的话，中国的经济增长就难以持续，除非目前的这种经

济发展模式得到根本性的改变。

为避免在通往繁荣的路上崩溃而应该遵循的改革议程

解决潜在的硬件故障

　　温家宝总理为了保持产能的充分利用，实施了大规模的以国有企业和国
有银行为基础的宏观经济刺激计划，本文指出了其可能引致的两种 “硬件

故障”：大量的不良贷款可能致使国有银行崩溃，而救助这些银行则可能引

发一场财政危机；国有部门排挤私人部门，可能导致未来中国生产力增长放

缓。中国使用的宏观经济刺激工具在短期内使产能维持在充分利用的水平

上，却破坏了长期产能高速扩张的基础。

我们的建议是，中国应该用以下三个新的互相关联的增长引擎来代替目

前的宏观刺激计划：（１）鼓励更多的企业家出现；（２）根据未来人们的住
房拥有情况来推进城市化；（３）发展一个现代金融体系以更大程度地发挥
私人部门的作用。

通过帮助在沿海省份失去工作机会的内地农民工创业，可以适当抵消国

有企业的扩张。这其中很多人有足够的经验去创建自己的工厂或作坊，全球

金融时期，他们可以更好地利用不断发展的国际交通运输网络给内地省份带

来生产成本方面的竞争力。对于这些创业者来说，遇到的第一个障碍就是信

贷资金问题，政府应该立法承认中小私人银行机构，因为这类机构在满足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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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中国的运河和大坝计划令印度担忧”，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２３日 《印度时报》。

“日益逼近的水资源短缺警告”，２００４年６月１０日 《海峡时报》。

“水资源的严重浪费将使中国很快面临严重干旱”，２００６年３月８日 《南华早报》。

“日益逼近的水资源短缺警告”，２００４年６月１０日 《海峡时报》。



些新企业家的需求方面比四大国有银行更具比较优势。而这类银行的健康发

展又需要强化谨慎的监管体系，同时降低对利率的管制。农用地也应该私有

化，从而使创业者在向这些新的私人银行贷款的时候就有了附属担保物。由

于大部分农民工来自于西部省份，政府应该首先在西部各省试验性地启动这

第一个促进经济增长的引擎。

一个新的私人企业家群体的出现可以带来三个主要的好处：

 对于目前的宏观经济刺激计划来说，这个新的群体的消费在维持总

需求的水平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 与国有企业和银行相比，私人企业的生产力增长率可能更高

 这些中小企业比国有企业更具有劳动密集性

第二个新的经济增长引擎是在未来可承受的住房拥有率基础上的城市

化。过去１０年和最近出现的房地产行业的快速增长反映的不仅仅是投机需

求，其中还包含着一直被抑制的真实的购房需求———已经与高度的工业化、

城市化进程相适应的真实的购房需求。① 刚刚从农村来到城市的那些人无法

满足从银行申请房贷所需的条件，所以很多投资者买了多套房屋并出租给那

些刚进入城市的人，这些投资者还希望不断提高房租，因为这些租客的收入

也是不断提高的。以此来看，近来大部分的住房需求都是投机性的。

我们建议中国大陆学习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廉租房模式，建立一个国民

住房项目，这个项目允许新进入城市的人群可以租赁政府的房屋最长达 ７

年，７年之后这些人可以以建筑成本价格优先购买这些房屋。这种城市化中

的 “未来拥有”模式可以防止由于投机导致房屋空置进而引发不良贷款现象。

中国也可以负担大规模的国民住房项目，因为在其他国家这类项目的最大成

本是土地成本而非建筑成本，而在中国土地基本上都是国家所有的。②

我们提出的城市化形式可以在三个方面支持中国的经济增长：

 通过维持房地产业的投资来供给所需要的住房，同时有助于维持目

前的总需求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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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如果投机性需求是房地产市场繁荣的主导因素，那么房租不会出现大幅度的上涨 （因为投

资者们倾向于将他们所有的房屋都租出去）。但是，相比于 ２００９年 ３月，北京市 ２０１０年 ３

月的租金水平上涨了１９６％。具体可见：“调研显示房屋价格仍然处于高位”，《中国日报》

海外版，２０１０年５月１２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ｃｏｍｃｎ／ｍｅｔｒｏ／２０１０－０５／１２／ｃｏｎｔｅｎｔ＿

９８３９０５４ｈｔｍ〉。

我们应该注意到，房地产建筑业相对来说是劳动密集型的，而房屋装修更是高度劳动密集

型的。



 通过将银行的贷款重新引导至那些由农村移居来的人群，同时建立

新的住房管理机构担当中介，可以有效防止不良贷款的出现

 这项住房计划可以将收入进行二次分配，分配给来自农村的移民
（这同样有助于预防 “软件故障”），这一点有助于提振消费，从而可以有效

抵消当前的宏观经济刺激计划完结时给经济带来的影响

我们应该注意到，第一个和第二个新的经济增长引擎是互相强化的。来

自农村的移民成立自己的企业将不可避免地位于或者靠近城镇，从而可以更

好地利用城镇的基础设施和集聚溢出效应。同时我们可以看到，为了使第二

个引擎充分发挥作用而需要进行的制度调整同样有助于第一个新经济引擎的

运行：农地私有化、取消户口制度、金融体系的自由化。

第三个相关的新的经济增长引擎则是使私人拥有金融机构合法化。① 健

康的中小银行的出现有助于降低国有银行的主导地位，因此当国有银行因不

良贷款崩溃时，经济受到的影响也就要小得多。私人银行 （国内的和国外

的）的进入可以降低四大国有银行的任何一个存在 “太大而不能倒闭”的

可能，因而也就可以减少现在的寡头垄断的银行体系所享有的软预算保护。

国有银行中某些部门的私有化和大的国内私有银行的出现同样有助于加强国

有银行的管理者们所受到的预算约束。而一个私人部门占据主要地位的现代

化的银行体系的发展还可以在增加银行贷款数量的同时提高银行贷款的质

量，这相当于在以市场为导向的投资代替宏观经济刺激计划的同时也降低了

不良贷款的规模。②

解决潜在的软件故障

中国目前仍然存在赤贫现象，这一情况的一个重要的现实意义在于，当

今的中国，继续推出更多相似的经济政策并不能产生有益的结构，因为发展

的问题已经改变了。我们在前文曾经就此举例，在经济发展的第一阶段，提

供更多的工作机会 （通过减少经济管制）就可以有效减少贫困，而最近提

供更多的工作机会已经不再有很好的效果了。

更加复杂的情况是，人们现在不仅仅希望政府发挥传统的职能 （例如

协调水资源的使用），还希望政府在更多领域有更好的表现 （例如减少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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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那些国有控股的上市银行 （尽管通常通过 “法人”等政府控制的媒介持有股权）不列入我

们所说的私人银行的范围之中。

国有资产管理方式和金融体系监管模式也需要进行改革，以减少不断对国有银行注资和重

组的现象。



分配不公）。

最近中国农村地区出现的社会动乱的一个重要起因就是在将农用土地转

变为工业用地的时候没有给予农民足够的补偿。因此，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

会和国务院于２００６年１月联合签发的 “一号文件”宣称不仅要 “稳定和监

管土地使用权的转让并加快土地流通改革”，还要 “扩大农村地区的民意传

达通道并改进解决社会冲突的机制”（“政府承诺给予农民更大的发言权”，

《南华早报》，２００７年１月３０日）。①

为了确保社会的稳定从而使经济保持高速增长并最终赶上美国，民主、

法治、消除腐败、土地改革和收入分配改革都是不可或缺的。

但要避开软件障碍肯定要比避开硬件障碍更加困难，因为政治改革是政

府 “软件”进行成功配置的核心。而中国治理 “软件”的现代化需要实行

自由选举、言论出版自由和独立的司法审判。

解决环境退化导致的动力不足问题

制定环境领域的有效政策是一项非常困难的任务，因为关于这个问题的

很多科学我们还不清楚。例如，现在已经有可靠的证据证明中国排放的大量

炭黑 （未经充分燃烧的碳颗粒）在很大程度上导致气候模式改变，从而致

使北方干旱而南方频发洪水 （Ｍｅｎｏｎ等，２００２；Ｓｔｒｅｅｔｓ，２００５）。大众媒体

所称的 “亚洲黄云”的最大来源就是中国和印度燃烧煤和化石燃料。污染

和水资源短缺之间的这种关系进一步降低了通过价格机制或者三条运河解决

中国水资源问题的可能性，除非当前的经济发展模式得到根本性的修正。

中国不能再分别制定实施水资源战略和能源战略了。在政策制定方面必

须采用一种系统化的方式，因为不同的政策产生的结果之间是有联系的，这

极可能导致意料之外的环境破坏。如果中国的气候变化是全球气候变化的一

部分，一个可持续的发展战略就需要重新考虑人口中心的位置和各国在全球

气候管理方面的国际合作。

中国面临的一个不利的现实是，除非在中期内重塑生态平衡，否则环境

的限制将会中断经济的进一步增长。而世界其他各国面临的一个不利的现实

则是，从地理上来看的一个大国若发生严重的环境恶害，其负面影响将不会

仅限于一国之内。中国不断恶化的沙漠化首先给北京带来了越来越频繁的沙

尘暴，而且自２００１年４月起，中国的黄色灰尘不仅开始漂洋过海影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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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作为一号文件签发意味着这将是新一年里政府最重要的工作任务。



日本和韩国，甚至越过大洋到了美国。中国的环境治理现在不仅关系到中

国，同时也关系到世界的福祉。

当我们讨论调水计划的环境影响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要注意

到，现在中国已经开始对这个重要的政府设施项目进行公开争论，而且这种

争论不仅仅限于技术人员之中。这些争论的公众性 （这些争论涉及的不仅

仅是科学家、工程人员和经济学家），表明社会对环境的态度有了很大的发

展。更重要的一点在于，公众预期的这种转变需要中国政府与自然和谐相

处。但是任何政府都很难做到这一点，哪怕它们很希望这样做。因为绿色增

长政策涉及体系化的方法以及科学性地理解许多生态子系统，同时，我们对

这些子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的本质的理解也不完全。

全球环境是中国可以协助建立一个和谐的世界体系的领域。① 具体来

说，中国应该调动全球达成共识，从而形成一个国际研究联合体以研发清洁燃

烧煤的技术，因为中国现在平均一个星期就新建一座火电站，因此中国有更多

的机会来试验清洁燃煤技术。此外，考虑到中国和周围许多国家出现日益严重

的水资源短缺现象 （尤其在中国北方），中国应该筹办一个区域性的研讨会，在

情况恶化之前，联合其他国家一起使用来自西藏高原的水。中国还应该调动和

促进建立一个区域性研究机构来研究海水淡化饮用技术。如果清洁能源研究和

海水淡化研究方面的全球合作取得成功，将促进整个世界的可持续发展。

解决贸易保护主义导致的经济动力不足问题

最后，我们主要探讨一下怎样减少这辆正在加速的汽车 （也就是中国）

撞上一个路障 （而且是以贸易保护主义形式出现的路障）的可能性。不可

否认的是，自从２００４年以来，国际上对于中国的大规模贸易顺差的非议越
来越多，而全球金融危机使得这些不满进一步加深。中国被指控在许多国际

问题上负有责任，例如，中国为美国消费者提供了便宜的信贷从而导致了此

次全球金融危机②，中国维持人民币兑美元的固定汇率其实是一种以邻为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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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ＭｃＫｉｂｂｉｎ等 （２００８）提出了一个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可以采用的达成全球二氧化碳排放协

议的例子。

ＮｉｃｈｏｌａｓＬａｒｄｙ认为，中国与美国存在相互依赖的关系，他说 “我们美国是一个对消费上瘾

的瘾君子。而中国则是 ‘毒贩子’，他们向我们提供信贷，这样就使得我们过度消费成为

可能”（“中国与美国关系匪浅”，Ｗｉｎｔｅｒ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在２００９年２月２７日美国明尼苏达的 Ｓｔ

Ｃｌｏｕｄ大学研讨会上发布，２００９年 ３月 ２日正式发表， ＜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ｃｌｏｕｄｓｔａｔｅｅｄｕ／

ｎｅｗｓ／ｐｒｅｓｓｒｅｌｅａｓｅｓ／ｄｅｆａｕｌｔａｓｐ？ｓｔｏｒｙＩＤ＝２８１２６＞）。



的贬值政策①。

中国经常账户的长期盈余的根源在于国有企业和私人部门的储蓄总

额超过了他们的投资消费总额。长期大规模的贸易顺差揭示了中国经济

中一个深层次的、严重的问题：金融体系的功能失调 （Ｌｉｕ和 Ｗｏｏ，

１９９４）。中国之所以产生大量的经常账户盈余，是因为没有足够的金融中

介和产品。而之所以这些盈余随着时间不断增长，则是因为功能失调的

金融体系无法分散风险以减少为防止不确定性而进行的储蓄，也没有能

够成功地提供贷款来减少那些为投资进行的储蓄。解决中国的过度储蓄

问题最好的方式就是建立一个完善的金融中介机制来协调私人储蓄和私

人投资。

但是，为了公平起见，我们也必须指出，贸易的不平衡反映的是两个国

家的经济状况：如果美国不是储蓄不足的话或许中国就不会出现过度储蓄。

对于两国的贸易紧张局面，美国的肆意挥霍与中国的勤俭节约一样应该首先

受到指责。此外，正如 Ｗｏｏ（２００８）所指出的那样，即使中国的贸易平衡

表上贸易没有顺差也没有逆差，美国依然会遭受技术创新所导致的结构调整

和收入再分配的痛苦，美国的制度变革也会发生，全球化和移民进入美国也

同样会出现，相比于贸易赤字扩大，美国工人因这些问题产生的愤怒和不满

会更多。

如果现在美国加强自己的社会保障网络建设，从而降低更换工作的成本

的话，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贸易紧张关系便有望得到缓解。特别是，美国国会

应该加快降低财政不平衡状况并扩大贸易调整项目，尤其应该提高年轻工人

的技能。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只有中国和美国都实施正确的政策而非只有中

国行动的话，中美之间的贸易紧张才有可能得到缓解。

为了缓解因贸易不平衡所引起的国际紧张关系，中国和美国除了应各自

独立采取行动之外，还应该共同努力以防止关贸总协定—世贸组织 （ＧＡＴＴ

ＷＴＯ）的自由贸易机制弱化。尤其是，中国从 ＷＴＯ体系中获益良多，但是

迄今为止，中国在推动多哈回合谈判顺利完成方面所起的作用却很小。正因

为中国的缺席，巴西和印度在贸易谈判中被当做发展中国家的领袖。根据

２００７年 Ｇ４（美国、欧盟、巴西、印度）波茨坦会议中的美国贸易代表

ＳｕｓａｎＳｃｈｗａｂ的说法，巴西和印度收回了它们此前作出的削减制造业关税的

承诺 （该承诺是以发达国家削减农业补贴为交换得出的），并声称是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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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会服从吗？”，２０１０年３月１７日 《纽约时报》。



“害怕会导致来自中国的进口增长”①。

随着美国保护多变自由贸易体系的决心不断减弱，中国应该在多哈回合

谈判中变得更加主动，从而使世界贸易可以在减少贸易管制的道路上走得更

远。这样的一个角色将很符合中国的利益，因为目前巴西正在通过与欧盟进

行自由贸易区谈判来绕过多边贸易自由化。事实上，越来越多像巴西一样的

国家 “都越来越对一些多边协议持谨慎态度，因为这类协议往往要求削减

关税，而这会使得这些国家更进一步陷入与中国的低成本竞争中。相反，这

些国家正在寻求与富裕国家签订只符合双方需求的双边协议”②。现在是时

候轮到中国站出来加入多边贸易体系之中，从而显示自己是一个负责任的参

与者。这种国际姿态同样可以减少这类问题对中国本身的经济增长的影响，

而且这类问题的影响就属于经济动力不足问题的一种。

结　　论

据我们的估计，中国经济这辆汽车出现 “软件故障”或者 “动力不足

问题”的可能性要高于其发生 “硬件故障”的可能，因为前两种问题相对

来说更加难以解决。对于大部分 “硬件故障”，中国可以从世界其他国家的

经验中学习应对方法，特别是东亚比较富裕的国家，而且中外在经济管理方

法上的意识形态差异正在缩小。１８６８年日本的 “明治维新”在经济追赶方

面取得了成功，其敢于实施和采取 “最好的国际化实践”的思路也适用于

中国。

处理 “软件故障”比处理 “硬件故障”更困难主要源于两个原因。第

一是中国发展政策的制定正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因为随着人民收入的快速

增长，更重要的是随着人们对于外部世界的认知越来越多，民众对于政府的

管理工作也抱有越来越高的期望。

第二个原因是对政府管理体制进行有效的重新配置需要的不仅仅是高度

娴熟的政治技巧，还需要有良好的国内政治环境以及温和的国际环境，而后

两个因素是大多数政治家们所难以掌控的。未来会如何发展取决于中国共产

党是否足够自信，也取决于其是否有足够的技巧来引领民主变革并能在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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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Ｓｃｈｗａｂ对印度和巴西的立场感到惊奇”、“中国阴影笼罩着多哈的失败”，２００７年 ６月 ２２

日 《金融时报》。

“巴西———将多哈脱离原本贸易协议的国家”，２００７年７月５日 《华尔街日报》。



后继续作为最重要的政治力量幸存下来。历史告诉我们，法国的君主和英国

的君主在面对民众要求改革管理体制的呼声时作出了截然不同的反应，当然

结局也是非常不同的。

解决发展动力不足问题比解决 “硬件故障”问题更加困难，这是因为

解决动力不足问题通常都需要进行一些迄今为止在世界上还绝少有成功经验

的工作，有时还牵扯到一些强大的外国合作者，而本国与这些国家之间可能

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异甚至互相之间还存在隐性的竞争，有时为了解决问题

我们可能会同时面临所有这些问题。解决动力不足问题需要国际各方的高度

合作，而中国在历史上一直比较孱弱，从而无法实际参与国际合作，如果要

想在更多问题上形成合作局面，中国和其他主要国家就需要重新考虑中国在

世界经济中的责任问题。①

中国经济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一股重要力量，中国社会中也

正在拥有越来越多工业化国家中普遍存在的中产阶级群体。而中国经济持续

的高增长使得实行一种新的发展战略成为必要，这种新战略除了保持经济发

展以外，还应该强调创造一个和谐的社会和一个和谐的世界，而这需要中国

改善管理体制，同时还需要全球为之提供动力和支持。

（王之堂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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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成本扭曲与中国的结构失衡
黄益平　王碧臖

一　引言

温家宝总理在２００３年执政之初就已经开始担忧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质

量和可持续性问题。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们多次警告，由

于不合理的经济结构、不足的创新能力，对资源消费的过于依赖，日益恶化

的污染问题、扩大的地区间发展不平衡以及收入差距等问题，当前的经济增

长模式不可持续 （温家宝，２００６）。

以上政府对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担心也正是经济学家们多年来所忧虑

的。例如，余永定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就开始讨论结构失衡问题，尤其指出

了投资和经常账户盈余占 ＧＤＰ比重过高的问题 （余永定，２００７）。投资过度

表明未来生产能力的过剩，而过大的外部账户失衡则削弱了中国强劲增长的

可持续性。

对一些外部的观察者而言，讨论中国经济面临的风险似乎很奇怪。毕

竟，中国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成功保持 ＧＤＰ年均增长１０％长达３０多年的

国家。如果中国政府过去能够扫除阻碍经济强劲增长的障碍，那么未来也可

以。中国目前已经在总量上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经济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中的表现再次加深了外部观察者对中国政

府政策有效性的印象。２００８年底、２００９年初，由于出口巨幅减少，中国经

济增长减速明显。但是，当局很快地通过大手笔的财政和货币扩张扭转了经

济局面。到２０１０年初，经济已经返回到 １２％的增长率。一些专家则又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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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心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的风险。

自从温家宝２００３年担任国务院总理以来，中国政府就采取了诸多政策

试图减少出口激励，增加国内消费，调整结构失衡。但是，在过去的 ７年

间，投资占 ＧＤＰ比重进一步上升，经常账户盈余不断增加，收入不平等问

题恶化，几乎所有的失衡问题都变得更加严重。

中国政府对于经济结构失衡问题的清醒认识与处理这些问题的缺乏成效

使得专家们对中国经济形势有截然不同的判断 （黄益平，２０１０ｂ）。一些经

济学家将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表现描绘为 “中国奇迹” （林毅夫等，

１９９６），他们相信如果经济继续保持高速的增长，中国很有可能在未来的

１０～２０年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但是，还有一些经济学家更关注中国经

济面临的风险，他们认为当前的改革方法不具有可持续性 （Ｐｅｉ，２００６）。更

有悲观者预言中国经济即将崩溃 （Ｃｈａｎｇ，２００１）。

需要指出的是，即使那些看好中国经济前景的乐观者也仍然担忧中国的

结构失衡问题。乐观者和悲观者的区别在于，前者相信中国政府能像过去

３０年所做的那样处理好这些风险。然而，这是一个很牵强的假设。过去的

表现经常可以预示未来的发展，但是那些期望落空的例子也很多。

抛开以上争辩，本文意在探讨关于结构失衡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中

国结构失衡的主要表现是什么，其是如何发展的？第二，政府为解决结构失

衡采取了哪些政策，到目前为止，这些政策的效果如何？最后，失衡问题的

根本原因是什么，如何能够更有效地解决中国的结构失衡问题？

经济学家们对于中国结构失衡问题的原因有不同的解释 （黄益平和陶

坤玉，２０１０）。有的强调政府在推动经济更强劲增长中扮演的特殊角色 （姚

洋，２０１０）；有的指出，人民币被低估促进了净出口的同时也歧视了非贸易

部门；还有一些专家认为落后的社会保障体系导致了居民消费不足。

本文关注的则是中国的非对称的市场化改革。在这一改革过程中，产品

市场已经实现了市场化，但是要素市场仍然存在高度扭曲。这些扭曲压低了

要素价格，降低了生产成本，相当于是对生产者和投资者进行补贴。而这些

补贴在促进过去３０年中国经济较快发展的同时，也引发了结构失衡的问题。

因此，本文认为要消除结构失衡的关键在于要素的市场化改革。

本文的余下部分结构如下：第二部分描述中国结构失衡的主要现象以及

演变过程；第三部分回顾政府为解决结构失衡问题采取的政策及评估这些政策

的有效性；第四部分讨论中国非对称的市场化改革，并粗略估计要素市场扭曲

的程度；最后部分则建议完成要素的市场化改革，从而再平衡中国的经济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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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国结构失衡的表现

虽然普遍认为中国的经济结构存在失衡，但一直以来却没有一个科学的

标准来衡量失衡的程度。本文讨论中国的失衡问题采取相对的观念，即与其

他国家的一般水平相比。然而，这种方法也有其问题。例如，投资占 ＧＤＰ

比重的世界平均水平大约为 ２５％，但中国 ３５％的水平或许并不能算太高。

因此，在作出判断时也应该考虑诸如投资回报、产能过剩等其他指标。

那么，中国的投资比重的确过高吗？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考虑到中国经济

异乎寻常的强劲增长，中国较高的投资率并不过分 （Ｇａｒｎａｕｔ，２００６）。事实

上，一旦中国成功地减少了经常账户盈余，其投资率会更高。

虽然中国的确需要靠投资来推动经济增长，但中国的投资率从 ２０００年

的３６％增加到２００８年将近４５％的水平 （图 １４－１），已经超过东盟国家和

亚洲新兴工业经济体的投资水平。同时，基于 １０１个国家经验研究的 “钱

纳里标准”表明，中国在当前的收入水平下的投资率比标准高出 ２４％。以

上事实都表明，当前中国的投资占 ＧＤＰ比重过高。

图 １４－１　中国，东盟 （ＡＳＥＡＮ）和亚洲新兴工业经济体 （ＮＩＥｓ）的
　　　投资占 ＧＤＰ比重

注：“钱纳里标准” （ＣｈｅｎｅｒｙＳｔａｎｄａｒｄ）是基于 １０１个国家消费率和国民收入关系
的经验研究得到的结果 （ＣｈｅｎｅｒｙａｎｄＳｙｒｑｕｉｎ，１９７５）。

资料来源：ＣＥＩＣ数据以及作者的计算。

过高的投资率往往增加了经济过热、资产泡沫和产能过剩的风险。虽然

东亚经济体素来以强劲的经济增长和较高的投资率而闻名，但在过去的 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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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里，只有其他 ３个亚洲经济体有超过 ４０％的投资率，并且都没有像中国

持续这么长的时间：新加坡８０年代初投资率将近５０％，然而只持续到了 ８０

年代中期；马来西亚和泰国在９０年代中期的投资率也一度接近 ４０％，然而

接下来的亚洲金融危机使两个国家都经历了重创。

投资占 ＧＤＰ比重过高，相应的，消费占 ＧＤＰ比重则过低。 “钱纳里标

准”表明中国的消费占比应该达到 ８０％的水平，但实际上大约低了 ３０％

（图１４－２）。从２０００～２００８年，中国的消费占比下降了 １５％。没有经济可

以只依赖投资而增长，如果持续这样的趋势，中国的经济会面临较大的问

题，甚至会变成政治问题。

图 １４－２　中国的消费占 ＧＤＰ比重

注：“钱纳里标准” （ＣｈｅｎｅｒｙＳｔａｎｄａｒｄ）是基于 １０１个国家消费率和国民收入关系
的经验研究的结果 （ＣｈｅｎｅｒｙａｎｄＳｙｒｑｕｉｎ，１９７５）。

资料来源：ＣＥＩＣ数据以及作者的计算。

也许中国的结构失衡问题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其较大的经常账户盈余。

２０００年，中国的经常账户盈余只占 ＧＤＰ的１７％；２００１年，盈余还稍许下降。

但随着中国在２００１年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ＷＴＯ），其经常账户盈余开始攀

升，尤其在２００４年之后，盈余占比显著增加。到２００７年底，中国的经常账户

盈余已经达到 ＧＤＰ的１０８％。尽管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盈余

比重有所下降 （图１４－３）。但这种下降是暂时的或是永久的，还值得探讨。

较大的经常账户盈余会带来一系列问题。第一，由于受限于当前的汇率

体制，中国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这意味着作为中低收入国家的中国正在

借钱给更富裕的国家。第二，大量的经常账户盈余表明中国经济增长大约

１／３依赖国外市场，一旦国外市场发生波动，必然会增加中国宏观经济的不

稳定性。最后，大量的经常账户盈余也引起了国外许多国家的不满，并且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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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４－３　中国的经常账户盈余

资料来源：ＣＥＩＣ数据以及国家外汇管理局。

能成为保护主义的借口。

根据定义，经常账户盈余等于储蓄与投资之差。东亚国家在金融危机后

由经常账户赤字向盈余转变的过程中，主要是由于投资的下降 （图 １４－１）。

中国的情况则不一样，从 ２０００～２００８年中国的投资率反而增加了 ９％，同

期储蓄率也增加了１７％ （图１４－４）。

图 １４－４　中国的储蓄和投资率

资料来源：ＣＥＩＣ数据以及国家统计局。

可见研究储蓄行为对于理解经常账户的变化至关重要。２１世纪初，一

个共识是，家户是总储蓄增加的重要贡献因素，而家户较高的储蓄则是由于

社会保障体系发展落后。但是，这样一个看法正在改变，到 ２００４、２００５年，

分解的数据表明，总储蓄的提高主要是由于企业储蓄的飞快增加 （图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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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因此，改变企业的储蓄行为，或者加大对企业的征税力度也许是解决

中国经常账户盈余问题的有效手段。

图 １４－５　家户、企业、政府对中国总储蓄的贡献

资料来源：ＣＥＩＣ数据以及国家统计局。

最近的数据又显示出新的变化：企业净储蓄开始下降，而政府的净储蓄

开始上升。家户的储蓄也有上升趋势。

产业的构成、环境的变化也是结构失衡的重要表现。另一个重要的表现

是收入不均。尽管政府加大力度促进农村地区经济发展，但城镇 －农村收入

比率比却从１９８４年的１７增加２００９年的３３（图１４－６）。更重要的是，居

民的基尼系数从８０年代中期的不到 ０３上升到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的 ０５，这样

的水平在世界范围来看都偏高，表明可能会有很大的社会风险。

图 １４－６　城镇 －农村收入比率以及居民的基尼系数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和作者的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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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过去的政策努力

中国宏观经济表现往往被认为过于平稳，然而，还是有一些周期性的特

征。自从２００３年以来，中国经济至少经历了两个完整的周期。经济在 ２００３

年开始呈现上升趋势，并且在２００４年出现过热的迹象。稳定一段时间之后，

经济又在２００７年和２００８年初出现过热现象。到 ２０１０年初，中国经济已经

基本摆脱全球经济危机的不利影响，并且再次呈现过热。

温家宝政府在执政之初就开始强调要解决中国的结构失衡问题 （再平

衡），以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通常，宏观调控与经济再平衡政策紧密连

接，有时甚至难以区分。但是，当政府要控制经济过热时，往往更重视结构

调整。而当需要促进经济增长时，结构调整则常常要让位。

温家宝政府期间的第一次宏观紧缩政策开始于 ２００４年。２００４年第一季

度，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达到 ４３％。同时，在食品价格的推动下，

消费者物价指数 （ＣＰＩ）逐月上升，到当年的 ７、８月份，已经超过中国人

民银行的警戒线５％。

于是，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控制经济过热。其中，最重要和直接

的是抑制投资，包括提高钢铁、水泥、电解铝、房地产等行业建设项目资本

金比例；核减全国各类开发区 ４８１３个；从紧控制新增建设用地；清理全国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７０６００个；停止了江苏常州 “铁本”钢铁项目的建设。

中国人民银行的政策则没有针对特定部门，具体包括：提高存款准备金

率０５个百分点；上调金融机构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 ０２７个百分点；放开

贷款利率上限；通过 “窗口指导”和 “信贷配额”降低贷款增速。

由于工业增加值、商业银行贷款额、企业利润增长都表现出下滑趋势，

宏观政策在２００５年初有所转向，人民银行放松了对贷款的控制。

然而，政府试图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政策努力还在继续。一批高耗能、

高污染和不符合安全生产条件的落后生产能力被淘汰。钢铁、煤炭、水泥等

１１个行业结构调整的政策措施得到制定和实施。煤炭、电解铝行业分别淘

汰落后生产能力１１亿吨和 １２０万吨。２００６年，中央政府还要求各省的单

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４％、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２％。

２００５年７月，人民银行宣布重启人民币汇改。自 ２００５年 ７月 ２１日起，

中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

汇率制度。在接下来的三年时间里，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了 ２２％，实际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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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升值了１６％。

随着紧缩性政策的放缓，２００６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再次表现出快速发

展的态势。２００６年第一季度，ＧＤＰ同比增长 １０２％，新增贷款 １２５００多亿

元，超过全年计划控制目标的一半。通货膨胀率在２００７年和２００８年初也开

始回升。这些宏观经济条件的改变促使了新一轮的紧缩政策。

政府首先取消或降低了高耗能、高排放和资源性产品的出口退税。国家

发改委等部门制定了 《关于加强固定资产投资调控从严控制新开工项目的

意见》，并再次上调了一些投资建设项目的资本金比例。同时，政府启动十

大重点节能工程，关停１１２个分小煤矿，淘汰落后炼铁产能 ４６５９万吨、炼

钢产能３７４７万吨、水泥产能８７００万吨。

人民银行从２００６年初到２００８年初数次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人民币

贷款基准利率，并要求金融机构要从严控制基本建设贷款投放。同时，财政

部改变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

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２００８年第三季度，中国的工业增加值从上半

年的１６３％下降为１２４％，ＧＤＰ增长从上半年的 １０４％下降到 ８９％。到

了２００８年第四季度，ＧＤＰ实际同比增长只有 ６７％，而 ２００９年第一季度进

一步减少到６１％。

面对这样的经济形势，中国政府迅速作出反应。人民银行于 ２００８年 ９

月下调金融机构存贷款基准利率。从 ２００８年第四季度起，急剧扩大贷款规

模，到２００９年，银行新增贷款总额达到 ９６万亿元，为年初官方计划额度

的近２倍。从２００８年中起，人民币停止对美元升值，管理浮动的制度暂时

由盯住美元代替。２００８年１１月，国务院开始推行包括新增 ４万亿元人民币

政府投资在内的一揽子 “扩内需，促增长”的政策。从 ２００８年 ８月 １日到

２００９年６月１日，政府７次提高出口退税率 （尤其针对劳动密集型产品）。

同时，中国政府也没有停止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政策努力。电信、航空

等行业重组迈出重要步伐。全年关停小火电 １６６９万千瓦，关闭小煤矿 １０５４

处。环境保护部暂停审批了数个建设项目。

中国政府还发布了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白皮书，明确

提出了２０２０年中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行动目标和政策措施。

在这些刺激政策下，中国经济从 ２００９年第二季度起开始好转。到 ２０１０

年初，中国政府已经开始考虑是否应该退出扩张性的政策。但欧洲主权债务

危机的恶化使政府重新考虑退出的时机。

作为回顾，我们发现过去六年来，中国政府已经采取了许多政策措施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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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结构失衡和增长质量的问题。这些措施中虽然也有汇率、税率、资本金

要求等，但大多数在本质上还是行政政策。整体而言，这些政策措施并没有

达到预期的目的，几乎所有的经济失衡的指标都在恶化。

四　要素成本扭曲

为什么在这些政策努力下结构失衡问题却变得日益严重呢？一个可能的

解释是这些政策的效果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显现。例如，政府通过完善社会保

障体系和减少个人税收负担来促进居民消费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更根本的解释是这些政策没有触及结构失衡问题的本质原因。经济主体

的行为是由诸如居民收入、生产利润、投资收益等激励结构所推动的。正如

马克思曾经指出的，当利润超过 １００％时，资本家愿意用性命去逐利。因

此，只要投资收益很高，行政手段不足以减少投资活动。

的确，激励结构的扭曲一直以来伴随着中国的改革过程。改革开放以

来，中国 ＧＤＰ增长举世瞩目。虽然经济学家们对于改革政策的核心有不同

的理解，但大多数都认为应该让市场机制发挥更大的作用。用自由的市场来

代替中央计划体系能够提高经济的配置和技术效率 （林毅夫等，１９９６）。

然而，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并不是一个对称的过程。经历了 ３０多年的经

济改革之后，几乎所有的产品市场都已经自由化，但是要素市场仍然存在严

重扭曲。这种现象几乎存在于所有的生产要素之中，包括劳动力、土地、资

本、资源和环境。这些扭曲严重影响了生产者、投资者和出口者的激励结

构，应该为日益严重的失衡问题负责 （黄益平，２０１０ａ；黄益平和陶坤玉，

２０１０）。

劳动力市场扭曲的最明显的例子是户籍管理制度。早些年，户籍管理制

度下，劳动力是不能自由流动的。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大量的农

民开始涌入城市，户籍管理制度在阻止劳动力流动上不再有效。然而，因为

这些农民工没有城市户口，在就业中仍然受到歧视，也无法享受普通城市市

民的社会福利。更有甚者，即使做相同的工作，这些农民工的工资只有城市

居民的一半，甚至１／３。

因此，户籍管理制度为城市用人单位歧视对待农民工提供了制度上的途

径，这尤其反映在劳动密集型的出口部门上。如果用人单位为农民工购买所

有社会福利并且支付与城市员工相同的薪水，中国的出口部门也许就不会像

如今这样庞大了。然而，也有一些人认为，如果中国农村存在足够的富余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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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户籍管理制度的去除并不会增加劳动力的成本。

资本市场的扭曲也很明显。中国的金融体系有明显的金融抑制的特征：

高度管制的利率、受政府影响的信贷配置、频繁调整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以

及严格控制的资本账户 （黄益平和王勋，２０１０ａ，ｂ）。早期世界银行的研究

表明金融抑制常常导致一个国家的利率被压低若干个百分点。中国的资金成

本被压低的另一个证据是 ＧＤＰ名义增长率与长期政府债券收益率之间的巨

大差距 （常常达到８％或更多）。

资本成本扭曲的另一个表现是被低估的货币币值。虽然经济学家们对于

人民币被低估的程度有不同的估计，但人民币被低估这一事实却毋庸置疑

（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和 Ｌａｒｄｙ，２００８）。被低估的货币相对地压低了国内资本的成本，

不仅促进出口、抑制进口，同时也促进了贸易部门的发展，歧视了非贸易部

门的发展。

土地成本的扭曲并不是很直观。高昂的土地拍卖价格常常占据中国各媒

体的头条。然而，这些土地常常是用于房地产开发用途的。工业用途的土地

成本非常低。在中国，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各地方

政府常常竞相用低廉的土地使用费来吸引投资。

能源和自然资源的价格扭曲随着国际价格的变化而波动。以石油价格为

例，国家发改委规定，一旦国际价格波动超过 ７％，国内价格也应该进行相

应的调整。然而，当国际原油价格超过８０美元／桶时，发改委由于担心提高

国内价格会打击生产和消费，所以并没有相应地调整国内价格。

最后，如果把环境也看做一种生产的投入品，由于中国环境保护政策执

行得不严格，其成本也是扭曲的。也就是说，生产者 （不管是中国人还是

外国人）对于其造成的环境污染都没有进行足够的补偿。

需要指出的是，要素成本的扭曲在中国并不鲜见。改革前，中国实行农

产品统购统销政策，这项政策被普遍认为是为了保证农产品的稳定供给。然

而，宋国青 （１９９４）则指出这项政策实际上是将农村资源向城市工业部门

转移①，目的是加速城市工业化的发展。

如今，目的也许是类似的。１９７８年底，中国的领导集体决定停止阶级

斗争，开始经济建设。ＧＤＰ增长率逐渐变成评价地方政府官员政绩的最重

要指标。因此，地方政府有足够的激励推动经济尽可能快地增长。于是，被

压低的要素价格，正如改革前被压低的农产品价格一样，成为促进 ＧＤＰ增

９５２

第十四章　成本扭曲与中国的结构失衡

① 宋国青的文章中写于１９８２年，那时其还在北京大学读本科。



长的工具。

为了判断扭曲的程度，我们利用了黄益平和陶坤玉 （２０１０）① 的计算。

诚然，这些估计值并不完全科学。然而，我们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计算精确的

数据，而是得到初步的图景 （表 １４－１）。估计结果表明要素成本的扭曲在

过去１０年中显著增加，并在２００６年达到最高点。

表 １４－１　中国要素成本扭曲的估计值

单位：％

年份 劳动力 资本 土地 能源 环境

２０００ ０１ ４１ ０５ ００ ３８

２００１ ０２ ３９ ０５ ００ ３５

２００２ ０８ ３９ ０４ ００ ３３

２００３ １０ ３８ １１ ００ ３３

２００４ ２０ ３１ ０９ ０６ ３０

２００５ ２４ ３０ １３ １７ ３０

２００６ ２７ ３１ ２０ １６ ２８

２００７ ３２ ３６ １２ １６ ２４

２００８ ３６ ３４ １０ ０７ １９

２００９ ２７ ３５ ０９ ０７ １８

　　资料来源：黄益平和陶坤玉 （２０１０），以及作者的估计。

估计的结果也说明：第一，资本是目前为止最重要的成本扭曲要素；第

二，劳动力成本扭曲逐年上升，这一结果是由于市场工资相对于农民工工资

更快的增长，然而，随着农民工工资开始迅速提高，这种情况已经开始有所

改变；第三，能源成本的扭曲波动很大；第四，总成本扭曲已经达到最高

点，这表明也许最糟糕的时候已经过去。

这些成本的扭曲相当于是对生产者进行补贴，要素成本的降低，增加了

生产利润，提高了投资回报，促进了中国的出口。成本的扭曲使得中国在很

短时间内成为世界工厂。同时，也因为生产要素便宜，在中国加入 ＷＴＯ

后，全世界的生产者和投资者都涌入中国。

扭曲的要素成本促进了经济增长，但是更多地促进了出口和投资。而后

者则是中国结构失衡的关键原因。事实上，我们对成本扭曲的估计值能够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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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地解释中国的外部失衡：快速增长但近年有所减缓的经常账户盈余 （图

１４－７）。这表明，尽管汇率制度改革对于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很重要，但

解决经常账户失衡问题则需要一揽子的综合政策措施 （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和 Ｌａｒｄｙ，

２００９；黄益平和陶坤玉，２０１０）。

图 １４－７　要素成本扭曲与中国的经常账户盈余

注：ＴｏｔａｌＬａｂｏｒ是总要素成本扭曲减去劳动成本扭曲。
资料来源：黄益平和陶坤玉 （２０１０），以及作者的估计。

五　结束语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举世瞩目。然而，投资过度、巨大的经常

账户盈余、低效的资源利用以及环境污染等严重的失衡问题始终伴随左右。

过去的７年，政府把再平衡经济结构、改变经济增长方式作为最重要的政策

目标之一。但是，结构失衡的问题似乎更加恶化。

这些调整结构的政策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可能是由于时滞，例如，需要

多年来提升消费者的信心。然而，这些政策的失效更可能是因为政府过多地

依靠行政手段。这些手段可能在短期内有效，但是可能是不准确或不可持续

的。例如国家发改委对投资项目的控制：政府为了控制总投资规模会关注那

些新开工项目，但投资者却有很多方法避免上报 “新项目”。

也有很多时候，政府采取的政策是对的，但是力度不够。当经济过热

时，人民银行一般会提高利率、收紧流动性。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

调整幅度都很小。为了减少外部账户盈余，政府也调整了出口退税率，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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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货币升值，但这些调整也很难逆转日益恶化的失衡问题。

本文认为失衡问题的根源在于要素成本的扭曲。而这些扭曲则是由于不

对称的市场化改革：产品市场的自由化与要素市场的严重扭曲。这些扭曲相

当于是对生产者和投资者进行补贴，增加了企业利润，减少了居民收入。在

过去的 １０年里，居民收入占 ＧＤＰ比重下降了 １０％ （白重恩和钱震杰，

２００９ａ，ｂ）。这些扭曲促进了经济增长，但更多地增加了投资和出口。

解决中国的结构失衡问题需要一揽子的综合政策措施。政府应该摒弃其

对 ＧＤＰ增长的绝对关注，毕竟，ＧＤＰ增长只是手段而非经济发展的目的。

需要政策措施来打破国有企业的垄断力量，再分配国有企业的利润。

然而，关键的措施还是在于解决要素成本的扭曲问题，完成 ３０多年前

就开始的市场化改革，让自由市场来决定要素的价格。改革的过程中，要素

成本可能上升，从而减缓经济增长，但是经济却能够获得更加平衡和可持续

的增长。

某种程度上，中国政府已经在朝这方面努力。２００９年以来，政府的各

部门启动了要素价格的改革，例如调整燃料和水的价格。政府在 ２０１０年也

开始试点户籍制度的改革。金融市场的改革和资本账户的自由化也可以减少

资本成本的扭曲。

完成要素的市场化改革可能需要若干年，例如，由于政府对于土地私有

化持保留态度以及担心失地农民的生存问题，土地制度的改革困难重重。然

而，本文认为更重要的是应立即着手，逐渐推进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改革。只

有这样，结构失衡问题才能得到有效解决。

（王碧臖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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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从农民工到市民：
中国特色的深度城市化

蔡　窻　王美艳

一　引言

人们通常在一般规律上了解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农业份额下降和劳动力

部门转换的现象及其必然性。但是，人们对于这样的转变实际上是怎样表现

的，每个阶段会呈现出什么样的特征，哪些变化是具有根本性意义的，哪些

标识可以用来判断根本性的变化，认识得却不是十分清楚。由于以下几个原

因，在中国，无论从理论视角，抑或实证视角，学者们对这种变化产生的看

法都不尽一致。

首先，发展经济学理论的解说和预测不尽相同，观点莫衷一是。例如，

刘易斯从其作出转折点描述和判断的意义上，说明他认为农业劳动力转移是

一个持续并且单向的过程；而托达罗 （１９６９）以及哈里斯和托达罗 （１９７０）

则把农业劳动力转移看做是一个有来有去的双向流动过程。

其次，先行国家和地区中不同的时期实际表现各异，似乎看不到完全相

同的变化轨迹。

几十年前，当日本、韩国及其他国家通过大规模的农村人口城市化完成

其现代化转型之时，许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拉美国家和东亚国家———却

深陷于城市赤贫和贫民窟的 “城市病”中。

再次，中国的变化十分迅速，如果发生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往往使人在

认识上应接不暇。此外，诸如中国劳动力供给长期大于需求、农业剩余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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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数量庞大等传统观念，也常常干扰人们从新的角度去认识新的情况。

不过，中国长期以来的劳动力转移路径及其正在发生的新变化，与刘易

斯的二元经济发展过程及其转折点的描述十分吻合，启发我们可以把相应的

理论概念借鉴来比照中国的实践。过去 ３０年，由于人口政策和经济社会发

展，中国在整个改革开放时期，都处在劳动年龄人口总量迅速增加且比重不

断上升的过程中。计量经济学分析显示，１９８２～２０００年间，人口抚养比占

单位 ＧＤＰ的比率降至２６８％ （Ｃａｉ和 Ｗａｎｇ，２００５）。

然而，目前城镇劳动年龄人口的净增量全部来自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呈

现逐年减少的趋势，预计到 ２０１５年，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年龄人口无法满

足城市的需求。此时，整个国家总的劳动年龄人口也停止增长，此后将开始

萎缩。相应的，人口抚养比开始大幅度提高，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消失。

目前出现的普通劳动者工资上涨和经常性的民工荒现象，就是这种人口结构

变化与高速经济增长保持对劳动力强烈需求之间产生矛盾的体现。

以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作为一个经济发展阶段的里程碑，从理论和实证

的角度认识中国二元经济终结并揭示其相应的政策含义，有助于我们认识未

来经济增长的潜力，以及保持社会和谐的关键领域。而农民工无疑是这个理

论认识和政策关注中的一个主题词。① 可以说，农民工的地位和身份如何变

化，决定着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前景。在２０３０年之前的２０年中，中

国人口转变的后果将进一步显现：２０１５年前后劳动年龄人口将停止增长，

２０３０年前总人口将达到峰值。对于一个长期以来依靠丰富而便宜的劳动力

实现了高速经济增长的国家来说，应对这些重大转变带来的挑战，挖掘人口

红利的潜力，未雨绸缪，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保持增长可持续性的

关键。

本文的以下部分是这样组织的：第二部分揭示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题中

应有之义，在劳动力流动和劳动力市场变化趋势中，已经日益显示出农业不

再是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因而农民工进城的不可逆转性愈发确定。第三部

分讨论 “托达罗悖论”的政策含义，指出继续目前农民工 “有来有去”的

模式，从经济增长的角度已经没有合理性，而从社会发展方面更可能存在一

定的风险。因此，恰当的政策选择应该是按照农民工市民化的思路推进城市

化进程。第四部分讨论把农民工纳入城市社会保障制度中，或者更一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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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工人”被选为美国 《时代》周刊２００９年年度人物，并被排在第三名位置上，表明中

国农民工不仅对于中国经济社会作出巨大贡献，而且对于世界经济具有重要意义。



说，把他们纳入城市公共服务对象的迫切性和可行性。最后部分对主要结论

及其政策涵义做简单总结。

二　农民工进城的不可逆转性

关于中国是否 （或何时）已经 （或将要）到达刘易斯转折点，学界存

在诸 多 分 歧 （Ｇａｒｎｕａｔ和 Ｈｕａｎｇ，２００６；Ｃａｉ，２００８ａ，２００８ｂ；Ｇａｒｎａｕｔ，

２０１０）。按照刘易斯 （１９７２）和其他学者 （如 Ｒａｎｉｓ和 Ｆｅｉ，１９６１）的分析，

对于一个二元经济社会来说，事实上存在两个转折点。当劳动力需求增长超

过供给增长时———此时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开始提高———是第一个刘易斯转折

点。在这个转折点，农业部门的工资并非由边际劳动生产率决定，也就是

说，农业部门和现代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差异仍然存在。渐渐的，农业部门和

现代部门的收入开始由各自的边际劳动生产率决定，且两个部门的边际劳动

生产率最终相等，这时候便达到了第二个刘易斯转折点，亦即商业点。当达

到后一个转折点，这个经济体就摆脱了二元经济。本章主要讨论第一个刘易

斯转折点。

刘易斯转折点并不是也不应该是一个黑白分明的、把前后发展阶段截然

切断的分界线，而更应该被看做是一个连接两个发展阶段的转折区间，或者

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长期历史趋势的起点 （Ｍｉｎａｍｉ，１９６８）。就这点来

说，虽然２００４年算是具有转折点标识的年份，我们仍然借助这个转折点的

分界，对其到来前后劳动力市场及其相关表现进行分析。在距离刘易斯转折

点较远的情况下，农业中劳动力剩余程度高，劳动边际生产力趋近于零，劳

动力转移出来并不影响农业生产，因而农民外出打工并不会引起农业生产方

式的变化。此外，由于这个时期非农产业只是在边际上，并且不稳定地吸纳

农业剩余劳动力，城市管理者为应对就业压力还经常排斥农民工 （Ｃａｉ等，

２００１），此时，农业仍然作为一个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而在进入刘易斯转

折点之后，或者这个起点开始之后，情况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

首先，农业生产方式对于劳动力大规模稳定外出作出了长期的调整。由

于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向外转移是持续大规模进行的，数量每年有稳定的增

长，推动农业机械化和现代化对此作出反应，即农业技术变化逐渐从早年的

不重视劳动生产率，转向以节约劳动力为导向。从农业机械总动力来看，改

革开放３０年期间始终是以比较稳定的速度在增长，在基数增大的情况下，

近年来并没有减慢的迹象。而更为显著的变化是农用拖拉机及其配套农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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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趋势和结构的变化。在１９７８～１９９８年的２０年中，农用大中型拖拉机总

动力数年平均增长 ２０％，小型拖拉机总动力年平均增长 １１３％，而在

１９９８～２００８年的 １０年中，大中型拖拉机总动力年平均增长率提高到

１２２％，小型拖拉机动力增长率则降到 ５２％。拖拉机配套农具的增长也类

似，大中型配套农具年平均增长率从前 ２０年的零提高到后 １０年的 １３７％，

小型配套农具增长率从１２１％降低到６９％。

结果，随着生产中劳动投入降低、实物资本投入提高，中国农业的资

本—劳动比———即实物投入与劳动投入之比———自 ２００４年开始迅速提高

（见图１５－１）。根据诱致性技术变迁理论 （Ｈａｙａｍｉ和 Ｒｕｔｔａｎ，１９８０），伴随

农业机械化过程，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不断减少将是一个必然结果。１９９５～

２００５年间，农业部门的总要素生产率 （ＴＦＰ）提高了 ３８％，而最迅猛的增

长恰恰发生在２００４年之后 （Ｚｈａｏ，２０１０）。

图 １５－１　中国农业实物投入与劳动力投入之比的变化

资料来源：国家发改委，历年 《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

社。

其次，城镇非农产业对农村转移劳动力的需求迅速增长。从劳动年龄人

口变化趋势看，城镇人口的年龄结构变化快于农村，城市经济增长极度依赖

农村转移的劳动力。如表 １５－１所示，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从 ２０００年至

２００９年，虽然全国打工时间在６个月以上的农民工由 ７８５０万增至 １４５亿，

增长率却在不断降低。这期间，城市地区的劳动雇用量在持续增长，且增长

率保持稳定。２００９年，近 １／３的城市雇工为农村移民，在建筑等行业农民

工占垄断性数量。与此同时，农民工逐渐开始在城市真正定居和工作

（Ｚｈａｎｇ等，２００９）。但是，城市很难为数量如此庞大的劳动力提供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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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５－１　农民工与城镇就业的数量与增长速度

年份
农民工 城镇就业

人数（万） 年增长率（％） 人数（万） 年增长率（％）

２００１ ８３９９ ７０ ２３９４０ ３４

２００２ １０４７０ ２４７ ２４７８０ ３５

２００３ １１３９０ ８８ ２５６３９ ３５

２００４ １１８２３ ３８ ２６４７６ ３３

２００５ １２５７８ ６４ ２７３３１ ３２

２００６ １３２１２ ５０ ２８３１０ ３６

２００７ １３６９７ ３７ ２９３５０ ３７

２００８ １４０４１ ２５ ３０２１０ ２９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２００９）；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 （历年）。

根据国家统计局２００９年初的调查，截至 ２００８年底，全国打工时间在 ６

个月以上的农民工总量为 ２２５亿人。其中，跨乡镇以外外出流动就业的农

民工人数为１４亿，占农民工总数的 ６２３％；在本乡镇范围之内从事非农

就业的农民工人数是８５００万人，占农民工总数的 ３７７％。在外出就业的农

民工中，常住户外出就业的农民工人数为 １１亿人，占农民工总数的

７９６％；举家外出户农民工人数为 ２８５９万人，占农民工总数的 ２０４％

（ｓｈｅｎｇ，２００９）。

从这两个变化趋势，可以观察刘易斯转折点前后劳动力转移的不同特

征。在转折点之前，城镇或非农产业对劳动力需求的周期性变化，通常导致

农业劳动力数量的反向增减，即农业就业规模不是由自身需求决定的，在统

计意义上是一个余项，农业仍然是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而在转折点到来的

情况下，城镇和非农产业的劳动力需求波动，则较少引起农业劳动力的反向

变化。即一方面农业不再具有消化剩余劳动力的功能，另一方面城镇和非农

产业调节劳动力市场短期供求变化的能力也增强了。其结果是，农业不再作

为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

图１５－２表明，大约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后期为转折，此前非农产业就

业增长率与滞后一年的农业就业增长率都波动比较剧烈，统计上有较大的变

异程度。由于劳动力总量在继续增长，两者多数年份都是正增长，并且由于

农村劳动力转移要求与受非农产业就业的约束都很强烈，两个增长率之间的

关系并不稳定。在９０年代中期之后，两个就业增长率变异程度明显降低的

同时，两者之间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在 １９９８～２００８年间，两者相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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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为 －０７４８，农业就业以负增长为主。最显著的改变发生在 ２００４年，这一

年，非农产业就业高速增长和农业就业负增长关联密切。概括说来，我们应

该把刘易斯转折点理解为一个转变时期，２００４年就标志着这个时期的到来。

图 １５－２　农业就业与非农就业的数量关系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历年），中国统计出版社。

三　“托达罗教条”的终结

托达罗因其对于迁移动因的研究而广为流传。而他的理论中最具影响的

莫过于所谓的 “托达罗悖论”。在其代表性文献中 （Ｔｏｄａｒｏ，１９６９；Ｈａｒｒｉｓ

和 Ｔｏｄａｒｏ，１９７０），他提出吸引农村迁移者的是城乡预期工资之差，即把城

乡实际工资差由城市失业率进行修正。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悖论，即所有改

善城市就业状况从而降低失业率的努力，则因扩大了城乡预期工资的差距，

而加大农村劳动力的迁移动机。或者进一步，所有改善迁移者状况的努力，

都会进一步引起迁移者的涌入，反而恶化迁移者在城市的就业和居住环境。

与此相应，“托达罗悖论”则因而转化为 “托达罗教条”，包括对农村向城

市的迁移要加以控制，劳动力流动模式应该是 “有来有去”，从而采取只是

把迁移者作为临时过客等一系列政策倾向。①

“托达罗悖论”的一个假设是农业中不存在失业现象，背后的含义是，

农业仍然是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与此相对应，“托达罗教条”寄希望于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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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保持城乡劳动力迁移的两极在推力和拉力上面的平衡，发挥农村作为化解

社会风险的功能。这样一来，更强化了农村地区充当剩余劳动力蓄水池的定

位。从经济发展的层面，这个假设是缺乏动态的，没有把农业份额下降规律

乃至二元经济发展的内涵充分考虑在内。

如前所述，中国经济已经到达刘易斯转折这个新的发展阶段，打破

“托达罗悖论”乃至改变 “托达罗教条”所隐含的政策倾向，是客观的必然

结果。如果说在我们今天观察到的这个转折点之前，随着城市经济周期性波

动农民工经常性返乡，把承包地作为一种后备就业机制，可以起到防止流动

劳动力在城市遭遇失业风险从而陷入绝对贫困的作用，在缺乏对农民工的社

会保护机制的条件下，不啻为一种经济和社会泄洪渠。但是，一旦农业不再

是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劳动力流动不再是 “有来有去”式的，从终极方

向上看，推力和拉力的均衡终将要打破，因此，这种以迁移劳动力的间或返

乡为表现的风险防范机制，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基础。

金融危机时期中国农民工对劳动力市场的反应，已经显示出其与国际经

验的类似之处。如２００９年他们返乡过春节，随即很快回城，经历了从制造

业到服务业以及建筑业的就业调整，实现了相对充分的就业，以至于不久后

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现象。这充分意味着，用 “托达罗教条”和 “有来有去”

的传统观念进行劳动力流动的管理，已经不符合时代的要求。

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之前的阶段，每当遇到就业压力的时候，城市管理者

就会将农民工赶走 （Ｃａｉ等，２００１），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间，为了应对金融危机

对就业造成的负面影响，城市管理者放松了限制，日常服务业部门中的农民

工就业人数占到了各行业首位。随着政府经济刺激计划的实施，由于投资结

构向基础设施建设和服务业倾斜，更多不同的就业机会也随之而来 （Ｃａｉ

等，２０１０）。

这与日本的经历非常相似。１９６０年代，在日本达到刘易斯转折点后，

大批农民工在城市定居和工作，即便自那时日本的城市经济开始出现衰退，

他们也没有再回到农村。相反，为应对经济危机，劳动力会由制造业调整到

服务业及其他各种行业，结果，这些农民工定居下来，成为城市居民。

另一方面，农民工在城市长期居住和工作的意愿及倾向，与其缺乏稳定

的市民身份的现实发生了抵牾。在企业面临困难时，农民工往往首当其冲，

由于就业和收入都不稳定，加上社会保障覆盖率低，他们容易成为城市里的

边缘人和脆弱群体。据调查 （汝信等，２００９），２００９年全国法院系统受理的

劳动争议案件比上年同期增长 ３０％，在沿海地区增加幅度更高达 ４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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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０％。其中，农民工是提起劳动争议最多的群体，而且他们的维权重点已

经开始从讨回欠薪转向社会保障等问题。这一方面表明由就业和收入引发的

社会风险的存在，另一方面也表明亟须改变管理劳动力市场的传统模式。此

外，达到刘易斯转折点后的新发展阶段，应遵循经济发展规律的要求，把农

民工的市民化作为新的战略思维，推进城市化进程。

“托达罗教条”终结的一个表现，是以农民工为主要构成部分的城市常

住人口的加速扩大，从而加速了城市化进程。但是，在中国特有的户口

（户籍注册）制度条件下，城市化速度更具统计学的意义。城市化统计和事

实情况在于：当农民转变成为农民工时，统计学上就将其作为城市居民，但

他们并非真正的城市居民。

在严格实行户籍制度，没有自发性人口迁移和流动的计划经济时期，农

村户口和城市户口的划分，人为地将居民划分为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如

１９６４年的第二次人口普查和１９８２年的第三次人口普查，都是把非农业户口

统计为城市人口，把农业户口统计为农村人口。

随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规模越来越大，既然户籍制度调整的进程未

能与这个人口流动保持同步，户籍身份不再能够准确地反映城乡的实际居住

状态。针对这种新情况，１９９０年进行的第四次人口普查采用了 “常住人口”

的概念，即那些离开家乡进城超过一年的流动人口，也被算作城市常住人

口。这次人口普查的结果，随后被国家统计局用来作为基础，对 １９８２年到

１９９０年的所有数据进行了调整。到了 ２０００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离开家乡

进入城市的时间只要达到半年，即使没有改变户籍，也被作为城市常住人

口。国家统计局也据此对 １９９０～２０００年期间的城市化数据进行了调整。从

此以后，城市人口被定义为：在城市居住６个月或以上的居民，而无论其户

口登记地在哪里。其结果是，城市化率与非农化率产生了较大的差距，２００７

年城市化率比非农化率高出１２个百分点 （图１５－３）。

有人认为，由于现行统计中的城市人口，有很大一部分是务农者，因而

城市化率略有高估，即被高估了１０％ （Ｃｈａｎ，２００９）。其实，城市化固然与

产业特点有关，但更主要是按照人口的集聚程度来定义的，因此，部分人口

从事农业并不应该成为判断城市化是否被高估的依据。由于户籍制度是中国

特有的制度现象，背后具有丰富的福利含义，因此，我们仍然应该从户籍制

度的角度和公共服务的内涵来认识中国式的城市化。

与计划经济时期严格执行人口迁移和流动控制的情形相比，农民工现在

可以进入城市，不限期地自由择业和居住，这应该看做是户籍制度改革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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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５－３　人口的城市化率与非农化率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历年），中国统计出版社。

要一步，由此形成的城市化水平提高，不应该简单地被说成是高估。从这个

角度来说，我不能认同 Ｃｈａｎ和 Ｂｕｃｋｉｎｇｈａｍ （２００８）的观点。他们认为，新

一轮的户籍改革取得的成效对废除户口没有什么作用，农民工的境遇更加糟

糕，也不能因为农民工在城市企业中广泛就业、在城市中自由居住，就得出

中国的城市移民已经有了实质性扩张。

近年来非农业户口所占比例的显著提高，印证了户籍改革是颇有成效的。

１９９０～１９９９年，非农业户口的年均增长率为２３％，同期，城市 “常住户口”

的年均增长率为３１％；１９９９～２００７年间，非农业户口的年均增长率为３２％，

同期，城市 “常住户口”的年均增长率为３２％，这些增长率均快于世界平均

水平 （Ｃａｉ，２０１０）。但是，这两者之间的差异还是非常明显的———农民变为

工人和移民变为市民之间存在公共服务方面的鸿沟，未来需要缩小城市 “常

住”居民和真正城市居民之间的差异，进一步推进城市化进程。

从公共服务的均等性来讲，这种城市化模式的确具有非典型化的特点，

即被统计为城市常住人口的农民工及其家属，没有享受到与城市户籍人口相

同的社会保障和社会保护的覆盖，在诸如义务教育、保障性住房等其他公共

服务方面，他们也没有获得均等的权利。这种非典型性的城市化，妨碍了城

市功能的发挥，抑制了城市化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具体来

说，这种城市化模式首先导致城市化进程的不稳定性。无论是因经济周期因

素还是最终预期，没有获得正式市民身份的农民工及其家属，仍然把农村老

家作为自己的归宿。由于城乡消费模式的差异，没有归属感的农民工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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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仍然按照农村的模式进行消费和储蓄，不能发挥城市化促进服务业发展

和消费需求扩大的功能。

四　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条件

刘易斯转折点还隐含着另外一层涵义，即地方政府对于外来劳动力的态

度的转变。中国政府是一个发展型政府 （Ｏｉ，１９９９；Ｗａｌｄｅｒ，１９９５），而地方

政府还可以看做是竞争型政府 （ＨｅｒｒｍａｎｎＰｉｌｌａｔｈ和 Ｆｅｎｇ，２００４）。更准确地

说，地方政府在财政分权的条件下，有着强烈的发展本地经济的动机，因而

尝试以有效率的方式最大化发挥政府职能。

这种关注经济发展的政府类型，对于政府所履行的职能，包括直接介入

经济活动和提供公共物品，其最为关心的部分是有利于本地经济发展的领

域。蒂布特 （Ｔｉｅｂｏｕｔ）通过构造一个迁移者 “用脚投票” （ｖｏｔ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ｉｒ

ｆｅｅｔ）的模型，解释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行为，尝试找到公共服务供给

与需求之间的市场解。这个假说的含义是，由于迁移者对于由地方政府支出

提供的公共服务有特定需求和偏好，他们会根据一个地区或社区的公共服务

提供水平，选择自己的迁移目的地。反过来，地方政府如果对本地居民的数

量具有特定的需求和偏好，则会通过调整自己的公共服务供给行为，尝试吸

引或排斥迁移者。

虽然对于蒂布特模型有不同的看法，本文也并不需要承认地方政府的公

共服务能够获得市场均衡解。但是，该假说为地方政府看到农民工对地方经

济增长重要性的情况下，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具有了内在的激励相容因素。

在刘易斯转折点之前，二元经济所具有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决定了非农

产业发展可以在不提高工资等就业待遇的条件下，劳动力需求得以充分满

足，劳动力不会成为经济增长的瓶颈要素，因而，地方政府的主要干预领域

不在劳动力市场，而是集中于招商引资。

而经济发展一旦到达刘易斯转折点，劳动力短缺经常性地发生，一方

面，企业通过提高工资、改善待遇和工作条件等方式逐渐展开对劳动者的竞

争，另一方面，从地方政府的行为上，我们也可以看到一种倾向，通过某种

形式的劳动力市场干预，或者提高对农民工的公共服务覆盖水平，帮助本地

区获得更好的劳动力供给环境。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举措就是将农民工纳入城

市劳动管理和社会保障体系，具体包括：制定和调整本地最低工资，加大社

会保障和其他公共服务覆盖面。

３７２

第十五章　从农民工到市民：中国特色的深度城市化



例如，制定和调整本地最低工资，就是近年来地方政府经常用来干预工

资水平的一种机制。自１９９３年当时的劳动部发布 《最低工资条例》和 １９９４

年通过 《劳动法》，地方政府可以根据地方生活水平差异，制定实施本地区

的最低工资。在早期时间里，该法规实施的特点是标准较低、调整较少、较

少应用于农民工。到了１９９０年代末期，最低工资水平和调整频率开始逐渐

提高，进入２１世纪后，改变愈发显著。随着２００４年以后民工荒在各地普遍

出现，意味着劳动力短缺成为经常现象，一方面，中央政府要求各地至少每

两年进行一次调整，另一方面，各城市政府感受到劳动力短缺的压力，竞相

提高最低工资水平 （表 １５－２）。这项举措也适用于农民工。与此同时，最

低工资水平与市场工资水平同步提高。①

表 １５－２　城市最低工资调整情况

单位：个数，％

年份 样本城市数 调整的城市数 样本城市平均增长率 调整城市平均增长率

１９９６ １２９ ３２ ３６（７２） １４４（７２）

１９９７ １４２ ８０ ７６（８０） １３５（５９）

１９９８ ２０９ ３１ ２４（６４） １５９（７７）

１９９９ ２２７ １５２ １６９（１４２） ２５３（９４）

２０００ ２５５ ７９ ８８（１５９） ２８７（１５８）

２００１ ２７４ １２２ ９２（１６８） ２０７（２００）

２００２ ２８６ １６７ ９８（１１４） １６８（１０３）

２００３ ２８６ ７７ ４４（８３） １６３（７７）

２００４ ２８６ １８６ １５６（１６６） ２４０（１４９）

２００５ ２８６ １３２ １０９（１５５） ２３６（１４９）

２００６ ２８６ ２５３ １８４（１４４） ２０７（１３６）

２００７ ２８６ １５４ １０８（１４３） ２００（１３９）

２００８ ２８６ ２００ １３６（１１９） １９４（９４）

　　注：括号中的数字为标准差。
资料来源：根据城市最低工资数据库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收集）计算得到。

此外，许多地方政府还通过与劳动力输出省份的协作，帮助企业联系劳

动力的稳定和定点供给；许多城市逐步放松关于农民工落户的条件，如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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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农民工工资的增长情况，请参见 Ｃａｉ等 （２００９）。农民工的工资可以作为非熟练劳动者

和市场决定工资的代理指标。



了购房面积标准、劳动合同年限，以及社会保险累计缴纳年限等落户标准，

并且这些类似的标准逐步得以降低；地方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灵活地掌握社

会保险缴费水平，以扩大对农民工的覆盖率。所有这些政府努力，表现出地

方政府对于以人为核心的城市化的激励相容。

然而，对农民工来说，最必需且最为欠缺的公共服务是养老保险和失业

保险。从有关劳动和社会保障的法律法规上讲，享受基本社会保障制度的覆

盖，是城市农民工的权利。然而，实际中他们参加社会保险的比例，迄今为

止仍然很小。据２００９年的调查，在城市打工 ６个月以上农民工的养老保险

覆盖率为９８％，失业保险覆盖率仅为 ３７％ （ｓｈｅｎｇ，２００９）。既然农民工

加入各种社会保险没有法律障碍，现实中覆盖率低的问题在于农民工个人和

企业的缴费意愿。在他们的缴费观念发生根本改变前，为了吸引更多的劳动

力，地方政府可以采取各种举措扩大公共服务的覆盖面，这也会促成中央政

府第四次社会保障改革。刘易斯转折点到来对于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

意愿具有重要影响，农民工在社会保障领域享受充分而均等权利的条件也已

经成熟。

总的来看，将农民工纳入城市保障体系涉及三方面问题。第一，长久以

来，政府一直对社会保障基金能否负担农民工这个庞大的群体心存顾虑；第

二，即便农民工和其雇主有参加社会保障的想法，但社保基金无法转移或转

让的问题也制约了他们的意愿，毕竟，农民工的工作并不稳定；第三，社保

基金的高缴费率加重了雇主的负担，因而也影响了他们参与的积极性。

从养老保险制度覆盖农民工的条件看，目前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主

要由两个部分组成，即统筹的部分和个人账户部分。社会养老保险资金是

按照现收现付的原则征缴和支出的。在 １９９７年开始实行现行制度后的很

长一段时间里，由于历史欠账的原因该资金账户严重亏缺，只好与个人账

户混账管理，以后者弥补前者的不足，形成个人账户的空账运行。统筹账

户亏空的原因有两方面。第一，改革之前没有养老金积累，但政府承诺所

有国有企业职工的退休保障，而这些退休人员在城市职工中占据了极大比

例，也就是说，改革之前便累积了巨额的历史债务。第二，根据联合国

（ＵＮ，２００９）的统计预测，自改革伊始，中国的抚养比便开始上升，并将

不断提高。

不过，近年来社保体系的状况已经发生了显著改变。首先，和许多

１９９７年前退休的 “老人”一样，１９９７年后退休的人获得了社保养老金的充

分保障。其次，随着辽宁省社会养老保障制度试点的完成，以及试点地区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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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到了１１个省份，个人账户已经有了一定的积累，反映在每年的社会养老

保险资金收支中，盈余超过 ７０００亿元人民币。再次，现有在城市就业的农

民工年龄多介于２０～３０岁，如果把主要由年轻人构成的农民工纳入社会养

老保险制度，则意味着大幅度降低抚养比。也就是说，农民工的加入不仅可

以增强社会统筹能力，也能通过个人账户的积累为自己未来储蓄。这一切说

明基本城市保障体系正在发生积极的改善，如果该体系能将农民工完全纳入

其中，不仅不会出现财政困难，反而会缓解财政压力 （Ｃａｉ和 Ｍｅｎｇ，

２００３）。

缺乏可转移性也是制约农民工加入基本养老保险的最关键的制约因素。

截至２００７年，还有１９个省以及部分地区市级没有建立基本养老基金。低水

平的社会统筹制约了基本养老金的流动，也阻碍了高流动性的农民工加入其

中，一旦劳动力市场发生波动，大批农民工就会退出该体系。考虑到只有个

人账户部分可以返还，而社会统筹部分则不能返还，造成不论是农民工还是

雇主都没有参加的意愿。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中央政府最近出台了 《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此办法规定，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工人发生跨

省劳动力转移时，保证将其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和统筹账户资金一并转入

新的工作所在地。这项新规定为农民工养老金转移提供了制度性的保障。

从失业保险制度覆盖农民工的条件看。迄今为止，农民工加入失业保险

的比例微乎其微。２００８年 《劳动合同法》颁布实施，要求企业主与农民工

签订合同，以便于将农民工纳入各种各样的社会保障项目中。这种做法，除

了受农民工 “有来有去”的托达罗教条的传统观念影响之外，另一个担心

是，农民工就业不稳定、流动性大，可能形成贡献不充分而受益的现象。正

如前面所分析的，托达罗教条使我们无法正确理解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中的

地位。

目前，失业保险的最低缴费期规定是 １年，受益期为 １２个月到 ２４个

月。农民工的就业状况丝毫没有超越这个制度框架的特殊之处。根据最近的

一项调查 （Ｚｈａｎｇ等，２００９），除去占全部调查对象 １１％的外出不足 １年的

农民工，一年之内岗位变动和城市变动次数较多外，农民工总体上一年的岗

位和城市变动次数都少于１次，而且外出时间越长，变动频率越小 （表 １５－

３）。此外，农民工通常具有较低的保留工资和岗位预期，一旦失业找到新

工作的时间周期较短。也就是说，农民工的就业状况完全可以满足最低缴费

期和规定受益期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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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５－３　农民工外出年限与就业流动性的关系

单位：个数，％

年　限 有效调查人数 占全部百分比 年均变动工作次数 年均变动城市数

１年以下 ３６２ １１ ４００ ３８９

１～３年 ６５８ ２０ ０８７ ０７６

３～５年 ４５４ １４ ０５０ ０４２

５～８年 ４７５ １５ ０３４ ０２７

８年以上 １２６８ ３９ ０１８ ０１４

全　部 ３２１７ １００ ０８２ ０７５

　　资料来源：张秀兰等 （２００９）。

自２００３年以来，失业保险基金收入显著大于支出，每年结余规模巨大，
２００８年累积结余达到１２８８亿元，累积结余为２００８年支出额的５倍。失业保
险作为一种现收现付制度，意味着当年的基金收入不应该显著大于当年基金

支出，更不应该形成一个大规模的累积结余。这种过度结余，意味着参保人

贡献与受益的不对等，从而会降低民众的参保意愿。通过调整这个制度安

排，提高包括农民工在内的职工参保激励，不仅可以扩大农民工的失业保险

覆盖面，还可以进一步完善劳动者的社会保障机制。

事实上，地方政府已经越来越意识到，需要提高社会保障来应对劳动力

短缺问题，地方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也在不断调整各种中央政府允许调整的

社会保险项目的缴费率。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支

持就业的政策，允许符合条件的企业延迟缴纳社会保险金，减少个人缴纳部

分。利用临时政策的灵活性，一些地方政府———尤其是那些在金融危机前就

感受到劳动力短缺的地区———通过降低缴费率，提高了社会保险覆盖面。

此外，在全国范围的普遍的劳动力短缺状况发生后，一些现象也开始出

现了。首先，一些劳动移民目的地的政府开始与劳动力输出地建立正式的合

作机制，以确保本地企业有稳定的劳动力供给。其次，某些市级政府通过放

松一些标准让农民工获得城市户口，例如，购买一定面积的住房；签订用工

合同和缴纳社会保险的年限。所有这些主要由地方政府在推动，也体现了在

以人为本的城市化进程中激励相容的特点。

五　结语

引起世人瞩目的中国奇迹，不仅表现为前所未有的高速经济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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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表现为中国在较短的时间内，较为完整地走完了西方国家在更长期的时

间里才完成的各种转变，包括人口转变和经济发展阶段跨越。这样一个浓

缩的经济发展和转型过程，为发展经济学观察二元经济向一体化经济转变

中的阶段现象，以及转轨经济学检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所需要的

条件，印证相应经济学假说，提供了良好的案例。特别是，中国刘易斯式

的二元经济发展跨越了刘易斯本人在理论上预见的第一个转折点，为该理

论模型注入了新鲜养分。反过来，借鉴相应的分析范式和概念，判断中国

经济社会面临的新挑战和新机遇，也对中国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理论

工具。

伴随着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农民工成为城市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劳动

力供给来源，非农产业对农民工的需求成为常态，农业不再是剩余劳动力的

蓄水池，因此，农村劳动力转移不再是 “有来有去”式的。按照经济发展

规律，城市化应该与非农化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同步进行。然而，过去

１０年中国超常规的城市化速度，是在没有提供均等的公共服务的条件下，

仅仅把居住超过６个月的农民工统计为常住人口的结果。

既然现存的城市公共服务的排他性来自于户籍制度，相应的改革逻辑顺

序则是放开户籍制度。但是，由于城市政府在面临为农民工及其家属提供公

共服务，特别是创造社会保障覆盖、子女义务教育和升学、保障性住房等方

面的均等机会时捉襟见肘，虽然一些地区进行了改革户籍制度的种种尝试，

但总体而言，户籍制度改革迄今为止没有取得根本性突破。不过，一旦我们

认识到户籍制度的核心是公共服务的供给，而中国特色的地方政府在劳动力

短缺逐渐成为普遍现象的情况下，会利用公共服务供给覆盖水平的扩大，加

速农民工实际上市民化的进程，以此保持城市劳动力供给的可持续性。当户

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享受相同的公共服务时，户口就失去了原来的意义。如

此一来，户籍制度改革也被囊括在农民变为工人、移民变为市民的转变过程

中了。

与其他发展中或转型国家相比，中国的户籍制是独一无二的一种制度。

中国二元经济的发展，其特点在于，农民转变为城市工人，但无法享有城市

公共服务，也没有渠道将其纳入社会保障。在这种特征下，中国实现了快速

城市化，直至达到刘易斯转折点，出现劳动力短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一轮

的城市化，将是推进农民工向市民转变。正如中国的发展造就了人类历史上

最大规模的农民工群体一样，未来 ２０年，中国也将推动世界上规模最大的

移民群体转变为城市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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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自主创新促进可持续发展

吴延瑞

引　　言

经过 ３０年的快速增长，中国经济目前正处于走向下一个发展阶段的十

字路口。虽然中国的经济增长确实十分惊人，但它也耗费了大量的资源，并

对环境造成了损害。为了维持今后几十年的高速增长，就必须加强科技进步

的作用。一国的技术进步可以通过从国外转让技术，也可以通过自主创新来

实现。前者对中国经济的作用在学术上已被广泛讨论过了。例如，Ｗｅｉ和

Ｌｉｕ（２００６）研究了中国的制造业部门出口和外国直接投资所导致的生产力

溢出效应；Ｔｉａｎ（２００７）和 Ｌｉｕ等 （２００９）调查了外国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

所造成的技术溢出效应；Ｋｕｏ和 Ｙａｎｇ（２００８）分析研究了知识溢出效应与

区域经济增长。然而，中国学术界对本土公司的创新能力和所取得的成就的

研究很有限。① 本章的目的是探讨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和探索创新的潜力，

从而为未来的可持续增长提供一个关键的要素。本章首先回顾了中国的创新

能力以及所取得的成绩，紧接着从企业的层面上对创新作一个分析，随后又

从国际角度来研究中国的创新，最后讨论了创新对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的影

响。

２８２

① 对中国研发部门的综合调查由 Ｇａｏ和 Ｊｅｆｆｅｒｓｏｎ（２００７）；ＯＥＣＤ（２００９）和 Ｚｈａｎｇ等 （２００９）

提供。Ｗｅｉ和 Ｌｉｕ（２００６）与 Ｊｉｎ等 （２００８）的研究对之也略有涵盖。



中国的创新能力及所取得的成绩

自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就已经实施积极的科学技术

发展方略。该方略一直偏重于国防部门的技术进步。直到最近，科学技术作

为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才被更普遍地认可和推广。２００６年初，国家中长期

科学技术发展计划 （２００６～２０２０）正式发布。① “２０２０计划”的目标就是到

２０２０年，将中国建设成一个以创新为主导的社会，并在之后成为全球领先

的创新者之一。

未来１０年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在 “２０２０计划”文件中

已经详细说明了。根据这份文件，中国将：

 在未来１５年内，在 １１个主要部门，如能源、水资源和环境保护领

域，给予技术进步优先权；

 进一步提高国家知识产权体系，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相关法律和规定

的执法；

 通过让企业参与国家项目，并为它们提供税收优惠等其他金融支持

来鼓励企业发挥创新的关键作用；

 提高在科学技术上的投入，到２０２０年，中国的研发支出将占国内生

产总值的２５％；

 到２０２０年，中国至少有６０％的经济增长来自技术进步；授予中国国

民的专利和期刊引用总数预计将排在世界前五位。

为了评估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可以考虑这几个指标。制约自主创新最

重要的因素就是研发经费。近年来，“２０２０计划”的实施结果表现为研发支

出的急剧增长。例如，在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间，研发方面的开支实际平均增长

了１９４％———增长速度是国内生产总值的两倍。② 因此，在中国，研发方面

的开支占 ＧＤＰ的比例 （或者说研发密度）从 １９９０年的 ０７１％上升至 ２００９

年的１６２％ （图１６－１）。图１６－１中的数据还表明，中国的研发人员数量

（等同于全日制）从１９９２年的６７万人增至２００８年的１９０万人。近年来，这

一增长尤为迅速，在２００５～２００８年间，它以平均 １３４％的速度在上升。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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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２０２０计划”是２００６年２月９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颁布的 （ｗｗｗｇｏｖｃｎ）。

研发支出的平均增长率是根据国家统计局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以及 ＹＨＴ（２００９）数据计算而

得。



外，科学、工程以及药学专业的应届毕业生从１９９５年的４７６１１０人增加到了

２００８年的２７０万人 （国家统计局，２００９）。

图 １６－１　中国的研发的密度和人员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年鉴 ２００９年》，中国统计出版社；国家统计局
２０１０年、２００９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国家统计局；ＹＨＴ２００９，《中国高新技术
产业统计年鉴》（２００９年），国家统计局和科技部，中国统计出版社。

图 １６－２　专利申请和注册数 （１９９５～２００９年）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２００９年》，中国统计出版社；国家统计局
２０１０年、２００９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国家统计局；科技部 （ＭＳＴ）２０１０年，
中国科技统计，科技部，〈ｗｗｗｍｏｓｔｇｏｖｃｎ〉。

随着研发投入的增大，中国的创新能力和成果也有所增加。例如，国内

专利申请和注册数分别从 １９９５年的 ６９５３５项和 ４１８８１项增至 ２００９年的

８７８０００项和５０２０００项 （图１６－２）。在同一时期，中国申请境外专利数也在

增加，从１３５１０项增至约９９０００项，境外专利注册数也从３１８３项增至８００００

项 （国家统计局，２００９；科技部，２０１０）。另外，据报道，中国科学家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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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师所发表的论文也从１９９５年的６５０００篇增至２００７年的２０８０００篇。①

中国地区间的差异很大。中国的 ３１个行政区研发密度各不相同，在

２００８年最低的有６个行政区少于０５％，而同时最高的有４个行政区超过了

２％ （表１６－１）。在人力资源方面，拥有研发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幅度从最

少的西藏每１００万人只有 １６１位到最多的北京有 ９８３３位。从表 １６－１中还

可以看出，在２００８年专利注册的人数从最少的西藏每１００万人只有 ３２项到

最多的上海有１２９６项。一般来说，沿海地区和全国其他地区 （即中西部地

区）之间存在较大差距。此外，如果将每 １０００个科学家和工程师注册专利

的个数定义为展现研发能力的指标，在一般情况下，省级绩效和投入是正相

关的，正如图１６－３预期和描绘的一样。但是，这个数据还指出了至少两个

明显的异常点，那就是２００８年北京不佳的表现以及浙江出色的表现。

表 １６－１　中国区域性研发统计 （２００８年）

地　区
支出占 ＧＲＰ的比例

（％）
每百万人口中科学家和

工程师人数（位）

每百万人口拥有

专利的个数（个）

沿海地区均值 １９６ ２８３０ ６０１

北　京 ５２５ ９８３３ １０４７

上　海 ２５９ ４２１２ １２９６

天　津 ２４５ ３２９３ ５７７

江　苏 １９２ １８８７ ５７９

浙　江 １６０ ２０６７ １０３４

辽　宁 １４１ １５３８ ２４７

广　东 １４１ ２１８６ ６５０

山　东 １４０ １４０８ ２８３

福　建 ０９４ １３４５ ２２０

河　北 ０６７ ５３５ ７９

中部地区均值 ０８５ ７３１ ８４

湖　北 １３１ １１０３ １４７

安　徽 １１１ ６５５ ７１

黑龙江 １０４ １１６８ １２０

湖　南 １０１ ６０４ ９６

江　西 ０９７ ５４０ ５２

山　西 ０９０ ９７４ 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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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些数字是基于 ＹＨＴ（２００９）中查找到的科学引文索引 （ＳＣＩ），工程索引 （ＥＩ）和科技会

议录索引 （ＩＳＴＰ）数据库而得。



续表 １６－１

地　区
支出占 ＧＲＰ的比例

（％）
每百万人口中科学家和

工程师人数（位）

每百万人口拥有

专利个数数量（个）

吉　林 ０８２ １０８５ １０９

河　南 ０６６ ５８３ ９７

广　西 ０４６ ４２６ ４６

海　南 ０２３ １７２ ４０

西部地区均值 ０８１ ５９７ ８０

陕　西 ２０９ １３５２ １１７

四　川 １２８ ７６８ １６４

重庆市 １１８ ９９５ １７０

甘　肃 １００ ５９３ ４０

宁　夏 ０６９ ６９４ ９８

贵　州 ０５７ ２５７ ４６

云　南 ０５４ ３５７ ４４

内蒙古 ０４４ ６４７ ５５

青　海 ０４１ ３７７ ４１

新　疆 ０３８ ３６６ ７０

西　藏 ０３１ １６１ ３２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０９年》，中国统计出版社，ＹＳＴ（２００９）。

图 １６－３　中国的研发密度和效率 （２００８年）

注：研发效率定义为每百万科学家和工程师注册专利的个数。

资料来源：研发密度和效率值的计算采用的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年鉴

２００９年》，中国统计出版社；ＹＳＴ２００９年，《中国科学技术统计年鉴》 （２００９年），国家
统计局和科技部，中国统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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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层面的创新

在促进国家创新能力的增长方面，中国企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自 ２０

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企业已经成为研发投资和执行的主要参与者

（国家统计局，２００９）。截至２００８年，其在研发投资和支出中占有 ７０％以上

的比例 （图１６－４）。这一增长同样反映出与全国总数相比，企业部门注册

专利份额正在改变。这一比例从 １９９５年的 １２％增至 ２００８年的 ３４％。① 但

是，中国企业作用的增大会导致更多市场驱动下的研发投资。这反映为两个

指标的变动。首先，基础与应用研发的费用占研发总支出的比例由 １９９５年

的３２％下降至２００８年的 １７％ （国家统计局，２００９）。其次， “发明”专利

占国内专利总数的比例从２００４年达到最高峰的２５９％后一直下降为２００８年

的２２７％ （国家统计局，２００９）。② 政策制定者面临的挑战就是要确保以市

场为导向的研发活动不是在以牺牲国家长期创新能力建设的情况下增长的。

图 １６－４　中国的研发开支占比与资金来源 （２００８年）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０９年》，中国统计出版社。

在创新活动和努力方面，企业之间和部门之间都有差异。国家统计局在

２００７年首次进行了全国范围内企业创新活动的调查。收集了 ３年内 （２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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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这些占比数是根据国家统计局２００９年统计的中国专利数据计算而得。

中国的专利一般分为三类：发明专利，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



２００６）的企业层面创新活动的详细信息。此次调查覆盖了所有大中型公司

并对小型公司进行了抽样调查。① 其中调查的 ２９９９９５家企业中有 ２６７４家大

型企业 （０９％），２９６２２家中型企业 （９９％）和 ２６７６９９家小型企业

（８９２％）。只有８６３４２家公司 （不到总数的１／３）真正从事创新活动 （国家

统计局，２００８）。据这次调查，发现大型企业参加研发活动的比率最高

（８３５％），其次是中型企业 （５５９％）和小型企业 （２５２％）。在行业层面

上，参与率排在前五名的行业分别是药物 （６３７％），仪器及办公设备

（６０７％），烟草 （５５２％），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 （４６８％）和特别的测量

仪器 （４６５％）。② 其中除了烟草行业以外的这些行业都属于所谓的高科技

行业。③

在２００６年，创新型企业平均会将公司营业收入的约 １９％用于创新。

虽然这个数字要大于中国整体的研发力度，但是企业间仍存在着巨大的差

距。大型企业平均用于研发的投资额约占公司业务收入的 ２７％，远超过中

型企业 （１８％）和小型企业 （１％）（国家统计局，２００８）。２００６年，大中

型企业作为一个整体用于创新方面的支出占总额的 ８１１％。同时，其占有

新产品产出的７８７％，这可以作为创新成果的一种替代指标。基于这个原

因，在中国，有关企业层面创新的研究仍主要集中在大中型企业 （Ｊｅｆｆｅｒｓｏｎ

等，２００３；Ｇｉｒｍａ等，２００９）。

下文的分析提供了一份在 ２００５～２００７年间，中国企业运用面板数据对

１９８８０家大中型企业研发的决定因素、战略和密度所进行的研究。④ 已经评

估了３个不同但相关的模型。反过来，这些模型要处理 ３个问题，即在中

国，企业内部创新的决定因素、研发战略选择以及研发投入的力度究竟如

何。可将方程１６１看做基准模型。

Ｙｉｔ ＝αｏ＋∑βｊＸｉｙ（ｉ－１） ＋∑γｊＺｉｊ１＋εｉｔ 方程 １６１

在方程１６１中，Ｙ是一个潜在变量，在研发战略模型和创新决定因素

要素模型中取值１或０，在第三个模型 （即研发支出的密度）中定义为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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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根据２００３年通过的官方企业分类标准，中国企业进行分组使用的三个标准为：员工人数，

销售收入和资产价值。例如，在制造业部门，员工数在 ２０００人以上的为大公司，３００～

２０００人的为中型公司，３００人以下的为小型公司 （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

括号中的百分比数字是根据国家统计局２００８年数据计算得出的研发活动的参与率。

国家统计局在２００２年７月颁布了一个公告，明确了高技术工业统计分类的目录。

更详细的介绍和讨论可参见 Ｗｕ（２０１０）。



密度。滞后变量 （Ｘ）用来反映企业年龄、规模、债务负担水平、生产技

术、无形资产和长期投资的水平的影响。Ｘ变量滞后了一个时期，以避免模

型中潜在的同步性问题。具体来说，这些变量 （Ｘ）的定义如下：

 ＡＧＥ，表示公司成立到现在的年数

 ＳＩＺＥ，表示公司规模，用员工的人数来衡量①

 ＤＥＢＴ，表示公司的负债程度，用总负债与总资产的比率来衡量

 ＴＥＣＨ，表示公司的生产技术水平，用资产净值与就业数的比率来衡

量 （即资本劳动比）

 ＩＮＴＡＮＧ，表示公司是否具有无形资产 （如专利），如果公司有无形

资产就定义为１，若没有则为０

 ＩＮＶＥＳＴ，表示公司是否有长期投资，若有则为１，否则为０

其他因变量，即方程 １６１中的变量 Ｚ，反映与所有制、地点、所处行

业和时间等因素有关的差异、企业的绩效、出口状况和行业集中度。这些变

量 （Ｚ）包括：

 ＥＦＦ，表示公司效率的指标，用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来衡量，即产出价

值与总就业人数的比例

 ＥＸＰ，表示公司是否有进出口业务，如果有则为１，否则为０

 ＨＥＲＦＩＮＤＡＨＬ指数，表示公司在本行业的竞争力水平，计算基于中

国工业部门的４位分类法

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虚拟变量，表示公司的所有权，共分五类，分别为国有、

香港投资者、澳门和台湾 （ＨＭＴ）的投资者，外国投资者以及其他控股企

业 （相对于其他所有的公司）

 Ｒｅｇｉｏｎ虚拟变量，表示公司的地理位置，共分六类，分别为北京、

上海、珠江三角洲、六个中部省份、东北三省以及西部，其中东北三省为基

准②

 Ｓｅｃｔｏｒ虚拟变量，表示公司所属的行业，共分 １２类，以官方标准行

业分类 （ＳＩＣ）为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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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当然，在这里，公司规模还有其他衡量方法，如总产值，总销售价值等。选择雇员人数可

以使得一些意见由于缺少数据而减少。

具体来说，中国的３１个行政区域被分成 ６组，由 ６个虚拟变量来代表：ＲＥＧ１（北京，天

津，河北和山东），ＲＥＧ２（上海，江苏和浙江），ＲＥＧ３（广东、福建、广西和海南），

ＲＥＧ４（山西、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和河南），ＲＥＧ５（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以及

ＲＥＧ６（内蒙古、宁夏、西藏、新疆、甘肃、贵州、青海、陕西、四川、云南和重庆）。



这三个模型的估计结果列于表１６－２。根据模型 １的分析结果，相比其

他企业，大型或老牌企业更有可能为创新投资。出口型和资本密集型企业同

样更有可能投资于研发。有长期投资、无形资产或绩效好 （用劳动生产率

测度）也更有可能投资于研发。创新的概率往往随着时间而上升，竞争开

始增多，然后创新的概率开始降低。这与其他经济体提供的证据相符

（Ａｇｈｉｏｎ等，２００５；Ｔｉｎｇｖａｌｌ和 Ｐｏｌｄａｈｌ，２００６）。经常背负着沉重的债务或是

由境外投资，特别是来自中国香港、澳门和台湾的，所拥有的企业投资与研

发的概率比较小，后者大量存在于珠江三角洲。这一发现意味着，外国公司

来华主要是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中国的政策在鼓励外企投资创新方面不

成功。

表 １６－２　计量估计结果

变　量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系数 ｐ值 系数 ｐ值 系数 ｐ值

常数项 －２２０８８ ００００ －１３５３７ ００００ ０１０１３０ ００２５

ＡＧＥ ０００９８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８７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４ ００００

ＡＧＥ２ －００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

ＳＩＺＥ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５１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５４３

ＥＸＰ ０３３１９ ００００ ０２５３５ ００００ ００３２１ ００００

ＤＥＢＴ －０１７６３ ００００ －０２１４９ ０００１ －０６０２６ ００００

ＴＥＣＨ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００ ０８３２

ＥＦＦ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００ ０７７１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ＩＮＴＡＮＧ ０２２２３ ００００ ０１７８９ ００００ －００３５８ ００００

ＩＮＶＥＳＴ ０４５８０ ００００ ０３５６６ ００００ ０２２５２ ００００

ＨＥＲＦＩＮＤＡＨＬ ３０１３０ ００００ ２６７１５ ００００ ３８７１３ ００００

ＨＥＲＦＩＮＤＡＨＬ２ －９６７７９ ００００ －８３９３１ ０００４

Ｒｅｇｉｏｎ虚拟变量 有 有 有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虚拟变量 有 有 有

Ｙｅａｒ虚拟变量 有 无 有

Ｒ２ ０１４８０ ００８４２ ０６０９１

样本数 　 ５９６４０ 　 ２７１０２ 　１３４４６

　　注：模型１和２的估计使用二次爬山 （ｈｉｌｌｃｌｉｍｂｉｎｇ）优化算法和最大似然 （ＨｕｂｅｒＷｈｉｔｅ）标准
差。模型３的估计预计使用了面板估计广义最小平方法 （ＥＧＬＳ），用横截面加权和怀特 （Ｗｈｉｔｅ）标
准差 （由 ｅｖｉｅｗｓ６提供）。

资料来源：作者自己的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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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虚拟变量的估计系数 （表中没有报告）同样显示了，从事制药业、制

造机械、运输设备、通信及其他电子设备的企业，相比别的企业，更有可能

投资于创新。这些产品主要集中在高科技部门。事实上，在 ２００７年，从总

体水平上来说，高技术产业的平均研发密度远高于全国平均的 １４％。例

如，在２００７年，研发开支占部门增殖的比例，制药业为 ４７％，飞机和航

天器行业为１５４％，电子和通信设备行业为６８％，计算机和办公设备行业

为３９％以及医疗设备和仪表制造行业为６３％ （ＹＨＴ，２００８）。估计结果同

时也意味着，国有和股份制企业，相比其他企业，更有可能去创新。① 还有

一个有趣的发现，位于中西部地区的公司，特别是西部地区的，相比其他地

区的企业，更有可能将资金用于研发。这可能反映了一个事实，即国有企业

（ＳＯＥｓ）在中西部地区的经济中起到了更重要的作用，分别在这两个地区的

企业中占到了２５１％和３０％的比例。相比而言，在沿海地区这一比例只占

到１５６％。国有企业在创新中所起作用表明，私有化并不总是有利于创新

的 （至少在中国的私有企业在创新上可以发挥更突出的作用之前）。

根据表１６－２的模型２的估计结果，持续的创新者，定义为在调查期间

每一年都投资于研发的企业，更可能是大企业、老企业、出口企业或高资本

劳动比率企业 （或资本密集型技术）。持续的创新者也有长期投资或无形资

产。我们发现，高负债和成为持续的创新者之间是负相关 （表 １６－２）。相

对有效率的企业，相比其他，并不一定更有可能是持续的创新者。由来自香

港、澳门及台湾的投资者控股的或位于珠江三角洲的企业，相比其他，都不

太可能是持续的创新者。在一般情况下，国有企业和股份制企业更可能持续

创新，位于中国西部的或参与制药业、机械制造、运输设备、通信及其他电

子设备的企业，也更可能持续创新。如预期一样，这些产品的生产再一次主

要集中在高科技行业。

我们发现，企业的研发密度与企业年龄之间的关系呈负相关 （Ｗｕ，

２０１０）。然而，进一步分析，事实证明公司的研发密度刚开始增长，然后随

资本年龄开始下降 （表１６－２，模型３）；转折点估计约为 ２５年。由于样本

中企业的平均年龄是 １７，大多数中国企业仍然在倒 Ｕ形的上升 （左边）

阶段。至于竞争和研发密度之间的关系，就像 Ａｇｈｉｏｎ等 （２００５） 与

Ｔｉｎｇｖａｌｌ和 Ｐｏｌｄａｈｌ（２００６）所论证的那样，这里并没有呈现倒 Ｕ形的证据。

相反，表 １６－２中展示了研发密度和竞争之间的关系是呈负相关的。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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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详细的结果发表在 Ｗｕ（２０１０）。



支持了一个论点，即主导企业比非主导企业更趋向于创新 （Ｂｌｕｎｄｅｌｌ等，

１９９５）。

在表１６－２（模型 ３）中进一步显示出，企业的研发密度与长期投资、

出口的地位、大的规模、高资本密集度存在正相关，虽然后两个系数并不显

著。同时还发现，企业的研发密度与企业的负债、效率和无形资产呈负相

关。如果一家公司拥有无形资产，它可能意味着，该公司在其领域中做得很

好 （例如是以新产品或专利），需要研发投资只是保持其领先优势。效率和

研发力度之间呈负相关关系是一个谜。这可能反映了国有企业在创新中的作

用。相比其他企业，中国国有企业普遍效率比较低，但是，它们是中国研发

活动的主要参与者。这与代表国有企业的虚拟变量的正系数所反映的是一致

的。这些发现意味着中国正面临着一个两难的问题：进一步的经济改革需要

改革国有企业或使国有企业私有化，而同时中国的民营企业却并不准备承担

研发投资的风险。因此，对创新而言，政府需要制定帮助国有企业向私有企

业过渡的具体政策。

国 际 视 角

在２００７年，中国在世界上的主要研发国家中排名第三，仅次于美国和

日本 （表１６－３）。但是应当指出，中国与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研发投资国之

间仍然存在很大的差距。例如，在２００７年，中国的研发开支总额分别只占

美国和日本的２８％和 ７０％。从研发的密度来看，虽然中国仍落后于世界上

最大的支出国，但已远远领先于处于类似发展阶段的主要经济体，这在图

１６－５中已清楚地展示出来。如果保持目前在研发开支上的增长，我们推

测，中国将按照韩国和日本的创新路径，成为世界上最具创新能力的国家

之一。

此外，近几年，基础和应用研究支出合在一起占总研发支出的份额呈

现下降趋势。在 ２００８年只有 １７２％，而在主要的工业化经济体中这个比

例则高得多，并随时间的推移而上升或相对稳定。因此，中国研发的支出

模式偏离了全球趋势，而偏重于投资在 “发展”研究方面。如上所述，这

对国家创新能力的建设可能会有长远的影响。举例来说，一个新兴的趋势

就是，在 ２００８年授予的专利中，属于 “发明”类别的专利只占 ２２７％。

由于投资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因此，中国研发的结构和质量正在改

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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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６－３　全球前五大研发支出国 （２００７年）

国家
研发支出（２０００年 ＰＰＰ
价格，１０亿美元）

占比（％）

商业 政府 其他

研发人员

（百万人）

美国 ３１１４ ６６２ ２８３ ５５ １４２６

日本 １２４６ ７７７ １５７ ６７ ０９３８

中国 ８７１ ７０４ ２４６ ５１ １７３６

德国 ５８７ ６８０ ２７８ ４３ ０５０６

法国 ３５６ ５２０ ３８２ ９８ ０３７２

英国 ３３３ ４６５ ３００ ２３４ ０３４９

　　ＰＰＰ＝购买力平价。
注：美国研发人员的数字为２００６年的数据。
资料来源：研发支出和人员数据来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线数据库 ＜ｗｗｗｏｅｃｄｏｒｇ＞。

图 １６－５　主要经济体的研发力度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２００７年）

注：研发密度是指在每个国家研发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

２００５年不变的国际价格。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２０１０年，世界发展指标，世界银行网站，华盛顿。

２００６年，中国第一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拥有最多研究人员的国
家。① 截至２００８年，中国的研发部门有超过 １９０万雇员，其中超过 ８４％

（约１６０万）为科学家和工程师。② 在同一年，中国的大学中大约有 ６１０万
学生就读于科学、工程和医学专业，其中包括 ７５９０００名研究生 （国家统计

局，２００９）。因此，在未来几十年中，中国在研发的人力资源方面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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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线数据库中数据得出 ＜ｗｗｗｏｅｃｄｏｒｇ＞。

这些数字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的科学技术统计年报 ＜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



无疑将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在人力资源方面的比较优势同样反映在研发支

出的结构上。在２００７年，劳动报酬约占研发总成本的 ２５％，这一比例远低

于同一年的许多 ＯＥＣＤ成员国，如日本 （占 ３９％）、韩国 （占 ４４％）、英国

（占４８％）、美国 （占 ５７％）、法国 （占 ５７％）以及德国 （占 ６０％）。① 这

表明，中国在劳动力成本方面仍然拥有相当大的比较优势。但是，支付给科

学家和工程师低报酬是有风险的。当今世界，熟练的工人是相当容易跳槽

的，低报酬可能导致中国在国际人才市场上缺乏竞争力。

图 １６－６　选定的经济体的研发支出占比 （基础和应用研究）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０９年》，中国统计出版社；经济合作与
发展组织在线数据库 ＜ｗｗｗｏｅｃｄｏｒｇ＞。

与创新密切相关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高新技术行业的发展。１９９６～２００７

年间，这一部门价值增值的平均增长速度达到 １８７％，是中国经济增长速

度的两倍。电子及通信设备部门以 ２８８％的增长速度主导了这一增长，紧

随其后的是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的 １８８％以及医学设备和仪表制造业

的１８％ （图１６－７）。２００８年，高新技术产业作为一个群体占中国总制造产

量的１２９％ （ＤＰＤ）。２００２～２００８年间，该部门的出口值以平均 ４４９％的

速度增长。② 和世界上高科技主要出口国相比，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市场份

额 （表１６－４）。在２００７年，中国的高科技产业同样占全国制造业出口总额

的２９７％。这个数字与世界第二大出口国的美国持平，但是，仍远远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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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劳工赔偿占总研发费用的比例是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线数据库中数据估计而得

＜ｗｗｗｏｅｃｄｏｒｇ＞。

根据 ＹＨＴ（２００８）的数据计算出来的一个名义增长率。



于其他东亚经济体，如菲律宾 （６８９５％）、马来西亚 （５１７％）、新加坡

（４６４％）和韩国 （３３４％）（表 １６－４）。这样的话，观察中国是否能够在

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上跟上他的亚洲邻居将会很有趣。

图 １６－７　高技术部门的增值 （１９９５年不变价格）

资料来源：ＹＨＴ２００２年，《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统计年鉴》 （２００２年），国家统计局
和科技部，中国统计出版社；ＹＨＴ２００８年，《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统计年鉴》（２００８年），
国家统计局和科技部，中国统计出版社。

表 １６－４　选定经济体的高科技部门的出口 （２００７年）

单位：％

国　　家
制成品出口

所占的百分比
全世界占比 国　　家

制成品出口

所占的百分比
全世界占比

中 　 国 ２９７ １８６
美 　 国 ２８５ １２７
德 　 国 １４２ ８６
日 　 本 １９０ ６７
韩 　 国 ３３４ ６１
新 加 坡 ４６４ ５８
法 　 国 １８９ ４５
荷 　 兰 ２５７ ４１

马来西亚 ５１７ ３６
英 　 国 １９５ ３５
墨 西 哥 １７１ １８
菲 律 宾 ６８９ １６
巴 　 西 １１９ ０５
印 　 度 ５３ ０３
俄 罗 斯 ６９ ０２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２０１０年，世界发展指标，世界银行网站，华盛顿。

对未来经济增长的启示

准确评估创新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是对技术上和理论上的挑战。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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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中对增长的会计式分析占主导地位，并侧重于传统的索洛型创新或全要

素生产率 （ＴＦＰ）增长的分析。Ｗｕ（即将出版）查阅了超过 ７０份研究中的

不少于１５０个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的估计，发现在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至 ２１

世纪第一个１０年间，ＴＦＰ的增长平均约占中国经济增长的１／３。然而，对更

多的工业化经济体而言，同样的数字要高得多。例如，根据 Ｄｏｕｇｈｅｒｔｙ和

Ｊｏｒｇｅｎｓｏｎ（１９９６），在１９６０～１９８９年间，日本和德国的生产率增长占产出增

长额的比例分别是４９８％和 ５７６％。因此，中国的生产率，特别是在创新

上的生产率的增长还有相当的进步空间。

过去的３０年，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微薄贡献符合国家创新的状况。正如

前几节中所示，在宏观和微观层面上的证据说明了，在创新的资源和能力

上，中国和发达经济体之间还存在着相当的差距。但是，若使用多种标准来

衡量中国的创新能力，如注册专利、科学出版物以及引文和高科技商品出口

的数量，就会发现其正在迅速追赶工业化经济体。追赶的驱动力是在资本和

人力资源上不断增加的研发投入。这种追赶将使国家实现其创新潜力成为可

能，对于未来２０年内中国的可持续增长来说，这一点至关重要。为了达到

这个目标，中国的决策者必须解决一些新出现的问题。

第一，在研发投资的总额方面，中国领先于在类似发展阶段的其他国

家，并且还在迅速追赶 ＯＥＣＤ经济体。但是，中国在有些地方还可以做得

更好。例如，中国高科技部门的研发密度落后于世界上的主要参与方 （表

１６－５）。５个高科技部门中有４个 （例外是飞机和航天器部门）在研发密度

上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即使是在飞机和航天器产业中，２００７年中国的研发密

度也大约只有德国、法国和英国的一半 （表１６－５）。

第二，在中国，随着研发活动的扩张，重要的是不要忽视研发的质量。

在前面的章节已经介绍过近几年在基础和应用研究的投入相对减少的证据。

这也反映在中国国内专利总数中，“发明”专利只占了很小的份额。如果这

种趋势继续下去，中国创新的长期资本甚至未来经济增长的可持续能力都将

受到影响。

第三，民营企业 （包括外国公司）在创新中的作用应得到加强，这可

以通过执行更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法规和适当的激励创新的政策规定

来实现。如之前的章节所示，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企业部门在创新中起主

导作用。虽然中国的民营企业正在迅速扩大，但在创新方面，它们落后于国

有同行，更不要说其他国家的私营企业了。这可能是由于中国体制的限制，

如有限的融资渠道和非国有企业的政府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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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６－５　选定经济体的高技术部门的研发密度 （２００６年）

单位：％

行　　业 中国 美国 日本 德国 法国 英国 意大利 韩国

制造业总体 ３４ １０２ １１０ ７６ ９９ ７ ２４ ９３

高科技行业总体 ５７ ３９８ ２８９ ２１５ ３１９ ２６６ １１１ ２１３

制药 ４７ ４６２ ３７１ ２３９ ３３４ ４２３ ５ ６３

飞机和航天器 １４９ ２４１ １１５ ３２９ ３１１ ３１１ ４５２ ２６１

电子及通信设备 ６４ ４３３ １３４ ２８８ ５０９ ２３９ １１６ ２５１

计算机与办公设备 ３８ ３４７ 缺 １４９ ２７７ １４ ８４ １４２

医疗设备和仪表 ５２ ４８３ ３１９ １３６ １９０ ７８ ６７ １０３

　　注：ｎａ表示不详。
资料来源：ＹＨＴ２００８年，《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统计年鉴》（２００８年），国家统计局和科技部，中

国统计出版社；ＹＨＴ２００９年，《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统计年鉴》（２００９年），国家统计局和科技部，中
国统计出版社。

最后，创新上还存在着相当的区域差距。这不仅仅归咎于中国的整体区

域差距，同时也是由中国的知识和技术传播所造成的。这就应该建立相关机

制，以确保更多的创新资源分布在整个华人地区。

结　　论

总之，在过去３０年，中国已经在发展自主创新能力上取得了相当大的

进展。这一趋势自２００６年以来，通过执行发展科学和技术的 “２０２０计划”

得到加强。它也奠定了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从资源密集型转变为创新主导型的

可能性的基础。中国在创新方面的投资已迅速增长，其结果是创新成果的扩

大。

近年来，一个重要的发展就是中国企业在创新中所发挥的作用扩大了。

现在，中国公司在国内是研发的主要投资者。但是，在与创新有关的企业特

征方面，不同所有制和规模以及在不同行业和地点的企业间存在着异质性。

这份研究表明，国有企业在研发方面的表现明显优于外商投资企业和中国民

营企业。这是中国的困境。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化，国有企业面临着私有化压

力。与此同时，非国有企业 （包括外国和本国私有企业）不准备承担研发

活动的相关风险。这种情况就需要制定具体的政策来鼓励参与创新的非国有

企业，并完善相关法律制度来为中国的知识产权提供有效的保护。

这项研究还表明了中国和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创新者之间的差距。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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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小差距，在未来的几十年，中国的决策者应多加注意以下几个问题。首

先，尽管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高科技产品出口国，但是，中国在高科技部门

的研发力度仍落后于世界上的主要参与者。其次，虽然企业在创新中的作用

得到加强，但是还存在着忽视基础和应用研究的危险，这在更长的时期内对

国家创新能力的建设至关重要。最后，创新投资和产品的数量和质量在经济

的转轨过程中应该被监测。增长不应妥协于创新的数量。

（潘莉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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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中国医疗卫生体制与未来２０年改革
ＲｙａｎＭａｎｕｅｌ

导　　言

医疗卫生问题在中国，尤其是在农村地区，一直是个引起广泛不满的话

题。虽然最近有一系列的改革措施频频出台，政府也史无前例地大规模投资

卫生领域，但这一情况依然没有改善。现在中国百姓都认为 “看病难，看

病贵”，简明地概括了许多中国公民面临的医疗难题。

对中国医疗卫生体制之未来的分析需要一些历史背景。本章将把中国医

改的发展历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 １９５０～１９７８年的集体主义时期。

鉴于当时的中国公共卫生体制具有高效率的公共财政体系和 “直上直下”

式的传输机制，它在 “花小钱，得大利”方面处于世界领先位置。

第二阶段是１９８０～２００３年的后集体主义时期。此阶段中国与其他发展

中国家相比，其医疗体制从人均收入角度来看仍可称得上是效率较高，但从

获取途径角度来看却极不平等。集体主义时期在中国的终结，伴随而来的是

中国医疗成本的急剧膨胀 （很大程度上是由医方引导的额外需求、滥开药

和滥用高技术服务现象引起的），令人担忧的医疗资源高度不平等，以及医

疗安全率的不断下降。医疗服务提供者和患者共同面临机制缺陷和动机缺陷

问题。当前的公共财政体系不甚有效，只能加剧不平等；再加上城乡差异，

都使得上述问题恶化并阻碍了改革进行。

从第三阶段 （２００３年至今）开始之初，也正是和谐社会思想的提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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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便一直存在着大量有关如何进行医改的争论。２００３年，“新型农村合作

医疗制度”（ＮＣＭＳ）的引入，以及公共财政 “覆盖农村”战役的打响，使

得更多公共资金被投入到医疗系统中来。

许多需求方面的社会医疗保险项目得以实施，这些项目也将成为中国未

来２０年医改的主要驱动因素。

总体来看，这些改革建议可被大致分为两类。第一类建议，意在利用建

立在社会医疗保险制度之上的需求战略，来增加体制内可使用的资金数额；

另一类建议则与英国国民健康保险制度 （ＮＨＳ）相类似，着眼于使公共资

助的门诊机构起到 “看门人”和 “面向公共医院的推荐人”的作用，增加

投入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独特的中国医疗体制。

但无论哪种改革都似乎不够充分。一个机构模型反映了中国政府面临着

如下困难。公共投资的增长看上去并不能改变医务工作者个人的动机缺陷。

由于缺乏监管、协调和指导，中央政府实现社会福利目标频频受阻，尽管有

额外的资金投入也不管用。从 ２００９年发布的医疗改革方案来看，虽然解决

中国医疗领域的理论难题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结构性问题依然存在。

未来２０年改革是否有效，要视中国政府能否有效地处理各种危害体制的结

构性问题和动机缺陷而定。

中国医疗卫生领域发展的历史

中国医疗卫生体制的发展历程共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建立在社会

主义计划经济之上———以各级政府提供的公共医疗服务为特征，在城镇地区

由公共财政支持，在农村地区由社区筹款支持 （Ｌｉｕ，２００４：１４９－１５６）。这

种平等主义社会模式运用强有力的政府结构来保障健康。农村地区的集体农

庄和城镇地区的工作单元———换言之 “单位”———都为其成员提供医疗保

健。义务医疗保险和初级保健可以经由集体农庄或单位直达个人。在此条件

下，许多不同的治疗层级产生了，再加上派遣赤脚医生提供当地初级保健的

创造性举措 （Ｓｍｉｔｈ，１９７４：４２９－３５），使得整个中国社会的人口健康水平

有了显著改善。这些成就是在低预算环境及一个公共健康投入占国内生产总

值 （ＧＤＰ）低得不成比例的社会里取得的，而它们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预

防性初级保健措施的应用，以及在 “平等主义社会阶段” （Ｌｉｕ，２００４：

５３３）中确保群众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获取医疗保健 （如图１７－１）。

许多学者认为，中国公共医疗体系的结构特点对其出色的医疗成就起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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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７－１　１９８７年前中国农村的医疗保障层级

关键作用。① 在此体系之下，乡村卫生站、乡镇卫生院 （ＴＨＣｓ）以及县医
院由垂直的行政系统整合成为三层次的系统。县卫生局对当地医疗服务状况

负责，制订计划并分配当年政府预算。县级机构监管镇、村设备，提供转诊

服务、培训和高水平的三级医疗。

更为重要的是，村级组织的社会医疗保险体制所提供的资金占全部医疗

支出的５０％以上。在合作医疗制度 （ＣＭＳ）覆盖率达到顶峰之时，它覆盖
了农村人口的９０％。合作医疗制度支持的医疗服务可依赖于预缴计划。因
此在这个时期，国家在给予医疗提供者 （特别是二级和三级医疗层面）财

政支援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而公社向个人提供义务社区医疗保险。

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期，中国已经建成有效的农村医疗体制。体制为一
系列的制度安排所支撑，包括得当的设备和人员网络、社会融资占医疗支出

的很大比例，以及协调医疗服务提供者和鼓励医疗工作者为社区利益服务的

２０３

中国：未来二十年的改革与发展

① 范例见 Ｂｌｏｏｍ和 Ｔａｎｇ（２０００），Ｌｉｕ（２００４）和 Ｓｍｉｔｈ（１９７４）。



种种机制 （Ｃｈｅｒｎｉｃｈｏｖｓｋｙ，１９９５）。三层 “直上直下”系统中的激励非常高

效，能够促进高水平的初级保健。

城镇地区同样也有与国家财政支持和垂直行政体系相结合、高效率组织

管理的医疗体制。与农村地区不同的是，此种医疗体制依靠工人的雇主———

“单位”来组织医疗保障。患者只需要缴付很小一笔费用，医疗服务主要购

买者和提供者的角色由单位来扮演。工厂的医务人员就像农村的赤脚医生那

样，其职责就是完成基本初级保健任务，在需要时将病人转入上级医疗机

构。在此治疗层级之上，医疗保障体制的员工都是全职医生。

这两种医疗体制中，主要大医院代表最高级的护理，公共卫生机制则起

到这些医院 “看门人”的作用。１９８０年之前，公立医院服务费用受政府控

制，被维持在极低的水平上 （约占实际花费的２０％），而政府通过弹性预算

为患者提供住院治疗补贴，防止医院陷入入不敷出的窘境。医院没有向患者

提供不必要且会加重患者经济负担的护理或药物的动机，因为预算限制非常

宽松。

这项体制奠定了中国现代医疗设施的基础。虽然今天工厂医务人员不再

担任初级保健工作，赤脚医生和乡村卫生站也由私人运作，但国家医疗体制

结构和体制内病人分流趋向依然保持着同集体主义时期一样的特点。

公社的终结与社会化医疗

随着邓小平时代的到来，中国经济结构与公共服务供应体制急剧转型。

国家本身的角色发生了根本变化。这种变化包含大规模的竞争，以及不同程

度上省、乡、村级政府间的分权。随着管理模式的转变和由此而来的中国就

业结构和税制的变化，医疗服务的本质也改变了。包括医疗保障在内的社会

领域的发展，在公共政策议程上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即便如此———就中国经济增长来看也属正常———根据一些宽泛的人口健

康指数，中国人民的健康状况在持续提高。平均预期寿命从 １９８１年的 ６７９

岁提高到２００３年的 ７１８岁。１９９１～２００５年，新生儿死亡率从每千人 ５０２

降至１９，孕妇死亡率从每千人８８９降至４７７（ＷＴＯ，２００９）。

而且，据人均国际标准来看，中国的基本医疗系统相对全面。安全饮用

水、产前护理、住院分娩、早期接种疫苗的覆盖率在城镇地区分别是 ９９、

９６、９３和９５，而在农村地区分别是８０、８６、６２和８５（卫生部，２００４）。

尽管广泛的基本健康目标都有所改善，但这一阶段中，中国医疗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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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内的不满情绪亦在持续积聚。１９９３～２００３年，自评发病率和卧床时

间大幅增加。① 到２００３年，居住在城镇和乡村地区的患者对医院的不满比

率达到 ６１％和 ５４％，而这一数据在 １９９３年还分别是 ８％和 １４％ （卫生

部，２００４）。患者对医院系统的不满与成本膨胀和获得途径稀缺有很大关

系。

这种体制转变是宏观战略转型的结果，是建立在中国政府采取 “家庭

承包责任制”原则 （特别是农村地区）的基础之上的 （Ｓａｉｃｈ，２００３：１８－

３０）。“家庭承包责任制”原则究其核心，即认定家庭是社会保障的第一道

防线。因此，作为这一原则的必然结果，政府仅在 “家庭无力自我照顾之

时、政府行动有效之时”才介入其中。最重要的是，为社会服务买单的重

担首先落在了个人肩上。

与个人投入增长形成对比的是政府投入的大量削减。１９７８～２００４年间，

中国医疗开支年增长率为 １２％，高于 ９４％的 ＧＤＰ增长率。尽管医疗开支

大大增加，但政府投入占全部医疗开支的比例却从１９７８年的 ３２％降至 ２００４

年的１７％ （ＮＢＳ，２００５）。医疗开支在政府总预算中的比重从 １９８０年的 ２４

个百分点，降至２００４年的１９个百分点 （卫生部，２０１０）。

因此，在和谐社会思想提出之前，中国在医疗保障上的公共投入远低于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 （见图１７－２）。

财政结构使得政府分配给医疗服务提供者的资金大幅减少。各级医院名

义上虽为政府资助，却需要自己筹集相当数量的资金。集体主义时代一结束，

中央政府软预算措施也就告一段落了，１９８５年，像医院这样的医疗服务机构

在硬预算约束面前束手无策。这一情形导致医疗体系内可供使用的公共资金急

剧减少。世界银行的一项调查 （１９９７）显示，全部政府补贴对医院运作总成本

的支持不高于１５％。这对医院和医生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即使是名义上受政府全额资助的公共卫生机构也被预算短缺问题严重困

扰。②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期，全部的机构收入都由政府预算来完成，然而到

了１９９２年，政府对医疗机构的收入贡献率已减至 ３５％。预算差额由收取的

医疗服务费来补足。到１９９６年底，政府预算仅保证基本工资的 ５０％，或公

共医疗机构总收入的２５％ （Ｘｕ，１９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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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根据１９９３、１９９８、２００３年三组国民家庭健康调查数据生成，参见卫生部 （２００４）。

这里的公共卫生机构指的是，仅提供诸如免疫、基本卫生监测之类公共物品的机构，而不

是常规医院或乡镇卫生院这样提供公共、私人、殊价物品的机构。



图 １７－２　后集体主义时期公共投入

这些措施的结果就是，后集体主义时期内，为公共医疗提供资金的责任

最终落在了个人身上。

究竟个人能否承担得起这部分沉重负担？这些主要问题直到今日也被反

复问及。２００３年中国国民健康调查显示，在 ４级农村地区约有占总人口

６８％的民众因为价格原因拒绝寻求医疗救助。①

Ｙｉｐ和 Ｈｓｉａｏ（２００８）的回顾性研究证明，每年中国有３％的家庭被医疗

费用拖入贫困。然而，真实数据有可能更加令人痛苦，因为许多人出于经济

负担沉重或担心医疗服务不够有效的考虑，往往会向家人隐瞒病情。因此，

“无力照顾自己”的家庭非常多。让人忧心的是，越来越多的人无法就诊是

因为付不起门诊护理费用，而这部分费用理应是最低的。

由于中国公民医疗保险获取不足，获得医疗保健所必需的个人开支增加

的后果就更加严重。农村社会医疗保险覆盖率从１９８０年的大约９０％降至１９８９

年的１０％ （世界银行，１９９３：２８）。直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立之前，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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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４级是相关社会经济状态最差的农村地区。根据平均收入所做的社会经济分层，各区域被

划分为１至４层 （卫生部，２００４）。



图 １７－３　后集体主义时期就诊人数降低 （１９９３～２００３年）

盖率还在不断下降。同样，城镇覆盖率在 １９９３～１９９５年间降到了２％～３％

（ＮＢＳ，２００６：１２５，９０８－９）。这导致患者只能自费获取医疗保健 （见图１７－３）。

后集体主义时期的影响至今尚存。目前许多争论的出发点都是要纠正这

一时期的消极影响。

结构性问题

正确评价支撑医疗体系的公共财政体制，不仅对理解该体系是如何建立

起来至关重要，而且对理解中国医改的未来也至关重要。

因此，本节将就公共财政机制对中国医疗体系的影响作简要介绍，特别

是对后集体主义时期的影响。

图 １７－４　后集体主义时期医疗支出来源 （１９９０～２００３年）

人民公社时代结束后，财政责任体系在 ８０年代初期被引入，并持续至

１９９４年 （Ｗｏｎｇ，２００７）。此次改革主要涉及中央和省级政府关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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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当时省级政府的动机主要是刺激当地工业发展，因此资金也几乎都用在

当地工业上。这就促进省级层面上资金数额的积聚，同时加剧了现存的横向

和纵向的不平等 （Ｗｏｎｇ，２００７：２）。然而，这也使中央财政几近破产，因

为税 收 大 大 减 少 了 （世 界 银 行，２００５；Ｗｏｎｇ，２００７；Ｆｏｃｋ和 Ｗｏｎｇ，

２００８），且社会支出也大大削减。

１９９４年，分税制正式引入，当地税收和中央税收被明确划分。此次税

制改革的主要目的是加强中央财政地位、分割当地政府与处于当地政府地理

管辖范围之内的企业这两者收入之间的直接联系。分税制理论上使中央政府

通过财政转移扮演重新分配收入的角色，保证资金在中国各层政治体系中自

由流通。

然而，分税制没能解决中国税制潜在的结构不平衡问题。中央政府收入

增加了两倍还多 （Ｗｏｎｇ，２００７：７），但是收入增加的代价是将资金短缺转

移给了下层政府 （如图１７－５所示）。

图 １７－５　税收与支出变化 （１９９３～２００４年）

此举对公共医疗来说极其重要，因为下级政府才是直接支付社会福利费

用的机构。图１７－５展示出各级政府所负责的社会福利。它清楚表明，收入

分配与福利指令分配并不是成比例的。各级政府因此都面临筹集收入以支持

社会计划的持续压力。而规模较小的县受到的财政压力会相当大。由于无法

在农村收取非常规费用 （２００２年国家禁止农村乱收费），以及受到从上到下

“专项拨款”的限制，横、纵向支出不平等给低级医疗服务提供者，特别是

欠发达地区带来的损害更加严重。

理解支出能力差异对理解中国医疗体系十分关键。税收不足使得政府很

难通过支持医疗服务提供者、医疗政策或者组织来规范医疗行为。如 Ｃｈｏｕ

和 Ｗａｎｇ的研究 （２００９：６９４）所示，政府预算赤字对地区医疗支出有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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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远影响。筹资不足给公共医疗支出戴上了一道沉重的枷锁。Ｃｈｏｕ和 Ｗａｎｇ

认为，在其他条件均等的前提下，预算赤字每增长 １０００万元人民币，医疗

支出就会减少２６３个百分点。

除了各级政府间纵向的不平衡，中国经济发展还存在区域间横向不平

衡，整体上沿海省份经济增长率高于内陆省份。随着 １９９４年分税制改革的

进行，财政资源分布与地区收入更为接近，这进一步加剧了收入不平等的影

响。因此，Ｌｉｕ等人 （２００９：９７８－９７９）认为，财政转移是加强而非削弱了

横向收入差别。越发达的省份越有可能从税收转移中获利。

结果是，能看得起病的人才有对医疗保健的需要，富裕沿海地区的公民

生病时更可能去就诊 （Ｚｈａｎｇ和 Ｋａｎｂｕｒ，２００５：１９４）。这样一来，农村地区

二、三级医疗专业人员就极为缺乏了。因为昂贵的器械能生出更多利润、配

发更多奖金，所以边远医院的合格医务人才有前往大城市医院发展、农村地

区受过训练的医疗工人有前往县市医院谋职的强烈经济动机。这对农村地区

医生技能的消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例如，Ｇｏｎｇ等人的研究 （１９９７）显示，取自中国 ８个省份的样本中，

８０％的合格医师离开了相对贫困的县，到城镇谋求有利可图的职位。这导致

占中国总人数３／４的农村人口仅有１／３的医疗专业人员。再者，由于城镇医

院专业技能水平更高超，农村地区要保证与城镇地区同等治疗质量水准就更

加困难 （如图１７－６所示）。

图 １７－６　城乡医疗职业技能及比率

缺乏技能高超的工作人员对患者而言有害无益。例如，中国农村地区医

疗工作者比例过低产生了严重不良影响。根据 Ｌｉｕ等人的近期研究 （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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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性问题对中国医疗卫生体制的覆盖范围产生了负面作用。省级差异、城

乡差异十分明显。城镇地区覆盖率 （６１％）平均比农村地区高 １５个百分

点。低覆盖率也反映在欠佳的医疗结果上，广泛研究清晰显示，每千人中医

疗人员、医师、护士、助产士的人数与母、新生儿、５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

呈负相关 （Ａｎａｎｄ等，２００８；Ｃｈｅｎ等，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年，农村地区新生儿死亡率比城镇地区高 ２４倍，而孕妇死亡率

是城镇地区的２５倍。另有健康研究结果证明，贫困地区的寿命预期比国家

平均水平低４岁。

中国医疗领域内的恶性循环

中国医疗卫生体制已经受到这些结构性问题的影响，医疗提供者的动机

缺陷也已产生。从供给方看，出于有效补贴基本医疗服务的考虑，中国政府

作出努力，允许对相对复杂的服务收取更高费用，此举迫使医师在高消费病

人和低消费病人之间作出选择。从需求方看，患者对此体制的反应也意味

着，该体制更像是个 “炸面圈”，因为在其中需求被挤压到最低或最高的层

级，而不是过去那种高效的 “直上直下”的体制。

深嵌于体制内的各种动机引导体制走上恶性循环的道路。平均每张医院

账单金额都已经接近农村平均年收入的水准，约占城镇平均可支配收入的

２／３（卫生部，２００９；ＮＢＳ，２００９）。高价医疗账单经常直接导致贫困，所以

工人和农民都尽量避免看病。

然而医疗机构———由于国库补贴不足———同样也面临收入不足的困境。

它们最好的员工常常流向更高级机构中任职，它们有动机提高价格、使用高

科技器械、过度提供医疗护理。这样一来，贫困群众就更加没有动机去寻求

医疗护理了，因而此循环不断进行。

现存有效需求不足的境况恶化下去，因为人们看不起病了。公共医疗

提供者资金不足，被迫向低质量护理收费，或者被迫接受补给不足的现

状。这使得有能力支付医疗服务费用的患者离开低层机构，比如乡村诊

所、乡镇卫生站等，转而向人员培训程度更高、资源更优的高层医疗机构

投诊。但是高层机构同样面临资金紧缺，同样有通过过度提供医疗护理来

收取额外资金的动机，所采取的方式包括滥开药方、滥用检测和强制复诊

等。

因此，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有需求上的矛盾存在。许多地区严重供给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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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但更多地区则遭受着有效需求低导致的习惯性使用不足的困扰。① 尽管

人们希望接受医疗护理，但他们无力支付费用，或者在能支付时被向上推至

县、市级机构受诊。这些医疗提供者不仅价格更昂贵，离患者居住的距离也

更远。

价格屏障使患者获得医疗护理的途径受阻。付不起医药费的人们病势不

减，甚至病情更加严重，以至于需要更贵的高级护理。这也导致了一种动量

分析的出现：如若患者不能作为低消费病人获得服务而是作为高消费病人返

回，就会引起获得途径短缺和成本膨胀问题。②

通过保险打破恶性循环

２１世纪最初几年，中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意在提高医疗保险机制总覆

盖率的需方措施，对上述问题作出了最早的回应。基本社会医疗保险体制作

为全国范围内的一项政府体制，将起到第三方支付以及给予医疗护理资金援

助的新机制的作用。③

需方政策改革试图通过改变对医疗护理的有效需求打破上述怪圈。社会

医疗保险享受补贴且由政府组织管理，政府可以减少巨额医疗支出造成的风

险，并通过分担风险使必要的医疗护理费用停留在大众力所能承受的水平之

内。最初的目标是在 １０年之内将社会医疗保险体制推广至覆盖全体公民。

尽管该体制还未能实现全面覆盖，但在最近５年中它已在中国城乡地区迅速

扩展蔓延。政府已宣称将在 ２０１１年实现全面覆盖，目前其新型合作医疗制

度的覆盖目标几乎均已提前达到。

尽管赔偿率有所不同，城乡社会医疗保险 （ＳＨＩ）体制采用共同供款方

式。在农村，资金由个人缴纳、地方政府强制性供款、中央政府供款共同支付。

举个例子，早期新型合作医疗制度 （２００３～２００５）规定个人缴费标准

不低于１０元，地方财政资助不低于人均 １０元，中央财政按人均 １０元安排

补助资金。补贴标准在中央政府要求之下一再提高，时至今日政府补贴额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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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一个简单的衡量：平均病床占有率在医院为大约 ６０％，而在乡镇卫生院为约 ４０％ （卫生

部，２００９）。

Ｌｉｕ（２００９）对此提出两个近期例子，显示约一半的城市患者和 ６０％的农村患者完成了肺

结核的全部疗程。同样的，仅有１２％的城市高血压患者和 ７％的农村患者在治疗后血压回

归到正常水平。

Ｄｏｎｇ（２００９：５９５）对此政策的战略目标有很好的概括。



低为人均８０元，筹资总额最低为人均１２０元。

在城镇地区，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常被称为基本医疗保险，或

ＢＭＩ）的建立，意在覆盖城镇地区的全部职工和退休人员。其资金费用由用人

单位 （缴费率为职工工资总额的６％左右）和职工 （缴费率一般为本人工资收

入的２％）共同承担。当有需要时，地方政府可以补足基本医疗保险基金；但政

府主要还是起到指导和资金管理的作用。使用者同时有两个账户：个人账户支

付门诊费、急救和医药费用；社会统筹基金 （占用人单位缴费的７０％）支付起

付标准以上、最高支付限额以下的医疗费用。患者先行预付，然后受保险补助。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免费城镇医疗服务被废除后，无单位城镇居民或离职

职工便陷入无险可保的处境。２１世纪最初 １０年的中期至后期，国务院颁布

指导意见，决定建立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在 ７９个城市中覆盖这部

分居民，到２００７年该项制度已经推广到 ３００多个城市。此制度的基本结构

与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相类似，都由个人和政府共同缴费，目前据估计已经覆

盖４０００万居民。有预测称此制度在未来还将继续扩展。

以上所有新制度都属于灾难事件保险基金，主要目的在于补偿患者住院

阶段的支出费用。如在新型合作医疗制度中，所筹基金为消费者提供了

“重病和人力成本”的支付账户，并统筹归入县级合作医疗基金之中 （卫生

部，２００６）。消费者先行支付住院费，随后由镇级行政机构进行治疗后补

偿，县级合作医疗制度基金最后清偿。新型合作医疗制度补偿主体是住院

费，而在有些县门诊费用也在补偿范围之内。①

改革有效性

早期预测认为，即使新型合作医疗制度施行时间尚短、财力有限，但它

在改善医疗获取途径方面是有效的。许多中国研究发现，新型合作医疗制度

建立以来，整体医疗系统利用率和获得途径都有所提高，一定程度上受保人

群的经济负担也得以减轻。一项针对山东省试点县的调查表明，受新型合作

医疗制度覆盖的农村人口比起未受覆盖人群，其医疗系统利用率平均要高

１０～１５个百分点 （Ｊａｃｋｓｏｎ等，２００５）。Ｗａｇｓｔａｆｆ和 Ｌｉｎｄｅｌｏｗ（２００８）分析一

系列数据之后，认为城镇地区的基本医疗保险提高了医疗系统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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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一项２００６年世界银行调查显示，在２７个数据可获得的国家中，根据覆盖模式的不同，内

科护理的补助比例从１００％至６０％不等 （Ｗａｇｓｔａｆｆ，２００７）。



很多问题仍未解决。保险制度焦点在于住院补偿，也就意味着医疗保障

系统是为适应相对昂贵的高级护理建立的。个人支付在前、补偿在后的运作

方式使得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频频发生。①

也许更重要的还是最近有研究称，需方改革之后灾难事件费用似乎反而

上升了。此前对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早期评估似乎显示，保险能降低医疗费

用，因此医疗服务需求有所增加。② 然而与先前的国际例证不同的是，医疗

护理的实际成本还在上升。③

这里存在着显著的理论误差，即认为医疗保险和医疗结果之间的关系需

要有医疗机构居中协调。实际上，供给方才是导致成本膨胀的源头———因为

中国的医疗提供者是靠收取服务费生存的，它们有强烈动机将需求方转入边

际利润更高的医药和护理服务。④ 如果医师和保险所有者已经受动机缺陷影

响，且资金还在源源不断流入医疗体制内，那么流入的公共资金便面临着仅

能加速成本膨胀而不能优化行为模式的风险了。

需方战略与结构性问题

如果我们仅把需方改革视为资金增长、而不去纠正医疗系统内的动机和

结构问题的话，那么城乡差距、省际差距等结构性问题很可能在将来愈演愈

烈，而且我们预计从各种差距中衍生出的类似不公平结果也将延续。

近期有调查针对上述问题作出研究。Ｙｉｐ和 Ｈｓｉａｏ（２００９）采用 ２００３年

国家卫生服务调查报告和个人调查数据，得出结论称政府对城镇地区投入比

农村地区高５～６倍。需方开销分布如下：２００２年市级医院吸收了供方补贴
的５０％，县医院仅吸收９％；相比之下，乡镇卫生院仅收到补贴的７％。

此外，现存需方政策中内在的退化倾向依然存在。比如说，城镇基本医

疗保险制度是基于缴纳一部分工资收入之上的；然而统筹资金的风险体现在

市级层面而不是更广的县、省级层面。因为资源无法跨市传输，所以人口或

公共卫生优势明显、收入较高的城市会比精算风险高、高薪工人少的城市更

有能力提供丰富的医疗支持服务。

横、纵向资金分配不公平的现状同时被强化。比如，新型合作医疗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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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关于此问题更细致的分析见 Ｍａｎｕｅｌ（２００８）。

关于需方改革的影响详情，可参见 Ｌｅｉ和 Ｌｉｎ（２００９）。

Ｗａｇｓｔａｆｆ和 Ｌｉｎｄｅｌｏｗ的研究特别列举了越南和墨西哥的例子。

Ｌｉｕ和 Ｍｉｌｌｓ（１９９９）对此有经典分析。



也允许从家庭或地方政府手中获得额外供款。世界银行对 ２００５年新型合作

医疗制度回顾作出的研究显示，新型合作医疗制度预算高于人均 ５０元的法

定最低标准 （１７省１８９市抽样结果为人均 ６２９元），当地收入和覆盖模式

一旦变化，预算结果也随之变化 （Ｗａｇｓｔａｆｆ，２００７）。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地

区因而能向体制提供更多资金。

进行需方改革需要控制改革的机构既有权威性，又有筹集资金、转移风

险的手段。① 但新型合作医疗制度明显缺乏培养机构能力的资金。例如，中

国卫生部宣称，２００４年地方政府财政部门支付的各试点县管理开支总额为

８５００万元人民币，约人均１元 （Ｈｕ，２００４：２）。

问题是，贫困的县预算较少，管理开支负担可能相对沉重。据 Ｍｅｎｇ分

析，中国西、中、东部地区的管理开支分别占到预算开支的 ９８％、５１％

和３％，因此特别需要额外收入的地区却更可能陷入收入短缺。而且中央政

府规章禁止使用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基金支持管理开支。

在此消极情形之下，县政府常常更加不愿意使用已经筹集的新型合作医

疗制度基金。相对贫困的政府考虑到预算短缺，就有可能设计出限制覆盖率

和福利的保守计划，来抑制开支、避免过度消费 （Ｗｏｎｇ，２００７）。

在农村地区，随政策落实时间不同，每个受益人受资助的最低标准大致

相当于人均医疗总开销的 １／５。② 所以，医疗费用覆盖率实际是有限的，许

多服务不在覆盖范围或者仅仅被部分覆盖，资金中可扣除部分比例高、上限

低、共付保险率高。

更有许多研究证明，新型合作医疗制度未能像此前所预计的那样，起到

有效改善医疗获取途径和减轻穷人经济负担的作用。与高收入受保人相比，

低收入受保人较少使用医疗护理服务，也从新型合作医疗制度那里受到较少

补偿 （Ｍａｏ，２００６）。

结构性问题如何阻碍改革

现存资金方面的不平等不仅阻碍医疗服务的供给，而且损害医疗机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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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Ｂｌｏｏｍ和 Ｘｉｎｇｙｕａｎ（１９９７）对农村地区机构能力的必要性有复杂阐述；他们的研究对能力

不足地区的偿付结构做了广泛论述。

Ｚｈａｎｇ（２００５：２０）使用 ２００４年的计算；Ｗａｇｓｔａｆｆ等 （２００９）在 ２００７年做了类似的假设。

他们使用的数据可从以下网址中找到 ＜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ｈ．ｇｏｖ．ｃｎ／ｐｕｂｌｉｃｆｉｌｅｓ／／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ｈｔｍｌｆｉｌｅｓ／ｚｗｇｋｚｔ／ｐｗｓｔｊ／ｈｔｍ＞。



动机。① 以上综述的需方改革的种种作用就为此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案例。使

用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基金的行政职责已经叙述清楚②：中央政府追求的是社

会福利和整体医疗服务的改善，负责筹集资金、为各省指明目标；省政府责

任多在于设定目标和具体分析，它们判断各县的相对效果、对每年资金筹集

和支付决策施加影响。③

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基金的经营管理责任主要落在县政府肩上，包括

“规划受资助的合作医疗层级，设定合理退款方针，计算支付上限、补偿和

补偿规模比例分配” （卫生部，２００６）。县政府可以根据 “资金筹集和当地

情况”宽松地制定新型合作医疗制度补偿范围和标准 （卫生部，２００６）。

镇政府的责任集中在对乡镇卫生院的高效管理上，这一般被认为是新型

合作医疗制度模式的核心 （Ｗｕ，２００７）。其职责包括保证药物和基本医疗设

施供给、保证医疗机构的功能。所以，镇政府管辖之下的乡镇卫生院是传递

系统的中心，它为乡镇居民提供外展服务并联系全部预防性服务，包括儿童

免疫接种、疾病控制、传染病预防、母婴保健以及计划生育等，同时起到连

接高级护理的纽带作用。然而乡镇卫生院所付出的时间和行政管理服务不在

补贴范围之内。乡镇卫生院希望当地政府给予资金支持，但政府本身在财政

问题上也自顾不暇。因此乡镇卫生院的资金低于其他医疗层级就毫不奇怪

了。

乡镇卫生院的从业医师面临着一种困境。他们并不具备与大医院诊治病

人所需的同等培训水平，也无法获取同等的医疗资源或设备。他们的预期角

色只是 “看门人”和初级医疗提供者。在乡镇卫生院运行体系之下，简单

的诊疗价格会低于成本，而相对复杂的诊疗价格则高于成本。所以医师为了

增加收入，会有动机来诊治病情复杂的患者。

同样，当乡镇卫生院管理者发现自己面临资金短缺难题时，可以预计

到，他们为了节省费用会鼓励医师将患者转诊至县或市级医院。此种利用模

式会使乡镇卫生院的收入随着病情复杂患者的减少而减少，因为诊断这些患

者实际上是另一种形式的补贴。

乡镇卫生院管理者和镇政府官员的行为以这种方式达到了一致。镇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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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本节遵循 Ｗｉｌｓｏｎ（１９８９）的方法论原则，认为官僚机构亦可作为利己单元开展活动，而且，

此种利己动机体现在通过维持资金保障自身生存上。

以下叙述可见卫生部 （２００６）；任何翻译和缩写错误都由本章作者负责。

省级政府应 “建立 ＣＭＳ基本药物目录，规制调查基础，分析医疗准入、财政平衡和资金支

出”，结算并 “努力提高国内农民的受益水平”（卫生部，２００６）。



官员政绩评价只需保证乡镇卫生院不致破产即可，所以他们并没有督促医师

或管理者起到 “看门人”作用的动机。

为使体制正常运作，县政府需有能力要求镇政府官员对乡镇卫生院的行

为施加影响，然而县政府几乎没有这样做的动机。这是因为县政府官员的动

机是矛盾的。官员政绩考核标准虽有些微省际差异，但大致如下：

（１）管辖之内的医疗组织机构是否破产；

（２）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基金在财政上是否可行；

（３）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登记率；

（４）医疗工作者人数；

（５）包括疫苗接种等在内的一般公共医疗措施。

治疗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意味着，一些测量标准如治疗方案、处方率、

药物化验等并不能用来评价政府成绩。与实际医疗结果不同，新型合作医疗

制度登记率会被考量并能影响省级政府对县级政府的评价。所以说，即便新

型合作医疗制度建立在自愿基础上，政府行政管理者也有动机确保全部公民

登记；但即便医疗体系是公立的，他们也没有动机考虑提供的服务究竟如何。

此外，医疗结果无法测量，使得政府官员需依靠医院管理者来确保医师

行为对社会有益。尽管县医院、乡镇卫生院都是公立的，它们的动机却与私

营机构并没有两样。地方政府可向院方提供资金，以及特殊公共卫生干预的

目标，例如免疫接种目标。然而在此同时，医院的主要任务是战胜资金短缺

生存下来。

只有在高消费患者人数足够的情况下，医院才能生存。更重要的一点

是，奖金支付制度是医院对医生行为的控制机制。此类奖金是对工资的补

充，一般不在正式合同书中———或者说在公共记录里是查不到的。世界银行

研究 （２００５：４３）显示，医院收入与医生奖金之间似乎有某种关联，但能

证实此假说的数据很难监测。

最后，地方政府和医院／乡镇卫生院有动机增加职工数量。鉴于中央章

程已规定职工基本工资且一般只存在软预算限制，额外增加职工不仅对医

院／乡镇卫生院有好处 （可以获得额外收入），对地方政府也有好处 （可以

获得支持、权力和影响力）（Ｓｈｉｈ等，２００８）。

中央或省政府给予的非常规补助金以及定向转移资金，同样能用于购买

更新昂贵的设备，这就为更复杂的医疗增收过程打开了方便之门。

患者被迫对动机作出回应。既然他们预付在前，也就需要自己决定去哪

一级医院看病，同时承担所有经济风险。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诊后赔付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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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患者到乡镇卫生院层级就诊。乡镇卫生院有动机使病人提高消费，而且

按服务收费的医疗系统模式中也有许多信息不对称问题。乡镇卫生院的职工

也不如县医院的职工训练有素。①

患者不仅要衡量哪一级医院最适合自己并为治疗先行买单，还应该规范

医疗提供者的行为。理论上说，应该向个人消费者提供更多资金允许患者发

表意见②。但医患关系中的信息不对称使个人很难一对一规范医生行为，所

以患者也不可能发表什么意见。而且，患者对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运行或偿

付行为没有发言权，他们的选择只剩下离开或者坚持自己的选择。医疗系统

绝大多数是公立或公营的，所以离开的选择也受到限制。因此，个人规范提

供者的行为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风险最终被推到患者头上，而且官员缺乏有效、一致的动机，中国

政府的需方战略似乎本身就是不充分的。社会医疗保险体制没有改善动机缺

陷问题的机制，也不能改良或监测医生间的代理问题。政府官员、医院管理

者、医生之间的动机矛盾使得患者只能自己来操作、规范医疗系统以及缴付

资金———但他们并不擅长这个角色。

动机缺陷也阻碍供方改革

更重要的一点是，动机矛盾也影响到中国政府进行供方改革的能力。从

“政府主导”的例子来看，此种供方理论已经在媒体中引起广泛关注，据一

些研究称，它在政府内部也引起不小的反响。③ 根据这种理论，中国政府应

该尽可能对所谓 “基本医疗”负责。初级护理层面的公共社区医疗提供者

供应的服务由大额补贴支撑，患者缴纳小部分款额。提供者应利用更多公共

资金支撑的培训项目改进技术，以及提高相应地区内乡村医生的技能。在治

疗的更高层次，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和基本医疗保险这样的公共医疗保险体制

应该得到加强，增多的资金应用于提高社会医疗保险对住院费的覆盖力度。

这种改革战略有两个主要问题。第一个与成本有关。当前中国公共医疗

提供者的总收入大致相当于政府总支出的 １／７，中国没有财政能力提供全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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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如上对集体主义时期供给的概述，患者也能以一种低层、私人的方式接受治疗———乡村医

生，但由于这些医生不受体制管理，也不享受公共资金分配，因而未将他们纳入模式中。

基于 Ｈｉｒｓｃｈｍａｎ“消费者对公共提供者看法”的经典特征描述 （Ｈｉｒｓｃｈｍａｎ１９７０：１７－３７概

述了此模式）。

Ｇｕ（２００９：１２４）对国内政治的描述要具体得多，虽然他对需方改革的偏好非常明显。



支持。① 另外，这些供方战略聚焦于建立一种 “小型国民健康保险制度”，

政府致力于向社区中心注入资金，其中包括繁多的培训项目以保证社区中心

人手充足。但这并不能解决医院的困难。目前，供方改革的焦点是加强社会

医疗保险机制，解决它尚未充分覆盖的问题。

而且，当前中国医疗体系面临的动机缺陷问题恶化了。公立医院会用多

出的收入付给职工奖金。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比如声誉原因，保留乡镇卫

生院里的社区医疗工人或者保证当地医疗服务质量将会很困难。乡镇卫生

院、县医院、官员之间的动机矛盾还将延续。

２００９年４月医疗改革

想了解中国政府对未来 ２０年的医疗改革的看法，最好的例证就是其最

新的医改方案。② 改革方案——— 《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于２００９年１月被采纳并于 ４月初发布。③ 该方案承诺

“着力解决 ‘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改革方案似乎比较赞同供方改革建议。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标准将有

所提高 （“２００９年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标准不低于１５元，到２０１１年

不低于２０元”），同时更多经费将被用于改善公共卫生和基层服务质量。中

央政府也提出将更多药品列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

在此之上，中央政府保证主导供给方的医疗卫生改革。它承诺 “合理

确定药品、医疗服务和医用材料支付标准”；坚持 “医务人员的工资水平要

与当地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平均工资水平相衔接”；规定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提供的医疗服务价格，按扣除政府补助后的成本制定”；最后确保药品 “零

差率销售”。药品收入不再作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经费的 “主要补偿渠道”。

而且，政府认为这将对 “乡村医生承担的公共卫生服务等任务给予合理补

助”。关键是，地方政府将会为这些措施制定标准。方案中没有提到哪一级

政府将为提供者筹资，但从监管机构来推断应该是地方政府。

从需求一方来看，社会医疗保险补助增加，所以基金提高到最低每人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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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Ｇｕ（２００９：１２４）对此作了计算，根据卫生部 （２００７）和 ＮＢＳ（２００７）。

最新的改革是开创性的。它由国务院选定，李克强领导。许多跨国咨询公司、国内外大学

和智囊团都参与其中。具体改革细节可见 ＜ｈｔｔｐ：／／ｓｈｓ．ｎｄｒｃ．ｇｏｖ．ｃｎ／ｙｇｊｄ／ｙｇｗｊ＞。

以下部分为节选，详见 ＜ｈｔｔｐ：／／ｓｈｓ．ｎｄｒｃ．ｇｏｖ．ｃｎ／ｙｇｊｄ／ｙｇｗｊ＞。任何翻译错误都是作者

之过。



年１２０元。改革重点将会放到门诊费上，报销范围也将扩大。

门诊费用报销规模和比例将提高。在农村地区，县政府被要求报销新型

合作医疗制度基金的更高额度。①

改革最震撼的部分是公立医院转制。政府保证偿付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的

“基层”工作，也鼓励 “合格”医生参与诊所运作或自行建立诊所。预想的

报销机制是通过社会医疗保险体制报销，虽然医疗提供者将被迫签订一份

“指定保险合同”。同样的，政府将 “积极稳妥地”把公立医院转制为民营

医疗机构。

最后，方案承诺进行监管体制改革。这些改革包括 “鼓励”地方政府

“积极探索政事分开、管办分开的有效形式”。其中最重要的措施是正在商

议中的 “医疗保险经办机构与医疗机构的谈判机制”。如果有效实施的话，

该举措毫无疑问将把改革向前推进一大步。

前景与总结

然而，中国政府似乎陷入了试图多管齐下而不得的窘境。它既希望能

“合理确定药品、医疗服务和医用材料支付标准”，同时又承诺提供大量资

金给需方规划，而在此规划中个人不得不面对政府动机缺陷。

我们可以清楚看到，随着保险覆盖率扩大、保险基金增加，运用需方规

划改革医疗服务提供者偿付体系的能力也将提高。然而要改变提供者的行

为，就需要扭转当前模式。如果能够从以前的事后偿付模式转换到新的契约

模式，其中保险公司真正起到第三方购买者作用并且能运用多元购买手段的

话，保险机制将会有所受益。以不同地理区域和不同医疗机构为对象的许多

中国研究都记录了模式转换后购买能力、获得途径和患者满意度的提高

（Ｙｉｐ和 Ｅｇｇｌｅｓｔｏｎ，２００１；Ｙｉｐ和 Ｅｇｇｌｅｓｔｏｎ，２００４；Ｗａｎｇ等，２００５；Ｈｓｉａｏ，

２００７ａ，２００７ｂ；Ｗａｇｓｔａｆｆ等，２００９）。

诸如此类的模式转换也需要中国政府在许多层面上明晰其政治结构和战

略。例如，中央政府层面上对当前保险机制负责的是卫生部与劳动和社会保

障部两个部门，而改革提案在中央层面的两个部门间经常出现冲突。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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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即所谓的 “８５－９３规则”，其中规定县政府每年需报销不低于 ８５％、不高于 ９３％的新型合

作医疗制度基金资金。

Ｈｓｉａｏ（２００７ｂ）对此有详细论述。



在中国监管结构中，明晰度不够这个问题不断在横、纵方向加深。比

如说，中央政府希望能 “合理确定药品、医疗服务和医用材料支付标准”，

但地方 （最可能是县级）政府才会实际规范这些措施的标准。然而也正是

地方政府有强烈动机保证医院和社区医疗中心———已经在很长时间内得不

到国库充足供款———不至于破产倒闭。因此，一个扭曲的、仅允许医疗机

构在高／低成本医疗服务中做抉择的体系的延续，只会使各类改革收效甚

微。

体系的改变不仅面临行政和财政上的困难，也与近来中国监管权力集中

的趋势背道而驰。根据 ＢａｒｒｙＮａｕｇｈｔｏｎ对２０１０年全国人大所做的敏锐观察，

当前中央政府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举措是温家宝总理所说的 “宏观调控”

的结果。所谓宏观调控即必须坚持运用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两种手段，在坚

持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激发市场活力的同

时，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决策高效、组织有力、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

势 （温家宝，２０１０）。

很难理解怎样才能 “集中力量”办医疗卫生领域里的 “大事”。例如，

更多公共医疗卫生计划的专项拨款已经在省级层面上引起广泛争论，以试图

降低当前中国体系内的横向财政不平等。但当前纵向不平等意味着 ５０％的

额外资金将被直接投入城镇需方规划中，而对改变低层官员和医疗提供者的

动机作用极其有限。很难看出中央层面的 “集中力量”如何能够不加重目

前的动机缺陷。

中国未来 ２０年医疗卫生改革真正前途光明的措施是，从宏观调控转移

到我们所说的 “微观调控”。所有的改革方案都需考虑供给方和需求方。

真正的供方改革要求部门中立。政府应消除高、低消费患者之间的界

限，判定医疗机构的性质地位，监察地方官员的动机改革。同样，政府还需

尽力保证高层级资金的安全，使镇、县政府成为有效的监测者、测量者和调

整者，使医疗机构确保 “看门”的高效率。为调整当前医疗人员和患者竞

相前往更发达地区的动机，横、纵向政府间财政改革也是有必要的。最后，

对改革的失利群体应该作出一些让步①———他们无疑将带来巨额财政支出和

行政困难。

关于未来２０年的另一种选择是彻底的需方改革。一些需方体系，如基

本医疗保险系统和新型合作医疗制度，需要对它们服务 （以及给予其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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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此观点最先由 Ｅｇｇｌｅｓｔｏｎ等 （２００８：１６３）提出。



金）的人群负起责任来，这样才能为提高服务质量创造巨大激励。如果这

些需方体系能够实行新偿付机制以及自由认购，结果就会更优。构想成真

的关键不仅在于完成先前计划、到 ２０１１年实现全面覆盖，而更在于解决

适用性和不平等问题。比如允许城市间基本医疗保险流动，就是不错的起

点。而更好的措施有：维持甚至继续助长需方体系的基金增长趋势；将医

疗保险归入中央政府单个部门的管辖之内；整合城镇无业人员与农村机

制，确保他们与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保持一致；最后，使医疗卫生体系具备

完全的适用性。

若考虑到未来２０年的改革，就无法避免今天的问题———这些问题又与

过去的事件息息相关。财政和公共福利体系的不平等与医疗服务供给不平等

挂钩。此外，不平等的交织交错产生动机缺陷，给中国公民带来不良后果并

在今天阻碍改革进行。２００９年 ４月的改革提案必然会触及引发人们对医疗

卫生领域不满的制度缺陷。即便不触及这些动机问题，系统化的改革也已举

步维艰。因此，很难说我们对未来２０年改革不持一丝谨慎态度。

过去１０年中，中国中央政府加大医疗投入的决心之大是值得赞赏的。

虽然前路漫漫，但针对基金和动机缺陷双管齐下的措施如得以施行，那将对

未来２０年的中国医疗卫生体系产生巨大影响。

（徐婷婷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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